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David Halpern◎著

國立編譯館主譯/黃克先•黃惠茹◎譯

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公司合作翻譯發行G经淡圆書么* I）印行



這本精采絕倫的好書，以流暢細緻的筆法、權威性十足的語調寫成，内容包羅萬象。

我甚至希望此書是出自我的筆下——在研究社會資本領域的文獻急速增加下，

至今它是我見過，介紹的最棒且最全面性的一 1

Robert Putnam，哈佛 Afone的作者

「社會資本』這個概念是當前從事研究工作及政策制定者所探究的焦點。

它意味著促進個人與集體行動的社會網絡、非正規結構和規範。

愈來愈多顯示社會資本如何對經濟成長、健康、犯罪•乃至於政府效能造成衝擊的證據*

帶動此一探究社會資本概念之風潮。

David Halpern藉由各種社會資本的定義（甚至有時是令人困惑的），提供進入此概念的指南。 

他把檢視關於社會資本重要影囊的跨學科研究文獻加以匯集，用以展示社會資本的廣泛效應• 

並進而提出一個模式，以此來闡釋創造社會資本以及由社會資本到其結果的因果路徑。

David Halpem以來自各國的證據證實社會資本是否正在衰退，

並以這些證據處理社會資本是否具傳害性及排他性等爭議性問題。

最後並考慮了政策上的意涵，包括對於社會資本如何進行測量、創造與運用。

《社會資本》一曹提供了多年來社會科學最重要且令人興奮的新興領域之概觀。

本書並未以任何文獻或統計知識做為前提；

對於政治學、社會學、社會行政、社會心理學等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和學生•

以及有志探索社會資本如何影響自己生活的一般讀者來説•同樣都有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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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當時我還是年輕天眞的博士生，卻進駐到英國最惡名昭彰的住 

宅地區及計畫中，想看看物質環境與居民心理健康之間是否有因果關係。當 

時，不論在政界或學界，這都不是個時髦的議題，我們也不期待會做出什麼成 

果來。

其中有一個研究是想看看，若對居住的物質環境做出一連串改善，居民 

的心理狀態會有什麼改變。那時，居民的心理健康狀態很糟，半數以上的成年 

婦女都飽受臨床上的憂鬱及焦慮之苦。有位居民的情形一直深印在我心底：她 

是如此地焦慮，因此在我們數次登門後，她才願意開門接受訪談。她毫不掩飾 

自己不喜歡住在這裡的事實，說自己與鄰居毫無往來，並認定假使鄰居看到她 

的錄影帶，就會想偷取。兩年後，她有了 180度的轉變。她看起來十分輕鬆自 

在、快樂，並且很窩心地說自己的鄰居就像是朋友一般。她的例子並沒有什麼 

値得大書特書之處，然而，這樣的故事不斷在整條街上重演。憂鬱症及有焦慮 

傾向者的比例減少一半以上，不信任的氣氛被一種友善、相互支持的鄰里關係 

取而代之1。

建築的工程並未進行得特別順利。最初的兩位承包商因爲施工粗糙且不夠 

專業而被解約，同時一場大火也對其中一間房屋造成了嚴重損害。然而，這些 

變數，包括彼此對這項工程本身的相同抱怨，卻將居民們凝聚在一起，使他們 

能發現傳統社區的好處，但時下的社會學家一直將這種傳統社區歸爲不可復得 

之過往歷史。

接下來幾年裡，即便我並未自視爲一位「社會資本」研究者，但這類神奇 

的研究結果卻不斷出現，猶如一塊活化石的報告一樣。對於少數族群心理健康 

的硏究出乎預料地指出，聚居在條件不佳地區的弱勢少數族群成員，比單獨住 1

1針對此個案的研究乃在Halpem （1995a，第七章）中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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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裕社區的成員展現出較佳的心理健康狀態。2 —項針對年輕專業人士之成 

就的研究指出，人們儘管宣稱自己活在不分階級的社會裡，但擁有良好的家族 

關係這項特質，的確對他們產生出巨大的影響。3關於生活安適(well-being) 
的研究不願證明收入與幸福之間有強烈的關聯，但個人關係與社群關係確實產 

生了很大的效果。4針對二次戰後少年犯罪和失序逐漸升高的情形，一份大型 

的跨國學術調査無法找到任何解釋，但此調査並未檢視正在變遷中的社會組構

(social fabric) °5
此處存在著一個弔詭。鑲嵌在地方層面上的傳統社群若非被視爲已完全 

消失，就是被認爲已急遽衰頹。而且，除了少數冥頑不靈的保守人士外，包括 

我在內的大多數人並不會對他們的逝去感到悲傷。就像評論家Matthew Parris 

曾在一場我們都被捲入的爭論裡說過的，要重回一個「快快拉上窗簾」(twitching 
curtains)的世界(譯註：這個動作指的是在以往守望相助的社區裡，許多人〔尤其 

是老人家〕常守在家中的窗前，注意是否有任何不尋常的事發生，一旦有，就 

迅速拉上窗簾報警或連絡鄰居)，這個點子對大多數學者或政策制定者而言， 

都不太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所有證據都隱隱暗示挂們，類似如社會組構的 

東西，即便在世界主義、自由主義的現代世界中仍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數人

直觀上可知--- 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譯註：曾任英國首相，爲英國

新自由主義的舵手)可能是個例外——往昔曾有一個叫做「社會」的東西，它 

極爲重要，而且它不單單僅是形式上的制度而已。我在研究生時期曾積極參 

與一個跨黨派的組織——公民身分委員會，此委員會曾推行這樣的理念，6但在 

1990年當時，並沒有資料、概念架構或政治興趣，來促使這個議題繼續往前 

走。不論在政治上或學術上，時機都還未成熟。

那麼，打保齡球到底有什麼重要的……？

1997年夏天，我在哈佛大學當客座教授時，首次見到了普特甫(Bob

2 請參考 Hal pern (1993)以及 Halpern 與 Nazroo (2000)。

3 請見 Halpern (1992)。

4這個發現並未發表，它是在1995-6年於Nuffield大學進行的，但也可參考Donovan與 

Halpern (2003)。

5 請見 Rutter 與 Smith (1995) °
6 Commission on Citizenship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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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nam） °我們後來又再次見面，但這是拜他的耐性而非我的求知欲所賜。我 

的藉口是當時我主要聚焦在其他的議題上，像是政府應該如何與個人區分責ix 
任、第三條路等等。他無疑地是個洞見獨具的專家，把這些議題與義大利區域 

治理、美國人看電視的習慣連結起來。7

自此之後，我與Bob逐漸熟識，對他的研究更加熟悉，也更加尊敬他。

我們在許多地方有共識，但畢竟在這個領域裡他是如此具有影響力，所以若我 

提出一些我們在看法上有所不同的論點，或許可以對讀者大有助益。

首先，相較於Bob，我著重在較廣泛的社會資本定義。對我來說，社會資 

本概念延伸的範圍不只包括中觀層面（meso-level）的傳統社群及個人熟識的 

社會網絡，還包括使人際互動可能的廣泛的「生活習慣」或國家文化、地區文 

化。（對一些社會資本專家來說）難以想像的是，我認爲「社會組構」也算是

「社會資本」。因此，我認爲每天在倫敦地下道裡靠左邊走是一種社會資本，

但對許多社會資本專家並非如此（欲知完整的討論，請參考第一章）。同樣 

地，對我來說，非正式的約束力量是整套環節以及概念裡不可或缺的一環；其 

理由我希望能闡明清楚（例如，請參考第四章），但對普特南來說，其核心概 

念並不包含約束力量。

其次，我切入的角度以及旨趣更國際化，至少是較注重跨國的比較（例 

如，本書中的第二、四、五或七章）。美國本身是一個相當龐大、內部差異也 

很大的國家。儘管如此，跨國檢視確實能提供不同的觀點。這個觀點之所以不 

同，部分也是因爲「從大西洋的另一端來看這個世界，是有些不同的」這個事 

實；同時，也是因爲跨國的比較能使我們有機會在方法論上檢視其他類型的對 

比與變項。例如，從美國內部與從跨國的觀察來檢視電視在日常生活中的角 

色，差異是非常大的（請參考第八章）。

第三，因爲有觀點與定義上的差異，導致彼此間的關鍵結論出現微妙的差 

異。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社會資本演變的大方向究竟是「日漸衰竭」（Putnam版 

本）或是「逐漸轉化」（Halpem版本）。對我來說，即使是美國的例子，在某個 

程度上也可以被解讀爲逐漸轉化，而不僅僅視之爲日漸衰竭，畢竟普遍性的社

7在該年年底前，我寫了--篇有關社會排除與社會資本的論文，稍後將它改寫、更新爲一篇 

名爲〈社會資本：一雙新的金雞母？〉的新閒報導性評論，但令人驚訝的是，即使它是在 

Westiminster舉行的研討會上發表，但英國智庫仍對出版此論文感到猶疑不定，擔心它所能引 

起的興趣很有限。當這篇論文的更新版靜悄悄地放進2002年的英國內閣部會表現與創新小組 

中後，光是在頭一個月就有一萬人下載了這篇文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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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規範如今取代了傳統社群內非正式的認知（第七章）。當然，這並不是說轉 

化完全不會在某些領域中帶來影響或負面效果，比如說在心理健康方面，而這 

對個人及社會都會造成嚴峻的問題。

第四，我們對社會資本的文獻在政策制定的建議上，也有非常不同的觀 

x點。尤其是，我比較傾向把重點放在政府以及大眾媒體可以扮演的正面角色，

還有經濟不平等的負面角色（第九章）。當然，政策性結論中許多的差異都與 

我們所工作及參與的政治脈絡有關係。在瑞典寫作的Bo Rothstein無疑地就推 

導出很不一樣的政策性結論。

然後，我需要感謝很多人……

研究社會資本最棒的一件事，就是能遇到這群人。或許，正是這個領域， 

才會吸引到一些近乎病態的樂觀主義者前來，但包括這群人以及領導社會資本 

研究發展的這些人在內，幾乎都是非常能信任他人且値得信任的，他們有高度 

的社會參與及公民參與，心胸開闊且熱心助人——當然，也擁有眾多社會連 

結。比起1990年代晚期，如今這個領域的規模更加廄大，這不可避免地扭曲 

或改變了在此領域工作的性質，但我希望那股原有的精神特質仍能保存下去。

現在，該是致謝的時候了。我確信我一定遺忘了某些人，也要命地冒犯 

了某些人，我會設法致上適當的歉意。首先得感謝在社會資本的辯論上，每隔 

一段時間就會挑戰、教導並刺激我想法的同事，以及學術上的伙伴，這些人包 

括 Bob Putnam ' Tom Healy ' Mike Woolcock ' Tom Sander ' Richard Wilkinson、 

Peter Hall、Simon Szreter、John Helliwell' Sylvain Cote、Peter John ' Perry 6 以 

及Stephen Aldridge °在這串名單裡的兩位Tom値得特別感謝一番，因爲他 

們曾細心且鉅細靡遺地審視本書初稿並提供建議。另外還有許多人以某些別 

具意義的方式，在我主要以探索社會資本爲主的廣泛學術旅程上，刺激、影 

響、協助我，或在完成本書的工程上提供實際幫助，他們是：Lisa Berkman > 

David Blunkett' Brendan Burchell、David Good、Roz Harper、Tyrill Harris ' 
David Held、Erika Jacobs、Louise Kennedy、Julian Le Grand、Sue Leigh ' Joni 
Lovenduski、Vivian Lowndes、Zoe Morris、Geoff Mulgen、Avner Offer、Bo 
Rothstein ' Jenniffer Rubin、David Saunders、Robert Sampson、Fiona Sewell ' 
David Smith、Danielle Stoile ' Nir Tsuk、Jan Van Deth ' Paul Whiteley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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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wart Wood。當然，必須特別感謝的是我的另一半Jennifer，還有我那兩個很 

棒的孩子，他們在美式足球、古生物學和破壞玩具的功力是我望塵莫及的。

目前，雖然我仍與劍橋大學保持聯繫，但我過去三年間多半在首相策略 

小組(Prime Minister's Strategy Unit)中，擔任高級政策顧問。我非常感謝在社 

會暨政治科學院以及策略小組的同事，支持我並給予我許多彈性，使我能在多xi 

種角色之間取得平衡，才能完成這本書。雖然，我在策略小組裡的大多數研究 

與社會資本並無直接關係，但它們經常以各種方式出現在社會資本的研究議程 

上。社會資本的變遷是當今社會所面臨眾多挑戰中很關鍵的一個。我們將會看 

到，社會資本也影響到許多重要政策成效，以及公共服務與公共財的提供。最 

後，我應該附帶一提的是，能在普遍認爲這類議題、證據很重要且願意接納的 

行政機關及政治氛圍中工作，是很棒的一件事。但是，證據不僅是提供給菁英 

看的，也是讓我們能瞭解，並用來形塑我們所期待居住的世界。

我應該強調，這本書代表的是我對社會資本既有文獻的理解與看法，絕非 

政府的政策或立場。這是一本學術用書，但其內容涉及的社會科學知識是很要 

緊的，因爲它是一面鏡子，反映了當代社會，因此我們不僅可以反思我們的社 

會是什麼，也讓我們能促使它變得更美好。我已許久沒有回去研究生時期所研 

究的許多身處劣勢的住宅地區，事實上其中有些地方已經不復存在。我猜想那 

些居民大概不會愛看這本書，但從某個角度來說，本書是爲他們而寫。有時，

你們所塡寫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問卷確實可以促成某些東西，雖然那需要等一段 

時間。

DSH，2004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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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導論：概念、歷史與測量方式

社會生活的特點(包括社會網络、規範與信任)，能使參與者更有效地一 1

起行動，以追求共同的目標……簡而言之，社會資本就是指社會連結，以

及伴隨而生的規範及信任。

Putnam, 1995, pp. 664-5

「社會資本」這個詞彙，如今已變成政治及學術菁英界裡的行話了，但對 

一般人而言卻仍較陌生。即便是使用這個詞彙的政治人物與學者，也經常搞不 

清楚到底「社會資本」是什麼，或該怎麼測量它。只要稍加檢視這個詞彙的使 

用，你會發現它與「社群」(community)、「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社會組 

構」(socialfabric)有關，大略是指人們如何彼此相互連結；但如此鬆散的定義 

聽起來似乎指涉了一切事物，但同時什麼也沒說。因此，對某些人而言，社會 

資本就只是最新流行的玩意兒，只是知識分子的噱頭，沒什麼太大的意義，這 

個看法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但是，對其他人來說(這當中有些是當今世界最著名的 

學者)，社會資本是社會科學近50年來，所出現過最重要且令人興奮的概念。

社會資本這個概念之所以令人感興趣，主要可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對 

許多政策制定者而言，這個詞彙掌握了當今政治上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它 

讓人感受到腳踏實地的經濟味道，同時又重新詮釋了社會性的重要。它間接反 

駁了 1卯0年代及1990年代初期，盛行於美國、英國、紐西蘭那股粗糙的政治2 
經濟風氣——如同柴契爾夫人這句名言所說：「像社會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J。

社會資本被很多人用來表述，在經濟學簡化的世界觀之下，令人感到若有所失 

的東西。這個詞彙的使用也反映了整個西方世界，在1990年代中期興起的中 

間偏左政黨在政治上復興的趨勢。它也暗示了爲何在世界上許多地區(尤其在 

前共產體制的國家)，簡陋的市場模式的應用會遇上麻煩。社會資本是經濟學 

家過去所忽視而遺失的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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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則可以從近來學術研究領域所做的努力，看出社會資本這個概 

念受到的重視。大量湧現的文章和研究調査，都顯示出社會網絡的形式、品質 

以及在某些層面的結果之間是有關聯的，包括經濟成長、健康、犯罪、教育成 

就，甚至是政府的效能。我們常看到，各種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個別發現這 

些關聯，而且他們所使用的社會資本之定義經常是互異的。直到最近，這些硏 

究者才開始瞭解彼此的研究核心要旨之間具有共通點。

那麼，「社會資本」是什麼？

想知道社會資本爲何，最簡單的方法或許是舉一些實例。大多數的人都 

身處各種不同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團體中。我們都有朋友，與工作上的同事們交 

往。我們可能隸屬於某個工會或專業團體，讓我們能跟自己工作場所之外但 

從事類似行業的專業人士們保持連繫。閒暇之餘，我們或許會參與某個運動 

性的社團或俱樂部，也可能隸屬於其他因擁有同樣興趣而組成的團體，像是打 

毛線、玩鐵路模型或是研究天體物理學。或許，我們也可能隸屬於某個政治團 

體，或更常見的諸如拯救鯨魚、關心環境或爭取槍枝擁有權的遊說團體。而在 

居家生活中，我們也都是某個家庭、鄰里、宗教或族群的一分子。這些日常生 

活的網絡就是我們所謂的社會資本，此外也包括許多有助於界定、維繫網路的 

社會習俗與連繫。

這種社會組構(social fabric)的存在，對身在其中的個人與社群有許多助 

益。而在柯爾曼(JamesColeman) 一篇討論紐約鑽石批發市場的論文，可說是 

3 —個經典實例(Cdeman，1988〉。柯爾曼提到，在這個市場裡，商人們經常可 

以氣定神閒地將裝有價値數千美元以上的鑽石袋子，交給其他商人檢査，而這 

項舉動並沒有任何保險或正式協議。對一個局外人來說，它似乎是極度冒險且 

不明智的，因爲似乎根本無法阻止其他商人趁機竊取這些鑽石。然而，這個市 

場相當成功且極有效率。在這些商人的網絡裡，資訊自由流通，交易毋需詳細

且所費不貲的契約或保險就能進行。

唯有當鑽石商人社群之間能緊密連繫、高度信任和彼此可靠，這市場才 

能運作下去。對商人而言，能夠進入這個對「行止合宜」有共同看法的同業網 

絡，這本身就是一項資產，在做生意時能更得心應手。然而，這種助益良多 

的社群或網絡，即便它對那些得以進入此網絡的人產生很大的好處，卻不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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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種財務、物質或人力上的資本。要描述這種網絡，最好的方式莫過於視之爲 

「社會」資本的一種形式（請參見表1.1〉。

我們稍後將看到，針對什麼是社會資本，什麼又該被排除在此概念之外， 

已經產生了可觀的討論與爭議。本章主要的目的，是薩清社會資本這個概念的 

範圍及較細緻的內涵。但是，這個概念本身其實相當簡單，或許對概念本身爭 

議不感興趣的讀者會想跳過，直接進入後頭的章節。社會並非由「原子化」

表1.1資本的形式

類型 定義

資本（泛稱） （1）各種曾經使用過或可供使用的物質財富，可用以生產更 

多財富；（2）在扣除所有債務後，某個企業或個人仍具有的 

資產；即淨値。（3）任何有利的條件或優勢；拉丁字字源

意指「爲首者的」、「重要的」、「主要的」（節錄自 

Heritage Dictionary 國際版）。

金融資本 金錢或書面上的資產；例如，在銀行裡的存款總額。雖然它可 

用來購買生產貨品、勞務的元素，但無法直接生產出貨品、勞 

務。

物質資本 有助於生產其他貨品與勞務的資產；例如，在生產過程中使用 

到的機械設備、裝置用具、建築設施。

其他有形資產 自然界所供給的生產要素，例如上地，這與物質資本不同，後 

者乃是被生產出來的。

人力資本 勞動者專業技能的積累：做事的能力；例如專業訓練。用以衡 

量未來賺取收入所具備的潛力（註）。

社會資本 社會網絡、規範以及對人們的身分地位有決定力的約束。衝量 

它的方式，是根據是否有潛力讓個人或團體的行動更有效，尤 

其是透過「解決集體行動的問題」這種方式來進行。

註：在此有一些對於人力資本的爭議是，除了那些能增進賺錢潛力的專業技能之外，是否也 

應包括其他的特質，如體力、智力、外表吸引力等。有一種看法認爲，若這樣定義的 

話，將導致同語反覆（tautological）;人力資本包含了能增進賺錢潛力，以及不能增進賺 

錢潛力的個人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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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所組成，人們透過居間的社會結構相互連結，包括各種聯合交織的網絡 

以及共同的行爲規範。這類的社會組構將大大影響我們互動及合作的對象、方 

式，而社會資本這個概念恰恰是想捕捉這種在曰常生活中的連結組構，以及隱 

然存在的合作關係。

「社會資本」槪念的歷史

在現今的學術場域裡，常見到這樣的情況：年輕有爲的學者自稱有某項 

具開創性的發現，但較資深的同僚卻說他們一直以來都知道這個現象。社會資 

本的研究也不例外。在許多當代社會科學的開山祖師之研究裡，我們都可看 

到它理論的雛型，像亞當斯密(Adam Smith)'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與 

涂爾幹(Durkheim)，甚至有人認爲，早在像亞里斯多德(Aristotle)這種古代 

學者的著作中就能發現。事實上，若說社會資本這個概念是突顯出社群對於個

4人生活福祉的重要性，則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獻上就可發現這個概念(例如《易 

經》，請見 L. Sun and Jiang, 2000)。

今人對於人際連繫在社會中扮演之角色的興趣，早在150年前托克維爾 

5對美國的觀察就已可見其先聲。他特別強調他所認爲的美國民主制度之基石 

就是：「在我眼中，沒有什麼比起美國的知識團體及道德社團更値得被注意。 

美國的政治團體及產業團體很容易吸引人們的注目，但其他的社團卻常被忽 

視。」(de Tocqueville, [184OJ 1960, p. 517)托克維爾認爲「社團統合了個別心

智所產生的能量，並強而有力的將人們指引到一清楚明確的目標。J (同上， 

頁190)這大大地促成了社會合作的產生，或用當代社會科學的語言來說，即 

促使集體行動的問題得以解決。這種結社的生活也成爲一股解消個人主義危險 

的力量，若非如此，個人主義最終可能墮落爲「一種過度的自戀，以至於人們 

只從自己的角度來衡量一切，或忽視他人的利益」。托克維爾認爲，在結社生 

活裡，「藉由人與人之間相互的行動，感覺與想法被汰舊換新，心靈更寬廣， 

同時也培養了識見。」(同上，頁515)
雖然政治學者最常徵引的對象是托克維爾，但與今日許多社會資本的研 

究遙相呼應的觀念卻可在另一位19世紀學者涂爾幹的著作裡找到：「一個國家 

(nation)唯有在以下條件中才可能維繫，即在政府(state)與人民之間能安

插一系列的次級團體，讓個人在行動上足以被強烈地吸引，並以同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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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引著他們進入社會生活的普遍潮流裡。J (Durkheim, [1893J1964, p.28)涂爾 

幹觀察到，即便在最個人主義的層面上，若要理解個人的行爲，亦無法抽離社 

群的特點及其所鑲嵌的人際關係。他最著名的作法正是對自殺進行實證分析，

藉此來說明此一論點。他發現，雖然自殺被認定是一種純粹個人主義式的行 

爲，解釋自殺率最好的方法卻是從個人以外的社會力量著手。尤其是涂爾幹揭 

示了在混亂失序與社會連帶薄弱的社會及團體裡，自殺現象要普遍的多；相反 

地，高度融合且連帶緊密的社會中，似乎就可以「透過道德上的相互支持，防 

止個別成員走上絕路；其進行的方式並不是藉由個人自己的資源來幫助他們，

而是帶領個人一起享有團體的能量，並在他們自己的資源耗盡時成爲他們的支 

柱。」(Durkheim，1897, p.210 ’引自 Berkman and Kawachi, 2000, p. 175)
經濟學家有理由可以宣稱，社會資本這個概念的先聲同樣可以在他們的 

學科裡發現，並可回溯到18世紀亞當斯密的研究裡(雖然其他學科的人士也6 
可能宣稱，亞當斯密也是他們陣營裡的人！)。亞當斯密早年即暢言市場的好 

處，他的論點相當聞名，此外他還很重視在維繫此市場的過程中，相互共感'

(mutual sympathy)、網絡與價値觀的重要性(Bruni and Sugden, 2000)° 他舉 

的例子不全都是正面的，例如他曾提到「商人們的聚會」(merchantsmeetings) 
成爲他們達成共謀的機會，一同爲了獲取更多的私利來欺瞞大眾(A. Smith, 
[1776] 1979)»然而，雖然這個起始看起來如此大有可爲，但普遍說來，經濟 

學家對經濟生活裡社會網絡和社會規範所扮演的角色並沒有太大的興趣。當然 

還是有些例外，像費沙(Irving Fisher〉，他孕年曾試圖擴大資本的定義，想將

「社會組織的形式」含納進來(I. Fisher, 1906)；或是科斯(Coase)曾出版討 

論廠商性質的著作(Coase，1937)，以及Loury關於不同種族之收入差異的研 

究(Loury，1977)。但直到最近之前，大多數經濟學家對這個領域實在是興趣 

缺缺(Piazza-Giorgi, 2002)。

根據普特南(私下信件，同時見於Woolcock，1998)指出，最早使用「社 

會資本」這個特定詞彙的似乎是Hanifan (1916, p.130; 1920, p.16)，以此指稱 

「那些影響人們大半日常生活的有形資產，即組成某一社會單位之個人與家庭 

之間彼此的善意、交情、共感、社會交際。」(1920, p.78)關於Hanifan使用 

這個字眼，有兩點値得一提。第一，它的定義十分類似今日的用語，更強化了 

過去與現在的思考之間具有的連續感。第二，Hanifan選擇這個詞彙，是因爲 

他覺得運用這個經濟的語言，比起訴諸「較平凡無奇」的社群概念，更能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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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討論的那群實事求是的商人印象深刻。他的策略性考量也恰恰呼應了當前許 

多社會科學家的情況：爲了向一心只考慮金錢的政策制定者解釋此現象的重要 

性，因此決定使用這個詞彙。

雖然許多研究者持績在與Hanifan關注的相關議題裡努力，像是本於地緣 

關係的重要性(Young and Willmott, 1957; Jacobs, 1961; Gans, 1962)或是「社 

群的能力」(community competence) (Cottrell, 1976〉’但「社曾資本」這個詞 

彙並未被廣爲使用；當它眞的被使用時，又幾乎都是在互不相干的專業文獻 

裡(例如在Jane Jacob於1961年的研究；在Lee Martin於1963年Journal of 

Farm 發表的論文；在Servadio於1976年發表討論黑手黨歷史的文

章裡)。

主流學術圈是到了 1980年代末期才對這個概念產生興趣，當時歐洲 

與美國一些優秀的社會學者注意到了這個概念。歐洲學者布迪厄(Pierre 

7 Bourdieu)提到，經濟學者的世界觀主導當前政策與社會科學的思維，但他們 

卻忽視了社會及經濟生活裡許多領域的重要性(Bourdieu，1986)。他認爲經濟 

學的正統刻意將自己限縮在社會認定爲「經濟實踐」' 的範圍裡做研究，但這 

麼做將無視於以下事實：「資本展現在三個基要的類別上(每一項又各自有其 

次類别)，即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p.119)他爲社會資本提出了這樣的定義：

社會資本是真實的及虛擬資源的總和，它能加諸個人或群體，方法是透過

擁有一個具持績性的網絡，此網络則由制度化程度不一的相互熟識或認識

之人際關係所組成。資本有各式各樣的形式，瞭解這個事實，是我們解釋

分化後的社會結構與動態之先決條件。(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p.ll9)

幾乎與布迪厄有相同想法的是美國社會學家柯爾曼，他發表了一篇引發許 

多學者興趣的論文。事實上，柯爾曼在某個程度上可說是與布迪厄共同合作， 

他和布迪厄一樣，提出了一個含括非常廣泛、不單限於狹窄研究領域的社會資 

本概念：

社會資本乃是由它的功能來定義。它並非單一的實體，而是由很多種不同

的存在物所組成，這些存在物之間有兩項共同的元素：由社會結構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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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所構成，而且它們在那結構下都促進行動者（不論是個人或集體的）

的特定行動。社會資本一如其他形式的資本，也具有生產性，它能讓特

定目的被達成，而且若沒有它，此目的就不可能達成。（Coleman, 1988, p.

96）.

在今曰的學術圈裡，有一個人名幾乎已成爲社會資本的同義詞，雖然就像 

他自己說的，他從未發明這個詞彙。這個人就是哈佛大學的教授普特南。他對 

社會資本的定義已被廣爲引用，包括在本章的開頭。

讓普特南在此領域享有盛名的，就是他那本開創性十足的鉅著 

Democracy Work （Putnam, 1993）°此研究比較了義大利不同的地區，試圖解 

釋爲何某些地方的政府機關較能有效運作（欲瞭解其細節，請參閱第六章）。 

普特南發現地區政府是杏有效運作——它們行動的速度、工作的效率、民眾對 

它們的觀感〉，並不能以預算的多寡或政策的架構來解釋。根據細緻的資料搜 

集，普特南做出了以下這個著名的結論：決定地區政府是否有效運作的重要因 

素是結社生活是否有活力，及在這個區域裡陌生人之間的信任程度。

普特南的論點基本上就是：各個地區政府的成功與否，取決於這些區域 

之間在社會資本上的差異。一般而言，最成功的地方政府都在北部，這些地區 

都有較高程度的社會資本，而這是經由以下的指標所測得：包括參與像合唱社 

團這類「水平式」的結社組織，或據稱在陌生人之間有較高度的社會信任（底 

下將有更深入的討論），普特南認爲，髙社會資本的根基可回溯至近一千年以 

來的文化及政治實踐。運作較不順暢的地方政府（普遍在南部），當地陌生人 

之間的不信任感高，人們幾乎完全轉向自己的家人尋求信任與支持。在這些地 

方，參與水平式自願結社而成爲會員的比率要低得多，相對而言，主要的社會 

組織在本質上都是「垂直式」或是階層式的，裡頭的關係都是建立在權力與侍 

從恩庇（patronage）上。同樣地，這類社會模式之所以產生，似乎可以在過去 

找到深層的根源，歷史那隻看不見的手不斷形塑當前的制度與人們的生活。

在社會資本概念的早期發展史裡，另一位重要人物是Fukuyama（1995a, 
b）。雖然切入的角度相當不同，但他與布迪厄都認爲經濟學家普遍極度低估社 

會資本的重要性，尤其是忽視信任的重要。Fukuyama認爲傳統的政治經濟學 

將北美自由主義模式和亞洲的政府干預模式置於光譜上的兩個端點，這種做法 

會產生很大的誤導，因爲它並未注意到它們彼此在社會資本上的相似性。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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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看，美國與日本是在同一値端點上，同樣在陌生人之間 

享有高度信任感。他認爲這是兩國之所以有如此出色的經濟表現的相同根源； 

相對來說，像俄羅斯與許多非洲國家之所以經濟差強人意，是因爲它們的人民 

之間缺乏信任（欲瞭解其細節，請參閱第二章）。

1995年之後，「社會資本」這個詞彙被使用的次數有爆炸性的增長（請 

參見圖1.1）。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是普特南在1995年那篇極富爭議性的 

文章（認爲美國的社會資本正嚴重衰退〉，引發了後續的文獻來討論（Putnam, 
9 1995；請參閱本書第七章）。隨著這暴增現象而來的是一波波新興的實證研

究，其中大部分會在本書後面的章節討論。近幾年來，一些發表出來的研究已 

提供了說服力十足的嶄新洞見，讓我們更瞭解社會資本的廣大效果，其中大多 

出自美國學者之手，並且通常是受到普特南論文的影響。由於在美國蒐集到的 

比較性資料是橫跨各州，並且美國各地在社會資本上的變異也很大，因此我們 

可運用美國當地的研究發現格外豐碩的成果。此外，美國社會科學界本就以實 

證和量化爲導向，十分適合於這類型的研究。然而，今日的社會資本研究實際 

上已遍及世界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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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關於社會資本的學術論文數量（1984-2003）

資料來源:1984-93年的數據來自Econlit、Psychlit' Crimlit and Medline的綜合研究； 

1994-2003年的數據來自Web of Science ; 2003年僅統計到該年的部分，其整年數 

據乃按比例推算所得。

*譯註：普特南的論文，討論美國社會資本的消失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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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一些人試圖精煉或緊縮社會資本的理論意義，現在我們就把焦點 

轉到這些發展上。

社會資本的三項基本組成元素

我們很清楚地發現，因爲使用的定義眾說紛紜，因此產生了不少混淆， 

有些評論家也主張在社會資本的組成元素上須有更清楚的區分(Portes，1998; 10

Anheier and Kendall, 2002; Nuissl, 2002)。之前討論的簡史裡可看出，即便在早 

期擁護此概念的人士之間，不論是在形式或對定義的強調重點上，仍存在著顯 

著的分歧。或許是第一位使用此詞彙的Hanifan »在內心似乎將它界定爲每日 

人們習以爲常的親友交往及寒喧互動：日常生活中非正式、安定人心的社會規 

範。布迪厄將強調的重點轉往身處社會網絡下的個人享有的物質優勢。普特南 

一開始含括了規範與網絡，在之後的研究裡，他偏好採用以社會網絡爲焦點的 

嚴謹定義。他同時傾向以公共財的角度來架構這個概念，很明確地將促進合作 

的指涉包含進來；這樣的定義，有時會與布迪厄較冰冷、私人化的定義形成強 

烈的對比。

那麼，$會資本究竟是由什麼所組成的？大多數形式(像親屬關係、 

因工作或利益建立的關係)的社會資本都具有三種基本元素，包括：網絡 

(network)；由群體內的成員所共享的規範、僩值覼及期待(norms, values and 
expectancies)；以及有助於維持規範及網絡運行的約束力量(sanctions)——可 

能是懲罰或獎勵。

幾乎在任何形式的社會往來裡，應該都能找到這三項元素，但我們在這裡 

用其中一種最熟悉且到處可見的社會資本形式來舉例說明：鑲嵌在地方上的傳 

統社區，或所謂的「鄰里」。第一項元素是社會網絡：我們大多數都至少認識 

幾位鄰居，這些人際關係的性質可能變異很大，可能只是點頭之交，或是偶爾 

遇到時會寒喧幾句，乃至於經常拜訪對方或彼此提供感情上、物質上的支持。

這些人際關係並非總是讓人覺得是正面的，也有可能伴隨著敵對或厭惡的感 

覺。在某些情況下，社區或組成其中一部分的網絡可以用地域或明確的形式來 

界定，例如一處鄉下小村莊。有時它的界線可能很難被界定，而其網絡的特性 

則可經由它的密度(互相熟識之人的比例)及緊閉程度(closure)(其社群內部 

的連結程度勝於與其他社群的連結)得到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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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元素是社會規範，包括社群（或網絡）成員所擁有的規則、價値觀 

及預期。生活在鄰里之中以及我們與鄰居的關係，都伴隨著特定的規則或「社 

會規範」。這類規則很多（假如不是所有的〉都是不成文的。這些規範裡有些 

帶有行爲性（需要我們去做一些事），而有些規範在本質上是較情感性的（與

11我們對社群或團體的感受有關）。在現代的鄰里裡，這些規範可能包括：儘可 

能幫助鄰居、禮貌並爲人著想（避免在夜間製造噪音；整理好自己的庭院或住 

處；將自己住處前走道的樹葉與積雪掃険，以免有人滑倒；對鄰里抱持著正面 

且願意協助的態度；或許還會包括更明確的互惠習慣〉，當鄰居出門時協助守 

望相助；互相注意對方的小孩；出借給對方一些設備、食物或金錢。當然，有 

些共同的規範不見得是獨一無二的，在別的脈絡下也會發現。

第三項元素是約束力量。約束力量並不僅限於正式的，例如違反法律時遭 

受懲罰。大多時候是非正式的，儘管如此，仍很有效地維持了社會規範的運行 

（Luzzati, 2000）。在鄰里生活會涉及一些跟好或壞的行爲相關的約束力量，雖 

然看起來常常十分輕微，但仍非常有效。鄰居之間會找出一些方法，以便在有 

人做出違反鄰里中不成文規定的行爲時（例如時常舉行吵吵鬧鬧的派對；在自 

家販賣毒品；放置了一株20英呎高的閃亮聖誕樹在你家屋頂上），能表達出不 

滿。約束力量或許透過個人直接地傳達，包括不滿的眼神、憤怒的言詞交鋒或 

是威脅性的動作；然而，約束力量較常通過間接且細微的方式表現，例如透過 

街談巷議或個人名聲。約束力量也可以是正面的，像是感激他人的幫助，或讚 

美油漆刷得好或花園照料得當。

這三項元素可用來分析任何一種社群或網絡（請參見表1.2）。想到自己在 

學術界的工作環境時，我能相當輕易地指出我的系上有誰，在其中的群組關係 

（網絡〉爲何。系上許多工作的進行，都必須仰賴相互理解彼此的行爲模式， 

以及合理程度上的善意——例如共同分擔行政與教學上的責任等（共同的規 

範）。系上偶爾有個別成員並未按照這些共同的相互理解來處理事情，而其聲 

譽將可能同步受到折損。這些人可能會被系上其他成員告誡，甚至由系主任開 

口；最嚴重的情況下則可能被要求離職（約束力量）。

同樣地，我目前任職的單位擁有明確的成員界線——事實上，我可以找 

出一張組織表，上頭清楚寫明誰隸屬哪個分支以及他們的電話分機是幾號（網 

絡）。我們有一非常清楚的精神特質，並擁有共同的願景（甚至嚐試將其化爲 

文字給新進同仁參考，有時在舊同仁離職的當天也會討論其內容），一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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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社畲資本的三項組成元素

實例 網絡 規範 約束力量

網絡的成員 規則及認知理解
遵守帶來的獎勵或違反 

網絡規範帶來的懲罰

傳統的社區鄰居（互相出借東西、照互惠、對住處合宜的肯定及好名聲，相對的則 

顧或保護——有時也會互看顧照護、詢問陌生是耳語和排除在社交生活 

相敵對或看不順眼） 人的意圖 之外。

紐約的鑽石其他的交易商（提供管道値得信任的交易、毋贊許、鄙視或排除在外 

批發市場以獲取鑽石並完成交易）需索費、檢視尙未加

工的鑽石

髙速公路法其他用路人 符號及相互合作的用陌生人的憤怒（駕駛人因

規（？） 語，例如何時啓動、不滿前車或搶道的怒

何時停止 氣）、非正式的「道謝」

手勢、警方採取行動

（?）表示有爭議的例子

言，也存在著一股互助合作的氣氛（規範）。此外，有助於建造或暗中破壞成員12 
名聲與生涯發展（約束力量）的八卦消息、回饋、反應也都不曾間斷過。

網絡、規範及約束力量同時兼具正式（在制度上明確地成文規定）及非 

正式的（不明確或不言而喻）面向。一個鄰里地區的範圍可能經由明文條例或 

行政機關正式界定，也可能是大家私底下所理解的一種「社會的再現」（social 
representation） （K. Lynch, I960）°社群裡的規範大多是非正式或不言而喻的， 

但有時會在鄰里條規或契約裡明文訂定，偶爾甚至會寫入地產的契據或租契 

裡。同樣地，鄰里間的約束力量通常屬非正式，但也可能是正式的，尤其是在 

相關規範也是正式的時候。有些研究者傾向認定社會資本專指非正式的社會習13 
俗與程序，但在實際情況中，我們經常很難在正式與非正式之間劃出界線。

我們可以說，這三個組成元素在各種脈絡中都能被辨識到，包括如家庭這 

種較親密的脈絡，以至於像民族國家這種超社群（super-community）。事實上 

我們也可以說，幾乎就是靠這幾個元素來界定那些社會結構。這麼一來，我們 

將遭遇一個問題：社會資本這個概念的適用範圍有多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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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層面：從國家到家庭

一如其他形式的資本，對於社會資本這個概念應該涵蓋哪些現象，也存在 

著潛在的爭議（OECD，2001a） »此爭議之所以產生，是因爲被稱做社會資本的 

各類現象與網絡之間存有很大的差異。以下是一些例子：各國在社會信任上的 

差異；或是使某些移民或族裔團體得以成功的社會網絡，卻使其他團體失敗； 

或是低犯罪率社區的實踐及習慣；協助學校與學生成功的家長網絡；或是五花 

八門的志願性結社；運動型或因其他特殊興趣所輯成的俱樂部；由朋友形成的 

社會網絡；家庭的結構及特性，包括雙親家庭或家人共同用餐的次數。簡而言 

之，這個詞彙已不只用來指涉社群及志願性團體，也被用來指涉大規模的「文 

化」現象，或是小規模、微觀層面、家庭內的現象。

這種多樣指涉的情況，令一些人擔心社會資本這個詞彙如今已有逐漸被 

搾乾意義的危險（Portes, 1998），且是個十分薄弱的概念（Durlauf，2002）° Ben 

Fine或許算是最直言不諱的社會資本批評者，他更進一步將此概念斥爲「徹底 

混亂、含糊不清的普遍範疇，幾乎在任何目的下都能使用這張概念的大傘」 

（Fine, 2001, p. 155）° Fine的批評雖有些過度渲染，但在許多研究或政策性文 

件裡，什麼算是社會資本的問題的確是隱然存在且經常令人混淆的。在各個領 

域裡，許多實證取向的研究者已開始將社會資本這個詞彙應用在他們的著作 

中，但卻沒注意到他們所指涉的特定網絡、規範或約束力量彼此之間的差異性 

頗大（請參見專題1.1）。

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意，社會資本最明確清楚的例子，就是那種成員幾 

14乎都彼此認識的非家庭式社會網絡，就像是傳統的地方社區或柯爾曼筆下的鑽 

石商人。較具爭議的例子通常是非常親密的網絡（如家庭），或是另一個極端

的情況：成員都是陌生人的「網絡」。

將社會資本視爲鉅觀層面槪念的觀點

15 在較陌生的人群間，究竟存在何種特質或形式的關係，才算得上是一種社

會資本？許多研究者對以上問題有著不同的看法。每當造訪不同的國家時，我 

們鐵定會爲當地一般人的行爲方式（日常生活的習慣與風俗）如此殊異而感到 

震驚。南歐人覺得英國人愛排隊的習慣非常奇怪且令人費解，而英國人則對想 

插隊的外來遊客感到十分憤怒；到德國去的遊客覺得很驚奇的是，雖然行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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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1.1過度擴張的社會資本概念之實例？

正值f社會資本J概念被愈加廣泛地運用之際，我們有時會發現它 

出現的服絡被此間差矣頗大，而被用來措涉的意義也大為不同。例如， 

最近有一篇名為〈從碳的所有權而來的社會資本：為原住民創造出公 

平〉，內容去討翰■由礙赞東的「信赛」（carbon credits〉如何在交易過程裡 

被形構，它並未成為資本家另一種用來剝削原住民的工具，反倒成為原 

住民一種「社會資本J （Saunders, Hanbury-Tension and Swingland/2002）。 

用我們的術語來説，這些作者所談論的是使一組有形资產轉化為公共財 

的過程，而此公共財有益於當地居民，但其所指的不是社會科學家口中 

的社會資本。

另一個例手是社會科學界一篇名為〈「如杲你膚色淺，就沒什麼問 

題J :討論淺膚色如何成為女性的社會資本〉（Hunter, 2002〉。此論文分析 

膚色的階序如何被建立並且維持，以至即使在非裔女性社群裡，凊色較 

淺與較高者的地位、所得產生相關性。究竟與淺膚色相關的「價值觀」 

如何作用，這的確是個有趣的問題，但遣並不表示「社會資本J的概念 

適用於i。有些人可能視之為一種人力資本，比較類似身體的體力，但 

這些論點仍有待商榷。

更難以回答的一個問題是，是否一個社群所具備的各式各樣社會 

規範與習性都可以稱做社會資本？例如，大多數的蘇格蘭人都愛喝威士 

忌，而法國人偏好葡萄酒，但這些共同的社會規範能構成社會資本嗎？ 

就我的觀點而言，限定我捫私人的消费形式的社會規範（例如我們偏愛 

的飲品〉，以及形塑我們與他人的社會互動的社會規範（例如互惠的規 

範），兩者必須有所區辨。前者穹做為「文化資本J的例證，而後者則是 

社會資本的一種形式。然而，其他人可能不同意我這樣的看法。

示燈號顯示「停止」，但駕駛人仍會禮讓行人走過車子可暢行的馬路；而令造 

訪印度的遊客同樣感到驚奇甚至害怕的是，在壅塞的道路上大家無懼於死亡威 

脅造訪地橫衝直撞；到美國的遊客可能會發現自己在面對店員喊出「祝你有個 

愉快的一天」時，感到手足無措；而習於割喉戰競爭的美國商人也會哀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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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其他「彼此信任度較低」的地方做生意十分困難。這一切都只是讓我 

們感覺新奇古怪的「文化」差異嗎？還是它們其實都呈現了社會資本的重要面 

向？

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某個程度上得視自己的理論觀點而定。可以肯定的是， 

一國的人民共享這些文化習慣，彼此相處起來就容易的多，身處其中的個體也 

能在與別人發生最小程度衝突的情況下達成自己的目標。在這個意義上，國家 

文化與區域文化在許多面向上就吻合了表1.1裡對社會資本最寬鬆的定義。

爲了讓這個論點更加清楚，我們可舉日常生活裡的道路規則爲例。只要我 

們藉由汽車、腳踏車或公車前往某個地方，我們的生命必然冒著風險，不像紐 

約鑽石商人冒的是金錢上的風險。然而，至少在大多數的現代工業國家裡，我 

們其實很少冒類似的風險，因爲大多數的人都嚴格遵行一套相同的道路守則， 

以規範我們在道路上的行爲。當你更進一步地思考時，會發現它其實是很了不 

起的一件事，這樣一個近乎非正規的體系竟然運作得如此順利。例如，在英國 

這個交通事故死亡率非常低的國家，公路法規（Highway Code）甚至到近期才 

被列入法律條文裡。

違規的機會或誘惑（像在明顯無車的路口闖紅燈）時常出現。事實上，在 

世界上大多地方，違反類似的「規則」是件習以爲常的事，有時甚至已到難以 

辨別的地步。但是，在那些視謹守道路規則爲一種規範的國家裡（即使偶爾個 

人會因爲違反規則而受益），一般而言，遵守規則的人仍然會比違規更快速及 

安全抵達目的地。

這個例子與我們先前提及的社會資本三元素有什麼關係呢？規則或社會規 

範可清楚地被看見（基於對如何舉措持有相同的理解，最終促使每個人的行動

16更便利）；約束力量也可輕易被辨識出（可能包括正式的懲罰、罰款及非正式 

的制裁，像駕駛人會對違反道路規則的人咒罵、按喇叭或比出不雅的手勢）。 

較難以指認出的是網絡。同一個民族國家的所有成員很難都彼此認識，但他們 

卻必須在曰常生活中與別人互動（與本國人而非他國人〉；他們通常一樣擁有 

某種鬆散的認同，更重要的是，他們可說對如何彼此互動持有一套相同的理 

解。

從理論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注意到，柯爾曼影響深遠的定義可以很自然 

地將鉅觀層面的文化規範，含括入社會資本的概念裡——預設這些規範以某種 

方式促進了相互合作的行動。但相對而言，柯爾曼功能論式的界定正因爲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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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寬廣的概念大傘下包含太多迥異的現象，因而受到了批評。

有一個強力支持將鉅觀層面的現象納入社會資本概念的論點，由研究以

下議題的人士所提出：不同區域（與國家）中的陌生人彼此信任程度的差異及 

這些差異與各種實證結果之間的關聯；主要的倡議者包括Kimberly Lochner '
Ichiro Kawachi和他們的研究夥伴，還有Steve Knack等的經濟學者（Lochner, 
Kawachi and Kennedy, 1999; Knack and Keefer, 1997 ;請一併參見第二、三、四 

章）。

如果我們決定讓社會的鉅觀面向（像是文化的或社會的習俗）含括進社會 

資本的概念裡，那麼立刻就會面臨的問題是，是否應將那些因著社群、地區與 

國別的差異而有不同且更正式的面向納入。我們尤其必須考慮，是否應該將制 

度性的結構視爲社會資本的一部分。柯爾曼的定義無疑地可以包含一個國家或 

社群正規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

明確地支持這種「海納百川」式定義的，還包括了世界銀行。世界銀行十 

分積極地投入研究並試圖將此概念操作化，它爲社會資本提供了一個定義，清 

楚明確的含括各類制度：

社會資本指的是形塑一個社會中社會互動質量的制度、關係及規範。愈來

愈多的證據指出，社會的凝聚與否，對它是否能擁有經濟繁榮或永續發展

有著重要的影窨。社會資本不僅是依附在社會底下的制度總和，它還是使

它們能緊繫一起的黏合劑。（WorldBank, 1999）

對很多研究者（包括普特南）與實務參與者［包含經濟合作發展組織17 

（OECD）〕來說，世界銀行對社會資本的海納百川式定義是走過頭的。有趣 

的是，主要反擊海納百川式定義的論點反倒不是從概念上，而是從實際層面 

上。有人會擔心，將政治、法律與制度性結構納入定義來，會使此概念變得更 

難以掌握，並且使原本極受忽視的領域更得不到注意（非正式網絡與規範的重 

要性）。

將社會資本視爲微觀層面槪念的觀點

Kawachi等人雖然暢言應讓社會資本概念包含鉅觀層面，但他們也爲此概 

念的過度延伸感到不安。Kawachi很關切社會資本被人用來指涉兩種領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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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新生代針對鉅觀或環境層面的研究，另一則是從舊時持續到當今的著作， 

主要針對社會網絡對於個人或微觀層面的效應。

這種概念上的爭辯讓人感覺就像是一對夫妻，想要一起蓋一條單人的毯 

子。對Kawachi而言，這個概念的核心部分在於中觀與鉅觀層面，他想要看到 

這二個層面包含進來，也樂見微觀層面被排除在外：「社會凝聚與社會資本， 

指的都是社會在集體或環境層面，應該與社會網絡或社會支持有所區別，後者 

主要是從個人層面測量出來。」(Kawachi and Berkman, 2000, p. 175) Kawachi等 

人認爲，社會資本概念應僅僅保留來指涉環境與鉅觀層面的現象，這個建議和 

大多數在早期對此概念所做較寬定義的嘗試大相逕庭，如柯爾曼與布迪厄的研 

究。相對於此，有另一群研究者僅用這個概念來指涉Kawachi等人想要排除在 

定義之外的親密網絡。舉例來說，這類的著作會研究家庭裡只有單親或雙親的 

影響，或是硏究親密的朋友或親戚所提供的支持(如Furstenburg and Hughes, 

1995; Teachman et al., 1996)°
至於將較爲鉅觀層面的現象納入社會資本定義的作法，在較偏重理論的陣 

營裡，有不只一篇針對社會資本著作的後設回顧研究對此持懷疑立場(最著名 

的就是Portes, 1998; Edwards and Foley, 1998)° Portes在討論社會資本是否可被

18視作「社群與國家的一項特徵」時，下了這樣的結論：「我相信社會資本在理 

論上的前景最被看好之處，就在於個人層次。」他繼續指出：「若將社會資本 

重新定義爲大集合體的結構性特質，這種作法本身並無誤謬，但這種概念上的 

偏離之舉需要更多的關注與理論方面的精煉，然而目前尙付之闕如。」(1998, 

p.21)雖然Edwards與Foley (1998)運用非常不同的論證方式，但最終得出了 

類似的結論：「站在實證研究的立場，我們認爲社會資本應該脫去任何加於其 

上的社會一心理學式的價値，而被當成一個限制較緊的社會一關係性的概念， 

適用在社會網絡與組織之上。」(Edwards and Foley, 1998, p.136)如此一來，我 

們清楚地看到，相對於Kawachi等人的建議以及世界銀行寬鬆的定義，這些人 

進行了強而有力的反遊說行動，試圖將社會資本的定義帶往相反的方向；換句 

話說，就是朝向較微觀且扎根於實據(gnxmded)的取徑。

做爲一個多層面概念的社會資本

不論是在國家、鉅觀層面那些廣泛又薄弱的網絡與規範，或是在親暱、 

家庭或微觀層面那些密度高、連繫強的網絡與規範，兩者都符合較寬鬆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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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定義。雖然在每個分析層面裡所看到的網絡、規範、約束力量其本質都迥 

異，但仍然可以辨識出來。

儘管如此，將希冀限制這個概念的意見並置觀之，結果仍令人驚訝。

若用一個隱喻來說明，社會資本這個概念似乎扮演一個知識上的羅沙哈測驗

(Rorechachtest)* *的角色，不同的研究者與文獻回顧者依據各自關注的焦點， 

在概念的墨跡*中看出包含了自己旨趣的定義，而這個定義經常會排除其他人 

的旨趣。

我們應該將這個詞彙「授予」某個團體或區分出不同的定義？還是應該尋 

找一個能同時包括微、鉅觀區分的概念？ Kawachi等人認爲將社會資本這個詞 

彙應該只能指涉鉅觀層面的效應，我認爲這種建議是禁不起考驗的，同時也與 

最初使用此詞彙之人所採用的定義格格不入。環境影響的效果在小團體(甚至 

是家庭)裡仍清楚可見，然而鉅觀層面的環境影響效果仍需要考量微觀層面的 

解釋。然而同樣地，我也認爲Portes、Edwards和Foley等人排除鉅觀層面現 

象的立場有誤，許多研究者如Kawachi等人，近年來藉由實證研究取得不少成 

果，像是發現在一個州或國家，陌生人間平均信任度與健康水準兩者間有密切19 
的關聯，假使不援引在鉅觀層面上進行操作化定義的社會資本概念，我們很難 

解釋這些發現。因此，如果我們不願在那樣的脈絡下使用這個詞彙，就必須再 

發明另一個意義很類似的詞彙。

更進一步來說，就像我們在之後的章節裡將看到的，各個不同且不斷演 

進的社會裡，如何以某一層面的社會資本取代另一層面的社會資本，這當中的 

內容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這告訴我們，在不同的層面之間的確存在著某些 

功能相同的對應物，也強而有力的證明需要有一個能含括這些不同層面的概念 

外延。由此看來，應該要注意這些相異的分析層面，並隨時準備好以便加以區 

分。就此意義而言，我們需要兼顧這兩個立場，我們得區分出不同層面、分層 

或是「種類」(species)的社會網路；然而，我們也必須謹記，在某個重要的意 

義上，它們都隸屬於同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屬別」(sociologicalgenus) *。

*課註：一種心理學測驗，運用十張墨水點繪的8形請受試者解釋看到了什麼，進而判斷其心 

理狀態或人格特贸。

*譯註：即類比薙沙哈測驗裡受試者，看著墨踌，根據自己的主觀判斷，説出它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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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功能來區分的社會資本次類屬：
黏著ti (bonding)知架接(bridging)

近來在理論上的努力，已試圖將社會資本的概念分出不同的次類屬，最重 

要的區分可能就是黏著性與架接性社會資本：

不管是經由選擇或必然如此，有些資本是内聚型的(inward looking) J 
倾向於強化排他性認同與同質性團體。這種黏著性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包括在单一族翁中彼此稱兄道弟的組織、本於特定教 

會的婦女讀書小組、時髦的郵間俱樂部。另外，有些網絡是外展型的

(outward looking)，包括了分屋不同社會群體的人們。這種架接性社會資 

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包括美國民權運動、許多青年服務性社團、推 

動普世教派合一的組織……黏著性社會資本提供了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強 

力膠，而架接性社會資本提供了 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除膠劑(WD40) * 

(Putnam, 2000, pp. 22-3，黑體字爲本書作者所加)。

普特南將創造出黏著性一架接性二分的概念歸功於Gktell與Vidal 
(1998)。我們可以清楚見到，很快地，這樣的區分已獲得廣泛的使用，這不

只是因爲它本身捕捉到了網絡及社會認同裡很重要的特質。從網絡的角度來 

看，它隱約地呼應了稍早由MarkGranovetter所做的「強」連帶與「弱」連帶 

(strong/ weak ties)的區分(M. S. Granovetter, 1973, 1985)。他提到，諸如僅僅

20認識或由各種管道「接觸過」(contact)的弱連帶，在獲取資訊、機會與工作時 

非常有用；與家人、好友之間的強連帶，則可提供較濃厚的多重支持，因此可 

以想見它能對於情感的狀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1簡而言之，不同形式的社會 

網絡具有著不同形式的人際連帶，似乎會帶來不同的優點與益處(Six，1997a; 

de Souza Briggs，1998 ;請一併參見之後的章節)«

*譯註：意即，各個分層(作者喻之爲生物學上的分類「種」＞ 仍隸屬於同一個概念(生物學 

上「種j的更上•一層分類「屬」)。

*譯註：此種發明於1953年的化學產品，本用於軍事用途上，做爲避免火箭外殻生鏑而被腐 

蝕的隔水劑，後來成爲家户清潔用品後，也有除醪的功能。

1黏著性與強連帶、架接性與弱連帶之間並非完全平行呼應的(Tom Healy •私人信件)。例 

如，有些人會認爲雖然從互動頻率及彼此相距的物理距離來看，有些遠親與我們的關係比較 

近於弱連帶，但我們跟他們的網絡性質是黏著性的。



第一章導綸：概念、歷史與測量方式

Granovetter的實證著作從網絡的角度預見了黏著性/架接性的區辨，而黑 

格爾較富哲學性的著作則可說是從規範的角度預見了這個區辨。黑格爾曾對比 

以下兩者，一是家庭或小型社群內的互惠和關懷所形成的強烈連繫(我們可 

稱之規範性的黏著性社會資本)，一是較陌生的人之間很常見的自我利益取向 

的規範。由於陌生人之間通常缺乏合作，於是黑格爾強調要透過國家的介入， 

在社會裡建立起一種「非個人的利他主義」(impersonal altruism)之規範的重要 

性，藉此讓相對陌生的人能成功地合作(我們可稱之「規範性的架接性」社會 

資本)。2

Michael Woolcock曾發表一篇與Gittell與Vidal的研究相呼應的重要論 

文，嘗試要發展一個理論架構，以解釋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爲何在各個社會 

中的普及與程度不一(Woolcock, 1998)°如今再回過頭來看，他用不同的詞彙 

來指稱相似的概念，造成了一些混淆。例如，Woolcock爲呼應黏著性一架接 

性的區分，而將社群內的連帶［他稱之爲「整合」(intergration)，也就是黏著 

性〕，與社會外的網絡〔他稱之爲「連合」(linkage) ＞也就是架接性〕對立並 

陳。他認爲在一社群或國家內，這些連帶的不同結合形態將決定該社會所魔的 

類型(請參見圖1.2)。

Gittel與Vidal(1998)以及Woo】cock(1998)所做出的理論性區辨，無疑 

地將得到許多支持者加入。Woolcock隨後展現出他對連結性社會資本特別有興 

趣(請見底下的討論)。Fedderke ' De Kadt與Luiz (1999)也主張將社會資本 

橫切，區分兩種功能：「透明度」(transparency)與「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
透明度指的是一個社群的社會資本如何使資訊的流通更加便利，如何普遍降低 

「交易成本」(請見以經濟爲主題的第二章，對此將有更多的討論)。因此，一 

個擁有較多架接性社會資本的社會，將被視爲擁有更多的透明度，而資訊將更 

快速地在社群與團體之間流通。理性化指的是社會資本從重視實質內容的規則 

與規範轉變成重視程序的規則與規範之程度(Fedderke et al„ 1999)。因此，某21 

個社群的社會行爲若由嚴格的傳統規定所管轄，另一個社群行事規則卻由情境 

與結果而定，則前者的理性化程度較低。

以上各種社會資本的區別、面向及對比的概念組，最終究竟何者能脫穎而 

出，取決於它們是否能在研究或政策中證明自己是有用的、有啓發性的，同時

2我很感謝我學生的Nir Tsuk (在研究所時請我做指導)，是他提醒我注意到黑格爾與這個脈 

絡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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圔L2黏著性與架接性社會資本不同的混成方式如何創造出不同型態的社會

資料來源：修改自Woolcock（1998）的著作，但做了調整以含納入Gittell與Vidal <1998）所 

做的黏著性一架接性的分類。

有能力解釋現有資料在實證上的規律性，而不是取決於理論本身的優美與否。 

例如，我們最近發現在個人層面上（至少是美國），黏著性與架接性社會資本 

彼此間存在著極高度的相關性（Putnam，私人信件）。換句話說，有些人和地 

域與當地其他類似的個人擁有較多連結，同時也較容易與距離遙遠或差異頗大 

的個人擁有高度的連結，這與許多人的設想恰好相反。這告訴我們，雖然黏著 

性一架接性的區辨在某些實例裡很重要，但或許我們毋需過度操心，時時都得 

去測量黏著性和架接性社會資本。如果一個人或社群充裕地擁有其中一項，那

22麼他們或許也充分瘫有另一項。另一方面，近來有些研究指出，架接性與黏著 

性社會資本擁有迥異的實證性質，這更強化了做此區辨的重要性。例如，架接 

性社會資本比黏著性社會資本衰竭得更快。針對銀行家的社會網絡所做的研究 

發現，在某一年裡的架接性關係於次年，就已有90%消逝不見，即便這種關 

係具有高價値，同時會帶來同業間的正向聲望以及較高的報償（Burt,2002）。

總而言之，黏著性一架接性的區分日漸廣爲使用，而其他的區分則還未普

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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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與「連結性」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公共財嗎？

不像其他形式的資本，談論到社會資本時常見的一種論點是，它是一種有 

益於圑體的公共財，而非僅靥於個人的財產，因此常會出現搭便車現象。如果 

你隸屬於某個社會網絡，或居住在合作與互助的規範盛行的社群裡，即使你對 

社群的維持幾乎毫無貢獻，你也可以自此網絡或規範中獲益。

然而，人們逐漸認識到，實際上有許多形式的網絡並非完全算是公共財， 

畢竟並不是每個人都擁有相同的機會從中受益。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資本經常 

只是一種「準公共財」或「俱樂部財」。事實上，在一些情況下，它存在的形 

式會被更廣大的群體視爲是壞的或病態的，例如黑手黨。

有些研究者想要設法把社會資本這些較黑暗的面向或可能性排除在其定義 

之外，這種作法較符合通俗大眾對此概念的呈現方式，而較不具有學術式呈現 

的特質。普特南有時被歸入此陣營，因爲人們認爲他賦予此概念過於正面的選 

擇性看法(Edwards and Foley, 1998)。然而若是仔細閱讀他的著作就會發現他 

很充分地意識到社會資本的負面例子。事實上，在他對此主題考察最完備的著 

作裡，有整整一章的篇幅討論「社會資本的黑暗面J (Putnam, 2000, ch. 22)

他與其他人都指出，一如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社會資本能用來達成被某些人 

視爲「壞的」目標。社會資本促進了相互合作的行動，但這並不保證此行動一 

般而言將產生好的或壞的效果，就像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也可能被用來造成好 

或壞的結果一樣，產出的可能是良藥，也可能是武器。

儘管如此，Edwards與Foley(1998)的文獻回顧準確地抓到社會資本這個 23 

過於正面及強調公共財的面向。他們認爲研究者鹿該重回布迪厄更爲實察的定 

義，強調與其將社會網絡視爲公共財，倒不如視之爲個人的資產。有趣的是，

重新強調個人面向讓社會資本的概念變得比較像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一般人 

認爲它們原則上都是爲私人擁有的、爲私人所消耗的。有些長期被肯定的社會 

學文獻就個人網絡的特性及範圍裡討論階級差異(例如Goldthorpe, Llewellyn 

and Payne, 1987; Hall, 1997, 1999)，它們恰可替上述的立場提供強而有力的支 

持。相較於勞動階級或較不豐裕的個人，中產階級與專業人士較容易擁有更廣 

大且更多樣的網絡。用前文引介的術語來說，中產階級所擁有的架接性社會資

3請一併參考Halpem (1999 ,第五部分〈社會資本的黑暗面：它會造成傷害嗎？能被排除 

嗎？〉)，或是Aldridge and Halpem (2002，討論〈社會資本潛在不利的一面〉的部分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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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弱連帶）遠比勞動階級多出很多，這對他們的工作上或專業方面的向上晉 

升帶來重大的個人優勢。

Edwards與Foley更細緻地探索了這個議題，他們指出僅僅描述個人網絡 

的大小及密度是不夠的，還必須檢視這個網絡幫助個人連結到哪些資源。我們 

可以假想一下，將你的社會網絡拿來跟一位著名的億萬富豪相比較（如果你 

是億萬富豪，不妨將自己的網絡拿來跟你手下的中階主管相比較）。如果你是 

一位擁有極佳連結的中產階級，你的網絡數量可能與比爾蓋茲（BH1 Gates） ' 
Richard Branson （譯註：英國億萬富翁，旗下的維京集團打造了全球最著名的 

品牌之一）、Prince AlWaleed bin Talal （譯註：沙烏地阿拉伯王儲）之類的人相 

距不遠（雖然有可能稍小一點）。事實上，你的網絡或許比他們更富架接性， 

橫跨了更多社會階級，畢竟一般的億萬富豪不太可能與社會上各類人有太多的 

接觸。但是，如果我們檢視億萬富豪的網絡所能提供或接觸到的資源，並與我 

們自己相比較，就會發現二者有天壤之別。億萬富豪的社會網絡必然含括了該 

國（或許也包括其他國家〉最重要的一些政治人物、金融鉅子、工商領袖等 

等。只要評估人們社會網絡裡蘊含的資源，就能給那些單以公共財的觀點看待 

社會資本的人一記當頭棒喝。

長期以來，研究社會網絡的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都意識到了這個議題。例 

如，40年來討論「社會性支持J的相關文獻裡，研究者估算個人從各自的社 

會網絡裡接受到資源的層級與類型，發現在不同的社會階級中所獲得的正向情 

感支持和物質支持有很大差異（請一併參考第三章）。

然而，察覺到社會資本具有私有財的面向，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放棄這 

24個詞彙。相反地，它促使我們將權力、資源一併融入這個概念裡，同時指認出 

它具有「倶樂部財的」面向（Szreter,2002）oWoolCock的著作就是嘗試要執行 

前者，至少是就國家權力與掌控的菁英而言。他認爲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有項

重要的特色，就是政府與其所（鑲嵌）的社會之間的連結或鑲嵌有多緊密， 

這種現象被他稱爲「綜效作用」（synergy〉。他還強調了橫切面的重要，包括政府 

於制度上的融合、勝任情形與能力，他稱之爲「組織完整程度」（organizational 

integrity）。比照在微觀層面上以架接性一黏著性組成的特定模式來區分各個社會

（請見上文的討論）的方式，Wookock試圖在鉅觀層面上以綜效作用/組織完整 

程度的特定組成模式，來區分各個政府與社會之關係的不同形態（請見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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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不同型態的政府，各自在距觀傑次上擁有何種綜效作用與組織完磨程 

度的組成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Woolcock （1998）

Woolcock利用這個四向度乘以四向度的縱橫矩陣，創造出由16個不同的 

國家型態組成的類型學，雖然他並未眞的替每個方格塡入相應的國家（當然， 

如果你在每個向度上採用更細繳的區分，而不只是「高」或「低」，那麼你將 

得到一個由更多型態組成的類型學〉。他並未精確地指出向度與向度之間的關25 
係是什麼，例如，他並未說明綜效作用與組織完整程度的某種特定組成模式，

是否更容易在微觀層面上蘊生出某種架接性與黏著性社會資本的組成模式（或 

是反過來的情況）。

社會如何處理權力不對等的關係，這個議題絕不僅限於政府與社會之間關 

係的討論。每當我們考慮到兩個擁有非常不對等資源的個體、社群或制度時，

這個議題就會浮現出來。Woolcock、SZreter與其他人已開始運用「連結性」社 

會資本的概念，來描述個人或社群的網絡如何與擁有非常不平等的權力或資源 

者形成連結性。這類的連結原本就具有不對稱性，因此連結性社會資本可能必 

然含括了相互尊重或道德上一律平等的規範，以平衡資源較豐富者偏狹又理性 

的自利行爲（此即「規範性的連結性」社會資本）。因此，連結性社會資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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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姑且視之爲一種特別與權力相關、特定形式的架接性社會資本——它是一 

座垂直架接的橋樑，接通不對稱的權力與資源。4

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引進連結性社會資本的概念僅能處理Edwards與 

Foley關切之議題的一部分。就某個程度而言，問題再一次出現於分析層面 

上。我們可以從鉅觀的層面來檢視一個社會的社會資本，要不然也可以改變焦 

距，將鏡頭對準微觀層面的社會資本。如果該社會擁有高度的架接性與連結性 

社會資本，那麼當我們把焦點對準微觀層面時，不論鎖定的對象是什麼，照理 

說都會得出一個很類似的畫面。這是因爲架接及連結上的豐富，意味著此社會 

是髙度相互連結的，也因此透過無窮無盡、結網均勻的連結網，能使成員享有 

共同的權力與資源。另一方面，假使這個社會在架接與連結上十分貧乏，那麼 

依照每一個社會之不平等程度，我們在微觀或個人層面上所得到的畫面差異也 

將很大，因爲該社會被切割爲彼此較爲隔絕的個人網絡或階層。在這樣的社會 

裡，我們會看到權力與資源嚴重地叢集，成爲被隔離(且受保護)的俱樂部 

財、派系的禁變，或被劃爲自家的「保護屬地」。

即使是在最接近理想的社會裡，其連結性社會資本的數量也是有限的，因 

此我們從平均或鉅觀的測量値來推斷社會中個人或階級的經驗時，應格外的謹 

愼。我們將在稍後的章節裡重新回到社會資本的潛在黑暗面這個議題，尤其是 

在某些特定形式中的情形。接下來，我們將試著把到目前爲止已勾勒出大致輪 

廓的幾串概念兜在一起。

將槪念串兜在一起

26 當我們從上文的概念爭論中抽離出來，就會看到某些有趣且有用的東西

——也就是此領域的概念地圖。每個觀點都可以做爲一種連接社會資本的迥異 

向度，而大多時候，向度之間似乎彼此呈現垂直。簡而言之，我們可以看見三 

個主要的橫斷向度：

1. 組成元素：網絡、規範、約束力量。

2. 分析層或分析域(domain of analysis):個人、團體、社群、國家等等。

4這樣的定義就會將架接性社會資本推向指涉跨越團體和社群間的「水平性」連結，而連結 

性社會資本指涉的就是穿過社會的權力與資源分層的「垂直性」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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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質或功能：黏著性、架接性、連結性。

下圖1.4以格式化的型態將上述內容呈現出來。這張圖的複雜度告訴我 

們，針對某個社會或社群的社會資本程度是高是低，我們不應驟下總稱性的判 

斷，因爲社會資本可能在某個類目之下是高的，卻在另一個之下是低的。

讓我們來想想，這個架構在實際運用上有何潛力。假使我們對個人的社 

會資本（或至少針對個人身處脈絡的社會資本）感興趣，我們可以從詢問他們 

的黏著性社會資本開始：他們跟誰維持著親密的關係（家庭網絡等等）；在這 

些關係裡運作的規範是什麼（信任、關懷與支持等等）；或許也得問當規範被 

違反時（收回情感等等〉，約束力量如何運作。我也需要問到個人網絡裡較爲

*束力量

圖1.4社會資本的槪念■示（以及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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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擴充的一些面向（他們連結的對象有誰），這些面向涵蓋了最直接的網絡 

之外的朋友與相識者（架接性社會資本）；還有，他們與擁有較多或較少權力 

與資源者如何連結（連結性）。

這種個人層面的分析，能讓我們對於此人的社會資本更爲認識，但它無 

法得出整個故事的全貌。理想上，我們也希望能知道此人的社會網絡如何與該 

社群、社會裡其他人的網絡相連——此即環境層面。此人是否位於「星型社交 

網」（sociometric star）之中心位置，高度連結並善於社交，而他身邊的人都形 

同處身在缺乏連結的沙漠裡嗎？或是這個鄰里或社區的每個人彼此連結的情形 

是相同的？簡而言之，我們需要檢視黏著性、架接性、連結性各自在社群間的 

普遍性如何（在中觀層面上）。同時，根據自己所接受的定義的廣度不同，我 

們希望得知在區域或國家層面上，黏著性、架接性、連結性的網絡、規範、約 

束力量的程度如何。

總而言之，我們可由當前理論的辯論中取得一張內容豐富的地圖或一套類 

型學，藉以在後面的章節裡導引我們探討分布範圍廣闊的社會資本文獻。

「社會資本」是一個適切的詞彙嗎？

27 現在我們要再次簡要地思考一種批評的聲音：社會資本這個概念將太多東

西綁在一起了，我們應遺忘這個詞彙，僅注意其組成元素即可。

這個問題歸根究底在於：究竟社會資本是否就是其組成元素的總合，還 

是不止如此？社會資本的三項組成元素彼此之間顯然存在著系統性的關聯。網

28絡有一部分要由團體規範來界定，同時也可幫助團體規範的形成（Tajfel，1970, 
1981）。團體規範在某個程度上得仰賴約束力量的存在才得以穩定維持（Posner 

and Rasmusen, 1999）。反過來說，約束力量若要起作用，關鍵在於共同規範、 

網絡結構的存在，例如某個程度的封閉性（Coleman, 1988）。同樣地，微觀、 

中觀、鉅觀層面的社會資本彼此之間也很可能存在著某種實證上的因果關係。 

去描述社會資本不同功能（黏著性、架接性、連結性〉之間的特性及互動， 

是很有必要的。這些功能在定義上是彼此互補的。因此，我們有很充分的理由 

將這些相異的組成元素、層面、特質一併放在同一個標題底下，即我們所謂的 

「社會資本」，因爲我們相信它們彼此具有相當密切的因果關係。它們都在處 

處連結的系統或組構中占有一部分。若想解答謎團，重要的是理解這個更廣大 

的整體如何運作，而不僅測量它的組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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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第二種強有力的論點，也贊成應該將這些元素歸在相同的概念標 

題下：認爲這些元素能夠相互補足、取代（至少在某個程度上）；換句話說，

我們之所以可將這些元素放置於一個大家庭或類屬之下，是因爲我們相信它們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對應的功能。柯爾曼其中一項出色的洞見就是他也認識到了 

這種功能對應的事實，這項認知更引爆了當前對社會資本的興趣。規範、網絡 

與約束力之間，具有一部分相互補足的特點（欲知實例，請參見Katz, 2000）。 

因此，一個高度封閉或密度很髙的網絡，雖然僅有極少的明確規範仍可能有效 

地運作下去；一個密度甚低的網絡，如果擁有高度明確的規範以及嚴格的約束 

力量，仍可以展現出高度信任及有效的運作。同樣地，高度一般化的規範，例 

如一國的公民禮儀（civility）或陌生人間正式的行爲守則，或許可以一部分取 

代社會發展較早期階段中的傳統社區裡的網路，以及微觀層面較親密的規範所 

具有的功能（請比較Hawthorn，1998 ;請一併參考第七與八章）。在黏著性、

架接性、連結性社會資本之間，可相互替代的程度較不是那麼明顯。但是，即 

便個人甚至是社會，有時似乎會爲了某種社會資本（例如架接性的〉而放棄另 

一種（例如黏著性），例如遷居都市的移民是拋下他們村莊裡的黏著性社會資 

本，以追求都市裡豐富的架接性社會資本所提供的機會。

它眞的是「資本」嗎？

從當前的理論之爭議抽身前，我們至少還應該討論許多人所關心的問題：29 

社會資本實在不能算是「資本」。有些經濟學家已極具說服力地闡述了這個觀 

點，最著名的就是 Arrow 與 Solow （請參見 Dasgupta and Serageldin，2000）。舉 

例來說，另一種思考方式是將它視爲減低「交易成本」的因素（使人們更容易 

在一起工作）5但不將它描述爲一種資本＜ Pa]dam and Svendsen, 2000）。

此種關注將焦點放在「可替代性J （fungibility）；也就是說，資本能從某 

形式轉變爲另一形式，可以用共同的計算標準來比較不同形式資本之間的價 

値與對等，同時資本是可以交易與販售的。我可以在市場上賣出克魯格金幣 

（krugerrands，譯註：南非發行的金幣*上類印有前總統Kruger的肖像），然 

後買下一些股票，但我可以對社會資本做出相同的行爲嗎？有些研究者認爲，

這個詞彙將造成「隱喻的混淆」（metaphorical confusion〉，無法分辨究竟社會 

「資本」爲一種實質上的數量，或者是一種被鑲嵌、目標取向的關係建立之過 

程（Bankston and Zhou,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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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將引發一則需要我們探討的實證問題：我們能夠代換、以不同方式投 

資，甚至去交易我們的社會資本嗎？在前一節裡曾提及，我們有可能可以這麼 

做，至少在某個程度上。不論是個人或社會，都可以選擇自己投資社會資本的 

程度多寡，甚至選擇自己要投資哪一類型的社會資本。人們、公司與社群都定 

期在「投資」社會資本上做出決定，像是舉辦派對、晩宴、其他的社交活動。 

有些人勤於寄聖誕卡片給所有的朋友及同事，確保自己能掌握對方的住址變動 

及狀況；其他人則覺得這太麻煩了，而且，顯然這類投資都帶有機會成本。

最近的實證研究告訴我們，人們的確精明地投資於社會資本，正如理論所 

預測（Glaeser, Laibson and Sacerdote, 2002）0舉例來說，個人層面的社會資本 

會隨著年紀的增長而呈現先增後減的趨勢，這反應出它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優勢 

（請參見第二章）；坐上某個職位能帶來更多的社會網絡與技能時，它就會增 

加；當預期之後即將換工作時，就會減少，因爲在變動之前，理性建議減少社 

會資本的投資。有些人認爲，即使是最基本的人生抉擇，像是要不要進入長期 

的關係、要有幾個孩子（或是不要有），最好都能理解爲顯而易見的社會資本 

投資（Astoneetal.，1999〉。

同樣地，不管是個人、公司或是社群，都在選擇是要在社會資本或其他形 

30式的資本上做投資，雖然它們未必這樣看。公司主管可以選擇貿進新機器（物 

質資本）、送員工參加訓練課程（人力資本）或是在週末辦理員工及業務相關

人士的自強活動，以建立彼此的網絡及信任（社會資本）。

另一方面，我們確實也無法打個電話給經紀人，請他（她）出售我們某部

分的社會網絡或規範，再買進另一部分。這一方面是因爲社會資本在一定程度 

上仍是個公共財或俱樂部財，因此並非全然在個人的掌握之下（或能掌有其所 

有權）；然而，另一方面也是因爲社會資本不論是形成或經歷變動，都是個緩 

慢的過程。有些與我們的社會資本相關的決定，即使看起來有一部分在我們的 

掌控之下，像是決定結束一段婚姻或離開一個社區，但是「交易」本身可能是 

很麻煩費力、影響廣泛且不可逆轉的。然而，我們或許注意到，這些限制也同 

樣適用在其他形式的資本上。例如，我們或許有把握將道路及鐵路網絡、其他 

形式的實物基礎建設稱爲資本，雖然就某個角度而言，它們也算是公共財。同 

樣地，人力資本的變動也是緩慢的，也很難用像資本的特定古典概念所期待的 

那樣，可以在所有權轉換的意義上進行賣出。即便是金融資本，其價値與可替 

代性的形式也不全然完美。就像普特南指出的：「在國家的帳目計算裡，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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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蛋器與一座航空母艦似乎都算是物質資本，但是打蛋器對防衛國家並沒有太 

大幫助，而航空母艦也無法幫你在早晨時做出炒蛋。」(Putnam,2000,p.21)
有些人則認爲，社會資本被使用時將產生更多的社會資本，而不是像其他 

形式的資本一樣被耗盡(你愈去與人交際，你的網絡會變得愈廣)。然而，這 

種看法有可能被誇大了；有人發現社會資本的過度使用將導致消耗殆盡。例如 

—項針對轉型經濟的投資研究指出，與一些比較性的團體對照之下，能完成一 

項初期社會資金計畫的社群，較不容易再完成其他地方基礎建設計畫，「這意 

味著社會資本在這些初期計畫裡已被耗盡」(Chase，2002, p. 219)。同樣的情況 

也發生在個人身上，若是一味使用社會網絡而無意回饋，就會發現自己逐漸被 

孤立而最後僅剰隻身一人〈請參見第三章對憂鬱症效應的討論)。

當然，就像一些會計專業人士不樂見「智慧財產權」的觀念，有些經濟 

學家也不樂見人力或其他形式的資本概念出現(Miller, 1996; Helliwell»私人信 

件)。但如我們太受制於狹窄的定義，將會發現「資本」這個概念不但失去旨趣31 

所在，甚至連經濟學上的價値也盪然無存。一個忽視社會資本、人力資本以及 

對公共財之投資的經濟模型，將是個乏善可陳的模型。

事實上，許多經濟學家都對社會資本的概念大感興趣(Temple, 1998; 
Piazza-Giorgi, 2002 ;請同時參見第二章對經濟成長的討論)。OECD對這個領 

域的興趣也爲此概念增加了不少可信度，尤其是它出版了一份爲各國財政部 

長所做的報告：《國家之安和樂利：人力與社會資本的角色》(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The Role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OECD, 2001 a)。在 2010 年之 

前，這個詞彙所引發的爭議性至少不會大於人力資本在今天所引發的爭議。

諷刺的是，有證據顯示一些社會科學家因爲社會領域的「經濟學化」而 

感到不安，他們對此詞彙也做出反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Ben Fine，他譴責 

那些研究社會資本理論的學者，根本就是和主流經濟學沆瀣一氣(Fine, 2001, 
p.193)。不只Fine有這樣的看法，也有其他人認爲社會資本「以其在意識形 

態上的重要影響，模糊了分析上重要的區分J (S. S. Smith and Kulynych, 2002, 

p.149);或說它是新自由主義所用的「特洛依木馬」(Spies-Butcher, 2002);或 

說它模糊了關切貧窮的焦點(Adams, 2002)。這麼一來，我們看到了一對奇妙 

的組合共同起舞，一邊是一群擔憂經濟學會被「基礎不扎實」的社會學污染的 

經濟學者，另一邊是一群社會學者，他們憂心社會學將被經濟學「扎實生硬」 

卻狹隘的理性選擇世界觀所染指。或許我們應該將這種兩邊不討好的情況視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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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兆，意味著這些長久以來相互敵對、不相往來的學科，如今將被迫回到一個 

更實際的共同基礎上。

測量社會資本的過程中遭遇的實際問題

有些經濟學家及其他人不喜歡社會資本這個概念，原因之一就是它似乎很 

難以測量。同時，由於不同的研究者採用相異的方式去測量社會資本，更加深 

了原本的困境(Schuller, Baron and Field, 2000)。

上文的概念討論指出有更多、更廣的社會網絡及規範可以合理地被稱爲社 

會資本，如此可以解決測量上不一致所引發的部分問題，但同時也爲任何想大 

膽進行「社會資本審計」(social capital audit)的研究者或政府，出了一道艱澀 

難解的測量難題。專題1.2將闡述這個難題的各個面向。

一種方便但粗糙的測量方式：「社會信任J

32 測量社會資本的一種常見方式，就是檢視在某地區的志願性組織的數目

或密度(例如Paldam and Svendsen, 2000)°此測量方式在普特南硏究義大利的 

經典例子(Putnam, 1993)裡占有重要的位置，似乎也因此而得到了權威的背 

書。然而，儘管它廣爲人知，仍存在著三個重大的缺點。第一，它似乎只選

33定一個狹隘的社會資本定義——著重在中觀層面、以網絡爲主。根據上文的討 

論，當測量這種概念採取單薄的定義將會很危險。第二，事實已證明這種測量 

方式在實際上是極度困難又具有爭議的，畢竟團體的組成及性質可能含糊不 

清，也可能隨著時間而改變。因此，任何一份組織的名單都很可以被指控爲不 

完整、有偏誤的，或是無法應用在跨國比較上(Rich, 1999; Lowndes, 2000; de 
Ulzurrun, 2002)。更進一步來說，這種測量密度的量化方式可能根本無法捕捉 

到不同組織類别之間的重要質性差異。第三，自從普特南的義大利個案研究以 

來，我們在不少研究裡都看到其無法複製組織密度與預期被影響的變項之間的 

關聯模式(例如，Knack and Keefer, 1997)。這意味著預測效度上乏善可陳， 

而這本身可能也反映出以關聯爲基礎設計的測量方式的狹窄以及不可信度。5

然而，有許多社會資本的研究成功地採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方式來進行測

5這裡提到的實質上的難題一也就是爲什麼這項測量方式在義大利的例子裡顯得如此重 

要，但在其他地方卻不必然是那麼重要——將在第八章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第一章導論：概念、歷史與測量方式

專題1.2優質的測量由何產生？

信度(reliability)指的是這個測量是否在重覆的情況下得到相同的 

結果。倒如，我們詢問一百個人是否認為自己的鄰居值得信任，然後在 

一個禮拜後再用同樣的問題詢問同樣這些人，這兩次施測之間的相開性 

就可稱為再測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 »如果在這間隔的一個播拜裡， 

此鄰里裡並未發生重大變化，我們將預期這個相關性會很高。一般而 

言，信度會被視為是有效測量的＞個必要但非充要條件。

表面效度(surface or ‘face’ validity)指的是整個測董「看起來是否 

合適J——換句話説，測量是否在直覺上掌握到我們想要測量的概念。 

這很明颞會是我們判斷一個測量是優是劣的起點，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 

判準。例如，「會回答民意調查的比率「是*苦對其他駕駛人做出不雅的 

手勢J，也被證明是測量社群的社會資本上兩個可靠的測量方式，雖然乍 

看之下它們都不像是個合適的指標。

效標關聯效度(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指的是某個測量方式是否與 

同一現象裡具有「黄金慊準」地位的獨立指標相關。例如，若要判斷人 

們自稱是組織成員的回答是否具效度，就可以拿那些組織本身的記錄來 

比對人們的答案。

預測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指的是這個測量結果是否準確預測該 

項特殊旨趣其他的效果或愛項。有些人認為它是最重要的一種效度。例 

如，我們或許最終並不太關心一項社會信任的測量結果是否與組織身分 

相關，而是較關心這個測量結果是否預測了其他重要的效杲，例如經濟 

成長、健康、犯罪等等。

量，即測量在某個社群、區域或國家裡的大多數人民彼此信賴的程度如何。一 

般而言會經由以下的問題來進行：

「一般來説，你會認爲大多數的人能夠被信任嗎？或是覺得自己得，】、心翼 

翼地跟人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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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多數的人能鉤被信任

2. 得要小心翼翼

3. 不知道

（世界各地價値觀調奎，1981-3,1990-2,1995-7）

根據先前的理論探討這種測量社會信任的方式具有「表面效度」（請參見 

專題1.2裡的討論）。在社會網絡裡，相互合作行動的共同規範將人們連接起 

來，造成的淨效果應該就是信任。有人可能會說，更基本的重點不在於信任本 

身，而在値不値得信任這件事上。畢竟，如果我們信任的人事實上是不能被信 

任的，那麼產生出的「合作」將是單方面的且短暫不長久。這麼說來，我們可 

以合理地假定，上述問題所得到的答案反映了人們現實生活中的經驗。更進一 

步來說，認爲普遍存在的信任及値得信任感，本身就是社會資本在規範性向度 

上的一部分（請與Coleman, 1988做比較）。

結果我們看到，人們同意「大多數的人能夠被信任J的比率隨著國別以 

及地區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請參考第二章，圖2:1）。從2001-2004年的資

34料顯示，認爲大多數人能夠被信任的比率，最高的是挪威等北歐國家的三分之 

二左右，最低的如巴西等南美洲國家的二十分之一。資料指出，這種測量結果 

儘管時間不同仍是非常穩定的（至少在我們資料有捜集到的1980年代及1990 
年代），這也告訴我們這個測量方式具有信度（欲知這趨向裡的更多細節，請 

參見第七章）。這種針對社會信任的測量方式已被不少研究者運用在一國範 

圍內，當成是測量社會資本的一個「方便但粗糙」的指標，而它能成功地預 

測其他重要的效果，也有力地證明了此測量具有預測效度（例如，Knack and 

Keefer, 1997; Whiteley, 1997; Halpem, 2001） »
我們若將社會信任的測量與其他設計較精良的社會資本測量方式相互比

35較，可檢驗此測量是否具有關聯效度。近來有人針對美國各地區的受訪者所表 

達的社會信任程度做出詳細的研究，發現各地區之間有著顯著的差異，這項 

研究就成爲進行上述比較的機會。普特南（2000）建構了一個精細的指標來測 

量美國不同州之間社會資本的差異，其來源十分多樣，共有14種各州的測量 

數據被結合在一起，包括測量家戶娛樂與朋友交際、團體成員數及參與程度、 

各種志願性或社區性的服務、公共集會的參與度、選舉投票率以及社會信任 

等等。最終的結果顯示，各項單一的測量方式裡與總體指標具有最強烈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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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1.3個案研究：找出「不投入公共事務J者（civicly disengaged）

2000 年的英國家户普查（British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裡，曾進 

行了一系列有關「社會資本J的題組，涵蓋的範圍包括公民參與、敦親 

睦鄰、社會網絡及社會支持等，每個領域裡都問了許多問題，但它們彼 

此之間通常都會相關。在每個領域裡，互相高度關聯的項目被結合成為 

指數，例如它將不投入公共事務界定為：

•未曾參加當地的組織。

•未曾採取行動以解決當地問題。

•不蹙得充分被知會。 ..

•不覺得自己在鄰里相關事務上能影樂決策，不論是靠自己的力量或跟 

別人一赶合作。

大約有16%的人厲於這個範畴，其分布狀況在最富裕的地區裡約為 

7%，而在最贫困的地區則是22°/0。不投入公共事務的人，最有可能有下 

列特質： v

•年輕（年紀愈大，將逐漸地增加投入的程度）。

•女性。

•少數族裔。

•教育程度較低。

•必須撫養未成年孩子。

•在公私領域都是租客（相對於擁有所有權的人）。

•最近剛搬家。

欲知更進一步的資訊，請參見Coulthard, Walker and Morgan（2002）

性的，就是人們同意大多數人能夠信任的百分比，這個相關性高達0.92。這就 

表示此總體指數掌握到的變異量裡，有85%能僅藉由社會信任這一個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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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就能掌握到。

總而言之，涉及（在社群、地區或國家內的平均）社會信任的問卷項目， 

在總體的層面上來看，似乎是個測量社會資本既簡單又具有信度、效度的指標。

測量社會資本的較精緻方法：朝建立「維他命模型」的方向前進

理論方面的討論已畫出社會資本一些不同向度的輪廓，像是黏著性、架 

接性以及連結性，因此，我們最理想的狀況就是應該對每一項都進行測量，這 

也意味著我們需要一組測量的方式。「快捷但簡陋」的測量雖然有用（至少在 

全國調査中可以爭得一些有價値的空間），但大多數嚴謹的研究者也想要更確 

切地瞭解，社會資本裡究竟是哪些面向產生哪些效果，而它們彼此之間又具 

有什麼關係（Boix and Posner, 1995; Rothstein, 2001; Nuissl, 2002; Pattie, Seyd and 

Whiteley, 2004〉。

本書會有一些地方使用同一種隱喻，就是維他命模型（請與Wan•的就業 

維他命模型做比較，Warr, 1987）° 一個健康且運作良好的社群，需要各種不同 

種類的社會資本混合在一起，就像是一個人需要在飮食中攝取各種不同的維他 

命才能保持身體健讀一樣。於是，我們原則上就需要測量每一種社會資本（或 

維他命）的方式。

就個人層面的黏著性社會資本而言，我們會看到大量心理學文獻討論社 

會支持，幫助我們在設計測量方式的過程裡提供線索。直至今日，心理學家 

已花了數十年的時間，研發並琢磨可用來測量人們社會網絡之支持性質的方 

法，包括他們感覺到有歸屬的程度、接受到情緖上或實際上支持的程度（例如 

Bericman and Kawachi, 2000）°有趣的是，結果顯示我們若使用像上述社會信任

36這個廣泛的簡單問題，最終卻可對於捕捉個人支持性網絡的特質大有幫助。通 

常會以下面的方式形塑這個問題：「如果你遇到了一個問題，或是有件令你困 

擾的事情，你會找誰幫忙？」

然而，在許多的領域裡，我們並沒有一套歷史悠久且完整的文獻資源來指 

引我們，以便用最簡短、單純的問題捕捉每種類型的社會資本。因此，世界各 

地的研究者都不斷努力研發這樣的測量方法。6有幾個國家正利用簡易的問卷 

調査嘗試研發或執行所謂的國家「社會資本審計」的il■畫，塡寫問卷的時間從

6舉例來說，英國國家統計局（British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就研發出來一套包括範圍 

很廣的問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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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來分鐘到超過一個d、時都有，樣本大小則從幾千人到二萬人以上都有。因爲 

各方的強調重點仍有爭論及歧異，一如我們在前述的回顧裡看到的，所以這些 

各色調査裡所使用的測量方法之間，無可避免地也有實質上的差異，雖然這幾 

個國家的硏究者之間針對核心的關懷焦點已達成共識。

雖然有人的確不斷嘗試在研發測量方式的過程中抄捷徑，但實際上仍難 

以達成。有一個團隊使用神經網絡模型來實驗，想藉此找出哪些是格外重要 

的區辨變數（Veiga et al.，2000）°就像之前提到的，一些早期的研究曾使用社 

團數目、社團成員數來測量（中觀）社會資本。然而，這些研究後來常被批 

評，認爲它們對何爲社團設下的定義太過狹隘，忽視了新形態社團的出現以及 

其他非正式社團（Rich，1999）；也有人批評說，被認定爲社團的名單是帶有男 

性偏見的，忽視了更多女性組成的社團，像是有關托兒事務的團體（Lowndes， 

2000）。這些研究者理想上，都希望找到一個平衡點，不單能在合理範圍內包 

含廣泛，因而同時兼具信度、效度的測量方式，也可成爲簡短明白而可以實際 

應用的測量方式。不幸的是，有時得花上好幾年才能找到那個平衡點。

當我們一併考慮社會資本在不同文化中展現形式的差異時，測量方式的 

難題將變得更加難以處理。無疑地，在國家間及地區間存在著社會資本形式 

的差異。大多數的組織都以地區爲根據，因此所找到的實際組織類型會隨著地 

點而有差異。例如，在英國我們就看不到類似美國來福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taion）的組織，同樣地在美國也找不到類似英國國民信託組織（National 

Trust）的機構。更增添難度的是，相互合作的規範以及組織結構的形式，也可能隨 

著地點而變動。因此，英國及北美洲排隊的習慣並非由所有國家共同擁有，而特 

定東方國家中將社群利益置於個人之上的規範也不必然爲某些西方國家所接受。37
建構出指數的這種標準化作法，未必可以解決測量上遭遇的問題。要將兩 

個項目置入同一個指數裡的前提通常是它們彼此之間具有合理地相關性。但即 

使是兩個功能對等的指標，一個在某個地區或國家非常普遍；另一個，在另一 

'地區或國家也是如此，然而這兩個指標之間可能並不相關（也就是說，在統計

上關聯性低）。儘管如此，它們還是有可能指涉著相同的一件事；換句話說，

它們可能是同一個相互合作之基礎類型或社會結構在功能上對等的形式，雖然 

它們（受限於文化而）有著不同的形式。

社會資本在不同的文化中（至少某部分）以不同的方式外顯出來，這件 

事讓跨國的測量變成一個複雜的過程。這些差異不僅會造成測量上的誤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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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與國家必然有著質與量上不同形式的社會資本。這些差異或許也會造成社會 

資本與其依變項之間因果關係的一些變異。例如，相較於大多數歐洲國家的人 

民，美國人對於以國家做爲解決集體問題的手段這種做事方法，抱持的敵意要 

大的多。這將關聯到美國與歐洲的社會資本模式是不同的，我們幾乎可以明確 

地說，這會導致許多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有所不同（請見第八與九章）。

這個複雜性導致有些人認爲社會資本僅能在其當地的脈絡下被理解 

（Edwards and Foley, 1998）。然而，就像我們會在之後章節引用的文獻裡看到

的，儘管橫跨各式各樣的社會脈絡，但仍能看到社會資本的許多相同效果與因 

果模式。換句話說，雖然我們看到了社會資本的形式變化巨大，但基本的功能 

與因果效應卻常常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總括來說，我們必須要朝著多方面的社會資本模型努力，一如在本書第二 

部分所陳述的（尤其在第九章），我們已在這個方向看到可觀的進步。但是， 

我們並不是一帆風順地發展出各種有效的跨文化測量方式，而過程裡很有可能 

引起無止境的爭論，並成爲未來幾年的焦點。

由此該往哪走？

我們正在見證一個逐漸步入成熟且廣闊的社會資本研究議程的出現。如 

38今，有一些國家進行了標識著社會資本的調査，目前也開始出現與過去的調査 

截然不同的資料，因爲過去的資料通常來自針對一般性目的所做的調査。這些 

嶄新的調査創造出新的基準點，讓我們可用來追溯貫時性的變動，這應該也有 

助於研究者從實證上來豐富社會資本這個概念。在一些國家中，爲數可觀的研 

究機構以及政府部門都緊盯著社會資本這個概念，包括它如何影響他們所關切 

的地區、要如何測量它。例如，隨著布希政府以擴展志願服務和公民參與爲國

內首要政策，如今也一併開始搜集關於志願服務、社會資本的資料。7

國際性組織也開始對社會資本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就像先前所提到的，較

早進入這個領域的是世界銀行，它曾召集了一組堅強的研究團隊，針對］998 
年末之際社會資本在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進行研究。它也設立了一個網站，

7附帶一提，有個値得注意的現象是白宫在將社會資本的測S併入哪一項國家巨型調査 

時，遭遇了困難而無法達成共識。原本計畫將社會資本問題組併入的調査是現前人口調査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經過冗長的討論之後（在其中，還有人說「在我死以後J）， 
這個問題組最終在另一項調査裡找到歸宿，而社會資本資料如今是經由美國犯罪受害調査 

（American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中被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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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有不少與社會資本相關的有用題材，試圖藉此發展出一個可應用在各國的 

測量方式，甚至還主持著一個名爲「一起聊聊」（Let’sTalk）的電子討論區，以 

便讓世界各地的專家彼此交換資訊與想法。隨後OECD也跟進了，從它2001 
年報告的封底展現出對社會資本的興趣，包括一場以測量方式爲主題的國際研 

討會。這場OECD國家統計部聯合研討會於2002年九月由倫敦所主辦，共有 

來自20個以上國家的專家與統計機構齊聚一堂，討論社會資本的測量並進行 

合作。社會資本同時也是聯合國在2002年於錫耶納（Siena，譯註：此城市位 

在義大利中部，佛羅倫斯以南48公里）舉行的團體會議的主要討論議題。

最後，在當前的社會資本研究裡値得一提的面向還有它所包含的學科範 

圍。若說這領域的硏究是純然跨學科，此說法其實是種誤導，畢竟它目前仍被 

鎖在嚴格的學科分割之中，而此種現象也在當代學術的活動裡屢見不鮮。儘管 

如此，確實很少有概念能同時引發政治科學、經濟學、社會學、犯罪學、心理 

學、教育等領域的興趣。這本書將這個正在浮現的驚人研究體系集結起來，也 

正是因爲這個現象才讓本書得以成形。

結語

20世紀初期以來，社會資本這個詞彙一直零星地被使用，但隨著1980年 

代晚期及1990年早期柯爾曼、布迪厄、普特南的著作之後，它被更廣泛且頻 

繁地使用。這個詞彙指涉的是有助於個人及社群之間相互合作行動出現的社會 

網絡、規範及約束力量。1995年以後，在範圍廣泛的各學科中，針對這個主題39 

的研究有了爆炸性的增長。這股擴張的趨勢不但沒有減緩的跡象，而且國際上 

的政策制定者及機構甚至對這個概念與它顯見的效果，逐漸產生了興趣。

儘管各個硏究者對它的定義或使用方式有所差異，但我們仍玎找到一個社 

會資本的總類型學。這套類型學包含了社會資本三個不同的向度：它的主要組 

成元素（網絡、規範、約束力量）、採用的分析層面（個人的、中觀的、鉅觀 

的）、它的功能特性（黏著性、架接性、連結性〉。

究竟社會資本這張概念「帳幕」應該擴張到什麼程度，這個問題尙無定 

論。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邏輯論點，認爲應該擴張這個定義，將制度及形式化的 

規範納入。然而，也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實際考量，要求我們謹愼地將定義維持 

在比較精簡的狀態，以將研究和政策的焦點擺在重要但易被忽視的非正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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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上。社會資本是否算是「資本J，同樣也有一些爭論，但仍能提出一個相 

當扎實有力的論點來反駁這些質疑——至少像維護「人力資本」這個詞彙的論 

點那麼扎實有力。

關於如何測量社會資本，仍然環繞著許多爭議，但「社會信任J （也就 

是，在某特定社群或地區裡的人們感货他人就普遍而言可以信任的程度〉仍是 

個有合理信度與效度、方便但粗糙的測量方法。目前在一些國家所進展的相關 

工作，都以國家社會資本的「審計」爲名，而這些努力應該會爲關於社會資本 

的各種類型與其引發的效果等議題增加許多細緻的資訊。然而，因爲文化差異 

以及建立功能對等的過程中遭遇的困難，可能讓研發足以測量社會資本所有不 

同面向的跨國比較性方法的努力付諸流水。

進階閱讀

40

如果想對社會資本的概念有一基本且準確地掌握，柯爾曼在1988年的經典論文 

仍是一非常可以信賴的選擇，裡頭除了頗具說服力的理論性分析外，還舉了許多的實 

例。假如想要找些較學術性的討論，我們也很推薦Michael Woolcock的著作，不只是 

1998年那篇篇幅很長的論文，還包括一本由他編輯、即將面世（在作者寫作之際）的 

新作，後者在很廣泛的各國發展脈絡裡，探究了社會資本概念如何被應用。

若想要找尋社會資本概念的批判性學術評述，Portes（1998）' Edwards及Foley 
（1998）的論文是値得推薦的。Ben Fine也曾出版一系列的批判性評論，以及一本炮

火猛烈且犀利（雖然有些偏頗〉的書（2001〉。

今曰，我們也可以找到很多甶政府及官方體系所撰述的研究。對於學術界以及

政策制定者而言，世界銀行的網站都是個提供極豐富資源的園地，裡頭還置有許多研 

究論文的摘要，非常實用。請留意它們持續在進行的這項工作（發展一套能應用在各 

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脈絡下的現成社會資本測量工具。請測覽www.worldbank. 
org/poverty/scapital/. OECD（2001a）的報告也値得閱讀，尤其是它探索了人力資本與 

社會資本間的相似之處，以及兩者之間有何關聯。最後，在英國國家統計局的網站 

（www.statistics.gov.uk/socialcapital）裡也可以找到固有用的資料庫，裡面有所有 

（曾）被用來測量社會資本的問題。

http://www.worldbank
%25ef%25bc%2588www.statistics.gov.uk/socialcapital%25ef%25bc%2589%25e8%25a3%25a1%25e4%25b9%259f%25e5%258f%25af%25e4%25bb%25a5%25e6%2589%25be%25e5%2588%25b0%25e5%259b%25ba%25e6%259c%2589%25e7%2594%25a8%25e7%259a%2584%25e8%25b3%2587%25e6%2596%2599%25e5%25ba%25ab%25ef%25bc%258c%25e8%25a3%25a1%25e9%259d%25a2%25e6%259c%2589%25e6%2589%2580%25e6%259c%2589


第一部分
社會資本爲什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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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Restell於聖約翰學院（劍橋）修習經濟學及管理學，1996年畢業。43 
在此，他與我們分享身爲一個聖約翰人，如何在他開創網路事業之際讓他與眾 

不同。

……我用拇指翻動著我的通訊錄，找到數不盡的聖約翰人願意而且有能力

助我一臂之力。因此，一般人可能得花上幾個禮拜的工作天才能克服的困

境，我得以將它濃縮成幾個工作天就解決。熱臉貼冷屁股的電訪動作被轉

化爲愉悦的引介。

……人際關係網絡對於打造一個網路事業是重要的——你愈能建立起一個

有力的人脈或聯繫網絡，你將創造愈大的生產力以及成功。

《聖約翰人通訊》，第七期，2000春季號

在理論的思考上，我們有極佳的理由去假定社會資本會影響經濟表現，市 

場能否有效率運作，一方面有賴資訊順暢流通，以便連繫起買賣雙方；另外還 

需要能夠不費力、不費錢地確保契約或其他協商已定的措施能被執行。帶有以 

上特徵的經濟體，應該有助於下列結果的產生：創新、企業家精神、不懼冒險 

與投資的精神、有效競爭、資源有效率的分配。

社會網絡的大小與特性，對於資訊流通與否有很大的影響。在極端的情況 

中，原子化彼此孤立的狩獵或採集模式，事實上就排除了市場出現的可能。但44 

是，資訊流通對~個有效率的市場而言，雖是必要但並非充分的條件。是否能 

進行賣出、交換、購買的動作，也仰賴於「交易成本」的多寡（例如佣金、法 

律上的成本、涵蓋的風險）。這些交易成本也證明受到社會資本的重大影響，

尤其是受到普遍存在的規範與約束力量影響。社會資本藉由以下幾種方式來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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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交易成本：改變交易條件、去除或大量減低協調契約所需的昂貴成本、產生 

決策時的彈性、節省時間(P. N. Wilson, 2000)。簡而言之，信任、聲譽以及非 

正式的約束力量，能夠有力地補足正式契約、法律體系、正式的約束力量。

在本章以及後續的章節裡，我們將依據下列的分析層面順序來組織與評述 

相關的證據：個人或微觀層面、社群層面或中觀層面、國家或錐觀層面(欲知 

針對這些層面的差異所做的更完整討論，請參見第一章)。

微觀層次的經濟效應

有一句話可以具體而微地說明社會資本在微觀層面的經濟效應：「重要的 

不是你知道些什麼，而是你認識誰。」本章開頭所引用的言論出自一位大學畢 

業、進入網路業創業的人士口中，他並非第一個注意到通訊錄是自己最有利的 

一項資產的人。

社會資本能影響個人經濟行爲成效的一個重要管道，就是透過影響個人 

的教育成就及是否爲中輟。擁有_個在自己年輕時能給予支持、鼓勵的家庭， 

將會大大影響將來的教育成就以及隨後的收入多寡(請見第五章)。但是研究 

發現，即使我們在統計上控制了教育成就、智商、父母資源等變項，在年幼時 

擁有較有限或較不具支持性的社會資本之指標(例如在單親或不和諧的家庭中 

成長)，仍能顯著地預測成年後的失業風險(Caspi et al.，1998)。社會資本似乎 

早從小時候就開始影響日後個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請一併參考第四與八 

章)<>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

多年來研究長、短期失業情況的學者發現，擺脫失業的機會深受個人社會 

45網絡的影響。這是因爲相當高比例的工作是透過「非正式管道」找到的，亦即 

透過口耳相傳以及個人關係(M. S. Granovetter, 1973; White, 1991; Montgomery, 
1991; Six, 1997a; Hannan, 1999)。同樣地，在移民或遷居者當中，能運用個人網

絡的人也比較可能找到較佳(Eby,2001)且較持久的工作(Aguilera,2003)。

雖然藉由口耳相傳而取得的工作比例到底有多少，各方的估計都不同，

但普遍來說幾乎都很高。例如，最近有一個針對低薪勞動力市場所做的研究指 

出，60%的職缺由在職員工推薦而塡補(D. Brown et al.，2001)。這現象並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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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低薪工作而已：針對髙階主管的研究，也發現其中很多人都透過非正式管道 

而找到工作(Boxman，de Graaf and Flap, 1991)。另一個最近的例子檢視了美國 

一個中型高科技組織，在1985-1994年間的徵才過程中35,000位申請工作者，

發現80%的白人僱員使用個人網絡而找到了這裡的工作機會，但只有5%的黑 

人僱員是如此(T. Petersen, Saporta and Seidel, 2000 :請見底下的討論)。

許多想找工作的人，由於朋友都不在勞動力市場，便無法從那些熟知工作 

機會的人口中得到消息，以致找工作的過程非常不順利(W. J. Wilson，1987)°
這有助於解釋以下兩個變項間的強烈正相關：個人朋友網絡的大小以及勞動力 

的參與(Aguilera, 2002)。然而，就像Granovetter的大作所告訴我們的，具有

「弱連帶」，也就是與關係疏離的同事、遠親和朋友的連結的人，將在勞動力 

市場裡占盡優勢；而透過這些連結，也就是架接網絡的社會資本，個人能接觸 

到範圄更廣、更多的資訊及機會(M.S.Granovetter, 1973,1985)。

個人所得

較廣泛的架接性社會資本，不僅能讓求職者受益。一系列針對受僱者的 

研究顯示，那些升遷最快且得到最高職位的人，通常是擁有最廣泛人際接觸的 

人(Podolny and Baron, 1997)°値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最難以生存、競爭最 

激烈的世界金融中心裡，很多商業活動仍是在信任關係的基礎上得以不斷地進 

行的，因此成功的商人都很努力地想維持自己値得信任的聲譽(Burroughand 

Helyar, 1991) °
有很多可觀的證據，說明了擁有較廣泛網絡的人較可能擁有較高的薪水46 

(雖然何爲因、何爲果還需要仔細檢視)。相較於勞工階級而言，專業人員及

管理人員較可能擁有較大、較多樣化的社會網絡，而我們在許多國家都可發現 

這個模式(Goldthorpe, Llewellyn and Payne, 1987; Aldridge, 2001)。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不管你是農夫或富商，凡擁有較廣泛社會網 

絡的人較有可能在財務狀況上獨占鱉頭。例如在Boxman等人針對荷蘭的大公 

司裡的1，359位高階管理人士所做的研究裡，我們看到管理人士的收入與社會 

資本(以對外的工作連繫、會員資格來測量)有很密切的關聯，甚至在控制教 

育、工作經驗、在組織內的年資、底下管理的人員數目的情況下，結果仍是 

如此(Boxman, de Graaf and Flap, 1991)。同樣的r遠在世界另一頭的馬達加斯 

加，我們也看到買賣農產品的人，其經手的銷售額及附加價値，與其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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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有著顯著的關聯，即使在控制了個人特質及實物投入的數目後仍是如此 

(Fafchamps and Minten, 2002)。

表面上看來，單從經濟的角度來想，理應善加培養廣大的社會網絡(尤其 

當裡頭包括了有錢人及權貴人士時)；同時，那些在團體或個人之間仲介資訊 

的人士，能從他們在社會網絡裡的這個位置攢得可觀的好處(Burt, 1999)。這 

個情況也發生在有錢人之間。例如，在其他條件保持相同的情況下，假使公司 

負責人願意多用點心，主動認識銀行經理的話，銀行也將提供廠商條件較好的 

合作內容(Uzzi, 1999)。同樣地，針對科技爲主的公司進行的生命史研究也發 

現，其創立者如果與創投業者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公司將明顯地較容易取得 

資金並獲得成功(Shane and Stuart, 2002)°
簡而言之，社會網絡幾乎就像許多其他的變項一樣，可視之爲一個有助於 

解釋個人收入差異的因素(請一併參考提及教育與犯罪的第四與五章)。較廣 

泛的社會網絡能提供更豐富的資訊，讓人得知更多、範圍更廣的工作機會以供 

選擇；假若取得了工作，也會更有機會接觸到重要的客戶、其他商人、同業或 

資金提供者(Fafchamps and Minten, 2002; Shane and Stuart, 2002; R. A. Baron and 
Markman, 2003)°

然而，事情不盡然如此完美。雖然普遍而言，我們的社會網絡是正面的、 

有力的資源(至少對那些擁有這些網絡的人而言)，它們有時仍會傷害我們。

47如果在我們網絡裡的某個人與我們作對，此人有可能成爲可怕的敵人，阻礙我 

們職場生涯的升遷，並破壞我們的網絡(Moerbeekand Need, 2003〉。我們必須 

注意這個重要的論點：一如我們將在這本書裡不斷看到的，我們的社會資本不 

會是我們永遠的朋友。

族群、社會、性別的差異：社會資本會導致雪上加霜嗎？

我們已經看到，擁有較廣泛社會網絡的人較有可能占有經濟優勢，而且中 

產階級相較於勞工階級也具有較廣、較多樣化的社會網絡，而這種差異也導致 

社會上弱勢階級劣勢的持續。社會資本有助於解釋爲何在社會流動的文獻中一 

直都發現，向上流動遠較向下流動來得普遍，換句話說，向上爬的似乎不會往 

下跌(Aldridge, 2001)。中產階級家庭帶來豐富的社會接觸，使其孩子即使能 

力較差，仍能找到好工作；然而連結較不豐富的勞工階級孩子，則必須仰賴自 

己的能力來博得注意(請一併參加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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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邏輯也可以應用在許多族群差異上。例如，就像前面提到的， 

Petersen等人(2000)發現美國黑人員工比起白人員工，較不容易透過個人網 

絡找到就業機會(前者爲5%，後者爲80%)。研究發現，一旦我們將找到工 

作機會的方式考慮進來，種族這個因素對受僱過程的結果並不會產生進一步的 

效果。因此，Petersen等人做出以下的結論：接觸到社會網絡的管道以及對社 

會網絡的有效運用，將可解釋勞動力市場中黑白人種間大多數的差異。

這個觀察早至Loury時就已被察覺(1987, 1992)。他認爲即使美國白種人 

在財務上及人力資本上的優勢已經由某些方式被抹除，美國黑人仍會因著他們 

與主流制度的連結較弱而站在劣勢。

同樣的，一份英國政府委託針對少數族裔的研究報告指出，他們在勞動力 

市場上的升遷過程中，其中一項阻礙就是缺乏社會連結。黑人及少數族裔的專 

業人士尤其感受到，他們缺乏能讓自己在職場上升遷的網絡。他們也感覺到， 

因爲在自己被養育成人的過程裡，並未提供能接觸到專業社會連結的管道，所 

以如今身處劣勢(Cabinet Office Strategy Unit, 2002)。這呼應了以往的研究發 

現，擁有一位立足於某專業領域的父母或親戚，將顯著地幫助個人取得關鍵的48 
專業地位與人事安排(Halpem，1992)。

另一方面，在許多移民族裔團體裡的強連帶，爲團體成員的經濟維持與

提升，提供了一個無價的墊腳石。研究已不斷證實，經常被排除在主流金融

和公民體系之外的第•一代移民社群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爲他們形成一塊自足

的領域，結合了許多能相互支持的固有社會制度(WaWinger, Aldrich and Ward,

1990; Massey and Espinosa, 1999; Sanders, Nee and Semau, 2002)。這種伴隨著

連鎖性遷移(chain-migration »即家人與朋友隨著時間演進，逐漸加入遷移的

行列)的現象，充分解釋了爲何勞動力市場具有演變成族群區隔的傾向，特

定的職業逐漸爲特定族裔團體所主宰(Portes and Zhou, 1992; Oigenblick and

Kirschenbaum, 2002; Wang and Hsiao, 2002)。1 有趣的是，當移民浪潮一波波接

續而來，使得他們對資源的需求不斷增加時，這個強而有力的黏著性社會資本

最終反而將抑制這些做爲企業家的移民在經濟上的進展。這有助於解釋爲何許

多移民後來選擇與這塊提供安全感的自足領域劃滑界線，透過改變自己姓名的

1這個普遍規則中有個有趣的例外：最近一項針對荷閫營建業的個案研究發現裡頭並無或極 

少見到族群區隔的狀況，即使這個產業一向被認爲是「適合外來移民從事的典型行業」。作 

笤認爲，在荷闍當地的社會、經濟與制度性過程阻絕或改變了這個過程的正常動態變化(譯 

按：即指著族群區隔)以至於不甚明顯(Rath,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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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逐漸使其族群淵源難以辨識，避免自己當初辛苦掙得的資產因後來新進 

的移民世代所縮減。

類似的觀點也被用來解釋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相對劣勢的地位，或可能 

形成的性別區隔現象。這方面歷來的文獻討論十分豐富且完整，雖然它們也直 

到非常晩近才開始使用社會資本的語言(Metz and Tharenou, 2001; Scantlebury, 

2002)。基本上，使女性身處劣勢的原因，就是她們缺乏打入「老男人圈」(old 
boy network)(就字面上來說)裡，尤其是在較高階的勞動力市場上，總是有個 

「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在隱隱作用著。

在社會資本上多多投資，就會助你成功或變得富有嗎？

針對這個問題，簡要的答案就是「或許吧」(投資應該有助於提升個人成 

功的可能性，尤其是當投資在有助你打入「正確」的圈子中的架接性及連結 

性社會資本)。但是，在我們爲了追求經濟向上提升而一頭栽進永無止境的雞 

尾酒會、社交場合之前，在微觀層面的文獻中仍有一些地方値得我們多加考慮 

的。

首先，有些人認爲這些發現當中的某些地方是値得商榷的，特別是在方 

49法上採用最適切的控制後，仍有人對於個人社會網絡與其經濟提升二者間因果 

關係的方向存疑。許多研究基本上都是橫斷性的(cross-sectional)(亦即僅在某 

個時間點上測量變項間的關聯)。因此人們之所以擁有較廣泛的社會網絡，可 

能是因爲順利找到工作而導致，或是因爲當前工作的角色、表現或是財富所導 

致，而不是因爲網絡的廣泛而導致取得工作或擁有較高薪資。社會網絡與成功 

之間的關聯性中，至少有一部分源自更基本的個人差異，像是社會智能或能 

力。然而有證據顯示，社會智能與社會資本對財務上是否成功，二者分別具有 

一些獨立的影響。例如，一項最近針對在高科技與化妝品業的企業家們在財務 

上的成功所做的硏究顯示：社會資本(擁有廣泛的社會網絡等)協助企業家接 

觸那些對其成功而言很重要的人士。然而，一旦接觸到了以後，就變成企業 

家本身在社會上競爭的能力好壞，影響他們最終得到的成就(R. A. Baron and 

Markman, 2003)。同樣地，每個人動員自己可得的社會資本的能力不同，而有 

時因爲取得新技術和經驗而造成的財務優勢，這個因果連結是由更有效的動員

這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技術所中介的(Ma，2002)。

對因果關係的方向加以討論，將是本書不斷出現的一項話題。在這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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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中，大多數的專家都很有自信地認爲，在和勞動力市場效果的關係中，大 

多數的因果關係都是由網絡影響結果。例如，追溯就業情況進進出出（例如在 

大規模裁員之後）的貫時性研究相當有說服力地指出，那些具有較廣泛社會網 

絡（尤其是與那些目前正占有職位者的連帶）的人，很明顯地較有可能取得新 

工作（White, 1991; Six, 1997a）。相對而言，就個人社會網絡與其所得的因果關 

係而言，我們所能提出的證據就較不具決定性，能夠初步看到的事實是：愈廣 

泛的社會網絡，能讓你在起跑點上略占優勢，但你也需要具備相關的技能以延 

續你的優勢。

第二，雖然大多數研究都強調廣泛的社會網絡，尤其是架接性社會資本或 

弱連帶有利於個人職場上的升遷，但我們應該注意到這同時也存在著不利的一 

面。例如有研究發現，雖然擁有一個龐大、稀疏的非正式連帶網絡的確對職場 

升遷有正面效果，但那些擁有龐大工具性（buy-in）網絡的人，在工作滿意度 

上也是最低的（Podolny and Baron, 1997）。同樣地，成功的移民或向上流動的 

勞工階級所運用的策略（犧牲豐厚的黏著性社會資本所帶來的安全感，以換取50 
架接性社會資本所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有時也會付出代價，較明顯可見的 

就是在健康以及生活品質上（請參考第三章）。

最後，微觀層面的證據引發了一•個問題，即廣延的社會網絡帶來的顯見好 

處究竟是不是個零合遊戲。如果某個人透過廣泛的社會網絡取得一項優勢，這 

是否意味著不具此社會網絡的人必須付出對等的代價呢？就像DeFUippis（2001, 

p.793）認爲：

如果有一個工作機會，而每個人都連結到相同的網絡，並且實現了相同的

社會資本所帶來的利益，那麼你將不再擁有普特南與柯爾曼口中的那種網

絡……如果每個人被連結了，那麼每個人……將失去那些連結所带來的

利益，因爲他們將不再從其中取得資本（在這個例子裡，就是該工作機

會）……正因如此，雅痞人士間相互連結能夠領先其他人。

對於DeFilippis的說法，有另一個強而有力的反駁。如果資訊透過較廣泛 

的社會網絡更自由地流動著，那麼即便這些網絡是均等地散布著，勞動力市場 

應該也會因爲分配效率的提升而運作得更順暢。網絡會使人們只花低廉的成本 

就能取得適當的工作，這麼說來就不僅是一場零和遊戲了。但是，這個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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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並無法在個人層面以實證的方式來解決，而是需要在中觀層面或鉅觀層面 

藉由環境的分析來幫忙，這就是我們接下要討論的。

中觀層面的經濟效果：做為巿場的社群

柯爾曼經典研究中所呈現的紐約鑽石市場正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告訴 

我們在中觀或社群層面的社會資本所具有的潛在經濟利益(Coleman, 1988，請 

參見第一章)。鑽石商人的社群內部存在著一種高度共有的相互理解與可信賴 

感，大大降低了與檢視對方的鑽石、追求相互獲利的交易相關的成本。大多數 

個別的交易商都從這樣的非正式協議中獲利——它並非僅是場零和遊戲，因爲 

整個交易商的社群都會從這個相互依賴的網絡裡獲利。

或許有人會說紐約鑽石市場只是個特例，因此無法讓我們瞭解大多數市場 

51是如何運作的，因爲前者是仰賴一個原已存在的傳統猶太社群爲基礎，彼此之 

間原本就有強烈的連繫及共同的道德規則。然而，在其他的商業脈絡裡同樣可 

以看到情況不那麼戲劇性但基本上相似的例證。商業團體之間的關係，通常建 

立在非正式的契約以及不言而喻的協議上(Burrough and Helyar, 1991) °事實 

上，社會資本概念最早期應用的一個例子就是在商業活動的共識上，像是研究

曰本產業的特色(Lorcher，1982)。

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即使在以電子爲本的世界性市場中所見到的高科技領 

域中，大多數的廠商往來互動仍然不只是藉由價格訊息，同時也靠著社會網絡

(Urry, 2002)。人們喜歡與熟識的對象談生意、買東西，不管是農人或城市裡 

的金融家都一樣，也因而商業午餐在今天一如以往一樣四處可見。今天的市場 

走向高科技，但它仍舊是「高接觸」(high touch)的。

鄰里與社群的效應

我們即使控制了個人層面的特徵，仍然可明顯看出鄰里或社群效應對鄰里 

層面經濟成就的衝擊，這就是鄰里或社群效應存在的最有力證明。例如，Buck
(2001)告訴我們，不論個人劣勢的情況如何，只要該地區的失業率上升，那 

麼個人逃離貧窮的機會就會下降。一旦該地區失業率超過了 25%，逃離貧窮 

的機會將劇烈地向下降。

這種禍不單行的情節，是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與社會學家都不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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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正是Wilson在其經典著作《眞眞正正的劣勢》（77ie Truly Disadvantaged, W. J. 
Wilson, 1987）中所討論的現象。Wilson的著作描寫的對象是芝加哥的黑人貧 

困社區，這種劣勢集中的類似故事也在各大城市中不斷上演。例如在倫敦，雇 

主找不到人塡補出缺員工（像是在旅館業中）的同時，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

質性研究顯示，在這個地區的年輕人經常幾乎沒有意識到在僅距他們數哩之遙 

的工作機會。即使他們知道了那些工作機會，他們因著若干因素而自認無能力 

取得這份工作，或這個工作機會是位在幾十哩外的地區，而他們及其朋友對該 

地不熟悉，因此就放棄應徵這個工作的機會。

這些發現都告訴我們，社會網絡及規範如何在鄰里層面上自我強化（尤其 

是當你極度缺乏與身居主流職位的有權人士之間的連結）。這樣的鄰里與其社 

會資本一同崩解，好比一個不斷縮小的星塵轉變成一個吸噬一切的黑洞。貧窮52 

再加上缺乏鄰居、朋友的網絡，二者相互強化，讓問題更加嚴峻而且常讓人覺 

得似乎無可救藥。相反地，當一個貧窮社區的成員向外跨越，擴大找尋工作與 

機會的範圍（例如透過暫時的經濟性遷移），他們可扮演一座有力的橋樑，引 

領裡頭的人走向豐富的新資源（Potot，2002）。

就一定程度而言，一個地區是否擁有價値的社會資本，可藉由房價差異的 

形式來取得其貨幣價値。這些差異有一部分反映出鄰里中其他的特徵，例如低 

犯罪率升學率高的學校（二者本身也會受社會資本影響，請見稍後的章節）。

但是，這種貨幣化有助於鞏固鄰里社會資本的差異，其中較富裕及關係良好的 

人們將爲自己取得進入更有價値的社會網絡的機會，而其他人仍被鎖在網絡貧 

乏的死胡同裡。

有些地區及鄰里因爲設法扭轉局勢而露出了些微希望。這類故事的關鍵，

往往在於居民當中一個人或團體挺身而出，激發整個社區的活力，讓居民能夠 

開始相互合作、走向一個較有自信、有眼光、有願景的未來。

密西西比州的Tupelo所發生的實例，就是一個振奮人心且有詳實記載的 

故事。它曾是1940年代美國境內最貧窮的一個郡，卻能自己扭轉局勢，成爲 

十分成功的社區發展及經濟成長的典範（Grisham, 1999），儘管此地缺乏天然 

資源，也沒有通往其他地區的便捷交通，又也沒有大學座落於此；更糟的是它 

曾遭受到一個劇烈的龍捲風蹂躪，以及在1930年代末期失去了境內唯一一座 

稍具規模的工廠。它之所以可從逆勢上升，很多人將功勞歸給當地一位報業負 

責人出眾的領導能力。他說服當地企業領袖與農人共同出資買下一頭種牛，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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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決定創造出後來令當地獲利無數的酪農業。當地原先的商業協會被解散，取 

而代之的是隨後成立而開放給每個人參與的社區發展協會。這個重大的文化轉 

變引進了較不講究階序而注重平行合作、自助助人的風格，改善了學校教育， 

創建了一座教育中心、一座醫療中心以及推行了社區大掃除的運動。

巴西的Curobato城是另一個實例，它鹹魚翻身的過程是由一位曾任建築 

師的市長所推動的。在缺乏金錢或資源挹注的困境下，仍然開始推動社區榮譽 

方案，那些來自貧民窟的孩童可以藉由資源回收而獲得獎勵，讓他們的環境改

53善得更乾淨、更健康。其他的方案也隨後推出，像環境榮譽體系不但能鼓勵發 

展，也創造了大眾可使用的公園。最終獲得的成果不僅是改善了環境而已，還 

改變了整個文化以及城市的經濟成長率，使它一直以來都能在巴西各城市之間 

獨占鰲頭。

在其他的地區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論點。例如，在非洲的農業 

社群之間，更具生產力的新技術被散播與採用的過程裡，我們都可以看到以 

社群或族群爲基礎的聯繫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尤其是與諮詢性規範有關的 

聯繫〉(Isham, 2002)。同樣地，影響學術部門生產力的不只是該單位本身是 

否有凝聚力，還包括了它與其他單位之間的連結與聯繫關係(Bjarnason and 

Sigfusdottir, 2002; Del Favero, 2003 ) 0

廠商做爲一種社會資本

我們可以指出(而且相當具有說服力)，廠商或公司是最普遍且最重要的 

社會資本形式之一。許多股份有限公司除了把廠牌名稱與核心的管理工作留在 

公司內部之外，都試圖將想到的每一項活動向外擴張，這種措施引發一個謎 

團：我們究竟爲什麼需要公司的存在？這個令人感興趣的疑問在六十幾年前就 

曾被科斯提出來；他問道：如果個人就可以直接地進行買、賣勞動力與商品， 

那麼爲什麼廠商還必須存在？(Coase，1937)當然答案就是：當我們將彼此在 

技術上互補的個體集結成群，形成緊密的協同網絡，彼此具有共識及意願，願 

意爲了使生產力達到最大而相互合作時，將會產生可觀的經濟利益。廠商的存 

在意味著內部的個人能夠信賴彼此，相信在他們需要對方時，對方將在那裡提 

供協助，包括分享資訊，或者需要協商以調和各自爲政的行爲時，也無需細 

細琢磨的契約或討價還價，就能達成任務(Szreter, 1999; Donalson and Dunfee, 
1999; Spangnolo, 1999)。當交易成本可能很高，商品本身的價格不高，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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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沒有彈性，團體持續互動了--段時間，而每次互動之間的間隔又很短的情況 

下，仰賴以廠商爲基礎的社會資本，應該比靠正式價格體系運作更具吸引力 

（Borcherding and Filson, 2002; Annen, 2003）°
簡而言之，廠商可以被視爲一種社會資本（而且或許主要是「黏著式」社 

會資本）。個別的經濟行動者聯合在一起，組成一個相對密集的網絡（一種勞 

動力）。他們發展出共同的規範與共同的目標（公司文化、對角色與適當舉止54 

的認識、對產品或公司目標的共同認識）。而且，廠商也會將約束力量含納進 

來，以維持這些規範與內部網絡（同儕與管理階層的壓力、經濟上的報償與升 

遷，以及在表現不佳或違反規定時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懲罰）。

廠商之間的社會資本及經濟群聚（economicclusters）

無論界定廠商本身的內部連結（群聚）何等重要，廠商與其交易夥伴間的 

連結也很重要。這就像「弱連帶J對個別的經濟行動者而言是很重要一樣。如 

果一個廠商缺乏適當的供應商網絡，或缺乏接觸產品潛在消費者的連結，那麼 

在廠商內部的強連帶或凝聚性連帶可能不太有用。

廠商之間的策略聯盟，能藉著彼此共同擁有更多有價値的消息來源、資 

金或一起發展產品的機會，創造出明顯更有競爭力的優勢（Ireland, Hitt and 
Vaidyanath, 2002; Shane and Cable, 2002; Koba and Prescott, 2002）。例如，許多從 

事高科技工程的成功廠商，不管它們位在美國、歐洲或亞洲，如今都採用可互 

通的設計及指令的軟體，並且共享著各種商業上十分敏感的資訊。這種密切地 

共享軟體與資訊的舉動也讓它們能完成工作、準時交貨，維持最適切的效能。

這種高風險的策略唯有在一種網絡的脈絡下才可能出現，即網絡中的供應商彼 

此互相信賴，並具備相同的共識（Laneand Bachman，1995, 1998）。

在許多成功的傳統產業廠商中，我們也看到類似的情節重演。瑪莎百貨 

（Marks and Spencer）這個零售業廠商爲自己產品的品質建立了世界性的商 

譽，但事實上它根本未曾製造任何產品。它的成功乃是仰賴與供應商培養起 

密切的關係——建立長期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下，製造商保證所提供的產品品 

質，以換取零售商的忠誠及承諾。成功的汽車製造商以及其他各種零售集團的 

情形也與此類似。

近年來，有不少人對以下這個問題感興趣：爲什麼在同~個產業的各公 

司會聯結起來，成爲緊密的群聚，即使它們常常都是相互競爭的對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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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beater, 1999)°最著名的例子或許就是加州的矽谷。另一個例子就是紐約 

州羅徹斯特附近的光學產業；還有義大利北部的時裝業與手工藝產業、英格蘭

55南部的賽車業。群聚以追求經濟優勢的例子也可以在發展中的經濟體裡發現， 

像是在印尼(Weijland，1999〉。

這類群聚之所以產生，原因之一即這些公司可在以既存的專業技術網絡 

爲靠山的情況下建立起來，就像該地區擁有一所在某領域具優勢的大學(例 

如，在英國劍橋附近成功發展出科學園區)。在其他的例子中，群聚是從愛好 

者形成的非正式團體發展出來的，賽車的例子就是這樣，一級方程式賽車的產 

業，包括戰後接連出現的一些赛車俱樂部以及一個由愛好者形成的網絡(M. 
Jenkins, 2001)。一旦形成後，群聚本身將成爲網絡的骨幹支柱。基本上，廠商 

之間地理緊接性(close proximity)降低了交易成本，讓人們更容易與其他廠 

商彼此連結起來，交換資訊、產品、想法，甚至是人力。同樣地，廠商發現透 

過推薦或「關係」而召募進來的員工，平均素質通常會比較高(Montgomery, 
1991 ；請一併參考前一節)。在產業群聚內的廠商因彼此交換細繳、默會知識 

而獲益，而當地微妙的「外溢」(“spill-over”)效應也帶給它們好處。創新以及 

成本削減都會外溢，一併減少了廠商本身及其當地對手的成本，製造出有利 

的條件，促使在地的合作與競爭進而創造性地融合爲「競合J (co-opetition)

(Soubeyran and Weber, 2002) °
但就像許多想仿效矽谷的失敗案例所示，光靠地理緊接性是不夠的。成 

功的商業網絡通常在性質上既具社會性又具商業性，正如加拿大的一篇研究發 

現的，想在這兩者間做區分是非常困難的(Araujo, Bowey and Eastern, 1998)。 

例如，在波士頓的128公路地區雖然有高科技廠商齊集，但仍無法像它所仿效 

的力州、1矽谷一樣，洋溢著充滿創意的活力，而原因恰是因爲128公路地區的廠 

商無法擺脫公司階序分明、對資訊守口如瓶、本位心態、各據山頭的傳統規範

(Saxenian, 1994; Putnam, 2000 ；譯按：前者於1999年已有中譯本《區域優勢 

一砂谷與128公路的文化與競爭》，由天下遠見出版)。

廠商之間的合作及社會資本所具備的潛在利益可以是很雄厚的。最近一項 

針對丹麥、愛爾蘭、英國的研究發現，政府推動中小企業廠商之間的合作與建 

立網絡的計畫，乃會關係到商機、知識以及創新表現的增加(Cooke and Wills, 
1999)。許多被納入這些計畫的廠商，發現了社會資本擴大的好處，打算在未 

來即便需要自行出資，仍要持續推展它。同樣地，Fountain認爲美國聯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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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在科技產業中直接投資在社會資本的形構上，而不僅直接投資在科技，以 

此追求最大的創新及經濟回饋(Fountain, 1997)。 56

以上所有例子都可視爲架接性社會資本在中觀層面起作用的故事：廠商如 

何與其他廠商結成網絡、相互交易，發展彼此互利的非正式共識。

這些關係中也都具有「連結性」的元素，因爲它們可能包含了經濟權力不 

均的廠商、社群間的連結。大多數成功的廠商很早就得知與上層連結的價値所 

在，像是與政治菁英的連結。廠商能做的最佳投資之一，就是當政策制定者在 

研擬你所操作的環境中的稅賦及管制規則時，能確保你公司的觀點被傾聽。另 

一方面，地區及當地的政策制定者也知道與在地企業建立關係的意義重大。這 

種連結在中央或聯邦需要爭取資金時就會大有用處，當地有規模的企業能透過 

像「守護天使」之類的方案，以資助廠商的成長或革新；也能透過學校與企業 

間的連結及企業雇主與社區間的公共論壇，來強化社區層面的種種條件。

廠商也學會了這件事：與它們所在的社區扎根、建立連結，就長遠看來， 

將會帶來利益(Pike，2000)。部分是因爲，在這個消費者意識高漲的世界裡，

商譽是很重要的。這類投資能增進員工的忠誠度，進而強化廠商的黏著性社會 

資本，吸引高品質的人來應徵。同時，就長遠的角度來看，廠商所在的社區能 

繁榮起來，對廠商本身以及其中的人們都有好處。而一個有趣的特點是，有些 

廠商(目前很明顯仍是極少數)已開始採用社會資本文獻裡的語言。

然而，文獻裡也包含了一個重要的警告。許多(甚至是全部)產業群聚 

最終都走上末路。共享默會知識能讓群聚享有優勢，但假使不被挑戰或革新的 

話，也可能成爲更激進創新與變革的一個阻礙。例如我們可以想想，英國境內 

群集在Sheffield曾經盛極一時的鋼鐵業，或英國的汽車業如何被更加創新與 

更具企圖心的歐洲、亞洲和美洲競爭者所取代。一個經濟群聚能長時間存活下 

來，其重要因素不只是內部具備的合作模式，還包括它發展出能開發結構洞 

(structural hole) '能提供連結到群聚之外的知識和趨勢的種種社會資本及制度 

(Molina-Morales, Lopez-Navarro and Guia-Julve, 2002)°

使廠商之社會資本達到最佳

社會資本的形態有好幾種，而它們在創新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各異57 

(Landry, Amara and Lamari, 2002)°廠商與群聚有可能在某一種社會資本中花 

費過多或過少的注意力(請一併參考第九章〉。廠商經常藉由重新安排它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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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組織（合併或拆夥等），來重新調整自己的網絡性社會資本。想改變一個 

廠商之社會資本的規範性面向是比較困難的，特別是一般稱爲「企業文化」的 

社會規範。這個文化很有可能是拙於因應變遷的。一般而言，這是因爲這些未 

曾言明的規範中，有些會因爲市場條件的變遷而顯得不合時宜，這些共享的預 

設及規範於是變成革新的障礙（例如Clausen and Olsen, 2000）°
倘若廠商的內部黏著太緊，它很可能忽略了架接性社會資本（它與外 

部世界的關係〉；這可能讓它冒著與市場、供應商、競爭者失去聯繫的風 

險。針對企業廠商所做的民族誌研究證實，的確存在著一個黏著性或鑲嵌性 

（embeddedness）的最適程度，一旦超過的時候，將使廠商與自己內部網絡 

以外的資訊相互隔絕，而黏著性社會資本也將成爲有礙於生產的因素（UZZi， 
1997.）。這對許多大公司而言可能是個問題，尤其是如果它們在公司設立以來 

大都能維持著有效壟斷的話。克服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設法顚覆內部 

化研發工作（internalizing，R&D）的傳統商業理論，取而代之地透過企業創投 

（venture capital）來將研發外部化。這個策略已被一些最成功的高科技公司所 

採行（如思科集團、英特爾及昇陽）（Ferra^，2003）
在那些想脫離傳統策略、移向這個新典範的公司裡，當前最火紅的例子 

就是英國電信業龍頭——英國電信（British Telecom） °它的研究總部很龎大， 

但只把焦點放在內部，讓人覺得儘管外表看起來軍容壯盛，但員工的創造力及 

企圖心卻乏善可陳且近乎停滯；約六千人集中在高度保密措施的前軍事基地從 

事硏發工作，保密防諜的氣氛十分凝重。這一切如今都改觀了。藩籬被撤除， 

其他廠商受邀進入它的廠區，員工也被鼓勵出去自行創業。這種試圖離開黏著 

性，開創架接性社會資本的廠商再投資舉動，十分具戲劇性。基本上，英國電 

信正在努力讓自己及合作廠商能從128公路模式轉進到矽谷模式。

58 另一方面，廠商若只針對架接性社會資本來投資，忽略建立內部緊密的

社會網絡或文化，將很難抵抗四分五裂或是喪失認同感的危機。企業不能將研

發工作毫無止盡的進行委外：廠商仍需在內部維持充足的技術知識，以便能

瞭解、判斷外面所做的研究是否有價値（也就是所謂的「吸收能力」：Anand,

Glick and Manz, 2002）。2而過多的架接性及連結性或許也會創造出廠商腐化的

2類似的情節也發生在國家的層面上。由OECD所進行的橫跨20年，遍布16個國家的計量 

經濟分析（Guellec and 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 2001）清楚地顯示》國家性研發計畫所 

能提供的主要經濟效益中，不是直接發現到的知識，而是能瞭解其他國家所做的卷帙浩繁的 

研究並從中取得收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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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尤其當廠商連結的對象是政治場域)，進而降低了整體經濟表現(例 

如，Hillman and Ursprung, 2000) 0

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的英美企業，似乎較傾向遵循「彈性雇用」(hire- 
and-fire)的觀點，而較傳統的公司福利模式以及企業忠誠的想法則走入歷史。 

有些評論家(包括「弱連帶的長處」論點的開創者Granovetter)認爲這是錯誤 

的方向，尤其在看到日式的企業福利計畫爲廠商帶來顯著的經濟利潤時(M. 
Granovetter, 1990)。小型、密度高且穩定的人際網絡能帶來顯著的好處，像是 

提供一致的角色期待，這將反過來增進員工工作滿意度，並減低員工離職率 

(Podolny and Baron, 1997)°事實上，工作場合中的社會資本似乎不像傳統的 

看法，認爲能看出員工、公司或工作環境的特質，它反倒較能有效預測工作生 

活的品質以及工作滿意度(Requena，2003)«而且，重視員工、看重信任和相 

互關係的管理風格，的確可以提升員工的士氣以及生產力(Donkin and Lewis,

1998〉。

以上的討論，其實重點還是在於均衡與否這件事上。至於怎麼分配最能 

達成均衡，這在不同的產業部門會有差異。今日，有愈來愈多的文獻告訴管理 

者，他們公司缺乏什麼樣的社會資本，而他們該如何去打造此社會資本。愈 

來愈多人認爲，管理者可以有系統性發展並管理網絡。例如，管理大師Cross 
與Prusak認爲，高級主管應該利用網絡分析來找出自己組織裡誰能扮演四個 

關鍵角色：位在核心的協調者、跨疆界人員(boundary spanners)、資訊中介 

者(information brokers)以及在外圍的專家(Cross and Prusak, 2002〉。一旦管 

理者知道誰在扮演這些角色，他們可以藉此運作整個組織，而如果網絡內缺 

乏這些人，他們也可主動培養人才來扮演這些角色。最近另外一些論文觸及 

的議題包括：從賽局裡學到的教訓(Orbanes，2002)、增加彈性並發展人力資 

源管理，讓工人能累積或獲得社會資本(Ferrary, 2002)、投資於建立信任與溝 

通，並以員工爲重(employee focus) (Watson and Papamarcos, 2002 )、組織公民 

權(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olino, Tumley and Bloodgood, 2002)' 激勵機制 

(Rob and Zemsky, 2002)' 全面檢視員工互動網絡(Gant, Ichniowski and Shaw,

2002) °
總括來說，我們可以看到社會資本扮演重要的角色，左右廠商之所以成功 

或失敗的過程，同時也發揮「黏著膠」、「潤滑劑」的功能，使組織能順暢運作 

下去(Anderson and Jack, 2002)°事實上，廠商本身也可以被視爲一種重要的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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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的形式，成功的廠商與地區經濟體都能投注心力在不同社會資本［如 

黏著性（廠商內部）、架接性（廠商之間）、連結性（例如，在廠商與限制它們 

行爲的規定之間）〕的過程裡找到均衡點，並避免過度投資在某一項社會資本 

上。

鉅觀層面的效果：區域及國家層面的社會資本及經濟表現

以上的證據告訴我們，具有豐富且多樣的社會資本做基礎，應該和鉅觀或 

總體層面上擁有較高經濟成長的現象有關係。早期擁護這個立場的人士之一， 

就是著名的社會評論家福山（Fukuyama）。他認爲不同國家政治經濟學上的關 

鍵差異，乃是反映了它們背後社會資本上的差異（1995a，b）。他指出，一般人 

認爲美、日的經濟表現都占有世界性領導地位，同時視它們爲兩種完全相對的 

政治經濟體系，這兩項看法之間是存在著矛盾的。而一旦我們能認識到這兩個 

國家都具有很高的社會資本這個特色後（尤其是陌生人間具有高度信任），這 

個矛盾便迎刃而解了。

社會資本與國家經濟表現

接連出爐的不少實證資料已印證了福山的基本命題。具有高社會資本的國 

家十分有可能就是較富裕的國家（在世界價値觀調査裡是以陌生人之間的社會 

信任來測量；請參見圖表2.1 ;以每人平均國內生產總値來測量）。研究已發現，社 

會資本與成長率有關，無論是在國家之內（例如，義大利內部，Putnam, 1993），還 

是國與國之間（Whitdey，1997; Knack and Keefer, 1997; La Porta et al„ 1997） °

Whiteley用來測量社會資本的方法，是將以下三個問題所得到的回答綜 

合起來：對一般人的信任、對家族成員的信任、對自己國人的信任（一個因

61素的分數）。他比較各種模型對於1970-1992年平均經濟成長率的預測能力。 

Whitdey發現，即使控制了 1970年平均每人實質國內生產總値、投資金額、 

初等教育註冊人數、人口成長、政府占國內生產總値比例、經濟開放程度、政 

府的性質（儒家文化、社會統合主義或共產主義）等因素，社會資本仍很顯 

著地預測了成長率。他也發現社會資本的效應是穩定持續的，即使在拔靴法

（bootstrap）與複迴歸中仍是個顯著的預測値；換句話說，它不只是因爲一個 

或二個數値極端的國家才變得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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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爲「大部分的人 

都是可以信任的J 。

中南芙洲阑家裡， 
認爲「大部分的人

z都是可以信任的J 
的比例低於25%。

中部與南部非洲國家， 
如辛巴威、坦尙尼亞、 
烏干連等阐裡，認爲 
「大部分的人 

都是可以®任的J 
的比例低於15%

百分比

圖2.1各國在社會信任上的差異：贊同「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J說法

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第四次世界價値觀調査的資料，20014。（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特別以黑體標示）

Whiteley與La Porta等人的論文裡有個缺點，即他們是運用世界價値觀調 

査在1990-1993年間測量的社會信任，預測1970-1993年間的成長率。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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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設定的假設是社會資本會導致未來較髙的成長，我們眞正想看到的其實在 

時間上是倒逆的。換句話說，是1990年左右的國家的社會信任，與1990-2000 
之間的經濟成長，兩者之間的相關。顯然，我們在這方面受限於目前可得的 

資料。然而，還有兩份證據讓我們比較有信心的說，它們確實存在著因果關 

係。比較1981-1993年及1990-1993年世界價値觀調査與社會信任有關的資 

料，會發現這個時期幾乎沒有變動，這也因而支持著一個假設：在國家層面， 

社會資本在時間變動中其實是非常穩定的(因此在不長的時期內可視爲「外 

生」(exogenous)的，請一併參考第七章)。第二，White]ey進行分析時，棄 

1990-1993年的資料而獨採1981-1993年的資料，之後發現雖然國家的樣本數 

較少，但出來的模式仍很類似並且仍維持顯著水準。

Whiteky最精簡的模型(刪除沒有顯著影響的所有因子)指出，對經濟成 

長而言，社會資本比人力資本更重要，這一點也是內生成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關注的主要焦點之一。它對經濟成長也具有幾乎相同的衝擊， 

成爲一個「趕上」變項(catch-up variable »意指起跑較慢但很可能迎頭趕上的 

國家)，雖然重要性仍比對實物資本的投資略低。Whiteley如此做結：

很明確的是，社會資本於解釋各國經濟成長差異時，是一個很重要的因

素。當這個變項被納入一個修正後的新古典模型，它在眾多控制變項裡，

就成爲預測各個國家成長的一個極顯著的指標……，因此我們若想建立

—個預測經濟成長的適切模型，實在不能忽略社會資本(Whiteley, 1997, 
p.18)°3

Knack與Keefer (1997)與Whiteley幾乎有相似的結論。他們發現在29 
62個市場經濟體中，信任及公民道德規範乃與經濟成長有密切關係。尤其在較貧 

窮的國家裡，信任與成長的關係格外緊密；相對地，結社活動如參與志願服務

的多寡、成爲倶樂部的會員，則與經濟成長率沒有關係。

Knack與Keefer的論文令人很感興趣，他們試圖指出是哪些因素造成這 

些國家在社會信任上有著根本的差異。由於看出結社生活不管和經濟成長或信

3東亞四小龍在1998-1999年間的成長減緩現象似乎並未影锂這個模型。首先，檢視圖2.1會 

發現，雖然有像福山那樣的意見，但這些國家在社會信任上仍只達普通的程度，因此它們成 

長的減緩，事實上只是回歸到基本面，而有助於使這個模型更好。其次，每年成長率的短期 

波勛，對國家長期在成長率上的差異造成的影響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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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關係都很薄弱，所以他們對普特南所謂「由下而上」(bottom-up)的模式 

(1993)(即認爲社會信任從結社生活中萌生)產生懷疑。他們指出，扮演正 

向角色的是正式制度，這些正式的制度有效地保護了財產以及契約所載的權

利，因此可爲經濟交換中非常重要的社會信任背書。Kentworthy也提出了類似 

的結論，認爲相較於公民行動主義(civil activism)，制度性設計在培養經濟合 

作乃至於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一個較重要的角色(Kentworthy, 1997〉。Knack與 

Keefer也認知到在階級或族群的光譜上倘若過於對立、分裂，將導致負面的影 

響。4這種極端對立將減少團體之間的社會信任，尤其是彼此的架接性社會資 

本，導致資訊流通減少、交易成本提高。

愈來愈多以各國爲個案進行研究的成果，強而有力地支持一個結論，即不 

論是規範性或網絡的社會資本，在鉅觀層面上對經濟成長是很重要的。低度或 

不合適的社會資本，導致了以下各種經濟表現奇差的情況：非洲國家(Collier 

and Gunning, 1999; Azam, Fosu and Ndung’u，2002);經濟面臨轉型的中歐國家 

(Neace, 1999; Geib and Pfaff, 2000);雖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但情況仍然不佳的 

墨西哥(Robey, 1999)。同樣地，個別國家的研究也告訴我們，社會、經濟或 

族群上的分裂對立，將很有可能破壞當地的經濟成長。有不少的例子都可用來 

說明，其中一個就是斐濟，有研究指出當地印度裔斐濟籍的家族企業網絡與斐 

濟政商菁英之間的裂痕，「限制甚至排除了當地社會資本的創造，以致當地經

濟無法進入自足的階段」(M. Taylor, 2002,p.302)。

相反地，在東亞四小龍相對而言算是成功的經濟中，社會資本(呈現於

結爲網絡或推崇網絡義務之形式)長久以來被認爲扮演很主要的角色(Barnes 

and Crawford, 1986) °同樣地，一新興市場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多寡，可以有效 

地解釋該地(藉由多邊或雙邊的制度)發展金融方案的有效程度(Tufarelli and 

Fagotto, 1999) 0另外，有項針對歐洲低地國(譯註：即荷蘭、比利時、廑森堡 

工國)所做的研究指出，該地普遍被認同的人文主義規範(對其他文化抱持相63 

互尊重的態度)，是它們維持經濟長期成功的重要關鍵，這也說明了不對立分 

歧與具包容的特質對一個社會的好處(Krug, 1999)。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一個 

以貿易爲導向卻缺乏強大軍事武力的國家內，商人若能抱持著尊重與接納的心

4他們注意到，中等教育達到較髙的水準乃與髙社會信任有關聯(受到較髙等的教育者，在 

自述社會信任時將達到較高的程度)。但是•在鉅觀層面上，這很難去做因果的推斷(或許是 
擁有較高社會信任與社會資本的國家，會將較多的心力投資在教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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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去與其他人民接觸，這個國家較有可能成功發展。

最終，許多細緻的個案研究結果都支持Knack與Keefer的觀察，即在貧

窮的國家中，社會資本與經濟成長有著特別緊密的關係，因爲這些國家較缺 

乏能使契約順利執行的替代性正式機制。有些在東歐前共產集團國家中所進行 

的研究將焦點放在商業發展，並針對成功企業進行訪談，結果顯示互惠及信 

任所扮演的角色很重要。社會資本讓企業家在欠缺確保契約執行之制度的大 

環境下，獲得金融資本及其他必備的資產(Kolankiewicz, 1996; Neace, 1999) ° 
然而，我們也看到相對於Knack與Keefer—般性觀察的結論，即在這些東 

歐國家裡，參與公民組織的程度似乎較社會信任更能預測成長(Raiser et al.， 
2002)。同樣地，以坦尙尼亞的商業網絡爲對象的研究發現，商業人士社會網 

絡中的信任，在創新中扮演~•個關鍵的角色，但正式制度的缺憾也會令製造商 

們受挫，以至於無法將他們的社會關係擴展到自己的核心網絡之外(Murphy， 
2002)。簡而言之，非正式社會網絡與信任在每個國家內都很重要，而在一些 

沒有可替代或有效的正式辦法可確保契約順利執行的國家內，更是如此。 

國家內部的地區效果

在國家內部的地區經濟表現及社會資本之間，也可以發現類似的關係。 

普特南最初對義大利的研究，記錄了高社會資本的地區(主要在北部〉如何成 

爲最具經濟生產力的地方(Putnam, 1993)。在美國各郡之間，我們發現社會資 

本對成長率產生了正面的效果(Rupasingha, Goetz and Freshwater, 2002)°而在 

英國境內的各地區間，公民參與程度和經濟生產情況之間也存在著強烈的相關 

(Casey, 2003〉。

社會資本及經濟表現間有相關，並不代表兩者間就有因果關係。我們同 

樣可以說，一個地區在經濟上的繁榮，以某種方式刺激了社會資本的形成。例 

如，財富的增加有可能導致更多的休閒時間，或較不會不信任他人，因爲人們 

毋需汲汲營營計較稀少的資源。

64 加拿大經濟學者John Helliwell曾在義大利從事一項貫時性的地區性研

究，其追蹤分析發現，在義大利新的地方政府層級建立後的幾年裡，高社會 

資本地區比起低社會資本地區，擁有較高的經濟成長率(Helliwell and Putnam, 
1995；請一併參閱第六章)，這個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證據來說服因果關 

係，證明地區的社會資本的確會導致經濟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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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區的高社會資本有助於成長，這個假設近來面臨由Richard Florida及 

其同事所提出的細繳挑戰（Florida, Cushing and Gates, 2002）° Florida等人運用 

美國206個地區的資料，認爲最具創新力的地方，是那些社會資本雖低卻歡迎 

外來者對它們的觀念提出挑戰的地區，像是舊金山、西雅圖以及華盛頓特區 

等。Florida等人的重要發現就是在以下兩者間存在著很強的相關：地區的創 

新活動，以及社會寬容、多樣性的程度〔尤其是「同志指標」（一地區同志伴 

侶的比例）、「波希米西指標」（bohemian index ＞音樂家、設計家、作家、攝影 

家、舞者占勞動力的比例）］。Florida等人更進一步指出，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 

個別的公司中，雖然可能得犧牲內部的凝聚力，但公司爲了成功，仍應該在內 

部發展出多樣性及開放性來。

Richard Florida以這本著作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取徑提出了直截了當的反 

駁，尤其是針對普特南。5事實上，若我們由一個較實際、多面向的社會資本 

概念來思考，他的著作最終反倒有力地證明，我們稍早（在個人層面與中觀層 

面）得到的結論，即「任何一種形式的社會資本（通常是黏著性的）假使過量 

的話，將阻礙經濟的榮景」，能應用在地區的層面上。顯然，社會資本、多樣 

性、經濟成長三者的因果關係非常複雜。一個城市中的經濟成長很可能對外來 

移民產生磁吸的作用，讓其人口在中、短期間能變得比較多元。這種多樣性及 

居住人口的高移動性很可能傷害了社會信任及社會網絡。然而，一旦我們控制 

了像多樣性及移動性這些因素，將發現社會信任仍然與經濟表現維持著穩固的 

關聯性。這種研究需要運用更細緻的多變項模型，我們不應武斷地宣稱任何單 

一或簡單的二元變項的相關性。

如果我們同時考慮了多樣性及社會資本，我們將看到這兩者都非常重要。 

例如，Rupasingha等人發現族群多樣性、收入的不平等、社會資本都有助於解65 
釋美國各郡在經濟成長率上的變異（Rupasingha, Goetz and Freshwater, 2002）°
對經濟生產而言，一個理想的環境不僅要內部凝聚力強、互相信任，同時也要 

充滿自信、願意向外開放、崇尙多樣性（用我們的詞彙來說，就是兼具黏著性 

及架接性辻會資本）。

顯然，我們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在地區的層面上確認因果關係的方向， 

才能確切瞭解到底是社會資本的哪個面向（或甚至是各種社會資本的哪一種組 

合〉能將成長率最大化，以及是在哪些條件的限制之下。

5在公開演說裡，Florida走的路線要較書本裡的溫和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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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府、制度、文化的關係

諸如司法體系的優點及一致性這類的制度性設計，算不算是~個國家的 

社會資本存量裡的一部分，這個問題的答案端視你所採用的社會資本定義有多 

寬鬆（請參考第一章）。高社會信任有助於提升經濟成長，而此效果可能有部 

分是透過前者對政府及國家的正式結構所產生的正面效應而來。高社會資本與 

下列因素有強烈相關：政府的貪污較少、較佳的官僚體制、較願意納稅、較佳 

的基礎建設、司法體系較有效率且健全（La Porta等人，1997 ;請一併參考第 

六章）。在社會信任度高的國家中與政府相關的政策走向（優良的社會及公共 

投資）和政治正當性，都可以更進一步地創造出適合經濟成長與繁榮的條件 

（Szreter, 2002; Azam, Fosu and Ndung’u, 2002）° 倉1J造出一f固好的公共基礎建設 

並使人口都能健康及受到好的訓練，這些都能促進經濟成長。當然環境層面的 

效果也會發揮作用——當某個人周遭環繞的人都是學有所長、能力優良的情況 

下，此人也會變得較具生產力（Currie, 1996）。此外，被視爲具正當性的政治 

行政體系能創造出穩定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以減少像產業紛爭的衝突。經過比 

較各國情況後，我們看到高度的政治正當性是可能與較少發生罷工與產業紛爭 

有關聯的（Bomschier, 1989）°
這些資料一旦彙整起來，將讓我們發現一個長期且正面的循環，在其中 

社會信任、高度健全的政府、經濟成長三者是彼此相互強化的（請參考第八 

章）。這些對成長的影響在某些條件下才會產生，因爲它們會與其他像貿易契 

機的因素有互動。如果幾乎沒有任何交易的機會發生（例如在特定的歷史時

66期），那麼社會資本與信任的水準將幾乎與經濟表現毫無關係。

在社會規範及期待中的文化性差異，也很有可能對經濟成長產生直接的影

響。如北歐國家與南歐國家相較之下，更不能容忍諸如將拾獲的金錢據爲己用 

的自利行爲（Halpern, 1995b）。在國家的層面上，社會信任的程度與自利價値 

的程度，兩者之間存在著強烈的負相關（Halpern，2001）。如果在文化上高度自 

利是可被接受的（有機會就行騙），那麼經濟交易將更需要仰賴正式契約、保 

險及嚴厲的制裁。簡而言之，文化規範性的基礎將強烈且直接地影響交易成本 

的多寡（Autiero, 2000; van-de-Klundert, 1999）°身處在含有髙社會資本文化中 

的人們，很可能會印證科斯的模型，即「人們絕不會放棄爲互利的交換而進行 

合作的機會」，而反駁馬基維利式的模式，即「若能圖利自己單邊的利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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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必須利用另一方，此機會也是沒有人會放棄的」(Hirshleifer, 1994)。

文化的重要性：賽局理論的實驗所提供的證據

從賽局理論發展出的實驗，可以讓我們看到文化或規範性基礎的重要性， 

發現人們採取的立場乃受到社會規範明顯地影響(Guttman，2000)。一般而 

言，人們(在工業化的西方社會)會相互合作，即使情況並不是非常合理。 

例如在「基本赛局」(ultimatum game)中，由某個人分配一袋錢，但雙方都必 

須同意此安排才能得到錢，此時當事者願意合作的比例高於狹隘的理性考量

(Camerer and Thaler, 1995)。値得注意的是，如果無權分配的那一方可得到的 

比例低於某個程度(大約是四分之一)，那麼這個安排將被該方拒絕，即使這 

意味著他什麼都拿不到了。

另一個相關的發現是，在這種賽局裡，如果拿到的報酬較低就可避免自己 

所同情的對象承擔風險的話，人們是願意接受的。當然，這種情感網被經濟學 

之父亞當斯密視爲經濟世界和社會世界之所以能有效運作的核心關鍵(Smith, 

[1776]1979)»這種情感的普遍存在，減低了人們搭便車及爲求個人利益而不履 

行義務的傾向，因此即使沒有任何特定的個人能予以保證，卻將在鉅觀層面產67 

生可觀的效益。據此，具備良心也會產生經濟的意義(至少在鉅觀層面上)(R.

H. Frank, 1987)。

這則故事裡的一個有趣轉折就是有研究發現，研究經濟學的人(而且尤 

其是很熟悉古典自利模型的人)比研究其他學科的人較不常合作(R. Frank， 

Gilovich and Regan, 1993)°例如，在囚犯兩難的實驗裡，以經濟學爲主修的人 

選擇背叛另一方的比例爲60%，而非以經濟學爲主修者只有39%。同樣地，

經濟學教授比起其他的同事較不會從事慈善捐款。這似乎是學習而非自然的結 

果。非以經濟學爲主修的學生，在邁向畢業的過程中在囚犯兩難實驗裡表現出 

更願意合作的傾向，但以經濟學爲主修的學生卻沒有這種傾向。簡而言之，經 

濟學者最終似乎仍相信自己的自利模型，因此預設了其他人一旦有機會也會出 

賣別人的想法。經濟學者社群裡較低的合作程度，意味著將使他們實際的生產 

力比應有的低。

國家經濟的形式與社會資本

福山也認爲，社會資本的形式會影響一個國家發展出來的經濟類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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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倘若在陌生人之間的信任上表現出高度的社會資本，那麼就更能夠支 

持大型的股份有限公司及與之相關的經濟活動類型，像是汽車生產或重工業。 

反之，假使一個國家社會資本的主要形式是家族之內的信任（請注意：有些理 

論家或許不會將它當成社會資本；請看第一章），那麼這個國家的經濟將主要 

以小型的家族企業爲主。這種工廠在變遷快速的特定商業領域中是有好處的， 

但在需要大規模生產或組織的領域就很有可能導致失敗。在這種國家中，假使 

重工業想要發展，勢必得仰賴政府的力量（如法國）。

基本上，福山認爲一個社會中最普遍存在的社會資本形式將帶給某些部門 

優勢，但相對地也會使其他部門喪失優勢。因此在陌生人之間存在著高度信任 

的美國，就較可能去建立股份有限公司，而這些股份有限公司所得心應手的行 

業就成爲美國的強項（例如汽車或飛機製造業）。相對而言，在家族內有高度 

信任的義大利就較有可能產生小型的家族企業，因此小型家族企業擅長的行業

（例如時裝業），就成爲義大利的強項。

68 請注意，Whiteley所做的分析並未區辨社會信任的不同類型，反而以它們

顯著共變爲依據而把它們混爲一談成爲單一指數。然而，福山的理論可以說 

在La Porta等人針對世界價値調査之資料分析中得到了強而有力且有系統的支 

持（La Porta et al., 1997）。控制了經濟成長後，我們看到以陌生人間之信任來 

測量的社會資本，以及由前20大上市廠商買賣營業額占國內生產總値的比例

（資料取自WorldScope Global, 1996），兩者之間有高度相關。相反地，我們發 

現堅強的家族連帶對發展大企業而言是不利的，前20大廠商占--國經濟的比 

重與家族信任之間存在著高度負相關。

不同形式的信任與不同形式的經濟組織存在著關聯性，這個發現並不表示 

某種特定信任形式必然與經濟高度發展之間具有關聯性，一切還得視市場的條 

件而定。

同時，特定形式的社會資本，事實上也可能在國家或地區的層次上對經濟 

表現造成傷害。亞當斯密曾舉過一個經典的例子：商人們藉由一些方法，可以 

在私人商業組織之中共謀，爲了他們自己的私人利益來哄抬物價。這個假設已 

在針對英國某些地區經濟表現之硏究中得到證實。雖然我們發現大多數形式的 

社會資本與較佳的地區經濟表現有相關，但較高的商業協會會員參與，實際上 

曾導致較差的經濟表現（Casey，2003）。同樣地，密西西比的Tupelo之所以能 

止跌回升，有部分的原因就是解散了具排他性的商業協會，並以向所有人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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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區發展協會取而代之（Grisham, 1999 ;請參考之前的討論）。6

福山預測，各國在社會資本上的差異將在未來變得更加重要。例如他認爲

就中國而言，公眾信任相對來看低於家族信任，此情況最終將形成阻礙，這也 

意味著中國將來若非擁有缺乏重工業或大型產業的不均衡經濟發展，就由國家 

以無效率的方式來經營這些產業。7目前有一種普遍存在的信念：「新經濟」（側 

重於知識及無重量物的交易，以此相對於以沉重物品的生產、運輸爲基礎的傳 

統經濟）在散布甚廣、有彈性、包含高信任的社會網絡中，最能繁榮發展。相 

較於一些攞有密度較高、碎裂的社會資本的國家及地區，擁有這類社會網絡及 

規範者應該能在這種經濟中取得更佳的表現。

在全球層次的社會資本

還有一個問題，即這種一般性的社會資本，究竟在什麼程度上能提升全球69 
層面中的經濟成長。就像我們可以認爲一個國家中共同的社會規範及互相連結 

的社會網絡，能夠促進相互合作的經濟行動，我們同樣也可以認爲全球社會資 

本能促進全球的成長。

有一個簡單的例證，就是文化連結、共同規範及相互尊重如何讓國家之間 

的交易變得更容易。Krug的研究就是一個表現出色的例子，他指出在低地國成 

功的商業背後，那種相互尊重的人文主義式規範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Krug， 
1999）。美國經濟中由移民所扮演的正向角色或許也算是另一個例子，而這其 

中的好處通常不僅是流向人口輸出地，也使移民接收國受益（Laws，1997）。

同樣地，針對在跨國企業裡旅居國外工作者的研究也發現，這些人不僅在帶動 

當地專業技能上發揮作用，同時也在打造企業內多樣性的工程裡占有關鍵地位 

——而且事實上，這些旅居國外的工作者參與愈多的橫跨界線、搭建連結的活 

動，他們在公司裡所擁有的權力就愈大（Au and Fukuda, 2002〉。

以下是一個令許多人都興致勃勃的議題：在國際上發展像人權法案（通常

6在這個議題上，兩方的論點都能清楚得到實例的印證。例如，有項針對八個非洲國家的研 

究提出了這樣的結論，即在非洲的商業社團較吻合多元主義模型下利益團體的行爲，反倒是 

亞當斯密的共謀商人模型較無法得到印證（Goldsmith, 2002）。或許在非洲的情況是，爲了對 

抗有可能龠瀆腐化的政府機構，並克服族群間的分裂，一定程度上的共謀總的來說是有幫助 

的。社會資本一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好是壞經常得視脈絡而定。

7我們或許注意到從圇2.1中可看出，世界價値觀調査會認爲，福山將中國視爲一般性社會信 

任很低的國家的描述是錯誤的，雖然有不少人對世界價値觀調査中中國樣本的代表性仍存在 

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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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定爲促進社會或道德發展的工具)這類共同的規範性架構，實際上是否能 

被證明爲驅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如果我們認爲在國家層面上共同的規 

範性架構會發揮潤滑公民日常生活交易的作用，因而會促進經濟活動，那麼我 

們應該會期待，只要將一項日漸普及的規範性架構推行到全世界，同樣會提升 

全球經濟的表現。

有項重要的證據告訴我們，即使在較爲全球化的世界中，社會網絡仍舊 

是十分要緊的。經濟學者已經注意到不同國界之間的資本流動及其他形式的 

交易都顯著地下降了(Feldstein and Horioka, 1980; Helliwell and McKitrick, 1999; 

Keller, 2002》。例如有項研究估計，美加邊界所造成的交易量下跌，就相當於美加 

各自境內一萬哩距離所造成的交易量下跌(McCallum, 1995)。顯然，這種大量的 

下降不能只從距離或運輸成本、有無關稅壁壘來解釋(Grossman, 1997; N. Chen, 

2004)。相反地，愈來愈多證據顯示，這個謎一般的效應反映出人民社會網絡的

70結構。這個假設已被電話流量以及遷移現象的模式有力地印證了( Mackay, 1958; 
Obstfeld and Rogoff, 2000; Helliwell, 2003)°進一步的證據來自以下的發現：迄今， 

以使用歐元的國家與不使用歐元的國家做爲對此，歐元並未讓同樣使用歐元的歐 

盟國家之間的交易強度增加(N. Chen, 2004; Helliwell, 2003)。或許諷刺的是，雖 

然不同國家在經濟成長率上的差異似乎深深受到社會資本及其他社會規範之差 

異的影響，但當我們論到全球貿易時，社會網絡仍然占有支配性的地位。即使 

我們訂定了各種全球貿易協議，但我們仍然喜歡與我們認識的人交易。

結語：社會資本為何、如何影響經濟成長？

在個人層面，擁有較廣泛的社會資本〔尤其是接觸範圍廣大的網絡(架接 

性社會資本)〕，同時感覺你可以信任其他人(規範性社會資本)，乃與較低的 

失業情況及較高的薪資所得有相關。這些個人層面的變異確實幫助我們瞭解經 

濟大餅如何被分配，但它們本身並未告訴我們社會資本影響了總體經濟成長。 

事實上，社會資本的變異也關係著不同社會階級以及族群在經濟成就上的差異 

會不斷持續下去，因爲窮人或弱勢受制於相對缺乏管道的情況，無法有連結良 

好的朋友或認識的人能伸出援手。

儘管如此，中觀層面的證據顯然支持一種理論：社會資本普遍來說有助於 

經濟生產力與發展」。失業情況集中的鄰里地區其經濟表現將加深其中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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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占的劣勢，這種情況可以被歸因爲缺乏與已受僱者或占經濟優勢者的社會 

連結。廠商本身也被視爲一種重要且常見的社會資本形式，由個人所結合而成 

的網絡，這些人擁有一些相同的規範與瞭解，增進他們在經濟上爲了彼此的好 

處而合作的能力。文獻中有許多例子說明了一般而言廠商內的黏著性及廠商間或 

與外界的架接性社會資本，兩者如何同時促進經濟成長。產業集結的地區或群聚 

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也證明了社會資本在中觀層面能帶來的潛在正面效益。

不過，文獻也指出過度投資在特定形式的社會資本也是可能發生的問題，

例如某個廠商或地區可能變得全然朝向內部的黏著，斬斷自身與市場的連繫，

與內部企業社群之外的任何想法完全脫節。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種特定種類71 
的社會資本過度就像任何一種不足一樣，都會對經濟造成傷害。這樣的證據也 

吻合第一章所提出的維他命模型。廠商與社群都需要各式各樣、不同類型的社 

會資本，以在經濟上獲得成功；某種社會資本過度豐盛或過度貧乏，都可能造 

成傷害。同樣地，有些形式的社會資本，像是企業聯合議價或議量，雖然會使 

相關人等受益，但卻會抑制總體經濟的表現。

現存的鉅觀層面資料有力地支持了以下觀點：社會資本普遍而言會促進 

經濟成長；特別是陌生人間的社會信任，與一國的經濟成長率有密切的相關。

雖然這些鉅觀的研究無法證明出因果關係，但許多實驗室內做出的成果、中觀 

層面及國內研究的證據•全都支持這樣的因果關係。-個規範性的價値基礎，

能決定個人帶著可信任的方式來行事（即使欺騙可導致短期得利），它能夠自 

上而下地促進整個經濟的運轉（請參見圖2.2）。也就是說，當我們論到全球貿 

易，以及試圖解釋跨國交易如此戲劇性地下降時，我們就隱約看見我們社會網 

絡的結構正默默地產生巨大的影響。

當然，社會資本絕非唯一影響經濟成長的因素。有些地區顯然擁有類 

似社會資本，但在成長率上卻出現分歧，這類實例就足以直接說明這一點 

（Engstrand and Siam, 2002）°普遍來說，微觀、中觀及鉅觀層面的資料，都指72 

出在改善經濟體中資訊流通以及普遍降低交易成本的過程中，社會資本所扮演 

的角色。此外，社會資本也可能對經濟體產生間接的正面效果，例如鼓勵成員 

發展出進一步強化信任旦有助於長期人力或實體投資的司法與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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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力量： 

排他與 

不屜行義務 

帶來的羞辱

有助於經濟 

成長的因索

創新力

企業家精神與 

S3險的態度 

投資與貿易 

增進效能的競爭

有效率的 

資源分配

圓2.2社會資本與經濟成長之間的因果關係

進階閱讀I

讀者如果想要追溯經濟學者如何使用「社會資本J或該詞彙之歷史，可以閱讀 

Glenn Loury（1987）的著作，他這本討論種族不平等的原因的著作，使他時常被讚揚 

爲這個詞彙早期的關鍵支持者與獨立發明者。

從理論的角度來看，福山的著作可讀性髙、影響範圍廣，而且讀者可以選擇閱讀 

他篇幅較長的專書《信任》（Trust） （1995a，本書中譯本爲立緒出版社所出版），或是 

討論相同主題的較簡短文章＜1995b）。如果你僅僅想選擇一篇優秀的實證研究文章來 

讀，我推薦Knack與Keefer （1997）的著作。若想對社會網絡如何解釋跨國貿易有全 

面性且分析精闢的瞭解，我建議參考JohnHelliweU （例如2002b）的著作。

如果想找一些強而有力的反對觀點，請參考Florida ' Cushing和Gate合作的研究 

（2002），其內容至少在用辭上表現出猛烈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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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探索的杜會資本產生效果的全部領城裡，就屬健康與生活安適程度 73

這個領城中，最能看出社會連結性的重要性是如此根深柢固。

Putnam, 2000, p.326

針對社會資本與健康之間的關係來進行的研究，可回溯到一百多年前涂爾 

幹引發後世諸多靈感的研究：《自殺論》(Suicide) (Durkheim, 1897)。涂爾幹 

觀察到，雖然自殺帶有濃厚的個人性質，但一般而言一個社會自殺的總數非常 

穩定，雖然不同社會及地區之間的差異很大。涂爾幹嚴謹地檢視了許多統計數 

字，所下的功夫足以令許多當今的研究自慚形穢。他發現已婚者的自殺率低於 

鰥寡者或離婚者；冬季的自殺率低於夏季；天主教地區或國家的自殺率低於新 

教地區。他認爲：

儘管這一切外顯樣貌似乎是彼此獨立的，但它們事實上顯然必定肇因於能

支配個人的某一個或某一組原因。倘若不是這樣，那我們該如何解釋這一

切不知彼此存在的個別意志每年都以相冏的數目達成相同目的呢？至少他

們大多數都未曾對彼此產生過影響，他們也未曾聯合起來；然而，整件事

情卻彷彿是他們遵從著某一項秩序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在他們共同的

環境裡，必定有股力量迫使著他們往同一方向前進，那力量的強弱決定了 74

個人自殺數目的多寡。現在看來，揭示這股力量的效應並不是根據有機的

及宇宙的環境而變動，而是單單根據社會環境的狀態而變動(Durkheim,

[1897]195 l，pp. 304-5)。

涂爾幹討論了各種「類型」的自殺。他花了大多數時間探討「利己型」 

(egoistic)自殺，並在自殺率較高的新教徒(高於緊密連結的天主教與猶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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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未婚鰥寡者、小家庭（意指家戶被打散爲較小的單位）生活爲主的地 

區以及都市地區等例子得到驗證。在每個例子裡，較高的自殺率似乎與較高的 

「過度個人主義J有關聯。在這個面向上，涂爾幹注意到自殺率在戰爭期間經 

常會下降，這反映出當國家受到某共同外敵的威脅時，國家的凝聚力便增強許 

多。他的結論是：「自殺與由個人所組成的社會團體內的凝衆程度呈負相關 」 

（同上，頁209）。

涂爾幹的著作之所以爲人稱道，不僅因爲它是使用統計數字的先鋒，也因 

他在其中融入了細緻的理論，而且他辨識出我們今天所謂的環境層面的效果。 

遲至1960年代才有心理學家燃起了一股新興的旨趣，想瞭解「社會支持」在 

人們健康情況（尤其是心理健康）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個人的社會網絡如 

何幫助人緩衝生命逆境所帶來的痛苦。最近，醫學研究者也開始進入這個領 

域，提升了人們對社會網絡如何影響生理健康的注意。

這類心理學與醫學的文獻大多都把焦點放在個人身上，檢視個人的人際 

關係與其健康之間的關聯性（屬於微觀層面的分析）。儘管初期有涂爾幹的影 

響，很少有研究針對中觀及鉅觀層面進行分析，直到最近才興起了中觀層面及 

鉅觀層面分析的興趣（例如，Berkman and Kawachi, 2000）°有些研究健康差異 

的社會學著作也與我們的關懷有關，即想探詢社會資本究竟如何在鉅觀層面影 

響健康（例如，Wilkinson, 1996）。

在底下的章節裡，我們將從個人的、社群的以及鉅觀的層面，依序檢視社 

會資本對生、心理健康產生影響的證據。

微觀層面：你只需要愛？

過去幾十年來，心理學家注意到健康（特別是心理健康）不佳的人社會網 

75絡通常較小。簡而言之，那些爲慢性疾病所苦的人擁有的熟稔的關係以及朋友 

都比較少。苦於病痛的人們也較容易表達出自己得到的支持品質較低，無論他

們社會網絡裡的人數是多是少（Sarason, Sarason and Pierce, 1990）°
許許多多橫斷性的研究，指出人們的健康與其社會網絡的大小、品質之間

的高度相關性，社會孤離的傾向較低、較積極投入社交或公民活動的人，比較 

可能擁有較佳的健康狀態（例如F. E. Baum et al., 2000; Veenstra, 2000）°然而， 

這樣的結果可以有外其他的解釋。首先，受訪者表達出的相關性可能源於其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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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Halpern，1995a)，問題在心理健康方面。例如，一個爲憂鬱症所苦的人很 

可能陳述比事實更多的症狀，而且即使受到同樣程度的支持，而他感受到的任 

何程度的支持也會比一般沒有患憂鬱的人來得更低。同樣地，有些人對於生命 

的觀感十分正面，因此陳述出來的人際關係和健康程度會比其他人更好，即使 

他們客觀條件相同。這種偏誤會導致橫斷性的資料朝正相關方向偏斜，尤其是 

當這些資料仰賴的方法是自我陳述健康狀態與人際關係的時候。

第二，因果關係常常是不清楚的。有可能是因為生病才讓人變得比較孤 

癖，而不是反過來。究竟是個人關係保障了健康，還是健康保障了個人關係？ 

例如，較早退休以及隨之而來與同事們失去連繫，常常跟健康狀況惡化有關； 

然而，較早退休常常是因爲當時已罹患某些疾病，而不是反過來說。同樣地，

有人發現憂鬱症乃是導致婚姻及其他關係產生危機的原因，其中摻雜以下的 

狀況：溝通不良、衝突增多、常被視爲是「累贅」而感到沮喪的伴侶或朋友

(Bothwell and Weissman, 1977; Hokanson et al., 1989; Gotlib and Macabe, 1990)°
此外，有證據顯示，人格特質有時能夠解釋個人層面上良好的人際關係與

健康身體之間的共變關係。例如，有的人擁有非常強硬的個性：這包括了內部 

控制的所在(locus of control)(自覺能掌控自己命運〉；傾向把逆境視爲挑戰而 

非危機；不管做什麼都全力以赴。這種「強硬性格」使得他們不但自視同時也 

自覺自己是個較健康的人(Kobassa, 1979;Blaney andGanellen, 1990) °
這些方法論上的議題，對所有有志瞭解社會資本與健康之間因果關係爲何 

的研究者，提出了一個値得注意的挑戰。

心理健康

一如之前所說，當我們試圖解開心理健康與社會資本或社會支持間的關係76 
謎團時，遭逢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回答時的偏誤。心情憂鬱的人當然會抱怨自己 

的人際關係，而無視於事實上到底是否如此。

克服這個難題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藉由第三者來進行客觀的評估。這是 

當初一個針對倫敦婦女抽樣、討論憂鬱症的重要經典研究所採用的方法(G. 
Brown and Harris, 1978)。緊接在巨細靡遺的訪談之後，受訪者生活的狀態以及 

他們憂鬱的程度，都由獨立的觀察者來評估。Brown與Harris發現，經歷過重 

大失敗或受慢性疾病所苦等重大生命變故的女性，顯著地較容易罹患憂鬱症。

即便如此，許多遭逢重大生命變故的女性卻仍未罹患憂鬱症。研究者發現，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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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緊密、値得信任的人際關係，似乎會大大減低罹患憂鬱症的可能性。在經歷 

了重大生命變故之後一年，無男友或丈夫可以託付情感的女人罹患憂鬱症的可 

能性，是擁有這類關係的女人的四倍之多(罹病率是41%比10%) o親密、値 

得信賴但非伴侶的關係(像與父母、手足或朋友的)也提供人們免患憂鬱症的 

一些保護，但不像伴侶關係那麼有效(26%的罹病率)。有趣的是，這類關係 

的缺乏，本身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危機因子——在未發生生命變故的情況下，不 

管人們是否擁有此種人際關係，憂鬱症都鮮少發生。

Brown與Harris的研究如今已被廣爲複製，大家一般都接受這樣的說法： 

親密、値得信任的關係能扮演緩衝器的角色，保護個人免受生命逆境的傷害。 

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孤立而缺乏親密社會支持的人們，較有可能在壓力之下 

罹患憂鬱症，在罹患後也可能比有那類支持的人花更久的時間才能擺脫憂鬱症

(Sherboume, Hayes and Wells, 1995) 0
介入性研究已提供我們進一步的資料，證明在保護人們免受憂鬱症之苦 

的過程中，支持性的關係扮演了因果關係裡的角色(Kawachi and Berkman, 

2001)。Harris等人針對一個與他們原先經典研究的樣本類似的樣本進行隨 

機嘗試，發現樂意與人爲友的人們相較於控制組，在罹患憂鬱症後一年期 

間，明顯在症狀上有減輕的趨勢(T. Harris, Brown and Robinson, 1999)°同樣 

地，Mittleman等人也發現，家族的集會、個人的諮詢、接觸支持性團體等因

77素，都顯著地降低了以配偶身分照顧阿茲海默症患者之人罹患憂鬱症的風險 

(Mittleman et al., 1995)。

Brown與Harris指出另一項強大的危險因子就是，在1 ］歲以前遭逢喪母 

或失去母親照顧之痛〈G. Brown and Hams, 1978)。年幼時的情感支持(溫暖、 

親情〉，對於往後抵擋憂鬱症而言是很重要的保護因子，這個發現已被貫時性 

追蹤研究成果以及針對在機構內被撫養成人的孩童所做的研究所印證。一個關 

鍵的中介因素是對個人自我價値感與自尊感的衝擊。我們清楚地看到，倘若父 

母在孩子童年時較不常花時間在孩子身上，對他們較不友善、不親切時，孩子 

很有可能在長大成人後變得鬱鬱寡歡(Crook, Raskin and Elliot, 1981; Lefkowitz 

and Tesiny, 1984)°
更廣泛來說，社會凝聚(即人們在多大的程度上擁有範圍大而且頻率高的 

社會接觸)很有可能造成「主效應」(main effect)。換句話說，無論一個人受 

到多大的壓力，具有較高程度之社會接觸的人，較有可能陳述出較佳的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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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A. W. Williams，Ware and Donald, 1981 ；請參見 Cohen and Willis, 1985，這 

裡有較細緻的討論，能幫助我們瞭解在心理健康上相對於主效應觀察的緩衝效 

應)。這個現象並非僅存在於西方，如一項在俄羅斯所做的研究指出：「傷感 

健康J中有大約10%的變異量，社會凝聚之測量値來解釋(R. Rose，2000)。

同樣地，相對於失業狀態，持續工作似乎能對心理健康及生活安適程度 

產生正向的效果(Warr，1987)。當然，有許多理由能解釋爲何工作能帶來正 

向效果。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工作將帶來金錢，且保護個人免受經濟困窘的威 

脅，這是工作的「顯性」功能。工作也能帶來一套社會網絡、認同感以及意 

義(Jahoda，1972, 1982, 1995)。失業對生活安適程度所帶來最嚴重的衝擊，確 

確實實超越了失去所得竇質上對生活安適感所造成的傷害(Clark and Oswald, 

2002; Helliwell, 2002a; Donovan and Halpem, 2003)。貫時性研究也清楚地推斷出 

工作所能帶來的社會接觸及支持(Holohan and Moos, 1981)°
持平而論，我們應該注意到並不是每個人的人際關係都會爲心理健康帶來 

普遍正向的效果。與有虐待、憂鬱傾向或心理異常的人建立起的親近關係，常 

常會爲心理健康帶來傷害。同樣地，當支持演變成了依賴，則可能帶來無助感 

或憎惡感(G. R. Lee, 1985; Kawachi and Berkman, 2001)。

有趣的是，也有人認爲，女性罹患憂鬱症的比率之所以比較高，部分得78 

歸咎於她們較高程度仰賴値得信任的人際關係，以及這類關係帶來的義務。因 

此女性面對失去這類支持時較無力抵抗，且當自己社會網絡中之他人遇到逆境 

時，會連帶遭受較嚴重的影響(Belle, 1987; Busfield, 1996)。例如，一項針對 

美國南部黑人社群的大家庭所提供的社會支持所做的研究指出，這種支持對年 

輕男性是有助益的，但對女性則沒有幫助。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年輕女性必須 

背負很重的責任義務(Dressier and Badger, 1985)°
人際關係會引起的預期效應不只是憂鬱症而已，還包括了許多其他的心 

理異常症狀。例如，具支持關係較少的人，特別容易在發生創傷事件後產生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erry et al.，1992)。在創傷發生的時期缺乏支持，也意味 

著不管發生之初的症狀嚴重與否，往後長達六年都可能產生嚴重的壓力失調 

情況(Dalgleish et al.，1996)。同樣地，一些貫時性研究也指出，社會網絡與 

社會參與似乎能起保護的作用，而抑制65歲以上的老人罹患痴呆症或智能 

衰退(Fabrigoule et al., 1995; Bassuk, Glass and Berkman, 1999; Fratiglioni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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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健康的領域有一個長久以來爭論不休的重要議題，就是緊密的個 

人連帶與阿茲海默症之間的關係。在生命中的特定時間點，大約有百分之一的 

人會受到阿茲海默症的影響，而且經常是日後一輩子使人不斷衰退的症狀。一 

般而言，大多患者會有變得「瘋狂的」跡象，例如幻聽和一些不合宜的舉止出 

現。1早期的著作和一些心理分析的研究都認爲，親密關係可能是這類嚴重精 

神失調的原因(Laing and Esterson, [1964]1970)° 一個常見的假設認爲，有些親 

密關係並不會起保護的作用，反而含有一些病態的互動模式，以至於使個人身 

陷「進退兩難」(double binds)的死胡同裡。例如，一個苛刻的父親或母親或 

許會對孩子說：「爲什麼你從來不帶朋友來家裡玩呢？」但一旦孩子眞的把朋 

友帶到家裡來，孩子可能又被責怪說：「怎麼交了這種壞朋友呢？ J
早期關於這類進退兩難的假設並未被後來的硏究所支持，之所以這麼說 

部分是因爲所謂的病態模式，後來證明也普遍存在於成員未罹患精神病的家庭 

之中。儘管如此，研究仍發現在下列條件下再次發病的比率會顯著地較高：將

79苦於阿茲海默症的病人交由病人家屬照顧，尤其是這個家庭在互動時帶有高度 

「情緒」，並常是負面且批評性的意見。例如，有個研究發現患有阿茲海默症

的病人若被送回情緖表達強度高的家庭，其再發病的比率比回到情緒表達強度 

低的家庭高出四倍，即使其仍在進行藥物治療(Vaughn and Leff, 1976)。在同 

一個研究裡還發現，減少和情緒表達強度高的親人面對面接觸，能夠有效地減 

低再發病率，因此精神病學家一般都會建議阿茲海默症病人，儘量減少與自己 

家人面對面接觸的機會。有一些介入性研究以減少家庭內的情緒表達強度爲目 

標，將關於失調以及家庭治療的教育做了一個結合，如此確實可以奇蹟似地降 

低再發病率，這些研究更加肯定了情緖表達強度的確會影響身陷高風險中的個 

人(Hogarty et al., 1991)。

一般而言，這些研究成果會導出下面的重要觀點：緊密的人際連帶很可能 

保護個人免患憂鬱症，但卻也可能使阿茲海默症更加惡化。然而，更準確的詮 

釋應該是：人際關係的品質是很要緊的，尤其是對身陷阿茲海默症風險的個人 

而言。因此可以這麼說(就日常生活精神錯亂、憂鬱症及阿茲海默症而言)； 

密切的、正向的、値得信賴的個人關係，很可能幫助個人免受心理疾病的侵 

犯。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雖然大多數的緊密個人關係都是正向的、具支

1在阿茲海默症中典型的幻聽情況是聽見有第三者在批評你的聲音。「不合宜的舉止」指的是 

在錯誤的時刻表現出錯誤的情緒，像聽見一件不幸的消息時，卻報以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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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性的、値得信賴的，但絕非每一個關係都是如此，而此種正面效應也可能因 

爲家中某個成員的心理疾病而繃緊以致崩潰。

快樂

或許有人會猜想，影響個人正向主觀的生活安適程度的因素，就是那些導 

致人們日常生活精神錯亂的因素的鏡像反射。在這種觀點下，當我們發現快樂 

或生活滿意度乃受到個人關係的強烈影響時，也就不會太意外了。儘管可能會 

有些受基因的關係影響所產生的例外情況(有些人似乎就是因爲基因排序而比 

別人更容易快樂)，但對家庭生活的滿意度確實一直都是預測個人快樂與否的 

因素中最棒的一個。已婚者很明顯地比未婚者快樂；住在一起的人比獨自居住 

的人快樂；分居的人尤其是很不快樂的(Donovan and Halpem，2003〉。

儘管交友情形所提供的預測力略低於婚姻狀態，但友情狀態也是預測生活 

安適程度的一個好指標。其他的社會連結測量値也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像是上80 

教堂或是加入某些志願性社團的情況(Argyle, 1987; Helliwell, 2002a) °
將收入之於快樂的重要性，拿來與人際關係之於快樂的重要性相比較，將 

帶給我們一些啓發。富裕與快樂與否是相關的，雖然這組關係是非線性且不太 

顯著。收入所產生的效益似乎在遞減，非常富有的人幾乎不會比小康之家來得 

快樂——儘管這個快樂的坡度在富裕的OECD國家之外的地方才比較明顯。同 

理，樂透大獎的得主儘管在得獎後的短時間內確實樂不可支，但從長期來看， 

似乎不比一般人來得快樂。相反地，強而有力的個人連帶產生的正面效應，似 

乎特別強又持久。~如普特南透過美國各地進行的大規模調査資料得出：「以 

粗略的量化語言來看，結婚帶來的快樂就像是讓你的年收入增加四倍所帶來的 

快樂一樣多」(Putnam，2000, p. 333; DDB Needham Life Survey data)。同樣地，

經濟學者Oswald粗估說，結婚帶來的快樂差不多與你每年的薪水增加十萬美 

金所帶來的一樣多(Donovan and Halpem, 2003) °2

普特南認爲「這些發現幾乎不會令美國人感到訝異」(同上，頁332)，不 

過我倒不像他那麼肯定。在問卷調査中要求(美國人)直接評估不同類目對生 

活滿意度的重要性時，財務狀況往往位居首位，而且其數値一定比婚姻或家庭 

生活高出許多(Campbell, Converse and Rodgers, 1976)。因此，雖然資料很明顯 

地指出個人關係對生活滿意度的重要性髙於收入的重要性，一般人的想法卻反

這些龐大的金錢總額有部分是收入與快樂兩者關係的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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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道而行。

生理健康

我們或許會覺得心理健康（尤其是憂鬱症）受到人際關係的影響並不令人 

驚訝，大多數人都猜想得到這種結果，但生理健康呢？

結果是，支持性關係的缺乏也能預測各種生理疾病。文獻所記載的影響 

包括：另一半死亡後兩年內配偶死亡率顯著提升；分娩時生理上發生併發症的 

頻率；在熱浪侵襲中死亡的可能性。我們以最後這一項爲例，近年來有個針對 

芝加哥受熱浪侵襲的分析發現，那些死去的人有超高比例具有社會孤立的傾 

向（Klinenberg，2002）。3支持性關係甚至成爲對抗一般感冒的緩衝（事實上是 

已知最有效的保護因素之一）。Sheldon Cohen曾謹愼地進行不少控制變項的實

81驗，刻意將受訪者分爲兩群，一群服用一般感冒藥，另一群則服用無害鹼鹽， 

實驗發現在其他因素都被控制的情形下，個人罹患完全感冒的機率，強烈地受 

到他的支持關係所影響（Cohenetal., 1997）。

早期的貫時性研究，恰能說明正向的個人關係能帶來顯而易見的保健功 

用。在1950年代，一群被隨機選取的哈佛學生被問到自己與父母的關係是否 

良好。35年後再去檢視他們的醫療記錄，發現當時認爲自己與父母關係很溫 

馨的、親密的人，約有略低於一半（47%）的人在中年時被診斷出患有嚴重疾 

病；但那些將自己與父母關係描述爲緊張的、冷漠的人，全數（100%）都在 

中年時診斷出患有嚴重疾病（Russek and Schwartz, 1997）°同樣地，有項針對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男學生追蹤50年的調査發現，那些將親子關係描述 

爲親密、充滿愛的人，很明顯地較不容易在這段時間內患病，也較不容易在當 

下爲疾病所苦（Thomas and Duszynski, 1974） °事實上，生命早期父子關係的親 

密程度已被發現是-個預測往後是否會罹患癌症的最佳指標，甚至在控制了其 

他一系列的行爲及社經因素後仍是如此。

在面對壓力所產生的負面效果時，支持性關係似乎是一項特別重要的緩 

衝力量，例如，研究者發現在經歷過生命中重大轉變的孕婦中，缺乏支持性 

關係的準媽媽罹患生理併發症的比率要高出其他人三倍（Nuckolls, Cassel and 

Kaplan, 1972）。

3同樣的模式也可在更近期一份法國2003年夏季的記錄裡清楚地看到（Tom Sander， 
Harvard ＞私人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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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在本章剛開始時提到過，健康與人際關係之間的因果關係很難在方 

法論上鼈清。然而，採用執行上困難（同時成本很高）的貫時性研究，可將這 

項爭論往前帶一大步。除了一些懷疑至上的死硬派之外，這些研究的成果已說 

服了所有人，人際關係的品質確實對其心理與生理健康造成實質上的影響。

—篇最近的評論提到：「有項橫跨美國、北歐、日本等各國歷時過去20年，針 

對12個世代團體進行的追蹤性研究指出，孤立或不與他人連繫的人，有越來 

越高的早逝機率。」（Berkman and Glass, 2000, p. 158-9）這類的研究比起橫斷性 

研究要更能免於被批評，因爲個人對其社會網絡所做的評估，此動作要早於疾 

病的病發。上述引文的作者之一 Lisa Berkman，本身就是執行Almeda郡這些82 

重要追蹤性研究裡的代表性人物（Berkman and Syme，1979），在1964年這個研 

究一開始，社會連帶是由評估婚姻狀態、與朋友、與親人接觸的情況、參與教 

會及團體與否所組合而成的指標來測量。隨後，受訪者經過了九年的追蹤，在 

1974年完成。結果發現，在研究初期缺乏社會連帶的男性及女性，在研究期 

間死亡的比例要比擁有較多社會接觸的人高1.9至3.1倍。即使控制了抽煙、 

飮酒這類影響健康的行爲，以及運動、預防性健康檢査、一些與健康有關的基 

本數値以後，社會連帶與死亡率之間的關係仍然不會改變。更進一步來看，死 

亡風險的提高並不僅源於單一病因。那些缺乏社會連帶的人，更容易死於缺血 

性心臟疾病、腦血管及循環系統疾病、癌症以及所有其他的死亡因子（一個殘 

餘範疇）。

所有追蹤性研究都發現十分類似的結果，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社會孤立所 

引起的死亡危險增高的現象，在女性身上要比在男性身上較不一致（效果在 

兩性身上都會看到，請參考 Berkman and Syme, 1979; Orth-Gomer and Johnson, 
1987;但是，主要在男性身上的研究有House, Robbins and Metzner, 1982; 

Blazer, 1982; Schoenbach et aL, 1986; Welin et al.，1985; and R. M. Kaplan et al.,
1988）。支持的主觀品質比社會互動的客觀數量對死亡率造成更大的影響，這 

與心理健康領域的文獻所發現的結果很類似（Blazer, 1982 ;請一併參考之前 

的討論）。一般而言，相較於擁有強社會連帶的人來說，社會孤立的個人早逝 

（不論因爲何種原因）的風險會高出二到三倍（Berkman and Glass, 2000）°
針對心血管疾病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結論。有些針對罹患心肌梗塞 

（Ml，或俗稱心臟病）的人所做的研究指出，那些擁有親密社會連帶的人比 

起社會孤立的人，在發病後數年間存活下來的可能性要髙出許多（Ruberman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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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1984; Orth-Gomer and Johnson, 1987; Berkman et al., 1992; Case et al., 1992)° 
一般而言，社會孤立者相較於擁有緊密社會連帶者，在心肌梗塞發生後幾年間 

死亡的風險要高出大約三倍。至於在心肌梗塞第一次發病過程中社會連帶所扮 

演的角色爲何，則在學界尙無定論。有些研究找到了關聯性(例如Orth-Gomer 
et al., 1993)，而其他研究則未發現(Kawachi et al., 1996)。這樣的結果或許部 

分反映了方法論上的問題，即是否擁有夠多的追蹤樣本數目以在統計上找到顯

83著的效果。4同時，實驗室的研究成果也告訴我們，社會孤立的動物比起較不 

孤立，罹患動脈硬化症或血管阻塞的可能性要高出許多(動脈硬化是心血管疾 

病發展過程裡很重要的_個過程)(Shiverly, Clarkson and Kalpan, 1989)°
這些結果指出相較於一個人是否罹患疾病的風險高低，社會網絡對其死 

亡率的風險高低會有更大的影響(Vogt et al.，1992; Kawachi et al., 1996)。換言 

之，若說社會網絡讓你免於生病的威脅，倒不如說它在你生病時，對你的康復 

較有幫助。這就類似Brown與Harris所提及社會網絡對憂鬱症的緩衝效果—— 

社會網絡無法保證你不會面臨生活中常見的困境，但卻可以助你平安度過它。

最後，同時也是最値得一提的證據是來自實驗性干預研究的成果，這些 

研究裡擔任實驗組的個人接受了社會網絡的支持，而對照組則沒有。例如，有 

個研究是將患有心臟病的男性隨機分配到三組內。一組完全沒有額外的支持； 

第二組則有人提供飮食、運動及心血管的病理生理學等相關資訊與建議；第 

三組不但有人提供與前一組相同的服務，而且還參與了病友支持團體(support 

group) °五年過後，我們發現有接受建議與資訊的人比起沒有的，其心臟病再 

發率較低(前者是21.2%，後者是28.2%);再者，那些同時參與了病友支持 

團體的人，其再發率下降得非常多，僅有12.9%而已(Friedman et al., 1986)。

有人批評Friedman等人的研究說，支持團體其實是專門針對A型人格 

(譯註：心理學家認定的所謂A型人格，是指性急、求好心切、好強爭勝的 

一種性格，同時這種人格類型被認爲與心滅血管疾病的罹患率有高度相關)或

易生敵意的行爲，而這可能解釋了爲何支持團體的功效如此顯著，所以並非支 

持團體本身眞的這麼管用。然而，這類批評卻無法抹滅另一項類似的研究所印 

證的結果，該研究是針對罹患轉移性乳癌的女性。這些病患被分爲兩組，一組 

僅接受一般醫療照護，另一組在接受相同療程的同時，也鼓勵她們每個禮拜花

4即使樣本數有好幾千人以上的問卷調査中，也僅有極少數人在當時患有心臟病一年或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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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分鐘的時間見一次面，爲期一年。結果出乎研究者的意料之外，這些定期 

見面的女性存活率竟比控制組的要高出一倍(Spiegel, 1993)。同樣地，Fawzy 
等人的研究發現，將罹患惡性黑色素瘤或皮膚癌的病人隨機分成兩組後，參 

加爲期六週支持團體的那一組在六年後的存活率，明顯比另一組要高(Fawzy, 

Fawzy, Hyun et al., 1993〉。一如因發現飮食與生活習慣的改變能有效減低心臟 

病發生而聞名的醫學研究者Dean Ornish，對這些結果所做出的結論：「如果有 

間大藥廠發現了 X藥能讓罹患轉移性乳癌的女性存活年數增加一倍，我想幾 

乎所有的醫生都會在處方裡開立這藥……，在醫學期刊與時事雜誌上會有全版84 

的廣告宣稱它的療效」(Omish，1998, pp. 56-7)«倘若未來介入性的研究證實這 

些結果，那麼可想而知屆時醫學將不只視社會資本爲促進健康的一項可能因 

素，同時也是治療疾病的方法。

探索因果的路徑：壓力的角色

爲何社會網給與支持如此普遍地保護個人的健康呢？這是一個有趣的謎 

題。答案的•-大部分似乎在於「壓力」所產生的作用，包括身體對它的反應、

社會支持如何影響它。將時間拉回到1930年代，Hans Selye在其醫療執業過 

程中注意到，不管檢査病人不適的類別爲何，病人常會抱怨自己全身關節及肌 

肉酸痛、腸胃不舒服、沒有食慾、體重減輕，以及其他一般性的症狀(Sdye， 
1956)。Selye從這些臨床觀察出發，進而在實驗室中對老鼠進行研究。他發現 

不論老鼠所接觸帶有警告或傷害意味的因子是什麼(例如細菌感染、創傷、冷 

熱或其他的刺激)，在任何一個特定因子所造成的傷害之上，還外加了某種程 

度的非特定性傷害。

Selye假設，在面對到這類威脅時，有機體將展現出一種一般性、非特定

的動員反應--- 即所謂一般適應症候群(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剛開

始是一種霤告性的反應，由共感腎上腺髓部系統引發的身體改變、消化過程受 

到抑制、新陳代謝活動加速進行(即攻擊或逃避(fight-or-flight)反應)，伴隨 

的是壓力源也會愈來愈敏感於外在變化。如果這個初始階段延續下去，那麼有 

機體將邁向一個所謂抵抗的階段，這是由下丘腦腎上腺系統驅動的，將會維持 

一個較高的新陳代謝率以及血糖濃度，而同時會降低性慾，最終也會抑制免疫 

系統的活動。最後，如果有機體持續曝露在密集的齷力下，那麼它將進入精疲 

力竭的狀態，行爲和生理調適的儲備能量將被耗盡，身體會變得對疾病極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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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抵抗力(Selye, 1956, 1978; A. Baum, Singer and Baum, 1982; Kiecolt-Glaser et 

al., 1994,2002) 0
一般適應症候群可解釋各種不同類形的壓力源爲何導致基本上很相似的結 

果。就像Freeman (1986)提到的：「我們看到的現象，不論是決定它的因子 

及它的結果，都是非特定的……，促使一般性地對疾病缺乏抵抗力，而不是扮

85演一個特定病原學上的角色。」(p. 293)我們可用一個簡單直接的想法來理解 

這個情形：受到壓力的有機體會忽視例行性的、能維持身體健康的功能，因此 

表現出加速老化的效果。

較少被提到的是，Selye也觀察到有些「治療方式」的確具有非特定性的 

療效，像休息、吃較軟的食物、甚至是放血。親密的社會網絡是另一種非特定 

性的治療方式嗎？答案似乎是「沒錯」，目前也有快速累積的醫學文獻，試圖 

理清這當中的過程。

雖然持續的壓力似乎會驅使身體去壓制生物性自我維護的功能，尤其是免 

疫系統的作用，但正向的社會人際關係似乎會產生另一個方向的效果(Kiecolt- 
Glaser et ah, 1994)。今日的研究已顯示，具有較廣泛的支持性社會網絡，將大 

大減少感染從一般感冒到愛滋病毒各類疾病之可能性，而這過程有一中介變 

項，即免疫系統的功能得到改善(Cohenetak, 1997;Therell et al„ 1995)。

我們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確認在壓力、社會連帶、健康之間的因果路徑究 

竟爲何。很明顯的是，不論是在人類或其他哺乳動物身上，支持性社會人際關 

係都能帶來緩和或抑制壓力所帶來的影響，但更確切的細節仍有待探索。至少 

有以下四條路徑是有可能的。

首先，具有支持性關係，意味著個人面對的壓力較小。根據生活事件量表 

的測量，人類壓力的一大部分乃與社會網絡的崩解或缺乏有關。事實上，有人 

認爲一個人必須因應的最嚴重壓力源與社會支持的情況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深 

愛的伴侶或親人過世(T. H. Holmes and Rahe, 1967)。

第二，我們已知社會支持有助於舒緩壓力的影響。在最淺顯的層面上， 

社會支持能藉由提供替代性、補充性或工具性的支持，來緩衝個人遭受特定損 

害或威脅時的傷害。如果你失去了一筆錢，但你擁有一個富有的親戚能助你解 

圍，那麼相較於一個缺乏這類支持的人來說，缺錢對你生活安適程度造成的威 

脅就會小得多。其實，在開發中國家的一般日常生活情境下，這種支持可能創 

造出天堂與地獄般的差別來(Woolcock and Narayan, 2000)。在歷經饑荒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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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災害後是否能存活下來，關鍵在於你是否擁有一個會相互分享食物、飮水 

以及遮避場所的家族或社群網絡。同樣地，即使自己是社群中最貧困的一群， 

但生病時仍可以因爲家族或朋友一同負擔花費，而得到昂貴的醫療照顧(Aye， 86 

Champagne and Contandriopoulos, 2002) °
支持也有助於個人心理及情緖上的提升，改變我們對壓力事件的解讀，

或給予我們處理壓力事件的心理力量。以下的實驗正可做爲例證。在實驗中，

個人必須公開發表一段談話，這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有壓力的，而且與古典理論 

中的壓力反應是有相關的。受試者當中有些人被告知：只要有需要，門外有 

人將隨時給予協助，即便實際上他們並未得到任何協助，但對壓力的反應仍 

較爲和緩，不論在講話前或講話中所測得的血壓都較低(Kamarck，Manuck and 

Jennings et al., 1991)-這樣的結果吻合了長期以來的研究成果，即產生影響的 

不只是壓力本身，還有如何看待壓力，以及是否覺得壓力可以被控制(Glass 

and Singer, 1972) °
第三，社會支持可以形塑人對壓力的行爲反應。例如，你在面對危機時是 

否會在創傷中被淚水和痛苦淹沒，還是會試圖找尋更合適的解決之道，這端視 

你周遭的人所提供的引導與支持。這也決定於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以及你 

是否正面地看待自己(你的自尊以及對自己能力的信心)，而自己如何看待自 

己也反過來地受到「你感覺他人如何看待你」所決定。在這個方面，我們會看 

到諸如抽煙、喝酒、不愛運動、飮食習慣不良等有礙健康的行爲，與社會孤立 

之間有著高度的相關性(Berkman and Syme, 1979; Berkman and Glass, 2000) °
第四點也是較細微的一個面向，即個人對壓力的基本反應是受到生命早期 

支持關係之品質所影響。Selye在早期的實驗中提到，持績曝露在壓力之下， 

將導致生理及行爲上的長期調適。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早年受到過多壓力 

的經驗，可能讓人在日後的生命中對壓力的反應過於敏感(Gunnar and Nelson,
1994; Suomi, 1997)。這類反應的情況將有助我們去解釋以下的發現：孩子年幼 

時處在家庭長期不和的情況下，長大後在30到75歲之間的死亡率將比一般人 

高出 50% (Lundberg, 1993)°

小結：個人網絡對健康的影響

總而言之，那些討論緊密的、値得信任的個人關係，對健康產生的正向 

影響的文獻是極具說服力的。普特南認爲：「照統計看來，能證明社會連結對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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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產生效果的證據，就如同最初外科醫生對抽煙所做的報告一樣有力。如果 

社會上日漸趨向互不連結的趨勢就像我們認爲的（在美國內部〉那樣普遍的 

話……，那麼『獨自打保齡球』就代表這個國家當前公眾健康所面臨最嚴重的 

挑戰之一。」（Putnam, 2000, p. 327 ；請看第七章，針對社會資本的趨勢有所討 

論）這個說法引發了若干的爭論。問題當然依舊存在一^例如，在生理健康上 

的保護效果，爲何在男性身上比在女性身上要顯著的多。然而，主要的結論仍 

是簡潔明瞭的：緊密的個人關係，尤其是親密且値得信任的人際關係，普遍上 

對個人心理健康、快樂程度、生理健康都具有十分正面的影響。

中觀層面：社群與健康

就像之前的章節所提到的，影響個人健康的不只是親密的個人關係而已。 

擁有較多的朋友、上教堂、參與志願性社團，大致來看也都會對健康產生若干 

正面的影響。不管是來自貫時性或橫斷性的研究成果，都印證了以上說法。

個人層面的調査資料顯示，朋友情誼、社群以及因工作建立起的社會網 

絡，都對健康有正向的效果，這也指出對健康而言，社群或中觀層面社會資本 

所占有的重要性。有些研究者認爲，中觀層面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然而，一 

個較爲嚴謹、適切地測試中觀層面（或區位）效果的眞正方法，則是探討是否 

從這個層面解釋健康，能在個人層面上超出人際關係帶來的效果，或說是否前 

者產生效果的層面在後者之上。在工作上或鄰里之間擁有支持性友誼的個人， 

較可能感到快樂或較健康，這是一回事，但底下的說法又是另一回事：有些廠 

商或某些鄰里創造出一個正面的氛圍，使得平均生活安適程度比起僅從個人 

處境來預期的有所增加。有個頂尖的研究團隊所進行的研究，也足以讓他們 

宣稱這些個人層面的效果應該被指稱爲社會支持，而「社會資本」一詞應單 

獨保留給較高層面的「環境J效果——即中觀層面或鉅觀層面（Berkman and 

Kawachi, 2000;請看第一章）。

心理健康與快樂

本章一開始即引用涂爾幹討論自殺的硏究，此著作可說是研究社會凝聚對 

心理健康之影響的經典之作。然而，跟隨他步伐研究心理健康的後進中，絕大 

多數都把焦點擺在個人而非社群層面的效果上。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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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與Harris對憂鬱症的經典研究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雖然當中使用 

自己領域的專門用詞。這兩位研究者下結論道，唯有親密的人際關係對心理 

健康產生影響。他們認爲，沒有證據顯示鄰居或更大的社群對心理也有影響 

(Harris ＞私人信件)。然而問題是，從他們的研究方法出發，根本無從得出上 

述的論斷來。該研究乃針對單一城市內某個小地區中的幾百位婦人，研究設計 

上也未含納明顯不同的鄰里或社群脈絡，因此在這份研究裡，更大的脈絡根本 

不可能解釋任何的變異。

有一些研究納入了有關鄰里地區的問題，當中發現鄰里地區與個人陳述 

的心理健康有著顯著的關係。例如，一項以英國家戶調査(British Household 
Survey)進行分析的硏究發現，陳述自己鄰里的社會資本程度低的人與自陳鄰 

里社會資本程度高的人相較之下，其精神狀態不正常的可能性是二倍之高〔以 

12個項目的一般健康問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裡得分超過三分者， 

McCulloch, 2001〕。然而，這種研究裡的鄰里社會資本乃仰賴個人陳述，因此 

可能受到表達偏誤的影響。

跨文化研究已指出，較傳統的社區內存在著較緊密、凝聚力較強的社會 

網絡，有助於解釋爲何他們所陳述的心理疾病程度往往較低。例如Old Order 
Amish是賓州境內一個嚴格的教派，如今仍維持一個緊密連繫、封閉的社群，

竭力與現代世界隔絕。有項針對它的研究發現，Amish成員爲憂鬱症所苦的比 

例出奇的低(Egeland and Hostetter, 1983)。同樣令人驚訝的是，在罹患憂鬱症 

的比例上並未有男女的差異，這也反駁了「西方的女性有較高的罹患憂鬱症比 

例，是因爲生物性因素所致J這種普遍說法(Watts and Morant，2001)。

針對這類跨文化的研究，有一種質疑聲音：這些發現可能反映出的是不同 

文化在陳述自己症狀時表達方式上的差異。爲了克服以上質疑，我們得轉向下 

列的研究：針對居住在不同社巷群脈絡但型態類似的個人或團體，以他們的心 

理疾病比例相互比較。

很多這類的研究已在進行，其結果是：同一種族群、宗教甚至是職業團 

體的成員彼此緊密地生活在一起時，此團體內類型相似的成員擁有心理疾病 

比例較低。早期在芝加哥進行的一項研究也爲我們證實了這個效果(Faris and 89 

Dunham, 1939)。研究者發現，居住在以黑人爲主的社區中的黑人，與住在以 

白人爲主或人種混居地區而生活較優渥的黑人相比，前者的心理疾病程度要較 

後者爲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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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結果即所謂的「團體密集效應」(group density effect)，如今在許多脈 

絡下的各種團體中被發現(欲見概要，請見Halpem, 1993)。這種效應格外令 

人驚奇，例如少數族裔團體經常住在各種不利因素兼具的地區，即使一般而 

言，我們會以爲當地居民的心理與生理健康情況會較糟；相對地，那些身爲少 

數族裔的個人，倘若藉由經濟的改善而「逃離」原來種種條件不良的地區，住 

進較富裕的地區，我們會預期(透過挑選及簡單因果推斷)這些人將享有髙於 

一般水準的心理及生理健康狀態。結果再次令我們感到驚訝，它絕不可能是 

社會挑選下的結果，而必定是某種「社會因果關係」(social causation)下的結 

果。最合理的解釋是：被鑲嵌在一個社群裡，就擁有更多來自朋友、親人的支 

持(黏著性社會資本)，也可躲避外在大環境直接的歧視(Halpern，1993)。

唯一可信的替代解釋則是：這些發現是住在不同集中程度地區的少數族裔 

團體成員，彼此之間的文化差異所造就的結果。例如，住在團體集中度高地區 

的少數族裔團體成員，較不會融入主流文化，於是語言上的差異或是不同的陳 

述模式或許就能解釋團體密集效應。然而，有一份研究以住在英國的各種族裔 

團體之心理健康爲議題，大規模且嚴謹地檢測了這種解釋。受訪者可以選用自 

己喜歡的語言來進行訪談，針對那些似乎有心理疾病的對象則再進行追蹤性的 

確認，同時整個研究過程中都採用與受訪者相同族群身分的訪問者。再一次， 

我們見到在來自少數族裔的個人當中，住在團體集中度高的人比住在團體集中 

度低的人享有較佳的心理狀態，雖然前者飽受客觀環境不利之苦，後者生活的 

地區通常較爲富裕(Halpem and Nazroo, 2000)°在統計上即使控制了融入主流 

文化以及英語流利程度的條件，我們仍可發現該效果是顯著的。

另一項發現也能印證鄰里對生活安適感潛在的影響力有多大，即居住滿 

意度受到與鄰居相處好壞的影響，要比住處物質條件的影響更大(Halpem, 

1995a)。例如，研究發現65歲以上的老人家的主觀生活品質，顯著地受到個

90人及鄰里的社會資本所影響，儘管我們控制了社會期待、人格特質、心理特 

質(傾向樂觀一傾向悲觀)、健康情形、財富多寡(Bowling et al.，2002)°相對 

地，社經差異所具有的解釋力則非常有限。

雖然團體密集效應已被證實可信，但偶然出現的例外仍被會提出來。例 

如，有些學術著作告訴我們，愛爾蘭某些地區的天主教徒間，或英國的巴基 

斯坦社群中，存在著負面的團體密集效應(Halpem, 1993; Haloerb and Nazroo, 

2000)。就像在個人層面曾提過的，我們應該對以下的預設謹愼以對：所有關



第三章徤康與生活安適程度沒5

係及社群都一致地對心理健康有助益。不管是關係的特質、團體內的需求等， 

也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以下是說明社群對心理健康而言有如兩面刃的例證，即 

有證據顯示在較高社會資本的地區，本來就患有精神病症狀的人再次回到醫院 

就診的比率較高(McKenzie, 2000；社會資本被操作化爲具有高社區安全程度 

的地區)。McKenzie推斷說，這是因爲社區對偏差行爲的容忍度較低使然。同 

樣的效果也在另一個案例裡發現：本就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在社區抗爭搬遷 

政策過程中的情況。當居民認爲該社區將被夷爲平地，他們尋求醫療諮商的次 

數將會增加，但本就患有精神疾病者的次數卻會減少；但當該社區成功地被保 

留下來，而社區居民士氣高昂的同時，一般居民進行醫療諮商的次數會下降， 

但曾患精神病者的次數卻會上升(Halpern，1995a)。

這種社群對心理健康的潛在雙面刃效果，也可以在古典硏究裡找到例證。 

涂爾幹討論自殺的研究不斷被引述，被視爲證明社會網絡、社會整合擁有使個 

人遠離自我毀滅舉動之力量的完美例證(例如Putnam, 2000; Berkman and Glass, 

2000)。就如我們在本章開始看到的，涂爾幹提出了極具說服力的證據，說明 

強而有力的社群連結具有潛在保護效果，能抵禦自殺的危險。大多數的資料都 

有力地支持以下的命題：社會孤立的人具有較高的自殺風險，而較爲「脫序」 

(anomic) '個人主義傾向的文化，有著較高的自殺率。然而，涂爾幹也提供 

一個恰恰相反的明顯例子，只是較少爲人們所引用。他觀察到，軍隊中的自殺 

率是一般人的十倍之多。

乍見這個事實會令人十分訝異，因爲我們或許會認爲有許多因素會護衛

著軍隊以至於不會去自殺。首先，從生理的角度來看，組成軍隊的人象徵

著該國的菁英，是經過嚴格的挑選後產生的，沒有任何身體上重大的缺

陷。再者，團隊精神以及正常的生活應該也有預防的效果，一如它們在其

他地方產生的作用一樣。究竞是什麼原因導致他們的自殺率如此嚴重？

(Durkheim, [1987]195I, p. 229)

91

涂爾幹檢視這是否因爲軍隊中有著極高比例的未婚男性等因素所致。但軍 

隊自殺率仍比該國的未婚男性要高出許多。他繼而檢視這是否爲菜鳥新兵想用 

來逃避服兵役義務的僞裝法，但發現自殺率乃隨著服役年資的增加而提高(雖 

然在入伍頭幾個月確實比較高)。接著，他檢視是否因爲服役情況的辛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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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條件差異所導致，但卻發現在工作條件最佳的菁英單位裡，自殺率一直都是 

最高的。

涂爾幹的解釋是軍隊生活方式的特性——緊密網絡及強調責任，激發出他 

所謂「利他型」或「英雄主義式」的自殺。他認爲軍中的行爲規範及講求榮譽 

至上，雖然可能讓軍隊更有效能，但也意味著個別的士兵有時會因爲其實無關 

緊要、但關乎榮譽或面子的事情，而結束自己的生命。這也解釋了以下這個看 

似矛盾的發現：雖然最傳統且社會最具凝聚力的國家擁有最低的總體自殺率， 

但該國的軍事人員卻擁有最高的自殺率。看來這股在公民場域中把人束在一 

起、保障人們免於自我毀滅的力量，在軍隊場域（處理暴力相關事務的高度反 

個人主義的緊密組織）中卻產生出恰恰相反的結果。這也一併解釋了那個最終 

的謎團：在涂爾幹寫作的年代中，許多有助社會凝聚的傳統力量都開始翻攪， 

雖然普遍來看自殺率向上增加，但是每個地區內的軍隊自殺率卻都在下降。

生理健康

健康相關的文獻中充斥著環境的效應。你可以想像：一個致命的病毒，能 

.在人群之中較容易地被散播開來；如果有某些離群索居的人染上了這疾病，儘 

管他們可能死亡，但整體造成的傷害卻是有限的。如果這些人是住在熙來攘往

的都市中，則勢必會釀成大禍。顯然，這個病毒對人類造成的衝擊可大可小， 

端視整個脈絡而定，也就是在這裡面大大發揮作用的「環境效果」。

92 如果社群層面或中觀層面社會資本影轡了生理健康，那麼我們應該檢視

在社群健康中難以被化約爲個人特性的變異。我們可以舉一份以Roseto爲對 

象所進行的優秀研究爲例。Roseto是美國賓州的一個小鎭，研究者注意到該鎭 

的死亡率奇低無比，難以單憑如抽煙、飮食習慣、運動這類個人危險因子就能 

解釋（Bruhn and Wolf, 1979; Egolf et al., 1992; Wolf and Bruhn, 1993; Wilkinson, 

1996）。尤其像心臟疾病這類老年人易患的疾病導致的死亡率，更是鄰近鄉鎭 

的一半不到。儘管Roseto鎭民熱愛烹調高脂肪類不健康的食物，但心臟方面 

的疾病卻還是很少見。

我們以這個義裔美籍的Roseto社群中長達20年期間的資料，與其他鄰近 

的社群相比較後，證據強烈地指向是文化特徵（社會組織的各種特質）以 

某種方式影響了個人免受心肌梗塞或猝死威脅的能力。这其中隱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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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説，一個在情緒上有支持作用的社會環境是具有保護功能的。同時反過

來看，缺乏家庭或社群的支持，或是在社會上未被賦予明確的定位，這些

因素都會構成危險因子(Bruhn and Wolf, 1979, p. 134) °

研究者發現Roseto當地居民是緊密交織在一起的一群人，同時具有平等 

主義傾向的生活氛圍。這個城鎭內居住的大多是義裔美國人，其祖先於1880 
年代移民到這裡來，並逐漸發展出一個特殊的城鎭文化：

感凳有共同目標，彼此之間共享著同志情誼，這使得富人不至於招搖，窮

人不至於困頓，人們會關懷鄰居，任何鎮民都不至於被忽視、拋棄。這個

突出的社會凝聚模式以家庭爲軸心和生活上的堡壘，提供了一種能對抗各

種大災大難的安全和保障，這一點乃與當地鮮少有心肌梗塞、猝死的現象

有關聯(Bruhn and Wolf, 1979, p. 136)。

Roseto地方的人難道只因擁有心臟健康的基因，所以才這麼幸運嗎？不，

我們知道答案不是如此，因爲就在翳學研究者開始研究Roseto的時期，這個 

彼此緊密交織的城鎭社群也正面臨著動盪。幾乎可以確定地說，在1970年 

代，美國其他地方的物質主義傾向所衍生的習性正進入這個小鎭，年輕一輩開 

始偏離了小鎭本身的公民習性。在這些變遷下，小鎭的罹病率開始急遽升髙，

到了 1980年代，當地心肌梗塞的比例事實上比鄰近其他鄉鎭還髙(Egolf et al.， 93 

1992; Wolf and Bruhn, 1993)°
Roseto與其鄰近地區在死亡率上的差異並非單一個案。例如，英國政府近 

來的一項報告指出，在曼徹斯特65歲以下冠狀動脈引發的心臟病的死亡率， 

幾乎是生活愉悅的倫敦郊區Kingston及Richmond的三倍之髙(在1996-1998 
年間，前者是10萬分之74，後者是10萬分之25 ;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0)。同樣地，研究顯示，在心臟疾病中有一顯著程度的變異得歸因到地區 

而非個人層面的因素(Hart, Ecob and Smith, 1997)。然而，過去並未有官方統 

計數據將社會資本的變項含括進來，因此無法得知數字中究竟有多少程度可歸 

因到地區性變項。大部分的變異量都是由飮食、生活型態、與貧窮相關的壓力 

等非社會性的變項來解釋。我們實在無從得知其他的可能。

然而，就和心理健康的文獻一樣，我們發現研究鄰里社區的種族構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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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健康之間關係的成果，能提供我們重要的證據，來說明社群層面對生理健 

康的效果。

例如，有項在芝加哥進行的研究發現，社區中黑人居民占的比例愈高， 

則當地黑人嬰兒出生時體重過輕的比例就愈低，即便在控制了母親個別的相關 

變項後仍是如此（E. Roberts, 1997）。換言之，即使黑人貧民窟的生活情況較 

匮乏，但在那裡出生的嬰兒，出生時的體重較重（這不僅對孩童時期，也是其 

一生健康的重要指標）。同樣地，一項針對紐約166個社區進行的硏究發現， 

住在以黑人爲主之社區的黑人，因心血管疾病或其他原因而死亡的比例，比起 

住在白人社區的黑人顯著較低，這是在控制教育、職業別、貧窮情況、就業與 

否、收入及出生地後所得的結果（Fang et at, 1998）。最近有一項針對德州居民 

心臟病導致死亡所進行的多層面分析發現，黑人與西班牙裔人士若住在自己族 

裔占較高比例的社區中，他們因爲臟疾病而死亡的比率，低於住在族群組成較 

異質的社區的同胞（Franzini and Spears，即將出版）。即使在控制犯罪情況、 

住自宅者的比例、房屋市價、教育程度之後，社區造成的效果仍是很明顯的。

這些研究所發現的社區效果，事實上並不是非常巨大（通常能解釋的變 

異量範圍在5%到10%之間）。儘管如此，結果仍是令人吃驚的，因爲這告訴

94我們，從同一社群的其他成員所得到的支持，與住在匱乏社區中造成的負面影 

響相比，前者要比後者來得強而有力（尤其是在心理健康上；請見前面的討 

論）。

反過來看，我們也必須考慮社會網絡是否可能使疾病更加惡化，因而對 

健康產生負面的效果。基本上來說，黏著性社會資本應該會使社群中傳染病蔓 

延的情況更快，就像乾燥的天氣會加速森林大火的道理一樣；架接性社會資本 

應該有助於傳染病從某社群散播到另一社群。~些針對疾病散播的研究，的確 

支持以上這些命題。疾病的轉移乃大大爲社會網絡的模式所形塑，並且可以藉 

由以下因素所預測：網絡的密度與組成的狀態、來往交通的情況、人與人之間 

其他的接觸模式（Neaigus et al.，1994; Moms, 1995; Wallace and Wallace, 1997）。 

因此，社會網絡的密度與特質能預測使用藥物的頻率，以及愛滋病散播的情 

況（Newcomb and Bentler, 1988; Latkin et al., 1995; Wallace and Wallace, 1997; 

Lovell, 2002; Soskolne and Shtarkshall, 2002） °5

5 一個有趣的例外就是，在那些垂垂老矣、病奄奄之吸毒者不幸的陰影下被養育成人的年輕 

人，較有可能遠避吸食毒品之害，如此徹底反向的效果實在很少看到（Lovel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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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些實驗的成果顯示，倘若接觸到了傳染病的媒介，支持性 

網絡就會產生對抗疾病的保護作用(Cohen et a].，1997 ;請見上述的討論)。更 

進一步來說，社會網絡(尤其是當它帶有高度信任、相互關懷的特質時)若 

從健康行爲的角度來看，正是散播「良性」行爲的一個很重要管道。Berkman 
與Glass也提到：「從網絡的價値觀及規範衍生而來的社會影響力，將構成網 

絡影響健康過程裡一個重要但往往被人忽略的途徑」(2000, p.!46) o這個影響 

是正面或是負面的，得看這些規範及價値觀的性質、被傳遞的知識之準確性而 

定。例如，在控制了性別、族群、社會階級等變項後，我們發現學校的整體氣 

氛與孩子是否會抽煙，兩者之間有顯著的關聯(Wuille and Schenkel, 2002)。 

同樣地，瑞典一項針對公共健康的調査發現，社區對體力不佳與否有強烈的 

影響，但社會資本本身並未影響體力不佳與否，也不受體力不佳影響(M. 

Lindstrom, Moghaddassi and Merlo, 2003)0
研究Almada郡的資料顯示，一般而言，社會資本帶來的影響裡，正面的 

要較負面的多；具有較高社會整合程度的人，會擁有較低程度對健康有高風險 

的行爲(Berkman and Glass, 2000)°這反映出的不只是心理上的因素，也包括 

知識的因素。例如，社會孤立的人可能因爲缺乏知識以至於無法戒煙，也可能 

因爲他視抽煙爲自己生活中極少數的愉悅之一，因而戒不了煙瘾(Marsh and 

Mackay, 1994)°

小結：住在凝聚力強的社群中，爲健康帶來的好處

由上述看來，我們不能預設一個凝聚力強的社區總是可以爲其成員的健康95 

帶來幫助，雖然凝聚力強的社群一般都會產生這類益處。對生理健康以及與健 

康相關的行爲而言，社會資本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群本身的文化以及習 

慣。如果你的社群積極鼓勵你抽煙，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太可能對你的健康有太 

大助益。

超越個人因素或在個人層面之上的社群效應，--般據評估後認爲是相對較 

不強烈的。我們認爲社區發揮的效應，事實上必定是經由個人自身的社會資本 

之品質來中介，雖然以下這一點也必須謹記在心：後者本身有部分也是被環境 

的因素所決定的。對個人來說，在一個由心之所向相同、文化類似的個人所組 

成的社群之中，要建立起一個緊密且具支持性的社會網絡，將是較容易的。對 

弱勢團體以及少數族裔而言，避免與具敵意的他者或直接的歧視等接觸，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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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成若干影響。

相對而言，我們很少看到哪些研究能處理方法論上的困難，並能辨識出 

社會資本在社群層面對健康的影響，部分原因是因爲很少有資料在蒐集時考慮 

到社會資本，至於能將社群層面的結群含括進來的就更少了。這種情況如今開 

始有了轉變，有部分原因是因爲人們逐漸認識社會資本的重要性。例如，醫 

學流行病學家一直在思考，爲何住在芬蘭的瑞典裔少數族裔（約占總人口的 

5%），擁有較長的預期壽命，他們認爲這是由於社會資本因素所導致的，就跟 

在美國的Roseto鎭中所看到的一樣。這股較爲濃厚的興趣意味著在未來幾年 

內，我們應該可以對社會資本在中觀或社群層面對健康的影響有更深入的瞭 

解，同時，我們應該會有範圍更廣的例子可供徵引。

鉅觀或國家層面

我們在本章一開始看到涂爾幹對自殺的解釋，他認爲在普遍環境中必定存 

在著某股力量，驅使著毫不相干的人們結束自己的生命。在大多數的情況下，

96由於自殺很少發生，所以自殺的人不太可能認識彼此或共享一個緊密的網絡。 

相對來說，他們之間的共同連結必定是源於更高層面的社會型構（也就是說， 

是在文化上或鉅觀層面上的連結）。

心理健康與快樂

令人好奇的是爲何今日相對而言，較少有研究直接檢視以下的假設：各 

國人民罹患心理疾病比例的差異，有一部分可以由各國在社會資本上的差異所 

解釋。這或許大體上反映出針對不同國家之間心理健康數値的可比較性上的爭 

議。事實上，官方的心理健康數據（諸如因爲精神失常而強制拘禁）或許向我 

們透露出更多的訊息是關於法律架構、提供服務的情況，而不是心理不適的比 

例。同樣地，各國到很晚近才開始進行以國家層面或社群層面心理健康爲主題 

的調査研究，直至今日這類調査仍很少見，也尙未將彼此的項目標準化以便進 

行跨國比較。

然而，已有針對快樂及生活滿意度的跨國比較研究出現了。各國之間的差 

距是很可觀的。例如長期以來，丹麥人陳述出的快樂程度及生活滿意度，都比 

法國人及義大利人高出許多。將超過15個從1970年代中期就開始進行計量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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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的歐洲國家資料加總，合計之後的結果發現，整體而言約有55%的丹麥人 

陳述對生活「非常滿意」；相對而言，義大利人或法國人只有約10%。

最近以來，對各國間差異的解釋都朝著以下的方向進行，即認爲它們只 

不過反映出資料中的「雜訊」罷了，尤其是在表達上的文化或語言差異；丹麥 

人並非眞的比較快樂（他們只是口頭上說比較快樂而已）。但這種懷疑論式的 

解釋遭遇到一些論點的駁斥。首先，針對測試裡關鍵個案的再檢視結果告訴我 

們，語言差異並無法完全解釋國家間的差異。許多人特別注意的是瑞士，這個 

講法語、義語、德語的人混聚在一起的國家。結果發現，不論他們講的語言爲 

何，瑞士人陳述出的快樂程度顯著高於與他們擁有相同語言的法國人、義大利 

人及德國人（Inglehart, 1990）。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比利時，在該國講法語的 

人和講法蘭德斯語的同胞幾乎是一樣快樂，而前者又比同講法語的法國人要快 

樂的多。如此看來，起作用的因素是國家别，而非使用的語言。更爲重要的是 

第二點，雜訊是隨機發生的，因此也應該產生隨機的模式來，然而就像底下所 

要談的，事實並非如此。

這些差異能以社會資本解釋嗎？丹麥人不但自覺較快樂，他們陳述出的社97 

會信任也是比較高的（相較於法國人與義大利人；請參考圖表2.1）。如果我們 

把檢視的國家範圍增大，把歐洲以外的工業化國家也含括進來，我們會發現在 

社會信任與生活安適程度之間，存在著高度的正相關（r = 0.66 ;資料得自世 

界價値觀調査）。這是一項有趣但尙不能具體達成定論的發現，就像我們在第 

二章看到的，高信任的國家往往比較富裕（有可能部分可歸因於它們的高社會 

信任及資本）。如果我們在統計上控制財富這個變項，那麼信任與快樂之間的 

關係就會大爲減弱，這說明了或許較高信任的國家會比較快樂的原因，並不是 

因爲它們較能相互信任，而是因爲它們比較富有。再者，假使我們引進範圍更 

廣的國家來討論，那麼關聯性的強度也會再度減弱，這是因爲南美洲國家雖然 

信任度奇低，但人民卻都活得很快樂。

爲了在這個問題上有突破的機會，我們需要一個細緻的模型。我們需要 

將一些國家之間的差異控制起來，例如收入、年齡、教育及健康。同樣重要的 

是，我們也應該試著去控制整組個人層面的變項，然後看看是否還剩下國家 

之間的差異有待解釋。很幸運，這類的分析已由加拿大經濟學者John Helliwell 
首開先河（Helliwell, 2002a）。就像之前提過的，此分析印證了微觀層面的效 

果：透過婚姻、教會、志願性社團而有較佳社會連結的個人，顯著地會較爲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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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Helliwell的努力並未在此打住，這也正是其精采之處。他繼續探索總體層 

面的差異。

此分析所運用的資料來源，是三波世界價値觀調査，總數共有來自46個 

不同國家的87,606人，資料樣本數十分龐大，以至於可以允許我們把許多因 

素都考慮進來。引入考慮後，我們就注意到Helliwell有關於收入的發現。我 

們幾乎可以斷言，Helliwell發現在個人層面上，賺愈多的人會感到愈滿足，儘 

管金錢帶來的邊際效用會遞減。他發現在國家的層面上也出現類似的模式，愈 

富有的國家感到愈滿足，但同樣具有邊際效用遞減的模式。然而，他發現當控 

制了個人層面的差異後，在總體層面上收入較高與生活滿意度較低有關。換句 

話說，當你周遭的人變得更有錢時，你的快樂程度將會往下降，這就是所謂的 

「負向的外在性」(negative externality)。

把焦點轉往社會資本，我們將看到一個迥然不同的模式。當控制了個人層 

98面在信任及團體成員身分等差異後，總體層面的信任、團體或教會成員數仍是 

顯著的，而且與較高的生活滿意度有關聯。換句話說，倘若你周遭其他人愈能 

彼此信任、愈常上教堂或參與志願性團體，不管你是否也這麼做，你仍會比較 

快樂。相對於收入而言，從生活安適度的角度來看，社會資本似乎能散發出正 

向的外在性。同樣地，自己的同胞是誠實的(通常以是否能容忍逃漏稅的行爲 

來測得)也與具有較高生活滿意度有關聯，即便控制了個人自己對逃漏稅的態

度後仍是如此。

這個模型裡一項有趣的細節是，教育對生活安適度的影響被排除在方程式 

之外。在簡單(雙變項)的層面上，教育程度較佳與較滿意生活之間存在著正 

相關的關係。但這個模型則認爲並非教育本身帶來了快樂，而認爲教育程度高 

的人之所以較快樂，是因爲他們賺了比較多錢、擁有較多的人際關係、參與社 

會的程度較高、較易信任他人、身體較健康。

Helliwell在最終的版本中納入超過40個變項，建構出一個龐大且複雜的 

模型來。儘管如此，由於它使用了橫斷性的資料，它仍難逃脫一個常見的批 

評：因果進展的方向可能有數種可能性。或許是快樂的人會加入倶樂部，而非 

俱樂部使人快樂？同樣令人擔憂的是，或許存在著某個其他的變項或系統性的 

回答偏誤，因此導致帶著特定模式的結果？尤其我們都知道，有些人回答問題 

或看待世界的心態本來就比較正向，而這就在橫斷性資料中產生虛假的相關性 

(Halpem, 19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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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iwell採用了一項聰明的小技巧，起碼處理了上述第二項潛在的問題。

他帶入了個人對自己健康狀態的觀感，把它當成是控制變項。對健康的觀感與 

主觀的生活安適感之間存在著相當強的相關；就像我奶奶經常說的話：「只要 

你能維持自己的健康，那就……。」將對健康的觀感帶入方程式，幾乎可以確 

定會產生「局部謬誤」（partialling fallacy），人爲地降低了方程式裡生活滿意度 

與其他變項之間的相關性程度。6在這個意義下，它就是一個保守的分析。但 

是將該變項用做控制變項，此舉的漂亮之處在於這應該會控制住樂觀主義或正 

面回答方式所產生的偏誤。如果人們在陳述上過度正面，那麼他們就會像過度 

陳述自己生活滿意度那樣，過度陳述自己的健康情況。所以將以上兩者之一控 

制住，將可消除這類偏誤的效果。

近來，Helliwell已將其焦點從快樂轉向了自殺，回到了涂爾幹早年的關懷 

（Helliwell *即將出版）。他初步的結論完美地印證了涂爾幹當時的發現，只是99

前者擴展到許多國家，並使用現代統計方法。他發現，社會資本與其他相關的 

變項解釋了各國自殺率間實質變異量的一半以上。例如，該模型指出，在社會 

信任的測量値中每增加10% （這並非是很巨大的差距，因爲在2001-2004年的 

資料裡，巴西的3 %左右是最低，最高則是北歐國家的65%左右〉，將減低男 

性自殺率十萬分之四，以及女性自殺率的十萬分之0.5。當我們知道各國平均 

的自殺率約莫是男性十萬分之二十五及女性的十萬分之八後，就會明白上述造 

成的差異有多可觀。

總之，Helliwell做出結論說，各國在社會資本上的差異（從公民參與到合 

作的社會規範）對於快樂與自殺都有影響，而且其效果超過個人社會資本的差 

異。雖然他的分析最終仍仰賴橫斷性的方法，但其細緻的程度已達這類分析裡 

所能做到最好的情況。同時，因爲各國之間在生活滿意度、自殺以及其他採用 

的變項上有巨大的變異量，使得它在統計上的說服力很強。他的研究之所以令 

人感興趣，不只是因爲其展現的結果如此完美，而是因爲它立下了一個方法論 

上的標準，可供其他研究者依循。

6局部謬誤乃發生於我們在統計上控制了--個相關的變項後造成另_項統計關係的程度的減 

弱，這有可能讓人下結論認定這項關係的程度比起它實際上的要弱。例如，如果你想去評估 

智商與收入之間的關係，然後你將「鞋子的大小」這個變項（恰好與智商有關聯）加入到方 

程式裡，這個加入的動作可能會人爲地減弱了智商與收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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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健康

若要佐證社會資本在鉅觀層面對健康有影響，最有力的證據來自美國的資 

料。Kawachi等人發現，美國各州的（按年齡做過調整的）死亡率以及加總到 

州層面的各類社會資本數値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係（Kawachi et al.，1997）。 

（按年齡做過調整的）死亡率與團體成員數& = 一.49）、認爲缺乏幫助& 

= .71;透過「人們大多得自己留意」的回答製成百分比）、社會不信任U 

= .79；透過「與人相處時，你必須愈小心愈好」的回答製成百分比）的平均 

水準之間有顯著關聯。事實上，社會不信任解釋了各州在總體死亡率上61% 
的變異。

問題是，社會不信任究竟眞的是原因，或者只是個徵兆。社會不信任程 

度較高的各州也很顯著地較爲貧窮（低於州定貧窮線的家戶，占全州戶數的百 

分比）（r = .52）。貧窮也與較髙的死亡率有關聯（r = .57〉。若是控制貧窮程 

度，的確可減弱死亡率與社會信任之間的關係，但這個關係仍是非常顯著的；

100不只是與總死亡率，也包括與嬰兒死亡率及因惡性腫瘤和腦血管疾病而死亡的 

數目之間的關係，都是顯著的（Kawachietal.，1997）°
在團體成員數與死亡率之間的關係中，我們發現了一個類似但較微弱的模 

式。在任何統計控制之前，團體成員數層面解釋了 22%的州層面在死亡率上 

的變異。控制貧窮這個項目將減少這個效果，但在與總體死亡率及與惡性腫瘤 

的關係上，在統計數字上仍是顯著的。

Kawachi等人此後就複製了這個研究裡的重要發現，使用美國人自我感覺 

的健康以及青少年生育當成結果的測量値（分別可參考Kawachi, Kennedy and 

Glass, 1999; Gold et al., 2002）°自我評估的健康被視爲預測死亡率及殘疾的絕佳 

指標，儘管它看起來只是個簡單的變項（Idler and Benyamini, 1997〉。再次，社 

會不信任較高的州裡，陳述自己健康狀況「尙可或不佳」的人口比例要高出許 

多（r = .71）。但是這項研究裡有一個顯見的進展，就是在個人層面上有關社 

經因素、健康相關因素的資訊也都可以取得。

從更多的文獻裡推知，自我評估的健康和年紀、低收入、低教育程度、 

少數族裔的身分、抽煙、肥胖、缺乏健康保險等因素之間存在著高度相關。從 

微觀社會資本的討論裡，我們可推知獨居也與自我評估健康高度且獨立地相關 

（風險比爲1.93 ; 95%信賴區間下介於1.34-2.80）。然而，即便在控制這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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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變項後，住在低社會資本州的個人往往陳述出較差的健康狀態（控制了其他 

變項後住在低社會信任州裡的居民，相對於住在高社會信任州的，描述自己健 

康不良的風險比爲1.41 ; 95%信賴區間下介於1.33-1.50）。作者的結論是：「這 

些發現與州層面社會資本對個人生活安適明顯產生的情境性效果是一致的，這 

效果是獨立於最可能預測自我評估健康的指標之外。」（Berkman and Kawachi,

2000, p.184）
類似的結論也在橫跨美國39州、針對青少年生育的路徑分析研究中得到 

（Goldetal., 2002）。青少年生育率受到貧窮以及收入不平等所影響，但不平等

的效果似乎主要是透過其對社會資本造成的負面影響而產生的。

針對橫越俄羅斯40個地區以及橫跨匈牙利20個郡所進行的研究，也都產

生十分相似的結果。使用橫斷性、區位式分析，再一次讓我們發現在社會資本 

的指標（政治上的公民參與、工作關係的品質等等）與預期壽命、死亡率之間 

有顯著相關（B. P. Kennedy and Kawachi, 1998）°有人解釋說，在後蘇維埃的俄101 

羅斯裡，住在非正式支持較低的地區中的人，尤其無力抵抗隨著轉向市場經濟 

而帶來的艱困與不適。

匈牙利的例子更是相似。計算年齡介於45-64歲之間的死亡率發現，其與 

人們認定的信任、互惠、從公民和宗教組織中取得的支持等之間存在著高度相 

關（Skrabski, Kopp and Kawachi. 2003）。死亡率乃與不信任的程度最相關，這 

一點與美國的研究資料結果相近。研究也提及性別的差異：男性死亡率受到最 

大的影響來自公民組織提供之協助的變異，女性死亡率受到最大的影響則是對 

互惠的觀感。作者下結論道，在前蘇聯國家裡，「心理-社會因素事實上的確 

是影響死亡危機的決定因素」，同時「在相對傳統的社會裡，中年男子似乎較 

無法應對社會環境中的快速變遷。」（P. 118）令人好奇的是，後一個結論竟呼 

應了以下的發現：在早期報導出來的貫時性健康硏究裡，社會資本似乎對男性 

比對女性的影響要來的大且持續，或許這反映了男性社會資本的變化性較大，

或是男性對缺乏社會資本是比較敏感的。

一個關於公衆健康的爭論：物質性的解釋相對於心理一社會式解釋

究竟是物質性及經濟的因素，還是心理一社會因素（包括社會資本）對健 

康比較重要，這個爭論已經沸沸揚揚地持續許多年。尤其，對於造成國家之間 

健康差異的原因何在，更是爭論不休（R. M. Kaplan, Sallis and Pattereon, 1993;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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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m, 1999） °
無疑地，在健康與壽命上，各國之間存在著實質差異。例如，儘管擁有相 

同財富，在人民的平均壽命方面，希臘人比沙烏地阿拉怕人多活八年；冰島人 

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人多活五年；日本人比美國人多活四年；瑞典人民較德國 

人民多活三年。同樣地，在美國境內儘管有些州的平均收入雷同，但卻有著明 

顯不同的預期壽命。

然而，至今仍未有任何已出版、具信服力的證據，能說明跨國間的健康 

數値變異（不像美國各州間的變異）能被社會資本變項解釋。事實上，在歐洲 

國家裡，社會信任與死亡率間似乎存在著負向的關係，至少在心臟病方面是

102這樣。換句話說，高信任的北方國家，如瑞典與丹麥，相較於低信任的南方國 

家，如義大利與希臘，前者調整年齡後之死亡率經常較高。

美國的資料告訴我們，社會資本與經濟不平等都有很強的影響。Kawachi 
等人以「羅賓漢指標」來測量不平等：爲達所得的平等，高於平均所得之家戶 

必須取出的部分，加上低於平均的家戶必須被給予的部分，合計而成的各州家 

戶收入。人們或許會這麼想，這與貧窮應有高度關係，因爲低於貧窮線的家戶 

愈多，從有錢人那裡轉移以達至收入平等的就會愈多（r = .74）。羅賓漢指標 

也與死亡率（r = .65）及社會不信任（r = .71）有高度相關。

這些高度相關的結果指出，收入不平等、社會不信任、死亡率三者之間， 

都存在著非常緊密的關係，以至於很難去切割它們。Kawachi等人使用路徑分 

析的技巧想加以切割，結果指出社會不信任乃中介於不平等與健康之間的關 

係。基本上，當我們控制了不信任的程度，不平等對健康的影響就大大減低， 

而當我們控制住不平等時，社會不信任與健康間的關係卻仍維持顯著。這個分 

析結果最簡易的解釋就是不平等導致了社會不信任，接著社會不信任又導致人 

們較差的健康狀態。然而，這個解釋本身需要更仔細地加以檢視，因爲這些變 

項都是相互混合的（彼此高度相關），當然，資料本身也是橫斷性的，這會使 

因與果更難有效區別開來。另一個可能性是，不平等撕扯著社會型構，'導致了 

社會資本的崩解。這是Kawachi等人的解釋（1997），同時也得到了一些來自 

於犯罪研究的支持f請見第四章）。

然而，當我們轉而探討各國間的差異時，整個情況就較不明朗。普遍來 

說，住在貧窮國家的人比起住在富有國家的人，其平均健康狀態較糟、預期壽 

命較短。幾乎沒有人會反駁「在最貧窮國家裡，缺乏金錢與資源對健康造成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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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響」的說法。每人平均國民生產總値在美金1,000元左右或以下的國家，

其平均預期壽命是低於50歲的；相反地，每人平均國民生產總値在美金5,000 
元左右的國家(以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標準來看仍然很貧窮)，平均預期壽命則 

接近70歲。然而，財富愈可觀，在每人平均國民生產總値中的增加將帶來愈 

來愈小的邊際效果。最富有的國家中，每人平均國民生產總値約爲美金25,000 

元，而其平均預期壽命接近80歲(比起賺的錢只有其五分之一的國家多出了 

可觀的10年，但長壽得到的益處卻只是收入少於其五分之一的一半而已)(L 103 

Lynch et al., 2000a, 2000b) °7
這個邊際效果遞減的模式意味著，在較富有的工業化國家裡，國家財富與 

健康之間關係的強度實際上消失了。如果我們拿1995年時世界上最有錢的國 

家爲例，財富與健康間僅存在著很微弱的相關(r =— .11; Wilkinson, 2000)。

在這些富有國家之間，健康上仍存在著很可觀的差異，但這些差異似乎用國家 

內部的不平等來預測，比用國家間的經濟差異要來的好(Wilkinson, 1996;G. A. 

Kaplan et al., 1996)。8有些人(尤其是Richanl Wilkinson)認爲社會資本正是整 

個故事裡重要的一環。

收入在個人層面對健康的影響顯示出一個逐步遞減的簡易模式，告訴我 

們較不平等的國家可能較不健康，因爲它們內部處在貧窮狀態的比例較一般國 

家高，因此也有過髙比例的病人。然而，研究顯示若控制了個人層面的財富，

並不會減除國家間在健康上的差異，這種情況也在Kawachi等人在美國各州差 

異的資料中發現(Daly et al., 1998; Soobader and LeClere, 1999)» 究竟無法被財 

富完全解釋的剩餘影響，最適合以「生物社會環境」、「社會資本」(Wilkinson,
1996, 2000; F. Baum, 1999〉，還是「新物質J (neo>material，擇註：新物質取徑 

認爲健康的不平等，是由於人們對於物質世界的資源擁有不同的經驗與取得 

能力，所累積造成的)(J. Lynch et al., 2000a, 2000b; Muntaner et al., 2002)來解 

釋，在後續的研究中引起了很多的爭辯。

Wilkinson堅決認爲，在富裕的國家裡，主要影響健康的是相對的收入而 

非絕對的收入。他認爲絕對的富與貧決定了購買商品的能力，但相對的不平等

7 1993年的數據。

8這個發現本身並非毫無爭議。關係的強度仰賴的是資料中校正與調整動作，但這些動作並 

未受到硏究團隊的檢視，尤其是使用了備受爭論的盧森堡收入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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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了在社會中的位置。9在物質充足的社會中，即便相對貧窮者仍能負擔得 

起基本維生所需物品(飮水、食物、棲身之所、基本的健康照顧)。然而，相 

對貧窮仍然意味著低下的位置、曝露在不安全及較大的壓力之下。

除了繪製出在鉅觀層面上不平等與健康間的關係強度，Wilkinson還 

提出其他證據來支持他的論點。他指出很多研究都顯示，社會梯度(social 
gradient)的情況與健康之間的緊密關係。在這些研究裡，最爲人熟知且方法 

論上最嚴謹的就是Marmot等人所做的努力。在廣爲人知的英國政府研究裡， 

Marmot等人檢視了英國各級公務員的位置與健康間的關係。研究發現，即 

使是在職位上非常細微的差異(外顯在薪水、辦公空間大小、辦公桌大小、 

地毯、甚至是衣帽架上)，都與顯著且有系統的生理還有心理健康差異相關

104 (Marmot, 1986; Marmot et al.，1991)。職位愈高的公務員(随年齡調整過的)， 

生理與心理健康情況愈佳。

Wilkinson也引徵大量的動物研究結果指出，處於社會階層中非支配性的 

地位，對其健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他說，在人類與非人的靈長類動物中， 

有兩種基本的社會組織形式：基於支配階序的「互分高下」(agonistic)社會， 

以及基於平等、互助合作的「享樂爲尙」(hedonic)社會(Trower, Gilbert and 

Sherling, 1990)。基本上，Wilkinson認爲經濟不平等的國家屬於互分高下的社 

會，內部存在著清楚的支配階序，在這階序中，權力與強制力使人取得資源且 

無視於他人的需要。相反地，較平等的國家則具有較多相互合作的社會關係， 

在其中人們的需要透過分享與互惠的義務而得到實現與中介。他認爲在一個 

階序分明的社會，社會關係會比較萎縮，同時「社會連繫和朋友網絡似乎對 

健康有高度保護作用，就像地位低下與健康惡化有關一樣。」(Wilkinson,2000, 

p.142)

反對Wilkinson的論點是認爲他的心理一社會性解釋忽略了物質條件的重 

要性。有些人甚至認爲，社會資本理論很有效地在健康不佳的問題上「將過錯 

歸在受害者身上」，忽視了鉅觀層面的社會與經濟政策產生的效果(Pearce and 
Smith, 2003)。其他非社會資本的解釋仍舊存在。普遍而言，健康較差人口居 

住的地段，對公眾健康產生了超乎比例的影響。例如，假若有一群貧窮且衣衫 

襤褸的人住在你周遭，他們將成爲「沈淪的一群」，像肺結核之類的傳染病於

9確實，相對不平等也對絕對購買商品的能力產生了影響，像是特定低成本的商品會變得較 

難取得(例如煤》。



第三章徤康與生活安適程度99

是找到棲所並開始散播。富有的人絕大多數都逃離這個問題並移往郊區，因 

此保護他們免受傳染的威脅，以上說法並未得到證據的支持。疾病迅速地從

「沈淪的一群」裡沿著運輸與通勤而散播：「在主要大城市中的貧窮社區，身 

受政策所引發及維持的都市衰退所苦，它們對美國人口裡廣大的一群國民之健 

康、安全以及生活安適，產生了超出應有比例的影響。」（Wallace and Wallace,

1997, p. 1344）

Lynch等人（2000a）以一個隱喻來說明，即在空中長途飛行許久的飛機 

裡經濟艟乘客的健康比在頭等艙裡的還要差。他們指出是在經濟艙的乘客在飛 

行時忍受的較糟條件（較差的食物、較擁擠的空間），而不是那些乘客在下飛 

機時看見頭等館的座位寬敞而心生嫉妒（J. Lynch et al., 2000a）。同樣地，他們 

認爲不平等影響健康，是因爲它與健康相關的基礎公共建設得到較少的抑注有 W5 
關（教育、健康服務、交通運輸、環境控制、住宅品質以及職業上對健康的規 

定），而不是因爲不平等或社會資本本身。

以下的發現印證了他們的論點，即在加拿大各省分之間（不像美國各州" 

那樣）幾乎未看見不平等與健康之間有關係（N. A. Ross et al., 2000）°他們認 

爲這暗示眞正關鍵的關係並不是不平等、心理一社會環境以及健康之間的，而 

是服務的品質與健康之間（因此，加拿大普遍優秀的公共服務品質消除了原效 

果）。類似的證據也能在社會歷史學者的研究裡看到，他們指出了公共投資對 

於抵銷工業發展對健康的負面影響有多麼重要（Szreter, 1999）。另一個證據是 

之前提過的，即在歐洲各國，社會信任與死亡率之間似乎存在著負向的關係 

（至少就心臟疾病而言〉。

Wilkinson的研究整體看來是強調心理-社會的路徑，這點頗具爭議地給 

人一種忽視較傳統公共健康之解釋的印象；或許在他想反駁「經濟成長本身 

永遠是件好事」觀點的關懷中，他低估了絕對的財富能產生有益健康的效果。

Lynch等人的研究，也強調了可能有助解釋龐大總體差異（像地中海式飮食）

的其他文化因素占有的潛在重要地位，而這在美國脈絡下可能並不是以同樣的 

效果出現的。儘管如此，他們的批判仍讓人覺得在某些點上過度推論了。

加拿大的例子很有趣，但以加拿大各省整體看來，不平等的情況和緩許多 

（同時數目也小），因著統計上直截了當的原因，導致大大限縮了以不平等解 

釋變異的能力。事實上，另一項更近期的硏究確實發現在加拿大的健康地區之 

間，收入不平等與死亡率之間存在顯著關係（Veenstra，2002a）。有趣的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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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研究發現，由社團參與、公民參與測得的社會資本，與較低的死亡率有關 

聯（而且財富本身與死亡率無關係）。

第二，上文飛機的比喻巧妙之處在於其簡單明瞭，但仍有些誤導的成分。 

爲了使它能與眞實的研究進行比較，我們必須控制住個人層面的特質（乘客的 

財富、座位的大小等等），然後看看是否在不同層面的座艙之間存在著差異。

106在同樣針對國內層面（以及在美國）的研究裡，原本的差異仍舊存在，這意味 

著在這個比喻裡，控制了座位大小等因素後，仍然在座艙之間遺留下有待解釋 

的差異。更重要的是，論點裡很關鍵的一部分並非只是經濟艟乘客最終的健康 

比起頭等艙乘客差，而是不同座艟間的差異本身產生了超越個人物質條件（座 

位大小等）或在其之上的影響。因此，較適當的測試應是比較擁有不同座艙的 

飛機與只有一種座艟的飛機之間的差異。透過社會資本的視角來看，隨著時間 

過去，在「乘客」之間建立起的社會關係（不論是在艙內或艙間），都是整個 

故事裡很重要的一部分。

事實上，在Lynch等人最近的論文裡（分析16個富有國家年齡與特定原 

因致死的死亡率），他們發現經濟不平等與死亡率有關係，尤其是與出生、嬰 

兒存活以及意外傷害（Muntaner et al.，2002）有關。然而，他們發現了證據以 

證明物質論者的解釋，即一國財富狀況與死亡率間的顯著相關。國家中有愈多 

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傾向的投票支持者，國會裡有愈多社會主義者及女性議 

員，社會民主傾向或福利國家傾向的政府執政愈久，該國具有愈低的死亡率。 

社會資本也與較低的（隨年齡調査）死亡率有相關，但這個關係比起與經濟不 

平等以及與福利國家傾向關係還弱。

諷刺的是，跨國層面社會資本（以及不平等）的影響之所以不是那麼顯而 

易見，或許是因爲在中觀層面及微觀層面的社會資本所致。人們在面對不平等 

以及地位階序體制帶來的負面效果時，最有效的因應策略之一，就是尋找一個 

能讓他們不會感到低人一等、愚蠢、不受重視的社會環境（或受保護的特定地 

區）（Charlesworth, 2000; Wilkinson, 2000）。人們試圖打造這樣一個有別於外界 

的地帶強度，在邏輯上受到鉅觀層面不平等程度的驅動——而他們達成所望的 

程度，也端視他們如何解消鉅觀層面上不平等的負面效應。

小結：解釋鉅觀層面上發現的結果

快樂與生活滿意的資料，都強而有力地支持了社會資本在鉅觀層面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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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安適度的影響。Kawachi等人集結而成關於生理健康變異的資料也能提供 

支持，而且似乎顯示在美國、俄羅斯、匈牙利有巨大的環境層面上的效應。然 W7 
而，仍存在著一些不足，像關於跨國心理健康差異與社會資本的研究上；而且 

針對生理健康及預期壽命的跨國資料中仍有模糊之處，因此爭議仍籠罩在此議 

題上。

在鉅觀層面的效應被看到之處，存在著三條關鍵路徑，能成爲最適切的中 

介項。

首先一般來說，身在高信任的州或地區中的人們，可能會對其他人較爲 

「友善」。這意味著生活在這些州的人普遍較沒有壓力/這些州的生活壓力較 

輕——不論是朋友或陌生人，都是以愉悅態度及公民精神來相互對待，讓□常 

生活運作更順暢、更無衝突。它也指出了人們一般較能相互支持，不管是朋友 

或鄰居，都能在需要時伸出援手，而對陌生人也能幫忙指引方向、不占便宜。

這可能有一部分反映了社會資本在中觀與微觀層面上未能被測量出的作用（請 

見之前的討論〉，但也可能反映出鉅觀層面的眞實效果——個具有公民精神

及陌生人間相互尊重的文化。

其次，對於健康的影響可能與經濟不平等有關。不平等可能與較差的健 

康有關，這是因爲非常貧窮者其健康情況格外差，並將疾病散播給其他的人。

不平等經常被發現與總體層面的社會資本數値之間有高度相關，而試圖釐清 

這個關係與健康之間的關聯則是非常困難的。例如普特南提到，在不平等與 

一個測量他研究的義大利例子之公民參與複合指標之間•存在著很強的關係 

（r = .81; Putnam, 1993 :請一併參考第八章）。在這領域裡所有意見相左的 

研究團隊，都發現在統計上控制住不平等可大大減低社會資本與健康之間的 

相關強度，反之亦然，雖然它們對於此現象的解釋各異（Kawachi et al.，1997; 
Veenstra, 2002a, b; Muntaner et al., 2002）°團體成員在面臨不平等時將更緊密地

連結在一起，此事實所產生的抵銷傾向又會增添這個故事的複雜程度。

第三個可能性是高社會信任的州之所以健康情況較佳，是因爲它們的公共

服務做得比較好。Lynch等人認爲政府對醫院、福利服務、公共設施的投資，

被認爲對人民健康產生了實質的影響（Muntaner et a!.，2002）°但再次看到，這 

個例子確實證明了在州層面的社會資本與政府表現、政府研發與實行政策的 

能力之間，還有經濟不平等和福利國家傾向的程度之間，存在著高度相互增 

強的關係（請看第六章）。高社會資本陳述的地區擁有較佳的健康照顧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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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美國各大都會地區內的情況正是例證(Hendryx et al.，2002)。在各個政 

108策領域裡，已得出「較高的社會資本導致較髙的支持與較有效的公共服務的遊

說」這個論點。在健康的脈絡裡：

例如，社會資本藉由影響對重新分配政策的支持、對普遍健康照顧保險的

支持(這兩項都是政府的核心目標〉，來影響這項能力。一個政府所管轄的

範圍内社會資本低，可能欠缺選民對其介入的支持，因而不願配合(或至

少在紀合時無法不帶著可觀的政治風險)(Lavis and Stoddart, 1999, p. 14)。

如引述之言所說，政府的行動乃位於不平等程度的差異之後。事實上，社 

會不信任在美國各州中與「最大福利協助占每人收入之百分比」呈現高度負相 

關(r = .76; Kawachi and Berkman, 2000, p.186)° 因此，至少在美國的脈絡下， 

我們發現有證據能支持介於社會資本、不平等、政府行動之間互相加強的三角 

關係(請看圖3.1〉。

W9 總之，當前的文獻告訴我們，至少有些健康與生活安適在鉅觀上或大規模 

總體實質的差異，能被社會資本以及關係的平等所解釋。我們有個很強但未經 

證實的例子，可說明社會資本差異部分地中介了不平等對健康的影響，但也有 

個很強的例子說明不平等透過另一條路徑展現其影響力，像「沈淪」的不健康 

的人直接威脅公眾健康這樣的解釋。政府行動幾乎可以很確定地說，對公眾健 

康也具有很顯著的影響，而政府贊助的計畫在解釋錐觀層面差異上也有幫助， 

雖然這種行動本身有一部分是仰賴一國或一地的社會資本(Woolcock，1998; 
Szreter, 1999; Lavis and Stoddart, 1999 ;請一併參考第六章)。

這個基本三角關係如圖3.1所示，逐漸受到各方的審視，但我們應賦予不 

同連接之上的重視仍有待最後的確定，而且可能出現差異。我們尤其需要以下 

這種研究：利用標準化的測量方式，嚴格控制住個人層面如飲食習慣這類健康 

行爲，比較心理與生理健康的跨國差異。或許「我們在每條因果路徑上要放置 

多少重要性，這個問題是有個絕對答案的」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它們本身或許 

得視不同的情境而定。例如在加拿大，不平等扮演的角色就顯得比在美國弱了 

許多，這部分反映了兩國在健康照顧體系上的差異。同樣地，社會資本的不同 

也可能在美國比在歐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歐洲，政府行動上的差異可能就 

足以解釋更多的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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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社會資本、不平等及健康，三者在鉅觀層面的關係

本章探索了社會資本與生理、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在個人或微觀層面 

上，證據告訴我們確實存在著很強的關係。從事以下行爲的人比不從事者擁有 

更佳的健康狀態，而其重要性依底下順序遞減：結婚、擁有親密的朋友、參與 

教會或成爲倶樂部會員。不同類型的關係之間似乎存在著相互替代性——只要 

你擁有愛你與支持你的人，你就能享有保護性的效果。

普遍來說，一個類似的模式也在心理與生理健康上看得到。有許多貫時性 

研究顯示，在某一時期裡的社會孤立能準確預測往後的健康不佳以及（隨年龄 

調整過的〉死亡率，這些結果重覆印證了前述命題，也加強了我們的信心。擁 

有支持性人際關係的個人較少患憂鬱症；到了老年時認知衰退的程度會較低； 

比起社會孤立者，較不容易早逝的機率是好幾倍之多。

對於這些非常正面的結果，仍存在著許多必須存疑之處。與男性比起來， 

對於女性生理健康比較沒有一致的影響。在許多的疾病上，像心臟病、中風， 

個人關係展現在疾病首次發作後存活率上的效果，比起展現在預防疾病發生的 

效果要較明顯。另外，親密的人際關係對健康的影響，也發現不全然都是正面 

的。人際關係可能成爲傳染病與不健康行爲的流通管道，而在特定的不適症狀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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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如阿茲海默症，倘若關係會帶來沈重的責任義務或在本質上非常重要， 

有時會使預後惡化。

不少著作如今都在探索能解釋「人際關係一般而言如何產生保護健康的作 

用」的生物一心理-社會路徑。這包括了工具性的緩衝效果（例如在艱困時的 

財務幫助）、認知效果（例如改變觀感或回應壓力的方式）、生理效果（例如對 

朋友有信心會改善免疫系統的功能〉。這些個人層面的有力發現，深植於普特 

南對於社會資本與健康間關係的堅強立論裡。

在社群層面或中觀層面上，也存在著合理證據來說明社會資本對健康的正 

面效果。美國小城鎭Roseto這個令人驚豔的個案研究似乎顯示，一個緊密、 

平等主義傾向的社會，能保護成員免受心臟病之害，即便它並非鼓勵成員採 

用健康的飮食習慣。同樣地，在高度凝聚的社會中罹患憂鬱症的低比率（像 

Amish）*告訴我們一種對心理健康類似的正面效果。族群與團體的密集效應， 

對心理或生理健康的影響也提供進一步的關鍵證據來支持論點。群集在一起的 

團體似乎可以使社群成員的健康受益，透過的方法是減低他們所受到的歧視， 

並增加他們相互的支持。然而，這些區位上得出的結果在規模上其實很有限， 

至少相對於個人層面社會資本對健康的影響上是如此。

在鉅觀層面上，有堅實的證據證明社會資本對快樂、生活滿意度及減低 

自殺率，能產生的正面區位效果。至於對生理健康上，證據就比較複雜。在同 

一國家的各地區，尤其是美國，社會資本對生理健康產生影響乃有清楚的證據 

m （超過收入水準及個人層面的健康相關行爲的效果，或在其之上）。跨國差異

的研究也顯示出有大量生理健康變異無法藉由收入水準之差異來解釋。然而， 

許多的爭論圍繞在「什麼可以解釋這些國家之間的差異」。累積下來的證據指 

出了社會資本、不平等與公共支出模式三者之間相互加強的三角關係，能夠解 

釋鉅觀層面在人口健康上的差異（結合傳統上一些其他的解釋，像飮食習慣與 

生活風格）。至於在國家層面上，心理健康與社會資本之間的關係，則鮮少甚 

至完全沒有任何證據來支持。

既存的證據已經讓一些專家提出意見，認爲健康政策應該把焦點放在社 

會資本的概念上，將之視爲重要且以往被大大忽視的一個能改善公眾健康的手 

段（Abbot，2002; Gilbert and Walker, 2002; D. M. Petersen, 2002; Pilkington, 2002; 
Watt, 2002）。但是，卻仍存在著很強的反對意見（Pearce and Smith, 2003）。此 

時，我們需要的是在臨床試驗裡加入合適、細心打造的社會資本（尤其是在中



第三章健康與生活安適程度/05

觀層面）。

在急忙將社會資本理論應用在健康議題上時，很重要的是我們也必須指認 

出能解釋社會資本在健康上的影響的因果路徑，並非在所有分析層面上都是一 

模一樣的。就像有個評論如此陳述：

決定社會資本的原因及結果的過程，或許在每個集合體中的層面上都是相

當不同的。例如在地方社群的層面上，社會資本十分仰賴鄰居們每天的曰

常互動更勝於只是支微末節的社會政策。相反地，在州或國家層面上的社

會資本程度很有可能反映文化、杜會、經濟政策及其他鉅觀社會力量的影

響（Lochner, Kawachi and Kennedy, 1999, p. 11）。

就像我們已看到個人關係的品質在微觀層面深具影響；在鉅觀層面，國家 

政策的魅影揮之不去；然而也是有重疊之處的。有些政府行動可以產生可見的 

影響來改變日常生活關係的品質；同時，文化性的互動習慣與信任可能也對政 

府運作及政策產生深遠影響（請參見第六及八章）。

在各分析層面上都看得到兩個普遍的因果議題浮現。我們不斷發現關係的 

品質很重要。僅僅認識某人是不夠的（這關係必須是支持性、正面的，才會對 

健康有所助益）。其次，對健康最有效的影響似乎來自最親密的關係（微觀層面112 
的黏著性社會資本）。然而，雖然後一論點似乎顯而易見，但値得注意的是這 

並非適用在所有的結果變項。例如經濟提升似乎較仰賴於散播四處的架接性社 

會資本（請參考第二章）。

最後的這組對比有助於解釋一個令人震驚的發現：個人層面的向上社會流 

動，經常與較糟的健康狀態有關聯（即使一般而言較髙社會經濟地位的職位與 

較佳的健康狀態有關）。簡而言之，當我們決定接受某個遙遠城市裡一個令人 

嚮往的工作機會，而離開我們卑微的出身時，這個決定對我們的銀行存款來說 

可能是項利多，但對於維持我們健康及生活安適的親密關係而言可能就是項惡 

耗。潛在的壓力是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我們在稍後的章節裡將再回到這個問 

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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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閱讓

由Berkman與Kawachi（2001）編輯的著作含括了許多頂尖學者討論社會資本 

與（主要是生理的）健康，是近期在此議題上很傑出的選集。這些作者也另外撰 

寫了一篇對心理健康簡潔但面面俱到的評論（Kawachi and Berkman, 2001），另外， 

McKenzie ' Whitley與Weich （2002）也針對心理健康與社會資本，寫了一篇簡短的評 

論。若想瞭解生活滿意度與自殺，請參考John Helliwell精采的文章（例如2002a）。若 

想認識較爲民粹主義的取徑，請參考Ornish （1998）。

想要瞭解社會資本、不平等與健康之間關係，請參考Richard Wilkinson那本書 

（1996），將能取得一個有洞見、具挑戰性的觀點。如果你眞的找來看，或許你再找另 

一類的觀點，像J. Lynch等人（2000b）或Muntaner等人（2002），以取得均衡，這也 

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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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六個孩子的母親，最近剛隨著丈夫從底特律郊區搬到耶路撒冷，她説

之所以這麼做，其中一個原因是要讓她年幼的孩子在耶路撒冷享有更多的

自由。她能放心地讓八歲大的孩子帶著六歲大的弟妹搭市區公車穿過鎮上

去上學，也能放心地在沒有大人陪伴的情況下，讓小孩獨自在市内公園遊

玩，這些事都是她在以往居住的地方不敢做的。

Coleman, 1988, p. 99

犯罪學者經常提醒我們，犯罪是一項複雜、變化多端的現象。像殺人這樣 

的暴力犯罪與偷竊這類的小過之間似乎不太具有共通處。儘管如此，當中仍有 

一些清晰可見的模式還有待我們提供更一般性的解釋，像是跨文化觀察到較年 

長的青少年違法的高峰期，或是戰後西方工業國家中普遍增加的犯罪趨勢。

當然導致犯罪的原因有很多——而其理論幾乎也一樣多。俗民觀點充斥， 

但許多都缺乏佐證。例如，人們認爲是貧窮導致了犯罪，或覺得兩者間有高度 

相關，然而一般說來卻未有證據支持這論點。像經濟大蕭條這類經濟困頓時期 

並未與異常偏高的犯罪情形有聯結(D. J. Smith, 1995)。這證據讓我們相信， 

如果貧窮對犯罪有影響，那麼也是做爲條件式或其他的變項(Faulkner, Hough 

andHalpern, 1996) °
和理論充斥的犯罪學理論相較，社會資本是較新的概念，儘管大多數犯罪 

學者對其體現的想法都不陌生。照定義來看，社會資本將注意焦點放在社會關 

係、互助合作規範與非正規約束力對違法行爲的潛在影響。它在既存理論間串 

起解釋的脈絡，隱然爲長久以來涇渭分明的微觀性(心理學)及鉅觀性(社會 

學)方法架起了一座橋樑。此外，社會資本理論也有助於激發嶄新而具前瞻性 

的研究，同時也提供想降低犯罪情形的政策制定者一項新的關注焦點。然而， 

就如同預期的，社會資本與犯罪之間的關係證實是盤根錯結，尤其是社會資本

113

114



108社會資本

的構成元素有時似乎對犯罪有著反效果。

•-如對經濟與健康影響的討論，本章將從社會資本與犯罪在個人或微觀層 

面的關係開始，隨後再檢視能證明中觀及鉅觀層面影響的證據。最後，我將試 

著更綜合性地歸結社會資本與犯罪間的因果關係。

微觀層面：犯罪者與受害者的社會資本

令人訝異地，在全世界各地犯罪行爲都是年輕人間的普遍活動。最具代 

表性的是約三分之一的年輕男性在30歲前都曾犯過至少一起嚴重或可遭起訴 

的罪行(D. J. Smith, 1995; Home Office, 2003)。如果先將官方數據置於一旁， 

轉而去看針對「普通」大眾所做的調査，我們或許能有信心地定下結論指出， 

大多數男性在年輕時都曾短暫「經歷過J犯罪。大多數年輕人在經過一到二次 

定罪後就不再犯。然而，少數人仍持續犯下許多罪行。約5%的男性似乎要承

115擔起三分之二可歸屬於個人的罪行，包括在年紀很輕時就開始犯罪的累犯在內 

(Faulkner, Hough and Halpem, 1996; Hagell and Newbum, 1994)° 犯罪者通常都

是多樣的，犯下的罪行五花八門，而不會限於某幾種(Gottfredson and Hirschi, 

1990)。

這些穩固的模式對所有一般犯罪理論拋出了一些基本的問題：相較於年紀 

更輕者或更大的成人，爲何會有這麼多年輕人犯罪？在大多數人都不再犯罪的 

情況下，爲何會有少數人一直持續犯罪？爲什麼是男人犯罪，而不是女人？

讓我們從年齡與犯罪之間續存的關係開始。這個問題一直是犯罪學領域裡 

最大的謎團之一，而且這個模式在世界各地都看得到。從自首資料裡發現，幾 

乎所有犯罪行爲都在15到18歲之間到達巔峰(Farrington, 1986)，但是從逮捕 

數據裡看到的顚峰時間要再晚個幾年(D. I Smith, 1995)。1或是讓我們換個方 

式來看：爲什麼這麼多年輕人曾經犯過罪，但之後卻能戲劇性地拒絕再犯？

主要的解釋似乎在於社會資本與生命週期中關係的常態發展，及與非正規 

「社會控制」的連帶關係上。在常態的發展中，孩子會與家人及父母緊緊地連 

繫在一起，但這些親子連繫在青少年時期會有減弱的傾向(Leffert and Petersen, 

1995)。

1當然，某些犯罪類型發生的時間會偏向較晩，像是家庭暴力與商業詐欺一•特別是因爲青 

少年通常還沒結婚，也沒有在公司裡擔任較高階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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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在工作上安定下來及組成新家庭之前，一般都會有一個不穩定的時 

期……，在這個轉換的階段，年輕人脱離了他/她的父母所加諸的約束力 

量，但卻還未投身於未來可能會帶有約東力的相互成人關係中。在這種情 

形下+，青少年因爲游移在適用於孩子與成人的非正規社會控制機制之間， 

因而極難駕馭……目前這個研究領城非常活耀，但社會連繁的形成如今似 

乎變成解釋青少年時期過後中止再犯罪的主要理由（D. J. Smith, 1995, pp. 

428-30） °

這個理論並不新鮮（例子請參閱Trasler, 1980），但從Sampson與Laub 
（1993）的研究之後，這個論點有了顯著的提升。他們以1940年代及1950年 

代500位遭判罪的青少年，以及500位非行爲偏差者的生命史資料做爲樣本重 

新進行分析，發現工作穩定度、於常態教育的投注程度、職業角色、婚姻狀 

況，都能在因果上有效地預測是否會中止犯罪行爲。他們的結論是：「社會連 

繫……，創造了責任和約束的獨立體系，這種體系對想將犯罪傾向付諸行動者 

強加了昂貴的代價。J （p. 141）這些社會連繫同時也提供獲得成就感與滿意度 

的機會（它提供了紅蘿蔔，而非只有棍子），鼓勵年輕人捨年少時犯罪的歡愉

而去換取成人世界和主流社會裡的滿足（Trasler，1980）。

Sampson與Laub的研究精采之處，在於它不但有助於解釋大多年輕男性 

都曾有過犯罪經驗的原因，也一併解釋了爲何少數人無法忘情犯罪（這是另 

一個犯罪學上的重要謎團）。使得大多數人遠離犯罪的正是非正規的社會控制116 
和特定規範的內化，而非法律的威脅或正式的懲罰。因此，那些尙未建立起新 

的、強健社會連繫的初成年者，就會是持續犯罪的高危險群。

我們也必須考慮另一個與之相對的假設：要是缺乏社會連結本身只是一種 

「反社會」或「偏差的」人格呢？已經有許多人格以及心理變項被提出來解釋 

爲何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犯罪，如智商低、自我控制能力低、容易衝動和具 

高度攻擊性。或許正是這些特徵，導致某些人遠離了慣常的成人人際關係，並 

導致其他人不想與他們結交，同時這些特徵也個別地增加他們犯罪的可能性。

這種根據人格做出的解釋可以在早期犯罪因素中看到，如心理不安、濫用 

藥物、早年受到暴力與虐待的經驗等，甚至在基因研究中也可看到這些解釋。

在與持續犯罪的完全相關性中，有許多在因果上都含糊不清，像是不穩定的工 

作紀錄、擁有行爲不檢的朋友、早年被退學或輟學。在每個狀況中，我們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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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立即判斷出該關聯性是由潛在個人特徵所致，或者是由社會脈絡導致犯罪。 

例如，被退學僅是「犯罪人格」的一個癥狀，抑或是促成稍後犯罪行爲的原因 

呢？（因缺乏求職時的所需條件，而使得年輕人轉向以犯罪做爲謀生的最佳選 

擇）

答案是兩種類型的因果關係都起著作用。個人特質在某個程度上會影響環 

境與人們置身的社會網絡。例如，童年時的過於好動乃與之後青年時期具高度 

侵略性及行爲不檢顯著地相關（Brannigan et al.，2002）。然而，同樣也清楚地 

顯示，環境與網絡對年輕人的未來犯罪行爲有著實質、額外的影響（Sampson 

and Laub, 1993〉。同樣地也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年輕人往後選擇及轉 

變的個人特質，本身也受到其社會環境的影響。例如在童年時與父親關係疏 

遠或父親身在遠方；經歷過粗暴或喜怒不定的管教方式，或父母的教養方式 

帶有敵意；父母的工作不穩定。這些都是對日後犯罪與否的額外預測依據

（Fanrington, 1992; Brannigan et al„ 2002）»因此，在個人社會脈絡及其逐步發展 

的性格、生活方式之間，可以看到一個鬆散的相互補強關係。然而，這並不是 

完全決定論式的關係。一個機遇或正向的關係，也可能戲劇性地改變一個人的 

生命歷程。

117 在支持性社會關係提供潛在正面效果方面，ZoccoliHo等人的研究 

（1992）提供一個很好的說明。他們針對身陷麻煩與種種不利條件下的年輕人

進行貫時性硏究，提出一個類似發現：童年時的行爲不檢，能有效地預測成年 

後的反社會人格以及其他問題。但他們也支持Sampson與Laub的論點，他們 

發現少數曾身陷麻煩，後來卻能反抗這個走向的孩子，往往是因爲他們擁有一 

個支持他們且非行爲偏差的配偶或伴侶。Quimon等人（1993）發現支持性同 

居關係所產生的類似正面效果，但同時也提到行爲不檢的年輕人較不可能搭配 

到這種具支持性的伴侶，因此造就了微弱社會連繫與更偏差行爲的惡性循環。

相同的詞彙也可以用來解釋部分的性別差異，但同時也要注意文化與生 

物性因素的潛在有力影響。女孩及年輕女性被強烈鼓勵將精力投注於照護的關 

係中，如同男性與年輕男孩具侵略性的行爲容易得到寬恕一樣。儘管某些行爲 

上的性別差異可能是基於部分的生理差異，其餘的則不是；文化上可以接受 

某一性別擁有的行爲+，在另一性別上卻不被接受。例如，哭泣的行爲在年幼 

的男孩、女孩身上發生的頻率大致相同，但在西方父母的眼中，女孩哭泣被 

視爲正常行爲，在男孩身上卻成了有問題的證據（Simpson and Steveson-H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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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不論是受到文化因素還是生理因素的驅動，女孩較有可能在家庭內投 

注精力於照護的關係上，並於日後會在小小年紀時就步入婚姻。基本上，女孩 

與降低年輕男性犯罪行爲的關係有較緊密的關係。

社會控制或社會資本的假設，已得到蒐集自各國與各種情境的經驗證據 

所支持。例如，美國一項針對費城出生的世代研究分析顯示，一個人的社會資 

本如何影響其在合法領域內的優先權和所得，以及強化個人與社會的連繫如 

何增加個人對偏差行爲所要付出的代價，因而降低了犯罪的可能（J. Williams, 
1997）。社會資本（如年少時的同儕影響力）是透過年輕人的人力資本（如 

受教育的年數）預測犯罪的重要因素（J. Williams and Sickles, 2002）。在瑞 

典，一項針對800位15歲學生所做的研究顯示，父母的參與（不論在個人或 

是學校總體層次上）如何產生影響青少年避免各種偏差行爲的社會資本（P. 
Lindstrom, 1993）°在德國，一項針對500位年輕人的研究指出，父母與學校在 

壓制違法行爲與右派極端主義上扮演關鍵角色，特別是在前東德脫序現象普遍1W 

橫行的情況下更是如此（Hagan, Merkens and Boehnke, 1995）°在中國，一項針 

對269位被逮捕過兩次以上的累犯所進行的研究發現，在控制了常見的風險 

變項後，假使犯罪者後來結婚或被釋放後找到工作，那麼其再犯的可能將大 

大減少（Liu，1999）。而在加拿大，從兩份針對街頭青年的研究看出，父母的 

遺棄、家庭破裂、負面的學校經驗能解釋他們爲何在街頭遊蕩，以及就業如 

何能夠重新將他們的生活帶離無家可歸及以犯罪維生的生活方式（Hagan and 
McCarthy, 1997）°總而言之，親密與主流人際關係的存在與否，大大地決定了 

年輕人是否涉及犯罪行爲以及是否會持續下去。

幫派以及「負向J社會資本

到目前爲止所呈現的分析敍述的都是社會網絡在防止犯罪上所扮演的正面 

角色。基本上，這暗示著與社會脫離就非常有可能做出犯罪的行爲。但是，這 

種敍述並不完全，並且從社會資本的觀點來看，實際情況是更複雜一些。

持續犯罪的典型青少年罪犯不僅脫離主流社會網絡，他們可能也與一個 

「爭鬥」（rival）或偏差的社會網絡有連結，在那之中認爲違規是無妨，甚至 

是受到期待的行爲。Hagan與McCarthy針對多倫多與溫哥華的街頭少年所做 

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證。街頭少年不僅與主流社會結構脫離，同時也在社群上

結合了會傳授他們街頭犯罪技巧與知識的關係——作者稱之爲「犯罪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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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 capital) (Hagan and McCarthy, 1997)。同樣地，一項針對哥倫比亞 

少年偏差行爲的研究指出，「墮落的社會資本」(capital social perverso)扮演 

產生少年偏差行爲的主要角色(Rubio, 1996)；同時，根據團體研究的記載， 

同儕的影響力經常沒有勸阻，反而鼓勵了犯罪的發生(J. Williams and Sickles, 

2002)。

有一份讀起來很像出自狄更斯小說作品的美國政府報告，內容很重視「壞 

蛋學園J (schools for scoundrels)的存在問題，它是由職業騙徒所籌組而成，專 

門教授其他騙徒「敲竹槓」的精妙技巧。警方的報告指出，在離開某地區去另 

謀新市場時，騙徒間經常會交換「肥羊名單」(即曾受到騙徒詐騙者的名單)

(US Senate Special Committee on Aging, 1993)°
119 很明顯地，這個例子突顯了社會資本的潛在缺點——任何一種形式的社會

資本對所有相關人等並非都是「良好的」。這個研究領域最惡名昭彰的例子， 

當然就是黑手黨的組織型犯罪(Servadio, 1976)。犯罪社會資本(擁有也參與 

犯罪的朋友)當然是一種社會資本形式，它讓人更容易犯罪。身爲幫派的成員 

才能參與更大的案子；在其他人犯罪時才能有人在外頭把風；才能提供一個連 

繫的網絡去銷售賦物以及購買非法物品。在社會的更髙層次上則會表現爲貪污 

及濫權(例子可參閱Blomberg, Maier and Yeisley, 1998)。這種犯罪資本對社會 

上其他人來說顯然並不算是優點，而且它也證明了以下論點：就像資本的其他 

形式，社會資本不但可促進「好」行爲，也可「助紂爲虐」。

有個研究者創造出「負向社會資本」(negative social capital)這個詞彙，用 

來指涉像幫派這類非常態、反社會的關係(Liu, 1999)。在針對中國被逮捕過 

兩次以上累犯的研究中，Liu發現，雖然常態形式的社會關聯能減少再次犯罪 

的可能性，幫派的身分(或「負向」社會資本)則明顯地會增加再犯的可能

(Liu, 1999)。在這個例子裡，使用「負向社會資本」這個詞彙頗引人注目， 

但放到更大的脈絡下就會產生問題，畢竟它依據的是從何謂負面的特定觀點做 

出的後設(post hoc)判斷(請見第一章)。例如，要視某個地下反抗運動爲正 

向或負向，端賴你本身的立場而定。

先將語義學擺一旁，顯然某些帶有目標的社會資本形式常令整體社會覺得 

困擾。於是，政策目標就變成要打破或導正這些犯罪社會資本型式，並鼓勵身 

陷犯罪高危險群的個人與較主流的社會網絡產生連結。矛盾的是，社會處理犯 

罪的主要工具之一很可能剛好產生與政策目標相反的效果：把犯錯的人關進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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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往往會減弱其與家庭及主流社群的連繫，而且也對重建這些連繫或受到影 

響的社群無太多助益(D. R. Rose and Clear, 1998; Hagan and Coleman, 2001)。同 

時，監獄可能會強化個人與其他類型或犯罪類型社會資本的連結。

受害者

本章走筆至此，討論仍集中在個別犯罪者的社會資本上。有趣的是，我們 

也能從受害者的角度來做類似的文獻討論。這類的文獻討論最終會導出一個令120 
人驚奇的類似結論——與主流社會脫離的程度愈高，就愈有可能成爲犯罪事件 

中的受害者。

援引1979-1985年之間費時性死亡研究的資料，Kposowa ' Singh與Breault 
(1994)根據20萬份針對美國成人男性的樣本，檢視婚姻狀態、社會孤立在

殺人事件上的影響。他們發現，殺人事件的受害者有明顯較高比例都與未婚、

社會孤立相關。控制了年齡與其他的社會經濟共變項，單身者被謀殺的可能性 

是結婚者的L9倍；離婚、分居與鰥寡者被謀殺的可能性是結婚者的1.7倍。

與社會脫離者被謀殺的可能性是與社會有連結者的1.6倍。

更普遍來看，尤其是在老年人之中，社會孤立與犯罪之間有著確定的關係 

(B. Holmes, 1985; US Senate Special Committee on Aging, 1993; Yin, 1982)，社會 

孤立與恐懼間也有確定的關係(Gomme, 1986)。例如，英國犯罪調査指出，

分居或單身者成爲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是已婚者的四倍(8.9%與8.7%的 

機率相較於2.1 %的機率；Povey and Allen, 2003)。這些數據有一部分反映了年 

齡，但即使是離婚者(可能因爲較老，因此身處在暴力犯罪下的風險較小)，

可能成爲受害者的機率仍是已婚者的兩倍(4.8%相較於2.1%)。婚姻狀態的 

結果削減了家庭收入與就業情況等因素對成爲受害者的影響。

一個完善紀錄孤立與成爲受害者間會產生關聯的方法，考慮就是當有些居 

民(通常是年紀較大者)在經歷一波波移離都市貧民區(inner city)的遷移潮 

後被遺留在原處，就像美國從1960年代發生至今的現象。那些選擇留下來或 

無法離開的原居民發現，有許多自己熟識的朋友與鄰居都已經離開，留下他們 

面對社會孤立的處境。他們於是成爲其周遭年輕新居民的「首要目標J (prime 

target) (Nova Institute, 1977)。

在某個程度上，社會孤立與恐懼也會是對犯罪的一種回應(Lewis，

1981) °尤其是受害者因爲失去對其他人的信任感，常覺得被迫進入了社會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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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狀態(Bard and Sangrey, 1979)。不幸地是，這可能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並 

進一步地加強恐懼感與可能的脆弱感。

犯罪學的文獻較常專注於都市內高犯罪率的地區。然而，社會性與地理性 

的孤立也可能是富裕郊區的風險因素，至少就闖空門而言是如此(請參閱下一

121節針對社區與犯罪的討論)。在特定地域內，獨立房屋或公寓被盜竊的風險變 

化相當大。主要的危險因子包括該地在地理位置上的孤立(位在鄉間；觸目所 

及的房屋少於五棟；房屋位置遠離主要道路)；該地具有易監看性(從其他住 

家看不到房屋正面；從公共空間看不到房屋多數的側面)<Forrester, Chatterton 

and Pease, 1988)。這類因素的結合就影響被闖空門的機率，比率可差到十倍以 

上之多。

犯罪學文獻裡其中~個最具一致性但也最令人困擾的發現，就是孩童時 

代或青少年時期曾受虐過的人，在成年後更有可能再經歷更嚴重的暴力或虐 

待。在對女性性侵害或暴力相向的例子裡，更是有豐富的記錄可以證明此發現

(範例參見最近一項針對澳洲6,800位婦女所做的調査；Coumarelos and Allen, 

1996)。這個結果的重要訊息之一似乎指出，幼年時的受虐深刻地影響個人的 

自我概念與其往後人際關係的形成(Irwin, 1999)。由混亂且有虐待歷史的家 

庭所開啓的早年發展劣勢，會經由連鎖的負面互動、關係與行爲持續存在。社 

會正向的選擇消失了，而在更極端的例子裡，與常規社會的連繫甚至會斷裂 

(Whitbeck and Hoyt, 1999)°
這個模式看起來與(之前)描述偏差行爲的模式很類似。早年受到性侵 

害，往往會導致負面發展歷程的持續。缺乏信任以及與値得信任的成人世界的 

些許連繫，這創造了一個不斷向下沉淪的情況。一個正面、値得信任的關係能 

打破這種惡性循環，但他們的個人歷史與處境使得這種正向關係很難出現。因 

此對於在街頭遊蕩的年輕人而言，潛在犯罪者更是近在咫尺，而虐待、不信 

任、與人分離的循環會更加惡化下去(Tyler, Hoyt and Whitbeck, 2000)。

有趣的是，對那些最後在街頭生活的人來說，他們保護自己免於成爲更 

嚴重暴力的受害者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組成無家可歸的年輕人所謂的「街頭 

家庭」(street families)。研究顯示，這些擬似親屬關係能爲暴露在危險之下的 

年輕人提供相當的保護作用，他們都缺乏較常態的社會資本(McCarthy, Hagan 

and Martin, 20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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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層面：社群與犯罪

最後一點告訴我們，犯罪經常會變得與脈絡息息相關。雖然我們在某個程 

度上能從個人的角度(從犯罪者，甚至是受害者的個人歷史)來理解犯罪，但122 

犯罪明顯也是情境下的一項特徵。犯罪就發生在潛在犯罪者與潛在受害者聚集 

的情境中，而且該社會及環境脈絡中缺乏通常能約束犯罪的力量(Miethe and 

Meier, 1994)°這點將我們帶往另一個議題：中觀層面或社群層面的社會資本 

如何影響犯罪？

不同社區的犯罪率有非常大的變化(Levy and Herzog, 1974; Sampson, 

Morenoff and Earls, 1999)，其中最顯著的變化是城鄉的差異。例如，在城市裡 

往往較常見搶劫與個人攻擊，尤其是在超過25萬居民人口數的城市裡，其搶 

劫與個人攻擊出現的頻率更是比郊區或人口少於25萬的城市來得高；而在城 

市間，攻擊往往會高度集中在內都巿貧民區(Walmsley，1988; Halpern, 1995a;

Povey and Allen, 2003)。然而，相同的城鄉差異卻不是在世界上每個地方都能 

發現，也不被認爲會持續存在於歷史上所有的時期——事實上，一般認爲在 

500年以前，城市外的犯罪事件普遍來說還更多。

在社區層面上的犯罪率及其他「社會病理學」的測量方法之間，可以發 

現明顯的共同變項，如偏差行爲、流浪及心理疾病的存在(Faris and Dunham,
1939; Wedmore and Freeman, 1984; Levine, Miyake and Lee, 1989)。至少在這些共 

同變項中，有些要被視爲選擇效應的結果(selection effects)以及社會遷移的 

結果。一旦一個社區留下惡名，其中較富有、經濟上較有能力的居民就會傾向 

搬離，而這接下來會導致社區進一步的衰退以及螺旋式地向下沉淪，這有時被 

稱爲「質變」(tipping) °
重要的是，犯罪的發生並不必然侷限於貧窮社區。一項以英國犯罪調査 

爲對象的詳細分析指出：「艱苦掙扎J (striving)與「前途似錦」(rising)的社 

區，這兩種看起來迥然不同的社區中，犯罪的情形是最嚴重的(Aitchison and 
Hodgkinson, 2003)。「艱苦掙扎」地區符合一般人對犯罪嚴重地區的印象，其 

特色是住在公共住宅(或計畫)裡的年老、單親及失業居民，通常都是多重族 

群組成且收入微薄。相反地，「前途似景J地區的特色是生活富有的單身專業 

人士及夫妻。然而，這兩個地區往往皆具有低社會資本及高流動性。在這兩種 

地區裡失竊的比率約略是其他地區的兩倍(每年5%相較於其他地區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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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樣地，在這些地區的車輛失竊率也比其他地區高出三分之二(15% — 
16% 相較於 9% _ 10%)。

123 關鍵的問題是，如區域中犯罪者集中程度這類的個人層面變項是否能充 

分地解釋這個社區變項。如我們之前所看到的，這並不會對社會資本的解釋有 

所妨礙，因爲個人層面的效果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仰賴年輕人的社會網絡。但 

是，社會資本理論家相信有更多東西在社群層面起作用，而它可以被歸因爲各 

部分的加總：一項生態層面的結果。

社區的作用超過各部分的加總，其方式之一正是透過微觀或家庭層面社會 

資本的正向外部性。普特南與其他學者曾指出：

社區裡有許多穩定家庭的存在，此情形之所以與青少年違法程度較低有關 

聯，並不是因爲成人扮演了青少年的楷模或監督者，而是因爲成人教養出 

詷適得宜、行爲恰當的孩予。因此，「好家庭」藉由增加其他家庭的小孩 

能結交的「好同儕」數量，而起了漣骑效應(ripple effect)。如果我們將會 

製造麻煩的少年視爲具有傳染性的疾病：一種行爲上的水痘，會在中學及 

朋友團體裡散播開來；那麼，穩定的家庭就提供了疫苗，能減少會傳染給 

別人的帶原孩子的數目(Putnam,2000,p. 314)。

這個觀點得到以下證據的支持，即穩定家庭有減少學習中輟及偏差行爲的 

正面效應(Simcha-Fagan and Schwartz, 1986; Darling and Steinberg，引自 Putnam, 

2000)，同時在沒有其他有力的替代性社會資本出現的情況下，對青少年幫派 

具有負面的效應(K. Scott, 1993; Covey, Menard and Franzese, 1997)° 甚至有證 

據可以支持普特南傳染的比喻，顯示出偏差行爲與暴力犯罪的散播已經成功地 

被塑造成如愛滋病這類疾病的散播(Wallace and Wallace, 1997) °
關於社區變項的出現，也有其他相當直截了當的方式可加以觀察。簡單 

地說，當爲數相當多的潛在犯罪者在地理上接近爲數不少的受害者時'，預期犯 

罪情形會比較嚴重。一項說明此論點的例證指出：約有四分之三犯下竊盜案 

的人是步行前往目標物的(至少在英國是如此)(Forrester, Chatterton and Pease, 
1988)。同樣地，夜間的暴力與飮酒有強烈的關聯，而且此研究發現，大多數 

攻擊都發生在從飮酒場所通往深夜交通運輸設施之間的主要幹線上(Poyner，

124 1983)。因此，典型的犯罪高風險社區通常也有較多主要的道路、高比例的商



第四章犯罪117

業及混合的土地使用、更易跨越的邊界、鄰近貧困地區，及較多公共停車場 

及閒置空地(Reppetto, 1974; Bevis and Nutter, 1977; Greenberg and Rohe, 1984; 

Evans and Fletcher, 1998)，這個現象並不令人意外。普遍來說，犯罪髙風險地 

區顯示了高度易達性，同時土地的使用也較不具同質性——這些是讓潛在犯罪 

者較容易到達、閒逛，且匿名出現的地區。

然而，這類犯罪高風險的社區往往也可能具有另一項特色，一如上述討論 

所暗示的：它們的社會凝聚度低；鄰居間彼此多不認識或互不信任，居住者的 

替換很頻繁，而且一般而言，人們對該地區較沒有向心力。問題是，這些零散 

部分是如何拼湊在一起的？這類社區的社會凝聚力較低是因爲犯罪的關係嗎？

或者低度的社會凝聚力眞的會促使犯罪產生？更仔細地來看，特定社區的易達 

性，甚至是社會混雜程度，是不是有可能分別導致較高的犯罪情況及較低的社 

會凝聚力？

「集體效能」的槪念

我們應該認知到，要將糾葛難辨的因果關係區分清楚實在很困難。但仍有 

許多證據指出社會凝聚與社會資本確實在社區犯罪的程度上扮演了其原因。

再一次地，犯罪學者Robert Sampson已超越眾人一步。在一系列優秀、周 

密的論文中，Sampson等學者檢視了芝加哥343個社區在社會凝聚、非正規社 

會控制、暴力犯罪之間的關係(Sampson, Raudenbush and Earls, 1997, Morenoff, 

Sampson and Raudenbush, 2001)。硏究者詢問居民在哪些情況中可以依霹鄰居 

介入幫忙，藉此測量「非正規社會控制」，他們提出的情況包括：小孩翹課在 

街上閒晃、外面有人打架、當地消防隊面臨預算被刪減的威脅。另外，他們 

還用居民對「這是一個緊密交織的社區」及「這個社區裡的人一般來說都處 

不好」這類句子的同意程度，來測量「社會凝聚力與信任度」(第二個句子的 

計分方式是相反的)。他們發現在各社區之間，這兩個測量値間有髙度關聯 

性(r = .8)，因此將兩個測量値結合成爲單一指標，並稱之爲「集體效能」

(collectiveefficacy) °
利用多層次模型的統計技巧，Sampson等人發現集體效能與社區暴力犯罪125 

間具高度負相關。即使在控制了個人層面的特質，像是婚姻狀態、是否擁有房 

產、種族、遷移性、住在社區的時間長短、年紀及社經地位等特質之後，仍存 

在著此負相關。然而，人們仍可以說因果的走向是從犯罪走向集體效能，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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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有可能是住在曾經歷過嚴重犯罪情況社區的居民會變得害怕參與社會 

控制的行動，因而一般變得較不信任鄰居。爲了檢測這個可能性，Sampson等 

人控制了之前犯罪的程度——以五年前的三年平均謀殺事件比率來測量。當 

然，之前的暴力程度的確顯著地預測了五年後較低的社區效能（r =一 .55）。 

但是，當之前暴力程度被控制後，集體效能仍是一個能顯著負向預測五年來犯 

罪情況的指標。

後一個結果特別令人感興趣，因爲它代表的是一個相對較嚴謹的因果走向 

測試，顯然透露出走向應該是從社區效能往犯罪，而非相反（儘管也有發現支 

持相反走向的證據）。作者繼續提到，齊聚的劣勢與暴力之間的關聯多是透過 

集體效能來中介，就如同住戶的不穩定性與暴力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種族 

混雜以及住戶替換率高的社區暴力犯罪之所以較頻繁，就是因爲這類地區的社 

區較不容易在彼此之間建立起値得信任的關係，或打造出給予彼此充分信任以 

力行共享「道德秩序」的共識。

Sampson等人主張，集體效能有減少犯罪的功能，不是因爲它讓住戶較有 

主動直接介入嚴重犯罪事件的可能性，而是因爲它使得住戶有較多介入犯罪前 

兆的意願，如勸阻少年幫派分子聚集、阻止吸食毒品或其他不良行爲。他們認 

爲集體效能也透過引發社區做出法定作爲之外更多的服務、支持及介入，因此 

減少了犯罪。除了籌辦社區聯歡活動之外，一個凝聚力強、組織完善的社區還 

會致力於更多維護街頭安全的行動。

Sampson等人發現，集體效能與朋友和親屣連繫U = .49）、組織參與（r 
=.45）及社區服務（r = .21）之間存在著正面相關性。但是，連同其他明顯 

因素一併控制住這些網絡社會資本的測量値後，集體效能仍是目前爲止預測暴 

力犯罪的最有效指標。Sampson等人下結論道：「……這些結果指出，密集的

126個人連繫、組織與當地本身的在地服務是不夠的：暴力減少似乎更直接歸諸於 

非正式的社會控制以及居民間的凝聚力。」（Sampson et al., 1997, p. 923）

關於對犯罪的恐懼，也有一些證據支持類似的敍述。社區居民岩以「人 

們會彼此相助」而非「人們自掃門前雪」來描述其居住地，他們對犯罪的恐懼 

—向都較低（Retcher and Allen, 2003）°在居民描述爲「各人自掃門前雪」的 

社區裡，人們會較擔憂竊盜、車輛失竊、遭受攻擊、被強暴、受到侮辱或騒 

擾，其比例爲33% — 83%。在這類的地區裡，獨自步行時會覺得不安全的比 

例比其他地區高出三分之二，而在家裡覺得不安全的比例則是其他地區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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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另一項研究發現，與鄰居的非正式連繫能減低由社區動盪引發的恐懼與 

不信任，然而正式參與社區組織僅能做到些微的正向緩衝效果(C. E. Ross and 

Jang, 2000；請參考之後對於「社區守望」計畫的討論)。同樣地，有一項硏究 

針對紐約一部分最窮住民居住的487棟大樓住宅中發生的犯罪指出，房客對社 

會規範的遵守與對房客協會和大樓正式組織的參與，都能事先預測出被研究大 

樓的低犯罪情況(Saegert, Winkel and Swartz, 2002)。這些觀察(稍後我們會再 

做進一步討論)所隱含的結論就是：能解釋社區在犯罪與恐懼上之變項的並非 

社會資本的網緒面向，而是其社會規範面向(請參考第一章裡對這些區分的討 

論)°

社區守望：可供測試社群一犯罪間的假設？

如果較強的社群意識以及非正式控制能夠降低犯罪，那麼打造非正式控制 

的努力應該也能降低犯罪。這樣一來，自1980年代中期起，世界各地試圖創 

造「社區守望」計畫的努力剛好提供我們一項實用的測試，測試社群在降低犯 

罪上所扮演的角色。

在這個「測試」裡必須先考慮幾個問題。首先，在社區守望計畫成效的評 

估中，包含了幾個主要的方法論問題。最常推動這類計畫的地區都是富裕且犯 

罪情況輕微的社區(Laycock and Tilley, 1995)。例如，在一項針對英格蘭與威 

爾斯3,700個社區守望計畫的研究就提到，這類計畫往往較不可能由住在犯罪127 

情況嚴重地區的居民來發起推行，而且這類計畫在這些地區受挫的機會也較高 

(Husain, 1988)。這會產生在這類計畫與較低犯罪情況之間有總體正向關聯的 

誤導，並使得傳統的跨區域研究方法變得毫無幫助。

社區守望計畫也被認爲會提髙對犯罪的通報，而這也爲貫時性的方法拋出 

更多方法論的難題，尤其是依賴官方數據時。不少「置換效應」(displacement 

effects)也可能會發生，意思是必須在鄰近區域追蹤更大範圍的犯罪數値與犯 

罪率。例如，在一項針對降低住家竊盜計畫的大型評估研究裡，雖然住家竊盜 

率在該涵蓋地區下降了 35%，但汽車失竊率埴加了 82%，而非住家失竊率則 

增加了 124% (J. Webb, 1996)。

其次，社區守望計畫一般都是與其他類型的介入方法一併執行，像是強化 

易被侵害的目標〈如加裝一個門窗鎖)。例如，早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介入方 

法之一就是Kirkholt方案，它在英國犯罪嚴重的社區中展現了犯罪顯著銳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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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Forrester, Chatterton and Pease, 1988)° 然而，在 Kirkholt 方案裡，社區守 

望計畫是伴隨著其他幾項介入方法一起引入，包括強化易被侵害的目標，以及 

警察與其他機構之間更佳的配合。

第三，有人會認爲社區守望方案是一種相當薄弱的社群。雖然這類計畫 

通常都有一個精力充沛、盡忠職守的領導者，但其「成員」展現出的熱忱通 

常相對有限(Barton, 2000; V. J. Webb and Katz, 1997; Laycock and TiUey, 1995; 

McConvUleand Shepherd, 1992)。舉立標示及偶爾探頭看看鄰居的車還在不在， 

這些並不能等同於大多數人所認知的「社群」。.

儘管如此，我們從數據上得知，全球已有數以千計的介入方法出現了，因 

此現在很適合做個快速的結果檢視，看看實行前後人們的觀點有何差別。

+在美國，資料尤其混亂。有個典型的研究(針對辛辛那提53個社區〉得 

出這樣的結論，即社區守望計畫對犯罪並沒有影響(B. W. Smith, Novak and 
Hurley, 1997)。其他的研究則是持較正面的看法，就像芝加哥一項針對社區維 

安的評估，認爲社區維安確實導致犯罪的下降(Skogan and Hartnett, 1997)。

128 在英國，針對萊斯特兩個地區的1,500位居民進行的歷時性研究發現，在

社區守望計畫推動後的12個月裡竊盜案減少了，但該研究也提到之後數字又 

回升了。作者認爲一開始數字的減少可以歸因於環境的改善，因爲在計畫進行 

的期間，只有少數其他計畫在執行，因此可將竊盜案的減少歸因於社區守望計 

畫(Matthews and Trickey, 1994)。另一項研究發現，在六個實行的地區裡有三 

個地區的竊盜案與汽車失竊案顯著減少，但在剩下的三個地區裡都未見成效 

(Husain, 1988, 1990)。另一方面，一份針對倫敦兩個社區守望計畫的詳細評 

估發現，如果眞有差別的話，那麼相較於受到控制的地區，推行計畫的地區 

在犯罪數上有些微地增加，但對犯罪發生的恐懼則下降了(Bennett，1988)。另 

—個研究則總結認爲總體效果並不那麼「明確實在」，而且雖然這些計畫的開 

展有時會爲一些人帶來助益，但大多數計畫很快就歸於沈寂(McConville and 

Shepherd, 1992)°
至於美國與英國之外的研究結果同樣混雜不清，但稍微偏向正面的結 

果。荷蘭有一項針對六個社區守望計畫的研究發現，犯罪情況在其中三個地 

區大大好轉，但也提到有些地區實在很難推動這個計畫(Lohman and van Dijk, 

1988)。有一項對澳洲維多利亞市的社區守望計畫進行的評估做出結論，認爲 

這種計畫在短期內會讓犯罪減少，但由於缺乏可靠的測量指標，因此對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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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效益仍必須存疑(Mukherjee and Wilson, 1987)°而一項針對台腾台北市 

的社區守望計畫進行的評估結論是，少年犯罪與煙毒犯確實有減少，但這計 

畫對暴力犯罪、小型搶劫或整體犯罪的情況卻沒有影響。闖空門以及打報警 

專線的數量增加了，但這在某程序上或許是反映了通報量的增加(L. L Lee, 

Cheurprakobkit and Denq, 1999)°
我們應該如何詮釋這些文獻？無庸置疑的一點是，既存的社會資本往往 

成爲社區守望計畫能否成功的先決要件，而在很多地方(尤其在高犯罪率的 

地區)，此計畫的失敗多跟缺乏社會資本有關。先前是否加入社群組織與在當 

地居住的時間長短，這兩個因素往往能預測居民參與計畫的程度(Hourihan，

1987; Yanay, 1994)°第二，我們可以做出以下結論，即這些計畫造成的影響一 

般都是有限、不可靠而且通常是短暫的，但是偶爾會有重大的成功出現。針 

對這些結果，有一個解釋認爲：或許社區的社會資本與犯罪之間的關聯性被高129 

估了；結果當然是非常負面，以至於讓執法機關興起反思。一項較合理的解 

釋認爲(這在本節起始處就已事先預告)社區守望計畫太「薄弱」，以至於無 

法成爲一個嚴謹的工具去檢證Sampson的「集體效能」觀點或社區社會資本 

的假設。在一些情況下，這些計畫甚至被視爲撤除社區巡邏工作的政治掩護

(Yarwood and Edwards, 1995)。

有趣的是，在那驻宣稱計畫成功的地方，通常會指稱說社群的特質起了 

廣泛的變化，包括社會凝聚力的增加；居民對該地滿意度的提升(Bennett,
1988);透過居民互動提升社群連繫；警方與社群關係變得更好(Mukherjee 

and Wilson, 1987)。總之，社區守望計畫似乎只是個不充分替代品，想用來代 

換「眞實的」、活生生的社群◊一個堅實且有自信的社區裡的居民，會主動積 

極地對發生在家門前的事件採取行動，如果眞的相信這樣的社區能減輕犯罪 

程度(而且的確有可觀的證據讓我們這麼認爲)，那麼我們就需要更進一步地 

問，是什麼創造出這種社群及共識？(請參見第八與九章)

鉅觀層面：各國與各地區的犯罪差異

Sampson等人的分析告訴我們，並非社會網絡本身在社區層面上減少了犯 

罪，而是社群共同的非正式規範及社會習慣，再加上相互信任感抑制了犯罪。

假使有鄰居介入干涉輕微的不良行爲，如小孩逃學或在牆上塗鴉，似乎會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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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社區繼續惡化進而產生更嚴重的犯罪行爲。而彼此信任的鄰居能夠更有效地 

爲集體利益而努力，不管是爲了更好的教育環境或是更完善的維護安全行動。 

我們也能說，這等同於認爲社區裡行爲良好的孩子或穩定的家庭比例越高，會 

讓社區越容易製造共識與信任的氣氛。有了越多行爲良好的孩子及穩定的家 

庭，當有孩子逃學時，鄰居介入干涉的功效將越大。

普遍的社會規範

130 規範對犯罪的發生似乎同時具有直接與間接的效果。即使在規模類似的 

城市內或城市間，某些地區的居民會願意讓自己的孩子走路上學，或未將車子 

上鎖，但其他地區的居民卻不會這麼做。心理學者Philip Zimbardo爲此現象提 

供了一個創新的例證，他在美國各地做了一個實驗，將一輛引擎蓋敞開的汽車 

置放在路邊，然後觀察其結果。在紐約，這輛棄置的車在半小時內就有零件被 

拿走，而24小時後幾乎就只剩外殼而已。同樣一台車放在加州Palo Alto市卻 

完全沒人碰，除了一位溜狗的老先生在經過時將引擎蓋蓋上，並喃喃自語說著 

下雨會傷到引擎的話。同樣有助我們思考的是，當實驗設計者結束在Palo Alto 
市幾天無聊的觀察、終於從隱匿的角落出現、要將這台車處理掉時，有人打電 

話報警通報可疑人物！從外在規範來看，這兩件事並沒有太大不同，但從行爲 

的非正式認同規範上來看，卻大大的不同。

觀察到的是，對犯罪防治重要的或許是共同的規範而非社會網絡，這個觀 

察提升了在比社區更大規模的範圍裡也可以看到類似結果的可能性。而這也確 

實是如此。

比較美國各州的研究已顯示，社會資本與犯罪程度之間存在著令人難以置 

信的強烈關係。Kawachi等人發現，（透過標準化問卷題目測到）信任程度較 

低的州有明顯較髙的謀殺率（R = .82〉、施暴（R = .61）、竊盜（r = .54）、 

搶劫或行兇搶劫（r = .45; Berkman and Kawachi, 2000）。再一次，這是一個跨 

區域性的結果，因此其因果的走向是可以被質疑的。或許有些州的信任度之所 

以較低，可能是因爲其犯罪率的緣故？普特南曾提出，即使控制了對犯罪發 

生的懼怕程度，犯罪與社會資本間的關係仍很大——從人們對「擔心家人會成 

爲犯罪事件下的受害者」這句話的同意度，來測量人們對犯罪發生的恐懼程度 

（見Putnam, 2000，第18章，註釋四）。如果犯罪眞的會導致人們的恐懼，以 

致不願付出信任或投身於社群之中的話，那麼控制住恐懼應該會削弱該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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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4.1什麼能解釋害怕犯罪的變項呢？

許多犯罪學者心中的一個链團就是：在客觀犯罪率或成為受害者的 

比率，•以及對犯罪的恐懼，兩者之間存在著微弱蘭係。例如，各國的人 

們往往都會過度超估了隔年竊盗案發生的可能性，而且是高估了 10至50 
倍。更進一步來看，人民預估竊盗發生數值之間的各國變項，事實上與 

實際竊盜率的差異是沒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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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因為真正的犯罪事件（在此例為竊盗〉相對來 

説較少，人們乃是從他捫與他人關係的一般特質還有媒體來推估犯罪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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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在恐懼與實際竊盜案兩者間缺乏關聯的這件事，假使我們將 

恐懼及普遍存在陌生人間的信任比率各置於兩個軸線上割成圖表，會發 

現一個高度關聯的現象（r = -.82）»我們愈認為他人不能信任時，就愈 

覺得自己可能會成為受害者。這個發現可能有助於解釋一些盎格魯撒克 

遜國家（尤其是英國）中令人覺得挫敗的經驗：雖然犯罪減少，但多數 

人卻覺得它壇加了。驅動這類觀感背後的力量並非客觀的犯罪率，反而 

較可能是社會信任上更廣泛的變化；而近來年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中， 

這種社會信任已逐渐衰頹（請見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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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並沒有——在某個程度上淨相關被減弱，但仍是極顯著的（在社會資本指 

標與殺人事件之間partial r = — .53）。

近來的一項研究分析了美國各州自1973-1993年（已根據年齡調整過的） 

132 謀殺案件的比例（Galea, Karpati and Kennedy, 2002〉。測量社會資本的方式是取

自戶口普査（General Household Survey）中的社會信任以及每人參與志願性社 

團數。控制了收入水準與都市化程度，發現具有較低程度社會資本的州很明顯 

有較高的謀殺比例，這也再次印證Kawachi等人的研究結果。然而，時間序列 

資料也使作者可以檢視社會資本與謀殺案之間隨著時間相互關聯的狀況。他們 

發現一個複雜的雙向關係，做出了結論，認爲暴力的增加可能會減少社會信 

任，反之亦然，導致兩者間出現一個非線性且動態的關係。

+針對此一關係，仍存在進一步的問題。犯罪情況在美國南方各州較嚴重， 

是因爲這些州剛好在比例上特別少有彼此信任之社區嗎？所有社會信任度低的 

社區，剛好都意外地群集在美國的特定地區，這樣的說法顯然不太具說服力。 

此外，美國一個典型的州內包含數以千萬計的人；規模大於典型社會網絡的秩 

序。這種規則性是一個需要鉅觀層面、生態上之解釋的大範圍現象。例如，是 

什麼不可思議的因素使得路易斯安那州的人民如此相互不信任；無法相互合 

作，而且還擁有全美最高的謀殺率？

不平等

Kawachi等人將收入不平等敍述爲導致低信任度的一個可能原因。他們發 

現，暴力犯罪與收入不平等在美國各州中存在著高度正向的關係（r = .74）。 

硏究發現這兩個變項都與社會信任共同改變，但與平均收入的共同改變卻沒有 

那麼大；換句話說，社會信任與犯罪都是由經濟不平等，而非貧窮本身所驅 

動。

然而，Kawachi等人不豫Sampson等人認爲在暴力犯罪、社會信任、不平 

等之間關係裡的關鍵因果連結是自我評價低、沒有尊嚴、社會地位低下。他 

們對這個假設的證據，主要來自精神病學法醫GUHgan的詳細研究（1996）。 

Gilligan的結論是，以他與暴力犯罪者接觸20年的經驗爲基礎，暴力幾乎從來 

不是出於簡單的經濟動機，而是出於「對人類社會關係很重要的榮譽與羞恥」 

的問題。具體的暴力事件幾乎都是源於對自尊、尊嚴的「不尊重」及侮辱。一 

個人的自尊與尊嚴在受到社會地位低下削弱後，對於侮辱特別無法忍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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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藉由誇大社會地位差異及削弱了「缺乏者」的自尊與尊嚴，不平等因而產133 

生了影響力。

關於經濟不平等與暴力犯罪間的關係，已受到跨國資料的支持。經濟上較 

爲不平等的國家，顯然具有較髙的暴力犯罪比例（r = .55; Eisner, 2001）。看來 

經濟不平等似乎將社會結構延伸到一個臨界點，而這點就展現於縮減的社會資 

本與增加的暴力（請參考第三章與第八章）。有時讓人們更難與人好好相處的 

其他差異也有相同效果，像是族群組成上較爲異質的人口群（Putnam, 2000, p.

309，註釋四＞。然而，即使在數據上控制了這種社會組成，社會資本在統計上 

仍然顯著地與犯罪相關，這顯示了在鉅觀層面上社會資本一犯罪關係仍有更多 

部分有待解釋。

對社會規範扮演的角色提供更進一步的證據

吻合Sampson等人分析的另一個可能解釋是，規範有助於解釋犯罪在地區 

及國家間的差異。徇私或自利行爲可被接受的程度，正是解釋違法行爲差異的 

一個關鍵性規範。有一項針對已知犯罪的共變項（如都市化、年齡、性別）之 

間關係的分析，顯示在所有情況中，較高的犯罪類型與較高程度的徇私、自利 

價値觀的表達有相關（Halpem, 2001）。住在大都市的人、年輕人及男性，被測 

出有較明顯自私表現的傾向，他們將撿到的失物據爲己有的態度（「誰撿到就 

歸誰J）就是一例。2另外有一點也是很有趣的發現，自從1960年代以來這類 

自利價値觀的表現顯著增加，而這剛好與犯罪的增加同時發生。1969年時，

88%的歐洲人不贊同這種「誰撿到就歸誰」的舉動，但到了 1990年時卻只剰 

68%，而且在所有國家中都發現這樣的趨勢（Halpern，2001，請一併參考第七 

章）。

在一項更爲直接的測試裡，國家間在表現自利程度上的差別，被拿來與在 

國際犯罪受害調査（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ICVS）的犯罪程度 

相比較（Halpern, 2001）。ICVS在各國蒐集資料都是使用同一種方法與同樣的 

問題，因此不會遭遇一般傳統犯罪記錄統計數據裡固有相似性的問題。假設得 

到了證實：自利表現程度高的國家，明顯具有較高的犯罪通報（r = .51），而 

&在控制了財富、不平等、都市化等變項後，兩者之間的關聯仍然不變。 134

2實際的測量方式是來自因素分析的使用，而且是一種複合式的測量方式。「將檢到的錢據爲 

己有J是這個因素中承載性最強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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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的價値觀會與經濟不平等互相作用；在自利價値觀普遍存在的國家 

裡，經濟不平等與比例嚴重偏高的犯罪情形有相關。換句話說，並不是經濟不 

平等一般性地普遍提高犯罪率，而是只在結合了較高程度的自利價値觀，經濟 

不平等才會增加犯罪。

這爲我們開啓了一個新的問題：最初是什麼引發了自利的價値觀或規範？ 

某個程度上來說，自利的規範看來就只是現代生活中必然伴隨而生的一環。一 

般而言，人們都很樂於留下現代超市中找錯的零錢，但在傳統小型商店裡卻 

比較少有這樣的情形（Johnston, 1988）。現代的都市生活迫使我們在日常生活 

中與無數陌生人有所接觸，爲了讓日子繼續過下去，我們必須有效地學會忽略 

其他人（Milgram, 1977）。在魚先生》（Crocodile Dundee）系列電影之一， 

Paul Hogan飾演的主角從澳洲內陸到了紐約市，在四處散步時向滿臉疑惑的路 

人頻頻做自我介紹，當然那些路人會視此舉爲一種瘋顚的徵兆。忽視陌生人是 

都市生活裡很常見的一環，尤其是在紐約市這種大都會裡。

儘管如此，有些城市裡的人民似乎會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的反社會性，就 

像Zimbardo棄置汽車實驗裡呈現的情形。在自利價値觀上，國家間的差異並 

不會因控制了都市化而消失，但的確會受到影響（Halpeni，2001）。同樣地，某 

些國家（像印尼與日本）儘管都市化卻仍維持著低犯罪率，而研究者也認定其 

主要的原因就是這些社會保留了文化上「社群」（communitarian）的價値觀基礎 

（Strang and Vernon, 1992; M. D. West, 2002）。

這個說法在結尾處出現了有趣的轉折。社會信任度高的國家往往有著稍 

微較低的犯罪率，不過一旦控制了自利價値觀與經濟不平等的程度，你就會發 

現在國家層面上，較髙的社會信任會與較多的犯罪相關。情況可能是，在不平 

等、人群自利價値觀的某個特定程度上，展現較多的信任（如不鎖門、車子不 

上鎖）反而是項錯誤。彷彿不平等提供了犯罪的「動機」（看見別人的財富）； 

社會規範提供了「方法J （如果按利己方式來行事可被接受的話）；而社會信任 

有時則提供了犯罪的「機會」（如沒上鎖的車子與房子）。至少對跨國差異而 

言，人們是否值得信任（如同普遍存在的社會規範所指出的）比起人們是否信 

任他人這件事本身，還更能成爲犯罪的指標。

鉅觀效果的總結

135 應強調的是，並非所有的犯罪形式都以相同的方式與鉅觀變項產生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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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暴力犯罪特別容易受到經濟不平等的影響，而吸食毒品則受每人國內生 

產總値的影響較大（即愈富有，吸食毒品的情況就愈嚴重）。相對地，財產犯 

罪受到以上兩個變項的影響都十分微弱，但卻與居住在都市地區的人口比例有 

顯著關聯 < Eisner, 2001〉。

這是一幅複雜的狀況，因此以下我們將試著提出摘要。犯罪的問題除了 

存在著較小規模的社區差異，也存在著大規模的國家與區域差異。在美國各州 

之間，暴力犯罪與社會信任、社會資本的複合性指標有著特別密切的關係。在 

各國之間，發現一項更具綜合性測量犯罪情況的數値（也因此是一項較關切財 

產犯罪而非暴力犯罪的測量値），它會與自利價値觀產生共變。這些分析並不 

是直接使用可比較的測量方式，而我們的結論也因此必須遭受適切且健康的警 

告。儘管如此，迄今的證據指出，一個社會若受制於其內部緊繃的社會連繫壓 

力，如高度的經濟不平等或族群髙異質性，那麼它的犯罪率也將會較高。這個 

事實尤其是在暴力犯罪的層次上，受到社會之社會資本的減弱之中介，範圍包 

括人們彼此信任與尊重的程度；人們針對願意接受哪些行爲達成共識；以及人 

們維持共識的介入等。在能影響犯罪情況的根本規範上，這些也成爲各國與各 

區域間的變異。就如同棄置汽車的實驗所指出的，在某些地區與國家，其文化 

較能接受「占別人便宜、有時甚至是欺騙別人」這件事。然而，這算是社會資 

本嗎？

具有一個看重公民權益的國家文化（認爲欺騙他人或陌生人是不對的）， 

並不符合狹義的社會資本定義，即認爲社會資本只包含互相認識的人們所組成 

的網絡（請參見第一章）。但是它確實符合大多數的定義：社會資本是「爲了 

相互利益而協助合作與協調的網絡、規範與信任」（Putnam，1996 ;黑體字爲作 

者所加）。

結論：犯罪與社會資本^一各層面間的互動

證據指出，社會資本在微觀（親密）、中觀（社群）及鉅觀（區域）層面 

上，都對犯罪情況產生了因果上的影響，以圖4.1來表示。在微觀層面上，我 

們發現，較少受到親密及信任關係牽絆的人，較有可能成爲違法者與受害者。 

強烈、持續且値得信任的親密關係，會將年輕人拉進一個包含承諾、價値及 

「主流的」滿足感的網絡，它能抑制犯罪違法行爲。有些人發現自己比其他人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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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難以建立這種關係，不管是因爲其早年的家庭關係中充滿著父母缺席、虐 

待、斷斷續續的家庭生活等特質，或是因爲其家庭結構的因素。但是在生命歷 

程中的任一時段進入這種主流的親密關係，仍然在抑制違法行爲上具有重要的 

效果。此外，如果傳統的服從社會關係本來就淡薄，「負向」型的社會資本如 

少年幫派等，就可能會塡補中間的空隙，讓個人和另一種且具競爭性的規範與 

忠誠性產生連繫。

暦酾 社會資本
中介的

效渠

鉅觀

中觀

微顴

■ 4.1社會資本與犯罪在微觀、中觀、鉅觀靥面的關係一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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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觀或社群層面上，我們發現這些個人及家庭敍述相互強化。同儕的 

影響很強，一群違反社會常軌或是服從常規的年輕人，能驅使「中間分子」 

(average)開始偏向違反或服從社會規範，在學校或社區裡創造出_個任何個 

人或家庭都難以對抗的獨特文化。同時，各個社區的「集體效能」就有本質上 

的相異，範圍包括鄰居是否能彼此信任及集結起來加強執行關於可接受行爲的 

曰常規範。社經地位高、居民流動率低、朋友及親屬網絡較密集、組織參與度 

較高，這些都與高度集體效能有關。各種不利條件齊集、社會或族群組成異質 

性高，這些則與低度集體效能有關。然而，集體效能並不能被化約成爲上述的 

這整因素，而旦除了這些因素之外，它對犯罪也有極大的影響。

最後，在顯然與社會資本相關的犯罪層面上，我們也看到大規模的區域甚 

至是國家間的差異。這些差異裡有部分似乎反映了鉅觀層面的社會及經濟影響 

力，如經濟不平等，這些影響力伸展了社會結構、降低信任感和相互尊重，以 

及縮減微觀及中觀層面建立社會資本的共同基礎。地區與國家間的差異也突顯 

了犯罪在文化與規範上的潛在差異：□常生活的非正規規則。社區間在社會規 

範上會有所差異，同樣地，整個國家也是如此。

事實上，這些層面的影響是相互纏繞的。心理學者曾提出所謂的「權威式 

父母管教方式」(authoritative parenting)對孩子的正面效果。這類管教方式的特 

色包括對孩子的成就給予關懷及贊許；透過明確且一致的標準來指導及管理；138 

讓孩子有決定權並授予一定的自主權(Baumrind，1973; Shaffer, 2005)。從某個 

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高度個人化的現象，但它也可以從兩方面來切入：文化基 

礎的角度，及能被接納的行爲和塑造孩子社會化的潛藏價値觀。換句話說，即 

使是最親密的關係也帶有一些文化決定(鉅觀)因子在裡頭一像是父母會重 

視孩子該有哪些特質，從強調服從轉向強調獨立思考，或是對性別角色上的態 

度轉變(Halpem，1995b)。同時，大多數鉅觀層面的效應最終都需要一個微觀 

層面的解釋或至少是對應。普遍被信守的價値觀與行爲，一般都是源自於個人 

與社群的行爲，而且前者也是透過後者來維繫。

對於羞恥的爭議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例子可以突顯不同分析層面間的相互連結，就是「明 

恥」(shame)現象。Braithwaite具說服力的主張，認爲社會與社群使可能違 

法的個人感到「羞恥J的能力，在預防犯罪上是很重要的(Braithwaite,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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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更明確來說，他將「整合性羞恥J (reintegrative shame)與「污名化」 

(stigmatization)做了對比。兩者都是懲罰的形式，然而：

污名化是創造出被排斥者的羞辱行爲，讓「罪犯」成爲一個驅離所有其他 

認同的最主要地位特徵，這種羞辱讓人們無法維持與違法者之間的尊重連 

繫。相反地，整合性羞恥則是立基於尊重，在與違法者之間持續的關係 

内，施予不表贊同的態度；這種明恥把焦點集中在行爲之惡上，而非視違 

法者爲無可救藥的惡人；在這其中，讓人感到羞恥之後是保镫不再有偏差 

行爲；在這裡，寬恕、道歉及懺悔受到文化上的重視(Braithwaite, 1993, p.

雖然Braithwaite並未引用社會資本的文獻，但兩者間的相互呼應之處卻很 

引人注目。例如，他指出：「當我們被所在意的人羞辱時，我們最能感受到羞 

恥J，而「身處許多和他人相互仰賴關係之中的人，他們曝露在更多導致明恥 

的可能來源當中」(1993, p. 12〉。同樣地，兩邊的文獻都非常強調社會網絡以及 

讓它能起作用的內化價値觀或規範這兩者的重要性。看起來整合性羞恥、似乎只

139有在社會資本存在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發生；在一個高度分裂的社會裡，它絕非 

是可能的選項。這類的社會反而必須仰賴不管是經濟上或身體上的直接懲罰。 

另一方面，僅是社會資本的出現並不足以確保採用的是整合性羞恥，而非污名 

化。因此，這個關係應該以下列的陳述來表示：社會資本是整合性羞恥的必要 

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就像父母的管教行爲一樣，無法將明恥化約到單一的分析層面上。明恥是 

個人的經歷，而且大多時候來自親近的朋友或親人。但它的效用有很大一部分 

取決於一個更大網絡或社群的存在，而它的形式及性質也大多由文化來決定。

最後，我們或許注意到，明恥本身就是一個讓社會資本運作起來的機制。 

事實上，普遍存在的非正規約束力，如明恥，對社會網絡的運作及特性來說都 

非常關鍵，因此在本書一開始就曾指出，非正規約束力可被稱爲社會資本的三 

大基本組成元素之一(請見第一章)。就社會資本是種公共財的角度來看，它 

—直都容許個人從別人努力促成的社會資本中得利——即搭便車(free-ride)。 

對網絡內的成員來說，明恥是對抗這種搭便車行爲最重要的約束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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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爲場景」的槪念

心理學者發展出一個概念，可以貼切地捕捉微觀、中觀與鉅觀層面的匯集 

交錯。生態心理學者試圖透過「行爲場景」(behavioural setting)這個概念來解 

釋這個現象(R. G. Barker, 1968)°
例如，想像一個外星人第一次看到圖書館，它看起來就有點像是一種各 

個組成元素各就其位的行爲生態系統。讀者都照著一個普遍被瞭解的程序在運 

作：他們拿到自己要的書，坐下來並安靜地閱讀等等。在這個場景中的其他人 

則整理著還書及其他放在桌上未使用的書，並按照次序將它們歸回書架上的位 

置。更進一步來說，整個實質環境強化及形塑這些行爲。一條條木頭都被裝置 

在適切的高度上讓讀者坐下，而其他人則在正確的高度上放好書籍以供人取 

閱。即使你過去從未到過圖書館，你也非常有可能會知道自己該如何做。如果 

你眞的做錯了(如開始大聲講話或吃起午餐來〉，那麼其他同在這個行爲世界 

的人很快會藉由一些方式試著重新形塑你的行爲，如盯著你看，告知規則，或.

最後甚至不得不將你逐出這個場景。

這樣的一個行爲場景就像是一個社區、學校或家庭，確實是一個社會及行140 
爲生態系統，裡面包含了個別細節、當地規則及文化性的認識，這一切都是共 

同匯集以形塑出特定結果。同樣地，在每個情形裡，人們都能辨識出告知、執 

行和逐出這些都是由場景內的人用來面對種種情況的行爲，以確保社會規範能 

被維持。犯罪也可以從行爲場景的角度來理解，而有時則要從行爲場景崩壞的 

角度來瞭解。服從辻會常規的行爲或違法犯紀的出現不僅是出自於個人，而且 

也是出自於一個行爲、關係及共同認知的整體結構。

結語

犯罪學者一般都會在「社會解體理論」(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的標 

題下討論本章中提及的多數證據。所謂「解體」指的是在家庭內或微觀環境中 

的解體，還有社群內的。我並不是想勸阻犯罪學者繼續使用他們當前採'用的詞 

彙，只是必須認清一點：犯罪學家所陳述的內容及所探索的社會現象，必須與 

經濟學者、健康專家、教育學者等所檢視的是相同的東西，也就是所謂的社會 

資本。

最後，還有~個關於時間框架的爭議。這一章就像許多文獻的章節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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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了因果關係，但卻未眞正仔細地討論在因與果之間的時間長度。在一件犯 

罪發生之前，我們或許會考慮直接的主要原因：如違法者的意圖、情境造成的 

壓力、個人的態度、旁觀者的行爲等。但任何特定情境的根源都是歷經很長一 

段時間才打造出來的；個人的態度與情感依附也是花了好幾年才培養出來的； 

一個社區的特質以及被接受的規則或許得花上數十年才得以建立；而國家共享 

文化中的規範則更可能得經歷數個世紀才能發展出來。有些情況下，這些不同 

的時間框架意味著，在我們所檢視的因果關係層面間可能存在著張力。例如， 

一個社區內的社會信任可能從長期來看是犯罪之所以減少的基礎，然而從短期 

來看也可能爲某個人提供了犯罪的機會。

總之，不管不同類型犯罪之間的重要差異，及許多在此未提到的導致犯 

罪的原因，還有每個人査看社會資本的方法與層面，社會資本仍然深深地含括 

在導致犯罪的原因中。我們在整本書裡所不斷看到的，這絕非僅是個「越多越

141好J的簡單說法，因爲某些社會資本的形式確實會助長犯罪。相反地，這比較 

像是去瞭解由不同社會資本形式所扮演的可能性角色，不管其好壞。要試圖挑 

出社會規範網絡再相對於約束力的重要性，或挑出某層面相對於另一個層面的 

重要性，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然而，根據至今所看到的證據，我們確信犯罪與 

社會資本(特別是暴力犯罪與社會資本〉都是同一敍述裡的一環。

進階閱讓

若想瞭解這些過程在個人疆面中呈現的方法，請參考Sampson與Laub (1993〉。 

若想査看關於社區的社會資本如何影響犯罪的論文，可以試試Robert Sampson : 
Sampson, Raudenbush and Earls (1997)。

犯罪或成為受害者方面的調査是很豐富的資料來源，一般認爲比警方的統計數 

據還更値得信賴。這類調査比較常進行，樣本數也愈做愈大，而且還能連結更多的情 

境脈絡性及地理性資料。許多國家現在都有進行這類調査，而且這些報告都能免費下 

載。關於美國國家犯罪與受害者調査的結果能在www.ojp.usdoj.gov/bjs/cvict.htm找到。

http://www.ojp.usdoj.gov/bjs/cvict.htm%25e6%2589%25be%25e5%2588%25b0%25e3%2580%2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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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英國的同類報告結果則能在www.homeoffice.gov.uk/rds/bcsl.html。國際犯罪受害 

者調査(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提供50個國家以上的有用比較*並 

以此爲基礎做更進一步的研究；這份資料也能在ruljisJeidenuniv.nl/group/jfcr/www/icvs/ 
Index.htm 找到。

在較爲理論性的層次上，一部討論明恥的引人入勝作品：請參見Braithwaite 
(1989)或 Braithwaite 另一個較短的作品(1993)。

http://www.homeoffice.gov.uk/rds/bcsl.html%25e3%2580%2582%25e5%259c%258b%25e9%259a%259b%25e7%258a%25af%25e7%25bd%25aa%25e5%258f%2597%25e5%25ae%25b3
%25e4%25bb%25a5%25e6%25ad%25a4%25e7%2588%25b2%25e5%259f%25ba%25e7%25a4%258e%25e5%2581%259a%25e6%259b%25b4%25e9%2580%25b2%25e4%25b8%2580%25e6%25ad%25a5%25e7%259a%2584%25e7%25a0%2594%25e7%25a9%25b6%25ef%25bc%259b%25e9%2580%2599%25e4%25bb%25bd%25e8%25b3%2587%25e6%2596%2599%25e4%25b9%259f%25e8%2583%25bd%25e5%259c%25a8ruljisJeidenuniv.nl/group/jfcr/www/ic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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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證據勝過爭論。當學校與家庭並肩合作地支持學習，孩子不光是在 142

學校裡，在未來的一生中也更可能成功，……當父母在家裡參與了孩子的

教育時，孩子在學校的表現就會比較好。當父母參與了學校活動，孩子在

學校裡也會進展得更棒，而且孩子也會進入更好的學校就讀。

Henderson and Berla, 1994，引自 OECD, 2001a, p. 92'

很多研究已將焦點擺在社會資本的不足會導致負面結果的情形上，像是犯. 

罪行爲和偏差行爲(請看第四章)。社會資本與教育情況之間的關係，透過很 

多方式反映在犯罪情況上。然而，雖然上述這段開場引文頗顯自信，但文獻顯 

示的卻並非都是意見一致的狀況(Dika and Singh, 2002)。這些文獻質疑了一些 

教育社群與政策制定者廣爲接受的智慧，尤其是「想在教育上做出成績來，最 

重要的關鍵就在於更多預算」的這個想法。

低教育成就是弱勢循環過程中一個關鍵連接點(Goldthorpe，Llewellyn and 

Payne, 1987; Kiernan, 1996)°有許多變項在這個弱勢循環過程同時起作用，包 

括父母的教育程度、文化資本，當然還有金錢上的資源(Quinton and Rutter,

1988; Feinstein and Symons, 1999; A. Sullivan, 2001; Desforges and Abouchaar,
2003；請同時參考第八章及圖8.1)。研究成果顯示，父母的人力資本與財力資143 
本有助於預測孩子在教育上的成敗。但是，社會資本仍能解釋大量其餘的變異 

量，也有助於解釋由父母的人力與財力資源所造成的影響。

我們將以類似前幾章的方式，先從微觀的親密層面進行到中觀或社群層 

面，最後再進入大規模或鉅觀層面，徹底討論結果的各個層面。然而，教育不 

像其他我們檢視過的結果變項，它與社會資本有獨特的關係，在這關係中某些 

人也將教育視爲創造社會資本的一項關鍵工具。事實上，如今所有OECD國

1此段也曾被普特南引用＜ 2000, pp. 303-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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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有明確的「公民身分」(citizenship〉教育計畫，而且少數沒有的國家也正 

在引進這些計畫(Torney-Purta et al.，2001)。關於哪些內容創造了社會資本； 

這個議題將會在第八章中再進行更細節的討論，但本章將就教育明確地隱含在 

創造社會資本的部分做概要的討論。

微觀：支持性家庭

當前許多研究都表示，孩子最直接的社會網絡主要是家庭，其規模與品質 

對孩子的教育成就有重大的影響。一如在本章開頭的引文所言，今日這個影響 

的重要性已廣被接受。

研究發現，有父母陪在身旁且付出關心的孩子，比較可能獲得較好的 

考試成績、完成高中學業及進入大學就讀(Valenzuela and Dombusch, 1994;

Furstenberg and Hughes, 1995; Parcel and Geschwender, 1995; Y. Sun, 1999; 
Desforges and Abouchaar, 2003)。這類證據許多都來自美國，使用的資料大多來 

自國家教育貫時研究(National Educ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NELS)，這是針 

對二萬多名孩子所進行的貫時研究，讓研究者因此能在統計上控制像社經地位 

這類的變項。但在其他國家的硏究者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例如，Majoribanks 
追蹤了澳洲與香港小孩的經歷，發現家庭社會資本(即親子關係)與青少年

(尤其是男孩)的教育表現之間，具有中度至高度的相關性(Majoribanks, 
1991; Majoribanks and Kwok, 1998)°同樣地，一項英國的國家孩童發展調査

(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urvey)所做的分析表示，在控制了孩子十歲時 

144自身能力與父母所施予的關注程度之後，父母的關注是預測年輕人在16歲時

教育表現的關鍵指標(Feinstein and Symons，1999)。

在孩子發展的早期，會付出關注及回應孩子的成人將引領孩子進入社會性

世界，強化並重覆孩子自己的互動，此即心理學家所謂的「嚙合」(meshing) » 

捕捉孩子的興趣，並協助指引這個興趣的走向(Shaffer, 2005)。簡言之，與關 

心孩子的成人的互動，這是孩子藉以發展情緒、社會控制的主要管道，然後孩 

子才會成爲能保持注意力且有效率的自學者。

教育企圖心(aspiration)的作用

父母對孩子在教育上的影響，有一大部分是透過父母的企圖心中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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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參與孩子事務較多的父母，似乎都會鼓勵孩子擁有更高的教育及職 

業企圖心(Majoribanks and Kwok, 1998; Desforges and Abouchaar, 2003)。這因 

此有助於解釋爲什麼父母，尤其是母親的教育表現是預測其孩子在教育表現上 

的重要指標。親子互動程度較高，一般都會同時增加孩子及父母的期望(Hao 
and Bonstead-Bruns, 1998)，而較頻繁的親子互動有助於解釋許多移民團體擁有 

較高成就的情形。這結果在父母與孩子感情和諧時最明顯；當他們感情不合 

時，較頻繁的互動事實上反而會削弱期望。

這些結果與其他結果密切相關，更多一般性研究指出：有較高的期望(即 

相信自己)，對教育表現有非常大的正面效果(Weiner, 1979)。研究顯示，

得到虛幻正向回饋的孩子，之後的表現會比受到控制時更好。有一項著名的 

實驗顯示，若提供不實測驗成績給一名教師，讓教師認爲學生比實際上更聰 

明，那麼會發現學生一年之後在學業上會有亮眼進步(Rosenthal and Jacobson,

1968)。2換句話說，如果其他人相信你的能力，並給你正面的回應，則他人將 

增加你的企圖心，並激發你立下更高的目標並予以達成。當然，這就是發生在 

大多數親子互動裡的情形。

量與質

在這些社會關係與網絡中，出現一個關於爭論「量」與「質」的重要問 

題。這個問題在與單親家庭相關的議題上特別急迫，而大多數國家的單親家庭145 

數目已急遽上升。心理學者已仔細研究早年親子互動的品質對孩子發展的影 

響，包括他們在智力及學業上的表現。孤兒或社會照顧機構裡的孩子在學業上 

表現不佳，部分可歸因於他們與成年照顧者之間斷裂的社會關係，特別是成年 

照顧者的變動率又高(Hodges and Tizard, 1989; Rutter, Quinton and Hill, 1990)°
同樣地，在孩子童年時期母親的抑鬱消沉也會大大破壞母子互動的品質，而會 

導致孩子在11歲時智能測驗的分數顯著偏低，尤其男孩會特別明顯(Sharp et 

al” 1995)°
教育學者處理這個議題的方式，是在家庭關係中區分出「結構」與「過 

程」層面。結構性因素指的是家庭裡成人的人數、他們的關係型態(例如是親

2後來，這個研究的方法論基礎爲人批評，而之後控制較佳的研究發現其對智商的影響較 

有限得多，但仍印證了老師的期待顯著地影響一個孩子在學校的普遍表現(Snow, 1995; 
Mackintosh,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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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父母或繼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人數。這大致等同於社會資本裡網絡的組成 

元素（請見第一章）。過程性因素指的是網絡內互動的層面及品質，不管其結 

構；還有它與社會規範及非正式約束力的更多相關性。

普遍說來，不管是家庭社會資本的結構或過程層面，都影響孩子在高中教 

育裡的成就（參見Israel, Beaulieu and Hartless於2001年分析NELS的例子）。 

然而，我們不能假定孩子在家庭環境裡增加任何一種與成人接觸的機會，都 

與教育成就的改善有關。事實上，有些類型的親子互動若增加了，確實會增 

加對教育問題的回應（但這不一定就意味著這些問題毫無幫助）。因此，一項 

針對NELS的分析發現，父母參與度增加，在許多面向上看來都與較佳的學業 

成就有關，如親子間談論在學校發生的事；但在另一些面向上則會對學業成 

就造成負面影響，如父母檢査孩子的作業（Desimone, 1997）。同樣的研究也發 

現，父母的參與度所造成的影響，會隨著社會群體而有所不同。尤其對低收入 

戶的學生來說，父母的參與度一般比較少造成正面影響（請同時參考Valadez, 

2002）。

但是，單親家庭（就某程度來說，雙薪家庭亦然）的議題，一直都是爭議 

的焦點。許多研究發現，以教育成效及防止輟學方面來看，一般來說父母都陪 

在身邊明顯比只有-個家長在更好；換句話說，結構性或網絡性社會資本（數 

量）都重要（McLanahan and Sandefur, 1994; Teachman, Paasch and Carver, 1996; 
Pong, I998）»在某種程度上，這個結果可解釋爲：相較於只有一個家長在身

146旁，父母都陪在身邊意味著更頻繁的親子接觸。支持此一簡單結構性解釋的是 

一項發現：對於擁有較多兄弟姊妹或是在家裡排行較後面的孩子，都與智商較 

低及學業成就较差有關（Zajonc and Markus, 1975）。基本上，一個家庭裡有愈 

多的孩子，就會「稀釋」或減少較晚出生孩子能與父母相處的時間。

然而，詳細的分析顯示，單親家庭的孩子教育成效之所以不佳，是因爲親 

子互動時間以外的原因。其中一項因素就是家庭收入較低，但它絕非唯一或主 

要因素。單親家庭相較於雙親家庭，結果會擁有較小的社會網絡及較少的社會 

連繫（McLanahan and Sandefur, 1994）°比起完整的雙親家庭來說，他們明顯地 

較常搬家，因此會破壞家庭的社會網絡，也使得孩子較常轉學。但研究結果尙 

未確切指出這種較低的教育成就與較高的輟學率是否源於孩子與父母的社會網 

絡包括跟學校的社會網絡產生破裂，或者這結果是源於家庭崩解所帶來的創傷

（Teachman .Paasch and Carv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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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因素有助於解釋與繼父母在一起的孩子學業表現較差的原因。例 

如，孩子與繼父母一起生活的家庭中，其早期的輟學率是與親生父母一起生活 

的兩倍以上(Teachman, Paasch and Carver, 1996)°儘管繼父母家庭的收入比起 

單親家庭高許多，但前者仍然比親生父母倶在的家庭要更常搬家，而且社會資 

本更有限與更顯斷裂。

反駁「量很重要J這個簡易假設的進一步證據，來自於關於雙薪家庭的 

文獻。有個家庭社會資本的簡單結構模型表示，雙薪家庭的孩子也會較處於 

劣勢，但研究告訴我們事實並非如此。仔細地研究後會發現，雙薪家庭(或 

是單親家庭裡唯一的家長要外出工作)可能同時產生正向及負向影響(Parcel, 
Nickoll and Dufur, 1996〉。M. O’Brien 與 Jones (1999)在研究母親爲勞工階級 

的例子時發現，當孩子的母親有工作，尤其是兼職工作時，孩子的表現會最 

好。較高的教育企圖心似乎解釋了這個正面效應的大半。同樣地，Bianchi與 

Robinson(1997)發現，母親在外兼差的孩子相較於母親爲全職家管的孩子，

明顯較少看電視，且較常閱讀。看來要工作的家長，至少是有兼職的父母，會 

很努力地確保自己與孩子相處的時間「有好品質」，或許某種程度上是想彌補147 
自己工作不在家的時間。在另一項驚人的發現中也反映出類似情況，即相較於 

母親爲家管的孩子，母親有兼職的孩子反而有較多與母親相處的時間(M. O’Brien 

and Jones, 1999)。這些有趣的發現引起一些人提出建議，鼓勵彈性兼職工作 

安排的政策將會顯著地有利於孩子的認知發展及教育成果(Parcel, Nickoll and 

Dufur, 1996) °3

不只親子互動才重要

個人的社會資本不能只被化約爲家庭內最直接的關係。孩子與父母在許多 

其他領域中的社會資本各有差異，像他們是否參與了社群或志願活動；或他們 

是否與孩子的老師或孩子學校朋友的父母建立持存的關係。

Furstenberg與Hughes (1995)在一項針對高風險年輕父母所做的詳細研 

究指出，很明顯地可經由母親的社會資本，而不只是親子互動本身來，預測孩 

子的教育表現。即使控制了父母的人力資本以及孩子過去的表現，這些預測仍

■'這個推測受到從社會福利到就業計畫的證據的支持。-■般而言，這些證據都發現讓母親回 

到職場能提升孩子的學業表現，至少會持續到12歲左右。這個效果在某程度上被認爲是出自 

於母親自信的提升及社會網絡及資源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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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效力。在下列情況中，孩子會有較好的在校表現：當母親本身從她自己的母 

親（即孩子的外祖母）得到（及給予〉更多支持時；當母親認識越多孩子的朋 

友，而援助網絡愈強時；還有當母親每週至少拜訪好友一次時。另外也發現， 

孩子的朋友及其父母的教育企圆心，對孩子本身的某些教育表現而言也很重要。

同樣地，一項以身處劣勢的鄉下女孩爲對象的精緻統計研究發現，不論是 

家庭內或社群導向的社會資本，都與中等教育之後繼續升學與否；高中畢業與 

否；以及是否加入勞動力市場有顯著關聯（Doebkr，1999）°這項研究發現，參 

與課外活動在每項統計顯著的模型裡都有很強烈的效果。

如同先前提過的，NELS的大規模研究分析顯示，搬家對教育成就有負 

面的影響，這意味著孩子與父母擁有更廣大的社會網絡很重要。家庭本身以 

外社會資本的斷裂，解釋了許多家庭結構和教育結果之間的關係（Teachman, 

Paasch and Carver, 1996,1997 ；請同時參考先前的討論）。

148 與老師的關係也會影響教育結果，這個發現並不令人意外；父母一老師的

關係以及孩子一老師的關係，都有助於解釋較優秀的教育表現及中等教育之後 

的教育歷程（Teachman, Paasch and Carver, 1996,1997; Jordan and Plank, 2000）° 

少數族裔的教育表現

在世界各地許多國家裡，少數族裔群體的教育成就都是很多人關注的焦 

點。例如在英國，不同族裔群體的教育成就差別很大，相較於多數的白人， 

許多群體都表現得超出期待，但也有些團體表現得未盡理想（Madood et al., 

1997）。

研究發現，在少數族裔群體及多數白人的教育成就上，社會資本都扮演著 

類似的一般性角色。例如，研究者發現，「家庭主義」（familism）能改善在美 

國的墨西哥裔、英裔青少年的分數（Valenzuela and Dombusch，1994 ;樣本數爲 

3，168人）。Teachman、Paasch與Carver （1996）發現，約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 

—的美國黑人比美國白人更有輟學的可能，但黑人較差的表現可能可以完全歸 

因於他們相對來說較缺乏財力資本、人力資本及社會資本。同樣地，Plutzer在 

一項針對美國黑人女孩及年輕女性的研究中（1998）發現，對孩子監管較嚴格 

的父母，能大大地幫助孩子設定並達成其教育目標。而Qian與Blair （1999） 
以及Yan（1999）皆利用NELS，並發現父母有參與學校活動對於非裔與西裔 

美國人的教育企圖心有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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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團體都陳述過在效果上的一些變異。例如，一個研究陳述了在不同 

族裔群體間，父母參與的影響力在強度甚至方向上的大量變項（Desimone，

1997）。尤其這個研究發現，父母參與在內的變項相較於對白人、黑人、西裔 

的影響，一般而言對亞洲人比較不顯著，雖然這或許反映了在該團體裡較低的 

變異程度。4在白人學生及拉丁裔學生學習數學時（以耗費長時間學習及收入 

回饋而聞名的選擇），父母的參與情形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研究發現，對 

白人學生來說，父母的參與有其效果，但對拉丁裔學生卻無用，尤其對社經地 

位低的拉丁裔人來說更是如此（Valadez，2002）。

更重要的是，父母一孩子和父母一學校之社會資本的程度上差異，有助於149 
解釋各族裔群體間在教育成就上的差異（Qian and Blair, 1999; Yan, 1999）。因 

此，家庭社會資本低，有助於解釋美國黑人普遍較低的教育成就。那些極少數 

能成功的黑人學生，都具有和成功的白人學生一樣高的家庭社會資本以及父母 

參與程度（Yan, 1999）。

最後，値得注意的是，對於自己可取得社會資本的優劣，每個人並非盲目' 

無視。焦點團體的成果清楚揭示了弱勢族裔團體成員感覺自己身處劣勢，因爲 

他們缺少那些地位較鞏固的多數團體，尤其是擁有聲譽卓著的專業人士所擁有 

的社會網絡（請同時參考第二章）。有證據顯示，這正是少數族裔以及身處劣 

勢的團體之所以熱衷於投身教育的原因之一，是爲了要跟優勢抗衡。當富有者 

與各方關係良好者能在自己的連結上建立起一段成功的生涯，那些處於劣勢、

各方關係都較有限的人則必須專心致力於學業上的表現（Zweigenhaft，1993）。

如果家庭關係無法提供個人所需的社會資本，那麼另一個選擇就是集中精力以 

建立屬於個人的人力資本。此外還有一個選擇，雖然並不總是具有教育上的 

效果，那就是加入學校的籃球或足球隊，以此做爲取得另一種社會資本的管道 

（Eitle and Eitle,2002）。

輔導：一項實驗性介入

實驗性介入永遠都令人感興趣，因爲在它們起作用時，我們就能更確信自 

己已弄清正確的因果關係。當然，實驗性介入可指出我們針對當前發生的事可 

以有所反應上，因此也具重要性。

'如果在特定族裔團體內，父母的參與普遍來看是高（或低）的，那麼它在統計意義上就無 

法「解釋J太多事，因爲它沒有足夠的變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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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家庭與親密的社會資本，要進行眞正的實驗十分困難，或許也會違反 

倫理。然而，在這個領域中有個檢驗社會資本假設的有趣試驗：以輔導的方式 

企圖提升身處劣勢的孩子的社會資本，進而提升他們的教育成就。這種方式的 

政策介入仍在草創階段，因而很難對它做出有系統的評價。

Johnson曾評估在費城實行的「贊助學者」計畫(Sponsor-a Scholar) 
(Johnson, 1999)。這個計畫的基本理念很簡單：「不管是否有關聯，讓有愛

心、有影響力的成人提供一種對年輕人未來發展助益無窮的社會資本」。她發 

150現「贊助學者」計畫對髙一、高二的學生學業上的表現有顯著的正面影響，但

對高三學生則沒有。她也發現，該計畫對準備進入大學及在高中甫畢業第一年 

就進入大學的人而言，也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基於相同的旨趣，她發現劣勢學 

生在這個計畫中受益最多。此發現符合另一項證據：處於劣勢的學生是最有可 

能缺乏社會資本以及其他形式資本的人，因此也最有可能從此介入方案中獲 

益。

另一項可能會讓人印象更深刻的結果則由Kahne與Bailey(1999)提出。 

他們描述的計畫所介入的學生，年齡比起費城計畫所介入的年齡要小得多。他 

們共評估了兩項「我有一個夢想」([HAD)計畫，兩項都將重點放在小六學生 

身上。兩個IHAD的贊助者都認養了一整班的六年級生，與計畫合作者一起長 

期提供這些學生金錢、學業、社會上的資助，期望他們能自高中畢業且進入 

大學就讀。研究者發現，這些計畫都「無比的成功」。順利畢業率各從37%、 

34%提升到71 % ' 69% ；也就是說，增加了幾乎兩倍。研究者認爲，社會資 

本的提升是這個計畫之所以成功的關鍵因素。他們在結論中指出這些介入方案 

做爲一項協助城市中心貧民區年輕人的政策工具所具備的巨大潛力。

相對於以上兩項極度正面的研究，英國最近的一項實驗性硏究則發現了非 

常負面的結果(Defty and Fitz-Gibbon, 2002)，樣本取自120位來自15個學校

「企圖心低」的15歲孩子。這是根據預期這些孩子在16歲後繼續就學的機會 

不大所做的認定，即使這些孩子的能力與同儕的能力相仿。這些「企圖心低」 

的孩子裡有半數被隨機分配到一個介入團體，孩子在其中會被挑選出來好讓學 

校施予額外的牧養指導；控制組則未被挑選出並待在學校裡。研究發現，被挑 

出而給予額外指導的孩子，事實上在之後的GCSE考試(譯註：即英國大多數 

16歲學生會參加的綜合中等教育證明考試)裡的表現明顯比控制組還差。更 

進一步來說，他們接受的諮商愈多，成績就愈差，雖然這可能是反映出他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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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的需求。

我們要如何將「贊助學者」及「我有一個夢想」計畫相當正面的結果與 

英國研究令人沮喪的負面結果等而觀之呢？介入方案本身的品質，以及計畫中 

孩子年齡的相對性成熟是可能的解釋。然而，更可能是因爲在英國的實驗中，151 

從一群孩子中指名其中一個特定孩子較有失敗可能性的這一個行爲，透過將孩 

子貼標籤及可能地污名化，導致這個實驗造成的傷害反而比益處大。這個結果 

吻合之前的另一些研究結果，發現將孩子認定爲能力較差的行爲會影響教師的 

期望及較差的表現，因而爲了避免偏差行爲的個別介入方案，反而有可能導 

致更糟的結果（Rosenthal and Jacobson, 1968; McCord, 1978; Dishion, McCord and 

Poulin, 1999）。相反地，成功的美國研究是一次介入一整個同儕團體，而不是 

把孩子當成失敗者似地個別挑出。

這些正面的結果強烈地指出，社會資本匮乏就在許多處於劣勢的年輕人學 

業表現不佳的現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建議這些匮乏的情況至少要在一 

定程度上透過提供其他社會資本形式做爲補償。然而重要的是，輔導式介入不 

會將個別孩子貼上不如同儕的失敗標籤，而且若在年輕人接受教育初期就提供 

介入方案的話，效果似乎也比較好。

中觀層面：學校與社群效果

柯爾曼在一篇如今已成爲經典的論文（1998）中提到，即使控制了父母的 

財力與人力資本後，在美國，教育失敗的可能性在天主教學校還是比在傅統非 

教會學校低。他提到，公立中學的輟學率比天主教學校更高三倍。柯爾曼認爲 

這是將父母、孩子及天主教學校串連在一起的網絡強度所造成的。5父母、學 

生、教師都綁在同一個網絡裡，擁有共同的價値觀並帶著高度的「緊密性」 

（closure）特質。換句話說，在典型的天主教學校裡，與你的朋友一塊兒题課 

沒有好處，並希望這件事不會傳到父母耳中。

柯爾曼的發現已在好幾個其他研究中得到印證。Bryk'Lee與Holland 
（1993）估計，如果一所普通的公立（州立）學校可以採行人口特徵上與之類 

似的天主教學校所具有的共同體特質，它將可以在大部分數據上從一般水準往

5對照天主教學校在微觀層面上對社會資本的正面效益以及天主教在鉅觀層面上對社會资本 
的負面影謇（La Porta et al.，1997 :請同時參考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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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爬升20%到30%。他們發現學校規模小也有幫助，這是其他研究所印證的 

結果(Bryk, Lee and Holland, 1993; Langbein and Bess, 2002)。規模較小的學校

152比起大學校，較有可能出現學業成績好及動亂較少的效果，但是也可能透過建 

立其他形式的社會資本，來緩和由規模大小所造成的效果，如最明顯的就是透 

過大型的校際球類計畫(Langbein and Bess, 2002)。6

柯爾曼的發現同時從較廣的層面來看，也從Teachman、Paasch和Carver 
針對NELS的再分析中得到印證(1996, 1997)。他們發現天主教學校的孩子在 

高一之前輟學的可能性很低。即使在統計上控制了父母的收入及教育程度、居 

住在鄉間與否、居住在南方與否、性別、族群、兄弟姊妹人數及兄弟姊妹輟學 

人數，輟學的可能性仍因爲唸天主教學校而減低到約45%。天主教學校的正 

向效果並無法用結構性家庭特徵(如雙親裡有一個是繼父或繼母)來做解釋， 

但是這些家庭因素對輟學率來說都是有力的獨立影響因素。天主教學校與父 

母一學校的高度連結有關，而這似乎是驅動整股力量的關鍵變項。在一定程序 

上，唸天主教學校的家庭其低度居住流動率也能解釋天主教學校的效應。

我們已經解釋了在杜會資本的架構内轉學次數所造成的影響。我們假設轉

學會降低父母與孩予做出有關學校之明智決定的能力。他們對學校、老

師、班級的瞭解會較少；也較可能無法利用學校及老師所能提供的資源。

老師對搬遷的孩子付出的心力也會比較少，因此比較不會將額外的時間與

精力花在這孩子身上。孩子可能會覺得與教育過程格格不入，而有較多尋

求與非主流社會接觸的可能性。(Teachman, Paasch and Carver, 1996, p. 782)

緊密性作用引發的爭議

一項最近的分析對天主教學校的正面教育影響提出質疑，尤其是針對緊密 

性的正面效果。Morgan與Sorensen (1999)使用NELS來分析高一及高三學生 

的數學成績。他們發現，一旦控制了學生之間朋友交往的緊密度，公立學校中

6我們應注意到，美國的學校規模比其他國家大。有項研究英國學校的詳細分析指出，學校 

規模與學業表現間呈現u形關係，這已控制了在學校免費用餐的學生數(此爲測i貧窮的指 

標)、教學付出及學校的類型(Bradley and Taylor, 1998)。這些研究者下了結論指出，學校的 

最適當規模，以11-16歲而言是1,200人，以11-18歲而言是1,500人。這個數字規模實際上 

比英國學校的平均規模都高出些許。也就是說，既然我們有充足證據支持設立完全學校，這 

就意味著我們應追求學校每年或每個年級收較少學生，但招收的年齡可以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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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社會緊密性會與數學成就之間有負向相關。他們反而認爲「平面擴張」

的學校比起「強制實行規範」的學校更能促發學習，但他們的確注意到在天主 

教學校的部門裡因緊密性而產生的正向效果。

Morgan與Sorensen的研究已引發些微波瀾，同時也招來批評。有些人認 

爲Morgan與Sorensen的研究在概念上有所混淆，以至於他們的分析及結論都153 
受到了影響（Hallinan and Kubitschek, 1999）。其他使用同樣資料的學者則導出 

了截然不同的結論（Carbonaro, 1999）°

我們該如何解釋與Teachman等人結論顯然很不一樣的Morgan與Sorensen 
的結論呢？主要値得注意的一點是，Teachman等人把焦點放在輟學率（一 

如柯爾曼所做的），而Morgan與Sorensen則是放在學校表現。另一個重要的 

附帶觀察則是，愈具邊緣性的學生在教育上的表現會愈糟。在其他條件相同 

的情況下，一個成功留住這類學生的學校可能會因此而有明顯較糟的成績。

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什麼學校間的差異可以眞正遮掩住令人佩服的表現。然 

而，以父母是否認識自己孩子的朋友來測量的緊密性議題上，或許是沒有衝突' 

的。Teachman等人發現這個特定變項與輟學沒有顯著的關係。因此，儘管他 

們有效印證了柯爾曼認爲天主教學校能減少輟學，且將此效果歸因於社會資本 

的一般性發現，他們並未能找到太多證據支持柯爾曼關於緊密性是中介這一效 

果的明確想法。

不論Morgan與Sorensen的分析細節在更細緻的檢視下是否仍能屹立不 

搖，他們所提出的概念絕對値得探索。他們做的區辨讓人回想起現今社會資本 

理論家在黏著性與架接性社會資本之間做的區辨（請見第一章）。透過稍早的 

章節架接性與黏著性逐漸變得清楚，這兩者都具有特定助益，因此只立基於其 

中一種特質的社會網絡或社區就較有可能會陷於劣勢；兩種特質都很重要。因 

此，當一個社區幾乎或完全沒有外在連結時（即缺乏水平擴展的能力），或許 

也會限制其成員的教育企圖心，這樣的發現並不令人意外。如果探討的社區碰 

巧企圖心較低，則其社區居民的企圖心一定會比較低，就如同在許多身處劣勢 

的都市社區中所看見的一樣（請見第二章中與經濟提升相關的類似分析）。例 

如，對那些即將結束義務教育的年輕女性而言，她們的教育選擇會大大地受到 

其社群對所謂「成功」的概念所形塑。對來自劣勢或傳統社群的年輕女性來 

說，成功可能是指符合「女性特質」，而此概念並不直接包括繼續進入高中、

大學升學（Thomson, Henderson and Holland,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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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5.1學業成就與父母平均教育水準及網絡閉鎖程度的關係

附註：學業成就=參加英國大多數16歲學生會參加的綜合中等教育證明考試（GCSE）而通 

過的學生數；父母教育水準=在該校中具有學位的家長比例；緊密程度=學生家長與 

該校其他家長社交的程度

在針對15-17歲的英國年輕人所做的持續研究，我們測試了緊密性的潛在 

154雙面特質。發現的結果和其他的硏究一樣，父母的學歷高低能預測子女在個人 

以及學校層面上的教育表現。換句話說，在其他因素都控制住的情況下，班上 

其他同學的父母都擁有學位，這就是一項優勢。然而，我們也詢問學生，他們 

的父母與朋友的父母社交互動的程度。學生所處的學校中若有許多父母都受過 

高等教育，則學生的表現就會普遍較好，不管這些父母是否有社交互動。但對 

大多數家長都沒有學位的學生而言，自己的父母與同學的父母有社交互動，這

一點卻造成了些微的劣勢（請見圖表5.1）。

來自世界各地的例證有助於解釋爲什麼不具架接性的黏著性社會資本，在

社群所設定志向較遠大的情況下產生的影響具正面性，而在其他情況下，不具 

架接性的黏著性社會資本產生的影響卻可能是負面的。在南美洲哥倫比亞所進 

行的研究提供了一個例證（Restrepo, 1998 :請同時參考第四章）。在這個帶有 

豐富「不具生產性社會資本」的脈絡下，緊密性很有可能會導致更糟的教育結 

果。同樣地，雖然較不具戲劇性，但學者也發現，在印度，緊密的社會階層及 

相關的父母企圖心會互相強化，以至讓許多年輕人身陷低企圖心與低終身成就 

的循環之中（Dhesi，2001）。簡言之，印度的學校體系特別清楚彰顯以下這種 

情況的例證，即父母的企圖心影響年輕人就讀的學校，而後學校本身的企圖心 

和社會網絡又影響了此人的人生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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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缺乏架接性社會資本的情形下，緊密性或高度黏著性社會資本確155 

實有助於該社群的成員將自己的價値觀傳給下一代。但如果這些價値觀是關於 

反對智力發展或偏好低成就的，那麼就很難期待會有高教育成效。顯然，未來 

的教育研究要專注在社群的黏著性及架接性層面的影響，以及專注於潛在價値 

觀，這類社會資本較有可能在特定脈絡下提供協助。

社群其他的面向會影響學校表現嗎？

美國天主教學校效應的證據指出，它的許多正面影響可能來自於學校所在 

的社群而非學校本身。這強烈隱含著父母一學校的連接性與居住流動率高的負 

面影響。

一位頂尖的研究者曾表示，如今已有「清楚的證據顯示，小孩的班級 

或學校的平均社經地位對其教育的各項表現有影響，即使在考慮了(個人層 

面的)能力與社經地位後仍是如此」(Willms, 2000, p. 18)°同樣地，連結美 

國NELS與1990年人口普査的研究發現，不只社區特徵能預測教育的各項表 

現，同時這些效果的強度也能與相關的、較常被引用的家庭和學校因素相互匹 

敵(Ainsworth, 2002, p. 117)。這個研究發現，社區的社會資本可以解釋大部分 

的社區效應，而其中的「集體社會化」(collectivesocialization)有著最強的影響 

力。

爲了彰顯社群(或眞的環境)效應，在理想上應該建立一個「多重層面 

的」(mulei-level)統計模型。應用的範圍並不只在教育上，也在其他變項上 

(請參考第四章Robert Sampson討論犯罪之傑作)。如果在家庭內只有一位親 

生的家長，往往會導致孩子的教育成就較低；再者，一個社群中假使這類單親 

或繼父母家庭的存在比例高，平均而言會有較差的教育記錄。這個結果本身並

不意味著「社區」的效應。這個結果可用家庭的個人層面來解釋。換句話說，

在高比例非傳統家庭社群中的較差教育表現，不一定意味著由親生父母組成的 

家庭，若住在這類社區，其子女的教育表現就會比住在其他地方更差。唯有當 

眞正的社區或生態效果存在，這類家庭才會被它所處的區域所影響。

己有人建構出這類多重層面模型。Yongmin Sun建立了一系列的多重層面156 

模型，使用1988年的NELS檢視美國八年級學生的科學、數學、閱讀、社會 

研究考試分數(Y. Sun, 1998)。在這些模型裡，Sun涵蓋了如平均家庭收入、

少數族群註冊人數、城市所在地等「控制變項」；還有如轉學次數、家庭內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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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姊妹平均人數、非傳統家庭的集中程度等「結構性變項」。最後，最大的旨 

趣還含括了「過程性」變項，如參與宗教活動的學生比例、參與運動的比例、 

隸屬於其他父母所參加組織的父母、認識其他父母的數目、父母願意齊心合作 

以支持學校政策的程度。

在個人層面上，Sun的模型贊成第一節中所提到的多數發現。轉學、有較 

多兄弟姐妹、身爲少數族群、較低的社經地位，這些都與學業表現差有關。同 

樣地，高度親子溝通、認識其他學生的父母、父母有參與組織、學生有參與宗 

教活動，這些都與較佳的表現有正相關。

但眞正令人感興趣的是社群層面的效果。Sun在控制性、結構性及過程性 

變項間發現相當顯著的社群層面效果。談到控制變項，在四個測量値中，家庭 

收入較低、少數族群註冊人數較高的社區，學業表現也較差。換句話說，住在 

貧窮地區的貧窮家庭遭受到雙重的劣勢，首先來自於自己本身的貧窮狀態，其 

次來自於鄰居的貧窮狀況。類似的社群效應被視爲非傳統家庭對科學、數學、 

閱讀表現（但不包括社會研究）的重視，還有兄弟姐妹在數學以外科目的表現 

所造成的結果（但不包括數學）。

這五個社群過程相關變項都與考試成績有關。在統計上控制了控制變項 

和結構性變項之後，會減少社區過程相關變數的影響規模，但其影響仍是顯著 

的。學生參與宗教活動的比例、家長互相認識的比例、家長願意齊心合作以支 

持學校政策的程度，這些都與四個科目中至少三項的考試成績有顯著關係，即 

使在考慮了個人層面和社群層面的控制變項後仍是如此。

這些結果大大支持了柯爾曼關於社群特徵會影響教育表現的假設。同樣 

157令人驚奇的是，在這個統計方面相當卓越的模型裡，柯爾曼關於緊密性的假 

設（在此是以父母間的聯繫做爲測量標準）重新獲得證實。這個模型也延續 

了 Teachman等人的發現，即流動率（以轉學的平均次數做測量値）對教育表 

現有負面影響。這種流動率似乎不僅直接影響了孩子，還影響了其他同學的表 

現。但在控制了社群貧窮程度、家長之間和家長一學校間的連結度、學生參與 

宗教或其他活動的程度後，這個效應就被消除了。這個結論顯示，流動率在社 

群層面上對學生教育成就產生的負面影響，主要源於流動率帶給社群社會資本

的破壞。

針對「究竟是家庭還是社群社會資本比較重要」，尙有一些爭論。看來不 

管是社群社會資本的結構或過程，都對中學生的教育成就有所影響。近來有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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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對NELS的分析證實，社群及家庭都會對教育產生影響，並評估家庭社會 

資本在整體上的影響更大(Israel, Beaulieu and Haitless, 2001)。這一點並指出，

研究的結論代表社群社會資本在「協助學生表現更傑出」上特別重要。這有點 

像接力賽跑：家庭能帶領你的距離有限，但更廣的社會網絡會幫忙帶領你到達更 

遠的範圍。但重點是它們產生的效應大致上都是附加的。兩者對孩子都有助益。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知道什麼因素能提升這類社區社會資本。這樣的結 

果意味著，住在居住流動率低及家長連結度高的區域是爲了所有學生的優勢，

即便這些因素並沒應用在他們自己的家庭裡。一項針對芝加哥社區進行的謹 

愼研究發現，預測緊密性(即家長之間與家長一孩子的連結度)及鄰里交流 

的最佳指標是集中的富裕程度、低人口密度及居住穩定性(Sampson, Morenoff 
and Earls, 1999)。相反地，各種劣勢集中在一起，似乎不會抑制這類成人的 

鄰里交流，但它的確會抑制對孩子非正規控制的共同期待，即使在控制觀察 

到的暴力情況後仍是如此。歷史上已發現，社會同質性、財富及低移動率是 

美國從1910-1930年增加對公立(州立)中等學校教育之投資過程的關鍵因 

素，這也指出了投資與穩定性的循環(Goldin and Katz, 2001)。擁有房屋的狀 

態也有可能是個重要的因素。房屋擁有者在教育上的投資較多，也較少搬家 

(DiPasquale and Glaeser, 1998 ；請同時參考第八章關於因果關係的討論)。

Sun和其他研究者的研究都指出，強而有力的社會資本並不全能被簡化爲158 
等同金錢，但錢確實有助於形成社會資本。樂觀點來看，劣勢的社群(例如有 

一半學生來自單親家庭的學校)在社會關係與家長間的網絡很強時，社群在學 

業上仍能表現優良(Pong, 1998)°同樣地，家長參與學校活動不僅會增加學業 

上的一般表現，也會減少社會階級在表現上的差異(WillmS，2000)。

在討論微觀效果的部分曾提到，對於某些團體，如移民到美國的華人及韓 

國人，移民的身分似乎會與較高的教育企圖心有關；但在移入美國的墨西哥移 

民等身上卻看不到這種情形(Hao and Bonstead-Bruns, 1998)°這部分是屬於社 

群或團體層面效應的表現。同樣地，在其他變項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具備能說 

自己原本少數族裔語言的能力，一般說來對教育成就有正面助益。例如，一項 

針對越南移民的研究就發現，識字在越南人當中對族裔認同及學業成就有正向 

關係(Bankston and Zhou, 1995)。保留原本的少數族裔語言，提供了取得社群 

社會資本的額外途徑，因此也有助於而非有礙於在主流的教育中發展。

總之，證據指出社群層面的社會資本對教育表現有清楚的影響，這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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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層面的社會資本上發揮作用。這對低社會資本及身處劣勢的家庭尤其會 

產生問題，而這些家庭會因此不成比例地集中在貧窮、低社會資本的社區裡； 

這就是WUlms(2000)所謂的「雙重危險」(Double Jeopardy)。然而，這個敍 

述的光明面則是，我們有足夠的信心相信，只要清楚地認識這些因素的重要 

性，則政策制定者、家庭與社群就更有可能把焦點集中在社會資本的匮乏上 ， 

並開始有所行動。

學校內的社會資本

最近，有些教育專家已經開始思考社會資本在學校內所扮演的角色；換句 

話說，即老師之間、老師與校長之間的社會網絡。

159 曾任劍橋大學教育學教授及英國政府顧問的David Hargreaves曾擔任制定

英國學校課程的政府單位首長，當時他寫過一篇有趣的文章，主張：

許多英國老師缺乏能讓他們更具智慧地工作的互助專業學習文化……在一 

所具備豐富社會資本的學校裡，高度的信任會在組織成員及股東之間引發 

出一種互助文化及厚實的網絡。學校内的高度社會資本會強化其智識資本 

(Hargreaves, 2001，pp. 5-6)。

Hargreaves並未忽視強烈的家長一學校連結及家長之間的連結可以扮演的 

重要教育角色，但他的主要目的在於強調學校內的社會資本也很重要。他點 

出「教師效能」的跨國比較以證實他的論點。針對美國、日本、德國的數學 

教學的比較分析指出，教師間的社會資本對日本人較高的學業成就產生影響 

(Stigler and Hiebert, 1999)。在日本，教師會參與專業發展性團體，這些團體 

提供諮詢及集體論壇，讓教師在團體中培養或測試新的教學技巧。教師發展出 

「研究性教案」後，可以進行集體分享或執行。他們在工作中彼此觀察，並發 

展出一套討論他們所從事之事務的用語。當成果爲集體所共同擁有時，教師們 

更能具建設性地相互批評而不用擔心冒犯他人。簡而言之，教師們積極且例行 

地集體合作以創新、分享知識；社會資本因而變成知識轉移與培養的潤滑劑， 

而且它會回饋可觀的教育紅利。

雖然Hargreaves並未提及，但失敗學校的證據有力地支持他的假設；不只 

在英國是如此，在其他國家亦然。失敗的學校一般具有高度人事變動率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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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而這往往會破壞職員之間的社會資本，就如同居住流動率高會破壞家庭 

及社群的社會資本。事實上，有些人認爲在都市學校裡進行的改革方案通常會 

失敗，是因爲這些方案削減或阻礙了教師與行政人員之間的社會資本(Useem 
et al., 1997)。人事流動率髙與禁止教師在課餘時間彼此來往的工會法，都進一 

步地加深了老師這項工作的孤獨本質。相反地，針對示範學校的個案硏究已指 

出，這些學校表現卓越的因素包括學校職員間的信任感；在學習上願意合作的 

立場；相互支持而使人願意承擔風險的氣氛(S. A. Wolf et al., 2000)°7

這些發現與更多討論成功廠商特色的經濟學文獻的雷同程度令人訝異(請160 

參考第二章)。Stigler與出6^«對於使曰本學校能有效運作因素的敍述，非常 

近似於對創新且成功的公司裡的管理諮商人員的描述。在觀察到日本學校與僱 

主間緊密的連繫後，更使得兩者的對比顯得類似(Brinton, 2000)。這代表他們 

不只具有很高的內部黏著性社會資本，而且和其他重要的經濟及孩子未來生活 

的參與者也有良好的架接性社會資本。同樣地，不只在教育制度內對合作重要 

性有增強的認知，在教育制度之間也有相同的情形(Huotari and Livonen, 2001; 

Herriot et al., 2002)»例如，如今英國學校都會被鼓勵結成「盟校」或結群，以 

便學校之間能更積極地相互合作，這異於以往由政策及強調排名所引起相互競 

爭的作法。

鉅觀層面

表5.1摘錄了普特南(2000)在一個註解裡所提到的一連串重要統計數 

字。基本上，在美國，總體層商上具有較高社會資本的州，都一致地達到了較 

好的學業結果。

有趣的是，一項類似的區域效果也能在此表格中及Teachman, Paasch與 

Carver對NELS(1996)所做的仔細分析中的迴歸模型裡找到類似的區域效 

應。他們都發現，住在美國南方各州對輟學率有很強烈、一致的負面效果。住161 
在南部與增加70% -75%的輟學可能性有關。此外，這個變項的效果在他們所 

採試的模型裡幾乎都沒有改變。當然，在普特南的社會資本指標裡(請見第八 

章)，南方各州的社會資本一直都比較低。

7如同人們所預期得到的，其他的因素包括了持績對學習抱持正面的態度、校長的領導能力 

及對改革過程本身的反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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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美國各州社窗資本指數與全题教育過程評估測链之間的相關性 

（1990年的資料）

四年級（9歲） 八年級（13歲）

數學（1992） .81 •91

數學(1996) .67 .88

閱讀（1994） .68

科學(1996) .85

學術能力測驗（SATs，1993） .67

中學輟學率（1990-5） -.79

在國家層面上社會資本與教育成就間表現獨特關係的情形，並不只有在美 

國才看得到。英國未出版的資料也在16歲時的教育表現（例如拿到普通中等 

教育證書的比例超過5%）與英國各區社會資本（根據英國社會態度調査）之 

間顯示類似的高度關聯性。甚至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近來有著作比較了從英 

國公民審計數字得到超過］00個英國地方政府的社會資本，以更精緻的規模印 

證了這個結果（Pattie, Seyd and Whiteley, 2002） °英國公民審計有超過一萬的樣 

本數，爲每個居民超過100人以上的地方當局提供其公民參與及社會信任的估 

計値。作者發現，控制了社會、人口等其他特徵後，公民參與會與地區的平均 

教育表現程度有顯著關聯，尤其是16歲時的考試成績（這個考試是在義務教 

育的最後階段進行）。

這對在美國發現的結果是一項很重要的印證。在英國，教育支出主要是由 

中央政府的稅收及經費支付（不像在美國，教育支出大多由地方負責），而且 

在英國，各地的分數可以相互比較。換句話說，學校資源與區域間評分的差異 

不能完全解釋英國的結果。

這些鉅觀層面或區域的差異非常可觀。對美國資料來說，普特南的報告顯 

示，即便因爲許多其他因素再加上包括種族組成、財富、經濟不平等、成人教 

育程度、貧窮比例、教育支出、教師薪資、班級規模、家庭結構、宗教信仰、 

私立學校所占比例大小等控制項，這些相關性仍會存在。確實，儘管上述這些 

因素裡有好幾個在統計上都有重要性，但社會資本仍是解釋州層面差異的最重 

要單一因素（Putnam, 2000, p.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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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驚人的發現通常會與美國教育學文獻中一個長期存在的謎團並列 

呈現。一系列大規模的美國研究結論指出，在學校支出及學生成就測量値之162 
間，沒有或幾乎不存在有系統的關係，這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Coleman，

1966; Hanushek, 1989, 1997, 1998, 2003; Burtless, 1996）。另一方面，Card 與 

Krueger•的分析發現，教育的報酬率（即薪資）與個人居住的州裡的學校平均 

素質之間存在著強烈的關係（Card and Krueger, 1992, 1998）。奇怪的是，這個 

關係在州的層面上很明顯，担在檢視學校層面時卻幾乎消逝了。換句話說，學 

校資源較佳的州（即班級規模小、老師薪資高等），其表現會比較好，但具有 

較佳資源的個別學校，其表現似乎不會比較好（Betts, 1995;Burtless, 1996）»
州層面的社會資本，會不會是這個謎團裡遺落的那個關鍵？例如，或許是 

具有較高社會資本的州往往在教育上表現較好（請見前面的討論），還有賺取 

更高的終生俸（請見第二章〉，而同時也較傾向投身社會事務，因此會在公共 

服務上投入更多。其他地方也提到，較多的公共投資以及納稅的意願，都可能 

是讓社會資本在中觀與鉅觀層面對社會預期結果造成影響的路徑之一（例子請 

見Kawachiand Kennedy, 1999，所做與健康相關的文章；請同時參考第六章）。

然而，値得注意的是，在英國也發現相同的相關性；英國就如同先前所說，當 

地的教育支出大多由中央政府所決定。換句話說，位於英國境內高社會資本地 

區的學校並未獲取更多金錢，但仍達至更高的教育效果。

國家之間的差異

社會資本的差異也能解釋各國在教育成就上的差異嗎？令人驚訝的是，

關於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角色的OECD報告作者並未嘗試以模型表現這 

個關係，特別是OECD蒐集了在教育表現上跨國差異的相關資料（OECD， 

2001a） »
各國在教育成就上的差異是很可觀的。例如，成人當中具有最佳及次佳 

讀寫能力者，占總體比例最低的是智利的20%以下，最髙的是瑞典的70%以 

上（OECD，2001a, p. 21）。經過詳細研究發現，國家的財富無法完全解釋這個 

模式中大多數的差異；例如美國雖然擁有過人的財富，卻往往只稍微高過平均 

値。如果把焦點放在教育表現最優秀的前三名，那麼將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瑞 

典、挪威、芬蘭和丹麥等北歐國家。再看看社會信任上的國家差異圖表，更證163 

實這個懷疑：這些國家也都不斷名列信任程度最高國家之列（請看圖2.1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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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如果我們檢視教育成就最低的工業化國家，會發現往往都是南美與前 

蘇聯國家(即社會信任度最低的幾個國家〉。教育表現中等的都是北美與西歐 

國家，就像它們在社會信任上的排名一樣。

我們藉由計算國民識字程度與社會信任度之間的相關性，檢査了這個關 

係o8相關性是非常驚人的.82 (N = 18, p < .001)。這是非常強的關係，但是 

很類似在美國各州所發現的結果。然而，識字率的確與一國財富有顯著相關。 

在統計上控制了每人國民生產總値後，將減弱識字與社會信任之間的相關性強 

度，但它的淨相關是仍算顯著的.63 (p < .01);另一方面，控制了社會信任， 

將會完全削減每人國民生產總値的效果，證實在解釋國家教育表現而非財富 

時，社會信任是重要的變項。

再一次，解釋因果方向的難題又出現了。到底是因爲高社會資本，使得北 

歐人有如此出眾的教育成就；還是因爲他們普遍的高教育程度及普遍來說更平 

等，所以才會比較信任彼此？這是我們目前無法解決的議題。的確，由於缺乏 

合適的時間序列資料去區分因果關係，所以我們目前無法解決這難題。然而， 

考慮到在微觀及中觀資料的強度，認定因果方向是從社會資本到教育至少是個 

可能性。

教育創造社會資本

在稍後的章節裡，我們會回到關於社會資本如何被創造、維持與摧毀的細 

節上(第八與九章)。然而，關於教育在這個過程裡有個特別重要角色的說法 

是有爭議的。不只是社會資本能培育出教育成就，教育本身在創造社會資本的 

過程裡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個人層面上，教育成就不斷被發現具有預測社會資本的能力。具有較佳 

教育表現的個人，也會有較高程度的公民與志願參與度；更廣大且多元的社會 

網絡及對他人較信任。在不同國家與測量方法中，都能發現這個關係的存在。

164例如在美國，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出席公眾集會的次數是只受基礎教育者的六倍 

之多(18%對上3% ; Putnam, 2000, p. 46) °同樣的結果也在澳洲(F. E. Baum 
etal., 2000)、英國(Hall, 1997, 1999)»以及其他國家出現，每多一年的受教育

8教育成就的測量値是文學與數學能力達到高級人口占總體的百分比平均値。社會信任的資 

料則是取自世界價値觀調査。我的研究助理Zoe Morris將資料彙整在一起以完成這項分析， 

爲此我深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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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社會及公民活動就會急遽增加。

貫時性資料的分析，已證實教育似乎能提升社會資本的想法，但是它也指

出這個效應的絕對規模很可能會被橫斷性分析所誇大。例如，英國國家兒童發 

展世代資料(British 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Cohort)的分析指出，即使控 

制了其他變項，從社會信任與社群參與的角度來看，上大學乃與社會資本強烈 

的提升有關(Bynner and Egerton, 2001)。然而，另一項英國家戶調査(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的分析指出，會繼續升學的年輕人在接近20歲時，

其社會與公民參與已經比沒繼續就讀大學的同儕高(Egerton, 2002a)。這些孩 

子擁有較高的公民參與度，反映了部分家庭社會化的模式及父母具有專門職業 

的這個特質(請看第八章)。儘管如此，即使控制了先前的參與程度和家庭背 

景，較高程度的教育經驗不管是對年輕或較年長學生的公共參與，仍提供了更 

進一步的適度提升。

研究不斷試圖辨認出到底能解釋這個關係的是什麼，但至今卻仍未出現 

決定性的結論。最常聽見且最顯見的可能性是，長時間待在同一個機構內長大 

的年輕人，彼此間會建立起強大的連繫以及培養出社交的技巧。年輕人積極地 

投入能讓他們培養社交與合作技巧的經驗，而教育環境以及課外活動、同儕活 

動、社群活動都能提供他們擁有這類經驗的機會(Dworkin，Lareon and Hansen,
2003)。同樣地，學校政策對學生參與課外活動也有著巨大的影響，而這些影 

響接下來也會對年輕人的社會網絡和社交技巧產生巨大的影響(McNea］，1999; 
Langbein and Bess, 2002)。當學生離開了學校或大學後，就會發現這些網絡與 

技巧是一種可轉換及有彈性的社會資本形式。

至少對特定形式的公民行動來說，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透過教育所能習得 

的一般性技巧，像是閱讀、寫作及理解複雜的公眾制度，這些都有助於個人的165 
參與。一個偏向認知面的解釋是，教育提供人們心理技巧以預測自己行動的後 

果及發展較複雜的啓蒙式自利觀。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瞭解，人以建設性、相 

互信任的方式和他人建立、維持關係，是爲了自身和社會的利益。一個相同的 

社會學解釋是，大眾教育逐步灌輸能增進社會凝聚的共同規範，並建立一套有 

助於人們相互合作的共識(Gradsteinand Justman, 2001)。

人們甚至可以主張，不只在國家之內，還有國家間的教育相似性帶來全球 

新規範，以及更多的全球性社會資本。舉個明確例子，來自世界各地到西方國 

家拿MBA學位的畢業學生，把能夠促進國際貿易的共識帶回到母國(Mella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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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請參考第七章)。然而，仍有一個疑問：在一些教育仍在急速擴張的國 

家裡，社會資本爲何卻似乎在衰退(請見第七章)。

另一個替代性的因果解釋也是有可能的。具有較佳認知技巧與較低貼現 

率(discount rate)(即爲了之後更大的報償而準備放棄眼前的好處)的人，會 

投注在自己的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上，因爲他們有許多這麼做的理由。因此， 

教育表現與社會資本的連結或許是虛假的，而可以由背後的認知風格差異來解 

釋。然而，這似乎也不是國家間或州際差異之所以發生的合理解釋。

這座假設裡有許多正歷經貫時性研究的測試(Halpern, John and Morris, 

2002)，但是大多數政府與社會對於正在懷疑的議題並不會等待社會科學家告 

知答案。大多數人都相信教育在形塑年輕人行爲舉止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在形塑未來辻會上也是要角。事實上，今日所有的工業化國家都已採用某 

種「公民資格式的教育」，通常含括了對社會結構的正式教學，再結合某種實 

賤或志願性的經驗(Tomey-Purta et al., 2001) °
來自大西洋兩岸的證據都指出，正式的公民資格式教育雖有用但作用不 

大(Niemi and June, 1998; Halpem, John and Morris, 2002)° 教導孩子論據與數據 

可以些微地提升他們的知識，但這似乎無益於增加他們的參與、對效能的感覺

166或信任。在志願服務上的證據則相當正向，即使實行志願服務並非出於自願， 

只是爲了課程的學分，因此使參與其中的精神似乎被抹煞掉，但情況仍是如 

此(E. S. Smith, 1999)。事實上，貫時性證據指出，這個效應會隨著時間而強 

化，以至於在學校的社區服務會持續增進生命中10年，甚至20年後的社會參 

與、志願行動以及寬容程度(Janoski，Musick and Wilson, 1998)°

目前，出現許多將宗旨放在所謂「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的一種混 

合公民教育形式，至少在美國是如此(Sander and Putnam, 1999; CIRCLE. 2003; 

Drogosz，Litan and Dionne, 2003)°這包括在取得實際志願服務經驗的同時，也 

在教室的情境中討論志願服務的相關議題。因此，孩子在參與了社區清潔活動 

的同時，也上了有關回收再利用的經濟學課程，並討論全球暖化的後果。上述 

說明告訴我們，服務學習很有效，能培養出參與及認知的技巧，並鼓勵大家更 

常參與社會活動。

儘管如此，問題仍舊是：和一般教育相較，有多少是從公民教育本身獲得 

的？ Sen在健康領域裡著名的說法是，教育對健康的改善效用，要比健康教育 

促進的健康多得多！臨時的證據指出，公民教育的確比教育本身提升更多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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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並且儘管這些效果似乎在青少年身上作用有限，但隨著進入成年時期， 

此效果似乎有強化的跡象。

這個論點的基礎很簡單。形成一個社會之特色的價値觀與行爲不是憑空產 

生，而是在每一代中積極地再更新。家庭、學校、更大的社會都使年輕人社會 

化而成爲公民。在現代社會中，不管我們喜不喜歡，教育都會在這一過程裡扮 

演主要的角色。

結語

證據顯示，在微觀、中觀與鉅觀層面的社會資本，對教育的各項結果有顯 

著的影響（請見圖表5.2）。

在微觀層面，頻繁的親子接觸一般都會導致較多的教育企圖心與較好的表 

現，但重要的是所花費時間的品質優劣，而非時數長短。孩子早年若能與專心 

關注、有回應、持續一致的主要照顧者有互動，對他（她）是否能掌握日後的167 
學習所賴以爲本的基本社會和認知技巧非常重要。父母的社會資本（即他們從 

其他家庭成員身上取得的支持、他們的朋友網絡與他們跟孩子學校的關係〉也 

能正向地影響孩子的教育結果。這些較廣的連結對於讓能力強的孩子發揮完全 

潛力顯得特別重要。家庭社會資本的差異，有助於解釋不同家庭類型、社會階 

級及族群團體在教育成就上的差異，例如來自單親或繼父母家庭的孩子會有較 

差表現。較頻繁的搬遷及其導致的社會網絡斷裂，都有助於解釋單親家長或其 

他類型的非傳統家庭之社會資本較爲匱乏的原因。

在中層上，學校和社群的效應都看得到。某些學校類型似乎會表現得較 

好，像是在美國規模較小的學校及天主教學校。較強的家長一學校關係及家長 

之間的關係似乎有助於解釋這個效應。這效應的正面方向有賴於社群本身向外 

發展的傾向以及高度企圖心。也有一些證據證明，學校內的社會資本（即教師168 
間的關係）在解釋學校間差異時很重要。但許多所謂的學校效應其實是社群效 

應，低社會資本的家庭密集地集中在某一地區，使劣勢更加惡化。-個社群的 

社會資本平均値低，會讓孩子的教育劣勢更加嚴重，造成「雙重危險」的效應。

鉅觀層面顯現了社會資本與教育表現之間強烈關係的證據。在美國各州、

英國各地方當局及各國，社會資本的測量値乃與教育表現有高度關聯，而且這 

個關聯無法經由在統計上控制如財富的其他變項來做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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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上
及情感 
上的資源

教育上及

事*上的
企圖心

■ 5.2社會資本與教育成就的關係

註：線條的粗細程度大略表示兩者直接關係的強度

最後，我們看見在過去教育表現（一般是指受教育的年數）與社會資本之 

間存在著強烈的關係。換句話說，教育創造社會資本，就像社會資本協助培養 

教育表現一樣。許多政府都很積極地想透過公民資格教育及志願服務計畫以強 

化這個社會化效果，但很可能教育與在學校和大學的社會生活經驗就可說明這 

個連結。

總之，社會資本對教育表現具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在各層面之間的一 

個關鍵中介變項就是教育企圖心。社會網絡與高期待可以延展、激勵與啓發孩 

子；然而同樣地，某些社群或同儕團體裡的反教育規範也可以產生反效果。在 

這種情況下，社會資本對教育表現的影響會弱化政府與教育專業人士通常爭辯 

的一些因素所產生的效果，如財務資源、班級規模及教師薪資。

最後，本章強調了社會資本在傳統教育表現上所扮演的角色。它強調了 

在學校、家庭、傳統學習脈絡內的社會資本。然而，我們應該要瞭解，許多、 

甚至是大多數的學習，都發生在這些脈絡之外。我們所知道的事情裡有許多是 

習而不察的知識，而這些是來自我們的工作環境、朋友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 

情。例如，醫事人員並不是從教科書上學會如何讓病人感覺較舒服，而是從一 

輩子的非正式學習中學得，其中大部分是同儕及長輩們所分享的知識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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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pee, 2002）°
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資本在學習上扮演的角色遠超過它在教育本身所扮 

演的角色。稍早的章節也曾提過，知識與知識轉移是現代經濟的命脈（第二 

章），健康行爲主要從同儕身上習得（第三章），甚至犯罪相關技巧也必須從其 

他地方學得（第四章）。因此，一旦社會資本降低了任何場景中知識轉移的門 

檻，社會資本就提升了學習，而這裡所謂的學習不應該單指學校中的學習。

169

進階閱讓

想知道更多早期關係對孩童發展的重要性，包括在學業上的表現，請參考如 

Shaffer （1994）所著的完善教科書。Desforges與Abouchaar的評論是關於父母如何影 

響孩子的教育表現評論（2003〉。

Teachman、Paasch 與 Carver （1996）及 Y. Sun （1999）的學術論文檢視了社會資 

本對教育表現的影響。由S. Baron、Field與Schuller （2000）編輯的書冊，提供了一些 

關於教育與社會資本關係的有趣題材及觀點。

想多瞭解各國在公民資格教育上的差異，以及孩子事實上瞭解多少，請參考像 

Torney-Purta等人關於最近跨國研究的文章（2001）。若想尋求簡短的實用觀點，並從 

例子中瞭解學校實際做了什麼以建立社會資本，試參考Sander與普特南（1999）的作 

品。由50位作者共同撰筆合作的CIRCLE（2003）是近來的一篇相關報告，只是略嫌 

不夠充分。

想概略瞭解社會資本在學習中的作用，可從討論公司行號及經濟生產力的文獻開 

始。如果你之前略過了本書的第二章，或許可以透過這個學習角度及第二章所提及的 

文獻著手。





第六章政府及有效能的國家

雖然現在有許多人將普特南與他記述美國社會資本衰退的著作聯想在一起170 

(Putnam, 2000)，但他對這個議題的興趣事實上是被一個頗不爲人知的研究所

點燃的，此研究的內容則是針對義大利地方政府的治理效能(Putnam, 1993)。

普特南如今被視爲關於義大利地區差異的經典研究，其硏究結果的要義

在於：擁有最具活力社群生活的地區，同樣也擁有最具效能且令人信賴的政府 

(Putnam, 1993)。每個地方政府的組織架構基本上都相同，都是在同一時間裡

被創設，同時地方政府仍高度地受制於中央政府強加下來的架構。以詳細的經 

驗分析做爲基礎，普特南得出一個結論：政府效能的差異乃起於地方結社生活 

的特質。在(非家族間的)信任模式與結社生活之中的地區差異存在已久，並 

發現早在義大利地方政府發展之前地區差異就存在了。其中的因果方向顯得很 

明確，牢固的結社生活與高度的公眾信任導致更有效能的政府。

本章將檢視從普特南早期的研究以降的成果，對於政府效能仰賴公民社會 

資本的這個理論能提供多少支持或否定的證據，並査看什麼樣的因果路徑可以 

解釋這個關係。

一個對本章有助益的區辨，是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或「抽象」民主之171 

間的區辨(Newton, 1997)。第一級民主指的是彼此幾乎都互相認識的一群人，

就好像身處在小型社區中，全都聚集在一起自行決定事務。第二級民主指的是 

建立在代議原則之上的政治體系，這當中包含了分工，信賴他人代表自己決定 

議題。第三級民主或「抽象」民主指的是極龐大或「想像」共同體組織其自身 

的方式。在治理的脈絡下，這些區辨也回應了微觀、中層及鉅觀層面在治理小 

集合體與治理國家甚至更大單位的方式上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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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層面：地方或次級地方政府

一群彼此處不來的人會發現，跟一群能處得好的人相比，處不好的人要 

有所組織或成功地做事都比較難。團隊運動與「眞人實境節目」(reality game 

shows)都提供我們無數實際的例子。這些運動與節目通常賦予競逐隊伍一些 

需要隊員間彼此合作才能求得勝利的複雜任務。因爲強烈的個人特質而產生衝 

突以致無法達至內部高度合作的隊伍，儘管個別隊員能力出眾，但最終往往會 

苦嘗敗果。

眞實世界的微觀個案研究也敍述了類似的內容。例如，在軍事基地關閉之 

後，對於釋放出來的土地常有許多選擇可供決定。Burton與Williams曾做過 

一項個案研究，對照了在美國的兩個空軍基地關閉後釋出土地之不同命運，兩 

者的面積大小相仿，自然資源特質也很類似。在其中一個基地中，房地產的發 

展摧毀了所有重要的野生動物棲息地，但在另一個基地中，卻有將近四分之一 

的土地被保存做爲野生動物的收容所。作者結論指出，導致如此不同結果的最 

顯著因素不是任何客觀論點的影響力，而是這些基地周圍社區的社會資本與政 

治文化讓其中一個社區去進行遊說，並比另一個社區更有效力地行動(Burton 

and Williams, 2001) °
同樣地，工作團隊的效能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他們的自我組織能力(或 

「自我治理」)上，而這又取決於他們的內部凝聚力。例如，一項針對美國中 

西部的四個都會醫院其護理團隊的相對表現所做的硏究發現，團隊內的社會整

172合及合作與顯著較佳的表現效能有關(Barsness，1997)。許多在第二章提出與經 

濟表現相關的例子，也都可被視爲微觀例子，說明社會資本對治理的重要性。 

如果一個公司內的員工彼此拒絕合作的話，該公司要想成功，或是公司內的管 

理團隊要想起作用都會非常困難。

在住宅發展管理上可以看到一個證明社會資本對治理很重要的精繳微觀 

例子。每個人都知道要跟公寓或住戶協會打交道，但如果有些住戶處不好的 

話，這件事將會如夢魘般地複雜。以較正面的角度來看，如果住客彼此間能有 

持續的正向社會關係，那麼大樓的行政庶務就會變得容易。基本上，這是另一 

研究的關鍵發現，該研究評估紐約市裡維護及再生被屋主棄置的大樓計畫之 

成效，這些大樓代替稅款被收回後就交由住戶們自行管理(Saegert and Winkel, 

1998)。後來發現這個計畫很成功，作者也因而下了結論認爲，住戶擁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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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正面效應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這些大樓中的較高社會資本所中介（p. 17）。

有時候，因爲個性衝突或其他個人差異，甚至只因爲團體內每個人彼此

不太熟悉，就會讓圑體在微觀層面上難以組織。實質環境形塑了社會互動的模 

式，對於能否組織團體，以及用什麼樣的組織方式，都有很大的影響（請見第 

八章）。基本上，讓人更容易互動的實質空間卻無法強迫人們這麼做，而是有 

助於創造社會資本，讓自我管理變得容易做到。

普遍來說，這些過程都與社會資本之形成的旨趣有關，但在更一般的範 

圍內也與團體形成及政治作爲有關。我們發現，住在大型公寓建築物的人雖然 

較有可能認識附近的鄰居，但比起住在傳統住屋社區的人卻較少參與地方政治 

事務（Glaeser and Sacerdote, 2000）。看來大型公寓裡的住戶雖然與自己的內部 

社群有較多連結，但卻與鄰近地區和周遭的公共基礎建設較少連結。這種去連 

結的狀態也有助於解釋在這類大樓附近的空間內較高的犯罪率（請參考第四 

章

相較於小鎭的管理，管理一棟公寓大樓（如收取管理費修繕屋頂或檢修 

暖氣設備）算是件容易的事。但類似的教訓似乎仍適用於此。具高社會資本的 

小鎭似乎比低社會資本的小鎭擁有更具效能的地方政府。針對美國鄉村社區進173 
行的貫時性研究指出，社群領導人的水平連結（即與其他重要社群的有力人士 

的關係）對該社群長期存在的可能性而言特別重要（D. J. O’Brien, Raedeke and 
Hassinger, 1998）°

高社會資本縱然有助於小社群相互合作及做出具效能的政治行動，但不代 

表它完全沒有缺點。由高度信任、經常性聚會與密集社會網絡中自由流通的資 

訊所顯示出的高社會資本，意味著整個社區都參與了決策過程，但也意味過程 

耗時又冗長。例如，一項針對受到1997年加拿大紅河水災影響的各社區所做 

的研究發現，具有較高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實物資本的社區對於這場水災有 

較佳及有效的準備措施。但這種高社會資本也會讓整個決策過程變得更複雜，

因此帶來了延宕的風險（Buckland and Rahman, 1999）°這是第一級民主的主要 

缺點。與上述觀點相反地，一般人都認爲這種參與是正面的體驗。瑞士被公認 

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直接民主或第一級民主，一項針對其各州生活滿意度的研 

究發現，擁有更多公民投票權人數的州在生活滿意度上也明顯較高（Frey and 

Sutzer, 2000）°
如同在稍早的章節中所經常提到的，在不同類的社會資本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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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而對於成功的微觀層面治理也是如此。社會孤立的社群在其內部通常 

有著高度連繫性的社會資本，然而卻可能缺乏與其他社群連結的架接性社會資 

本。例如，美國的小型鄉村社區經常座落在都市通勤者所能到達的範圍之外， 

而郊區的人口集中區則通常擁有爲數不少的當地組織與民主性參與。但它們的 

孤立位置以及與更廣大社會、政治網絡分割的狀態使它們無法抵擋聯邦政府削 

減預算的重創，並被企業家視爲廉價勞動力(Zacharakis-Jutz，2001)。諷刺的 

是，鄉村居民對家庭、農地、社區的強烈連繫感讓他們很難外遷，有時從更廣 

的政治脈絡來看，這個聯繫感也會使社群陷入劣勢。研究發現，當小鎭領導 

人在鄰近社區以外還擁有發展完善的社會、政治網絡時(也就是架接性社會 

資本)，此議會最具效率。同樣地，一個針對印度69個村莊社群所做的研究發

174現，既存的社會資本會強烈地影響民眾積極參與政治的程度。但在有能力幫助 

個人及社群與公共決策過程做連結的媒介出現(換句話說，就是連結性社會資 

本)時，這個社會資本的影響就會被擴大。如同對許多其他結果而言，在不同 

類型的社會資本間取得平衡對有效能的治理來說顯然很重要。

中觀層面：地區政府

誠如在本章一開頭所提到的，普特南早期對義大利的研究成果激起他對社 

會資本的興趣，其關注焦點是地區政府(Putnam, 1993)。他的結論指出，義大 

利20個地區的效能差異實際上是根植於地區間社會資本的差異。制度表現的 

好壞是透過許多要素所測得的，包括預算的及時性、立法的創新程度及官僚政 

府體系的熱誠。公民對地區政府的滿意度也要進行測量，發現它與制度表現的 

測量値極度相關。北方有活力且豐富的組織似乎爲有效能的政府行動提供了發 

展的絕佳生長地；而南方的強大家庭和階級結構，包括影響力很大的天主教教 

會，似乎就顯得沒那麼好了。這個研究指出，非親人之間的信任、友誼關係及 

相互尊重的文化對政府效能來說是很重要的。

普特南的義大利研究對於普遍地瞭解治理、社會資本、社會等來說，確 

實立下了一個里程碑。然而，自從他發表該研究之後受到許多討論與評析，在 

這些評析與討論中，儘管有許多人普遍認爲他對社會資本與政府效能之間具相 

關性所提出的證據頗具說服力，仍有三個重要批評反對他對此關聯性的詮釋。 

第一，對於社會資本與政府效能之間存在關係之因果方向爲何？引發廣泛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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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第二，即使接受至少有某些因果關係走向是從社會資本朝向政府效能進行 

的說法，還是可以質疑普特南仍未眞正解釋產生這種連結的方法。第三，對於 

這個結論的普遍性仍有許多疑問。

在本章最後，我們會在更一般的脈絡下處理第一種與第二種批評，畢竟 

這些批評提出的問題不僅適用於普特南對義大利的研究，也適用於更廣泛的政 

府一社會資本關係上。但是，就義大利的例子中因果方向的具體內容來說，有 

個重要的補充分析値得在此加以檢視。Helliwell與普特南（1995）曾建立了一 175 

個時間序列模型以追蹤隨著時間演進地區相關表現的關聯，尤其是與經濟成長 

間的關係（請同時參考第二章）。他們發現有力的證據以證明改革前的迎頭趕 

上效應（pre-reform catch-up effect）（即較窮的地區會漸漸迎頭趕上較富有地區 

的經濟狀況），這在有關經濟成長的跨國性計量經濟學的著作裡也看得到。但 

是，地區改革似乎「擾亂」了這個差距的縮減，因爲具有較高社會資本的北部 

地區又再一次地崛起。結果顯示，改革行動與地區治理的強化雖然在各地區表 

面上看來都一樣，但高社會資本的北部得到的正面效果卻比南部大。這個謹愼 

進行的貫時性分析讓我們更確信因果進行的方向，至少有一部分是從地區與改 

革行動產生互動的社會資本朝向政府效能進行，而非反過來。

義大利研究之外的證據

談到第三個批評（即義大利的例子能夠概括到多少其他地區政府的程 

度），如今有一整個世代的研究者在世界各地想驗證普特南的假設。然而，我 

們必須說，還未有任何研究能像普特南在義大利研究中所做的，蒐集到關於當 

地那麼鉅細靡遺的資料。另外値得注意的是，在後來那些試圖進行地方治理的 

國家裡，在各地進行的方式經常不一致，如英國與西班牙。有趣的是，這種不 

一致通常在該地區認同上反映出地區間差異，其本身就是社會資本的一個潛在 

重要形式或指標。因此在英國境內，如今蘇格蘭擁有一個足以進行初級立法的 

議會，威爾斯則擁有一個僅能對英國國會（Westminster Palace）之立法的解釋 

加以修改的議會，而在其他地區（除了倫敦之外）就僅有一個非經選舉產生且 

權力十分有限的地方當局。

儘管如此，在其他國家進行的研究仍指出，義大利的情況並非特例。德 

國就是一個地區及地方政府具有複雜且變異形式的國家。公民普査顯示，對地 

方政府的滿意度在地區間就有巨大的差異，幅度從30%到近70%。在一項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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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西德30個小型至中型的市政當局所做的研究中，Cusack試圖解釋其中的 

變異性(Cusack, 1999)。他發現，制度性及社會資本的變項都很重要。普遍來

176說，在具有較高制度性權力集中的市政當局似乎較有效能，而市民滿意度也會 

較高。他解釋這一結果是在較中央集權的政府(如有一個強勢的市長)中有較 

少投否決票的人所造成的，這意味著政府可以更具決斷力地行事。但Cusack 
也發現，區域的社會特徵也嚴重左右市民對當地政府表現的評價。以人口規模 

爲基準，較小的自治市會有較高的表現評價；每增加一萬個居民，滿意度就會 

下降一個百分點。在領導人通報在社群內衝突較少的地區，市民對政府表現的 

評價也會較高。最後，社群領導人所報告的較高社會信任程度，也與市民對政 

府表現的評價較高有關。這個模型指出，要從低信任地區轉變成髙信任地區， 

則對地方政府表現的滿意度要再增加13.5%。

Cusack的研究是在德國的脈絡下對普特南的義大利研究的有效複製，但 

Cusack使用的測量方式較粗糙。這份研究再次確認社會資本與制度性結構對政 

府表現，或至少公民對政府表現的觀感來說都很重要，這也說明了具改革傾向 

的政策制定者絕非在浪費他們的時間。

雖然在《獨自打保齡球》中政府效能與社會資本之間的關聯性並非是主要 

議題，但普特南也以美國爲對象回顧了一些證明兩者是相關的證據。他提到， 

在Daniel Elazar的美國政治文化圖像與他自己的社會資本圖像之間有密切的 

相似性；事實上兩個圖像間的相關性是很高的G = .77; Putnam, 2000，第21 

章，註釋48)。低社會資本的南方各州被Elazar稱爲「傳統主義型」，受到抵 

制創新的菁英分子的支配。相對地，高社會資本的中西部及東北部則被Elazar 
稱爲「道德主義型」，其特色是會爲特定議題發聲；社會與政策上的創新；貪 

腐較不嚴重；政府指派職務時重視的是能力而非酬庸。上述情形與在義大利看 

到的北部一南部的區分非常類似。

經濟學者Steve Knack也檢視美國的證據，使用由政府表現計畫 

(Government Performance Project)建構的評等做爲他測量政府效能的方法。

Knack發現，由社會信任、志願服務及人口普査的回覆率(願與全國性調査 

合作的人口比例)測量出有高社會資本的州明顯具有較佳的政府表現(Knack， 

2002)。相反地，結社的活動及非正規社會化則與政府表現沒有關聯。他下結

177論表示，對表現顯得重要的是與「普遍性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相關的 

社會資本面向，而不是「社會連結度」(social connectedness);這與他早期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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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成長的研究結論相呼應(請見第二章)。

其他的研究也顯示了類似的模式。例如，一項針對匈牙利地方少數族裔

自治區的研究，使用了來自地區內領導人士的資料，發現擁有較高的制度性能 

力的地方，也具有以下的特色：較高度的社會凝聚力、帶有信任及合作規範的 

主要社會網絡、地方政府與地方外的組織維持較有效能的制度性連結(Schafft 

and Brown, 2000)。同樣地，我們在世界許多地方也看到，金融發展方案比較 

能夠成功，端賴地方或地區的社會資本的挹注(Tufarelli and Fagotto, 1999)。

比較印度15個大城市的社會發展與表現後得到的證據也支持社會資本有 

助於發展的說法(Rossel, 2002)。在印度的例子裡，主張制度性因素與特定階 

級動員形式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追隨著Patrick Heller那篇關於印度Kerala邦 

頗具聲望的作品，有人主張讓印度發展的成功方案就是在重新分配與經濟成長 

間取得平衡點，再加上能調和好戰傾向以從地區政府換取進步政策的勞工運動 

(Heller, 1995, 1996)°這種觀點將社會資本的論述混合了較爲傳統的統合主義 

式發展模式。

對照針對俄羅斯各地區的研究似乎也述說著類似的內容。尤其是針對涅 

姆佐夫(Novgorod)地區的研究更引起許多人的注意。這個地區的特色是髙度 

的結社活動、對政府的高度信任感，以及今日的髙度經濟成長(Petro, 2001)。 

「Novgorod模式」的成功再一次引發了這個重要的疑問：究竟是社會資本導 

至較有效能的政府，亦或是地區政府的政策創造了社會資本，或許還引發了公 

民信賴感與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請同時參考第二章)。作者的結論認爲，良 

性循環已被創造出來，而且「即使在缺乏全國性共識的情形下，地方政府仍 

可以有許多作爲，以替他們的社群打造共同的社會價値觀以及優先考量。」(p. 

229)

鉅觀層面：國家政府

關於在政府表現上國家差異的研究也大大地呼應了普特南與其他學者在地 

區層次上的發現。La Porta等人(1997)利用1990年世界價値觀調査(World 
Values Survey)得到的資料，並控制每人的國內生產總値，他們發現髙度社會178 
信任(即陌生人間的信任)與下列因素高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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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層次上政府貪腐程度較低；測量標準爲：與進出口許可、外匯管制、 

稅務核定、保護政策或借貸相關之收受賄賂官員數量。

•較佳的官僚體制品質；測量標準爲：治理的成效與專業度，加上政治壓力下 

的自治權，及在政策或政府服務上不會有劇烈變化。

•納稅服從性較高。

•基礎設施品質。

•司法環境的較高效能與清廉度。

La Porta等人研究裡對貪腐及官僚體制品質的評估是根據國際國家風險指 

弓I (International Countiy Risk Guide)、全球競爭力報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及商業國際法人團體(Busines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所各自獨立 

彙集的資料(La Porta et al.，1997)。

另外，La Porta等人也發現證據支持普特南關於社會性社團引導社會信任 

的形式是橫向而非垂直性的明確假設。他們爲每個國家計算隸屬於階級性宗教 

(如天主教、東正教或伊斯蘭教)的人數在總人(J數中所佔的比例。他們發 

現，這個人口比例與社會信任之間的相關性很高，而且在統計上具重要性(r 

=_ .61)。隸屬於階級性宗教的在總人數上的比例也與较嚴重的貪腐情況及較 

低度的政府效能大大相關，即便控制了每人國內生產總値後仍是如此。

La Porta等人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仍是個橫斷性研究，因此其因果 

方向仍是含糊不清。是透過社會信任而外顯的高社會資本導致了較有效能及更 

値得1言任的政府呢？或是貪腐且無效能的政府更普遍地破壞了社會資本？

在Treisman—個密切相關的跨國研究裡發現，在國家層面上較低的貪腐 

程度與新教徒的傳統；曾被英國統治過的經歷；發展較佳的經濟；還有(可 

能)較多的進口有關。聯邦政府一般比較貪腐；而且長期實行民主制度也會與 

低貪腐程度有關(Treisman, 2000〉。這些結果也吻合以下觀點：具有像是外來 

勢力介入這類特質的歷史事件會爲之後的世代，在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上帶

179來持續的影響。然而，這些結果還被加以解釋並指出，制度本身很重要，如民 

主制度的存在，還有這些結果也影響了國家的社會資本之特質。

前蘇聯國家提供的證據

一系列檢視中歐與東歐等前蘇聯國家的研究匯合出以下的結論，即國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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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變革之前的社會資本是影響該國政府在變革之後表現的重要因素。這個轉變 

幾乎可媲美義大利的例子，只不過是在國家層面上。幾乎在同一時間裡，這些 

國家的公民發現自己身處在嶄新的政府結構當中，而就像義大利的地區一樣，

這個結果令人驚訝地多變。有一項重要的研究利用第三波新興民主國家(New 

Democracies Barometer)狀態評估表(New Democracies Barometer)來比較八個 

前共產國家的演變軌跡，並檢視了以下假設，認爲對新民主制度的支持取決於 

國家後變革時期的經濟成效(Kuniokaand Woller, 1999) °儘管找到了一些支持 

此假設的證據，作者卻下結論指出，在解釋公民是否支持民主制度上，這些國 

家的社會資本比起其經濟變項來說是更爲重要的因素。

這個結果與針對後蘇聯時期個別國家的更詳細硏究息息相關。例如，一個 

比較住在羅馬尼亞與美國(印地安那州)的受訪者之行爲與態度的研究發現，

相較於美國人，羅馬尼亞人較少討論政治；投入互動形式的政治參與比例較 

低；對於自己的鄰居瞭解較少；同時不認爲自己社群內居民的利益與更廣泛的 

政治決定有關聯(Mondak and Gearing, 1998)。作者認爲，羅馬尼亞這種不投 

入社會與政治事務的模式，乃根植於在前蘇聯統治時期遍及中歐、東歐的無數 

社會與政治約束，這些約束局限了公民的參與行爲。對於羅馬尼亞這類先前社 

會互動不興盛的背景脈絡，他們對民主化是否能開花結果表達了莫大的擔憂。

相反地，一項針對捷克共和國情況的詳細分析對於其未來前景持著較正面 

的態度，完全是因爲捷克社會中其社會結構的潛在力量(Blomberg, Maier and 

Yeisley, 1998)。在捷克共和國轉變成市場經濟之前，當地就出現了暗盤市場 

(灰市)(grey market)及地下市場(黑市)(blackmarket)，而這些非法經濟活 

動又與政治最高層濫用社會資本(也就是貪污)脫不了關係。但Blomberg等
人仍對未來抱持樂觀看法，因爲調査資料顯示了低失業率，以及在社會上的制181 

度中存在著穩定的信任，兩者都是「低脫序」(low anomic)變革過程的指標。

簡而言之，雖然在之前政體中一些能呼風喚雨的人物曾濫用社會資本，強大的 

潛在社會資本仍提供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平台，讓人們能在其上搭築嶄新的政治 

與經濟工作。

Kraft(1999)曾下結論表示，既存的制度結構、社會資本及公民社會的發 

展，都強烈地影響前蘇聯國家的變革結果。經驗顯示，要將有效的民主制度移 

植到前共產國家中相當困難，但也顯示，如果在建立這種民主制度上失敗了，

持別是與控制貪腐與非官方經濟相關的制度，那將會有極大的危險。在那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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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6.1關於「政治信任」又是如何呢？

有效能又可以勝任的政府較可能傳到人民的信任，但這樣的關係卻不 

能算完美。同樣地，在社會信任與政治信任之間的關係也很有限。但政治 

信任確實很重要。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或政治領導人，那麼即使客觀地來 

説他們的表現還不錯，人民還是不會相信他們提供的意見，也不會支持他 

們的計畫，而且會將他們逐出公職。進一步來說，如果社會信任（即公民 

之間的互相信任感）低或正在衰退，那麼政治信任就會顯得更重要，因為 

人民會更仰賴正式的政治制度以確保彼此間能相處融洽（請見第七章，關 

於社會信任的趨勢）。達到政治信任的關鍵性因素如下：

•誠寘與「開賊布公J （public-mindedness）:政治人物必須心胸開闊及誠 

實無偽，而人民對他們的動機也很敏感。從制度上來説，同樣的道理 

也適用。例如，必須經由絕對客觀公正且獨立不受影響的來源獲取資 

訊與建議=政黨對財政的安排經常會破壞這種誠實感。

•勝任的能力：如果政府或政治人物被認為無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承諾，那麼 

人民的支持很快地就會化為泡影，儘管如實兑現政治承諾與信任之間的關 

係常常也很有限。快速地從錯誤中學習，同樣很荽緊。人民對重新分配過 

程的贊成度，尤其明顯地取決於政府是否有妥善使用金錢的觀感。

•制度上的權力制衡：相較於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員，政府與國會明顯地獲 

得更多的人民信任（例如在英國，前者約36%，後者則約是18%）。制 

度上的權力制衡不僅對大多數誠實的政治人物很重要，而且在極度不被 

信任的政治體系裡的政治人物更是絕對地不可或缺（如在日本）。

•尊重人民，與人民溝通：即使是一個誠實、能勝任、制度上有所制衡 

的政府，如果沒有成功地把人民放在心上，它仍可能受到人民的懷疑 

與不信任。提供資訊與「善待人民」一直是受人信賴的公眾厫務與私 

人服務之間的相關性（MORI，2003）。普遍來説，直接接觸大眾的服 

務單位及專業人士，例如醫生或學校，在這一點上做得都比政治人物 

好，政治人物反而都必須仰賴間接的溝通方式或媒體。有趣的是，在 

階级分明的社會裡，通常是那些在「金字塔底端」以及自我評價已備 

受威脅的人，最能懲罰不願傾聽人民聲音及尊重人民的政府。

雖然政治信任已在許多國家中衰微，但並非所有的國家都是如此， 

也就是説衰微並非不可避免的趨勢。丹麥、荷蘭及挪威似乎頂住了這個 

趨勢（Dalton, 1998）。對政黨缺乏信任及興趣的狀況特別強烈且廣泛，但 

對政府所提供的多數服務經常仍是保持著強烈的信任感，通常是因為這 

些服務奉行了上述有助於達到政治信任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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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有效制度的地方，如今可以看到明顯的惡性循環，即愈來愈多的政治 

介入、高稅率、愈來愈蓬勃的非官方經濟與貪腐，然後又是更多的政治介入

(Kraft, 1999)°

跨國治理

既然國家層次的社會資本能幫助一國的政府更具效能，那麼很合理地也會 

認爲跨國的社會資本能循同樣的方式協助跨國治理。

一項針對亞太次級區域主義的研究發現，基於祖先及親屬連結的跨國性族 

群社會網絡，在「聯結」身處不同國境內的公民上有著十分關鍵的重要性(X. 182

Chen, 2000)。這個社會資本能潤滑跨國界的經濟交易，並能誘發橫跨各次級區 

域間更具回應性、更有效能的政策提出及實行。Chen提出了一個問題：這種 

跨國界的社會資本，是否眞是跨國次級區域主義成功的必要條件？

這是歐洲政治人物已經非常熟悉的議題，畢竟他們努力地在歐盟的言論、

邏輯與反對民意間相互做調和。歐洲政治人物漸漸瞭解到，社會資本的基礎在 

碎裂的前提下，要推動一個統一的政治計畫是很困難的。改變這個碎裂基礎的 

本質，或建立跨國的連接性社會資本，都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好幾年來，歐盟 

資助大規模的交換計畫，讓許多年輕人到其他歐盟國家生活，也資助建立網絡 

連結歐盟各國的枏關學術與專業團體。簡言之，這些計畫旨在建立個人關係、

共同語言與共識(即跨國架接性社會資本)的結構。

這種跨國社會資本的建立並不僅限於歐盟。電信技術、國際大眾傳媒、低 

成本旅遊等方面的進步，從心理層面而言已讓我們的世界距離變小了。同時，

正如資本與企業變得更加國際化，抗爭及社會運動的行動者網絡也變得更加國 

際化(Sklair, 1995)。這個愈來愈緊密的連結性顯現在社會態度的改變，還有 

對遙遠國度的認知增加。同時，當許多富裕國家的一般民眾愈來愈反對將自己 

的辛苦所得用來資助自己國內的失業人士，他們變得愈來愈願意將自己納的稅 

款用來資助世界上其他的貧窮國家(Halpern，1995b)。同樣地，對國內少數族 

裔的容忍度在近幾十年來也有明顯地提升。1

這些態度的改變已經反應在制度性政策、實踐與執行能力上(Held and 
McGrew, 2000) °在數十年的毫無作爲後，富有國家如今開始透過取消債務及

1即使是在美國境內，上述趨勢多少都受到了 911事件的影赞。然而，經濟景氣的惡化以及 

在某些國家中尋求庇護的讓題，都慢慢產生反對這個具正面性的長期性趨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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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援助計畫的規模，來幫助較爲貧困的鄰邦。眾所認可的權利法案如今逐漸 

被納入國家法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人權公約(Human Rights Convention)。國 

際法庭不再只是書本上的名詞而已，而是一個實體。像聯合國這類的全球性組 

織搖搖晃晃地走到今日，如今已成爲協調超國家行動及限制無賴國家(rogue 
states)的眞正論壇。歐盟的國家也集結在一起，使用相同貨幣與中央銀行。而

183且，儘管有許多磯諷言詞，但國際社群對災區進行的人道救援，以及在世界上 

違反人權的地方進行的介入活動，其規模與大膽程度年年有所增長。

或許會有人將這個日漸提升的共識以及行動能力的一部分歸因爲跨國界親 

屬與族群網絡的延伸，因爲經濟移民加上更好的傳播技術已經在遙遠國度的人 

民間產生了直接或實在的關係。貿易量與經濟互賴的程度增加則是另一項有力 

的貢獻因素。但另一項也很重要的(或許是最重要的)因素當然是：雖然有時 

會搖擺不定、但仍逐漸興起的共同規範性框架，它鞏固了周遭貿易及愈來愈強 

大之國際制度的基礎，即跨國規範性社會資本的建構，包括了國際間領導人的 

聯繫網絡，如固定會面，像同一俱樂部會員般地彼此熟識等等，但這個建構絕 

對不僅限於這些。套句前美國總統柯林頓(Clinton)的話，讓我們愈來愈相似 

的事物似乎比讓我們愈來愈相異的事物更加重要。2

為何社會資本與較佳的政府表現有關聯？

Boix與Posner在對普特南研究的詳盡評論中，處理了社會資本與政府表 

現之間關聯的因果路徑之性質(1995, 1998)。他們在結社生活、社會信任及較 

具效能的政府之間，提供了四個可能的因果路徑。他們提出社會資本可能會：

•讓公民成爲「政治場域中更精打細算的消費者」，並提供讓人民更能表達訴 

求的管道。

•讓官員能彼此合作更加順利；換句話說，讓官員具備如其他在高度連結、高 

度信任社會中的公民所具備的相同協助技能。

•培育「公民間的德性」；換句話說，從特殊主義轉向社群導向的性格，引導

2在此理想草圖已準備妥當的同時，對伊拉克的戰爭卻愈演愈烈。這項衝突在國際辻群間所 

引發的緊張氣氛，清楚地讓對此草圖持正面觀點的人士備感壓力。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希 

望並期待此處所述較爲正面的長期趨勢，在衝突之後將會重新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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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守法的公民，因此能促進政策的推行。

•讓「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democracy）得以實現。

Boix與Posner並未就上述哪一種管道最重要提出見解，而是將它們描述 

成還有待進一步深究的狀態，並視之爲合理塡補解釋漏洞的方式。這幾種路徑184 

的共同點（除了第一條有可能是例外）就在於高信任文化有助於相互合作。信 

任與共同規範促使一系列新政策得以履行。

J. L. Sullivan與Transue （1999）認爲，從社會心理學的醺來看，有效能 

的民主取決於公民的態度與行爲這兩個關鍵基礎。第一，民主需要公民能容忍 

他人參與政治的努力。這因而受到對民主價値的致力程度、個人品格及個人視 

他人爲威脅的程度所影響。第二，民主需要公民的參與。這受到信任感及其 

他促成投入政治活動的文化特質所影響（J. L. Sullivan and Transue, 1999）。同 

樣地，其他研究者也使用世界價値觀調査這份資料，並認爲社會信任及其他 

相關的社會心理特質會促進民主政府的發展，一如會促進經濟成長（Inkeles，

2000） °

在普特南1993年的論證裡提到，平等主義式的結社生活很重要，因爲它 

提供了一個討論的場域，讓每個人可以從中學到合作行爲及社會信任的技巧與 

規範。因此當人們齊集在一起玩音樂、進行運動及建造鐵路模型時，他們就會 

發現透過齊心努力可以集體達到個人所無法企及的滿意效果。他們瞭解到，如 

果自己或是某個人沒出席，就會使團體失望。他們在彼此間建立起情感及社會 

上的連繫；他們學會了信任彼此；而更重要地，他們讓自己變得更値得他人信 

任。這種社會資本因而能成爲解決政治問題的一種資源，就像教會成爲政治轉 

變與動員過程中一股重要的力量一樣。以上說法大致與Boix與Posner的第一 

與最後一條路徑雷同。每個人維持著這些能讓自己値得他人信任與信任他人的 

特質及習慣，然後當一個負責任的公民（守法並納稅），或者對某些人來說，

當一個政策制定者（以積極的態度與政治同僚及對手相互合作，並克制著不貪 

污且以手中的政治權力獲取利益），這個說法則與Boix與Posner的第二及第三 

條路徑雷同。

如今有可觀的證據，至少可支持Boix與Posner所提出的第一及第三條路 

徑。在第一條路徑（即社會資本讓公民成爲政治場域中更精打細算「消費者」

的程度）上，各種研究已說明強大社群結構之存在，如何與通過更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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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更支持政府本身的提案有相關(Berry, Portney and Thomson, 1993; Couto and 

Guthrie, 1999)。回到義大利北部城市的這個經典案例，雖然公民委員會不見得 

一直都很積極，但仍能動員人群解決當地議題。這些委員會有多種接觸當地政 

府組織的管道，因而政府也視這些委員會爲重要的資訊來源(Della Porta and 
Andretta, 2002)。値得一提地，這是研究者不斷標識出來檢視特定政策效果的 

因果管道之一，像是社區犯罪如何透過較佳維安行動的有效宣傳而得到一定程 

度的抑制(Sampson, Raudenbush and Earls, 1997)，以及如何透過政府對增加公 

共財呼聲之回應，而使民眾健康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Kawachi and Kennedy, 

1999)°
也有大量證據顯示，髙社會資本與「更有德行的公民品格」有關。例如， 

有犯罪學文獻指出，有些社區能降低犯罪情況，是因爲居民願意時時注意周 

遭發生的事情，並在犯罪前兆出現時會及時介入；或是普遍的社會規範如何 

隱含在形塑或抑制犯罪中(第四章)。另一個例子是普特南關於美國納稅與社 

會資本之間的密切關係的研究：在社會資本高的州裡，納稅依從性也明顯較 

高(Putnam，2000)°事實上，社會資本變項至今幾乎已成了最爲人所周知的指 

標。針對是否接受美國人口普査及捐助公眾傳播，也發現類似的結果。就像普 

特南所說：「民主並未要求公民成爲無私的聖人，但在許多/j、地方上，它的確 

認定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間裡會抗拒欺騙他人的誘惑。愈來愈多證據顯示，社 

會資本能加強我們更好、更廣延的自我。」(Putnam, 2000, p. 349)。而且，這個 

德性似乎具有傳染性。例如，資料顯示，如果周遭的人都有參加投票，那麼一 

個人去投票的可能性將會大增，這是在控制了所有一般認爲與投不投票相關的 

變項後的結果(Knack and Kropf, 1998)°投票率也與在其他領域中發生合作性 

之行爲的可能性有相關，如慈善捐款或願意擔任陪審團。

支持Boix與Posner第二與第四條路徑的證據就少多了，或至少還未在社 

會資本的文獻中發現過。La Porta等人關於貪腐與社會資本之間關係的研究， 

或許可視爲支持以下論點的證據：社會資本造就了更多願意合作並値得信任的 

官僚體系。要建立政治人物與社會資本之間的合作關係，還有許多工作需要 

做。由於政治人物與政黨間的合作程度也與選舉制度和政治體系的本質有密切 

關係，因此我們可能很難直接去檢視它。

我們可從個案研究得到一些贊成政策制定者之間必須互相信任的證據，在 

這些個案中，政府刻意轉向較仰賴正式合約，而不是非正式的信任。在紐西蘭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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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裡，一些評論者將一個轉向正式合約的戲劇性轉變和政府表現的退步做 

了連結，雖然這個觀點仍具爭議性(Gregory, 1999; Wallis and Dollery，2001)。 

我們可以檢視不同國家裡類似的政府形式成功的例子，如按比例選出的議會，

並且測試這些政府的效能是否會隨著政治人物的合作技巧與文化而有變動或受 

到中介，從這些檢視與測試中我們也能發現證據。Cusack針對德國所做的硏究 

在某個程度上也印證了這個論點，即政治人物間的社會信任乃與公民對當地政 

府表現的觀感有相關性(Cusack，1999)。義大利的例子也提出這個管道的重要 

性，還有如日本這類以共同政治著稱的國家也顯示了證據(Broadbent，2000)。

但是，和另一條以公民爲主的管道相比，對於政府內部管道的重要性，目前有 

的分析所能提供的線索仍十分有限。

因果方向有可能是從政府走向社會資本嗎？

上述的例子中，有些暗示著政府的行動與有效能且値得信任的制度能創 

造社會資本，或者至少可以創造出能讓社會資本蓬勃發展的環境。當然，這種 

具相反走向的因果關係更是特別令人感興趣，因爲它隱含著政府能主動地制定 

政策介入以創造社會資本，如藉由開啓自己的「政治機會結構」，還有將社群 

安排在以信賴爲基礎的夥伴關係中(Wallis and Dollery, 2002;請一併參考第八 

章)。

例如，俄羅斯的涅姆佐夫地區被敍述成很主動地培養社群裡的正向社會 

關係，而關於前蘇聯國家相對成功的研究則指出，在重建社會資本過程中，保 

障合法性且貪腐不嚴重的制度很重要(請見之前的討論)。同樣地，有一些試 

圖瞭解俄羅斯在後共產時代相對較差表現的學者，他們特別指出，政治活動與 

私人企業活動之間的制度性界線模糊，將會助長貪腐的情況，並強調在俄羅斯 

的情形裡，政府似乎協助了貪腐而非阻止其發生。例如，它複雜的稅法留下了 187 

太多「詮釋」的空間(Levin and Satarov, 2000)°普遍來說，一個正直且有效 

率的官僚體系，在市場經濟運轉的過程裡應該具有重要作用(Clague, 1997)。

非洲的表現不佳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可以歸咎於政府的行爲」，而基礎設施不 

良及低社會資本中介了部分結果，但卻不是必然的導因(Collier and Gunning,

1999) ° Knack與Keefer (1997)針對29個國家的跨國差異研究也被從這個反 

向的因果關係來做詮釋。他們發現，信任與公民合作的規範都明顯與有效保護 

財產及契約權的正式制度之存在有關；有明確界定的法律，可能有助於替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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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背書，而非社會信任協助培養出有效能的制度。以下情況就是如此：貪腐 

的政府導致許多面向的差勁表現、貧乏成果，特別是對必須忍受這種政權的人 

民來說，尤其表示其生活滿意度會顯著地減低(Helliwell, 2002a )o
因此有人就主張，與其視充滿活力的社會資本爲一個造成好政府的原因， 

倒不如視其爲好政府導致的結果。更精確地說，一些學者質疑「社會資本是 

好政府的先決條件」的說法：「幾乎可確定是種誤解J (J. Harris and DeRenzio, 

1997,p. 919)。

實際上，有很豐富的證據足以說明這個因果過程是雙向的，這其中還包括 

了從貫時性設計研究中得到的證據(Paxton, 2002)。一個具有高社會資本，尤 

其是連接性與連繫性社會資本的國家政府或地區政府，比起沒有社會資本的地 

方已經在起跑點上大大領先，對於這樣的說法很少會有人提出質疑。然而，也 

有很多證據顯示，政府的行動在某個程度上能影響一國或一地的社會資本的性 

質。這些過程一般來說都是相互強化的。因此，當政府、企業、非營利或非正 

式部門爲了公利，相互合作共同打造一個社會問責體系時，市場就會以自我調 

控及「公民」的風範來運作(Bruyn，1999)。

普遍來說，有效能的政府會「擠掉」社會資本的特定觀點並不受到支持 

(Woolcock, 1998)。相反地，政府的性質與一國社會資本的性質之間的連結似

乎很鬆散，就像是以一條長的彈力繩繫住兩個登山客，兩人能離開對方去行動 

的距離有限，而他們通常會牽引彼此一同向上，有時也會一同向下。他們也像

188彼此的定錨。因此，捷克共和國的強大潛在社會資本限制了貪腐行政體系能造 

成的傷害程度；而在其他的前蘇聯國家中，潛在社會資本的薄弱則成了有效能 

的民主政府在發展上的阻礙。同樣地，對孟加拉共和國的研究顯示，儘管有政 

府內的貪污情事，人們仍利用當地的社會資本來推行政策(MOndaI,2000)。

一般來說，主動的政府與被動員的社群會相互促進對方的發展效果。一 

個社會若具有平等主義式社會結構，以及強健、和諧一致的官僚政府，最容易 

培育出社會與經濟的優勢。然而，即使在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很典型的困境 

中，都還是可以創建出這類協力作用(Evans，1996) °
很重要的是，政府行動以及一個清楚的憲法架構有連結不同社群的作用， 

這個憲法架構能促進、強化以權力平等性爲基礎的世界觀。在不同政治架構 

下，族群多樣性所造成的結果可以解釋上述作用的重要性。一項針對94個國 

家的分析發現，在民主體制中，族群多樣性一般來說不會是問題，但在政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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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受限的情形下就常會變成問題（Collier, 2000）。於是就這個意義來看，民主 

政府與平等權的憲法架構就化身爲一種架接性社會資本或「社會能力」（social 

capability） »提供了一個能在社群間增加合作、減少衝突的共同規範性架構。 

相反地，+在一個民主但缺乏清楚平等權利架構的多元族群國家中，政府有可能 

會變成造就國內種族衝突最具影響力的管道（一般都是多數族群壓迫少數族 

群〉；或成爲協商偏狹的種族結盟的空間，最終使得那些被排除的種族身處在 

劣勢之中。

社會資本及公民參與是民主的基本要素嗎？有影響嗎？

「有效能且具正當性的民主需要公民的參與」，這個論點已廣爲流傳，特 

別是在政治人物的口中。就這一點來看，在美國以及其他較小的國家，投票率 

不斷下滑的情形引發了許多擔憂（請同時參閱第七章）。在Boix與Posnei•的模 

型中，視社會資本爲導致更有效能政府之主要管道之一，就是要讓公民成爲政 

治場域中更爲精打細算的消費者，並提供管道讓他們表達訴求。因此，這個論 

點發展如下：關係良好的公民就會獲得充分的資訊，他們能具建設性地辯論議 

題，也願意花時間、精力去表達自己的觀點，所以政府才能依擁有充分資訊的 

公民的需要去執行。此外，此論點也主張非政治性的社會網絡能提供資源，可189 
用來進行政治行動，就像在美國民權運動期間以教會爲基礎所形成的網絡。

投票行爲與社會資本的其他測量値有高度相關性，就是這種情形的表現。

例如，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率與普特南的美國各州社會資本指數之間的相關 

性高達0.84。然而，其他跨國研究也顯示社會信任與政治信任的關係相當薄 

弱（即對政府及其所屬制度有信心），但一般仍是正相關（Kaase，1999）。事實 

上，Kaase強調在樣本所包含的九個歐洲國家之中，直接的政治參與（即參與 

連署請願活動、遊行或抵制活動）與政治信任之間存在著負相關。我們該如何 

解釋這些結果？

歐洲政治學者Jan Van Deth撰寫了一系列論文，質疑社會資本在民主政治 

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認爲對政治的積極參與度，尤其是投票率下降，就意味 

著民主危機，Van Deth對這種說法特别存疑。

Van Deth發現，傳統上被歸爲測量政治參與的指標中，有一些是該被拆 

開來看的。雖然有些證據顯示投票率以及政黨黨員人數下降，但他發現平均 

來看，「政治冷漠」（politicalapathy）（即從未談論政治）的人口比例數値並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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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另一方面，他提到「政治顯著」（political salience） »即相對於生活其他面 

向，政治對人們的重要性則已有下降（Van Deth，2000 ;請同時參考第七章）。

從介入政治的興趣與以社團成員數測量出的社會資本二者之間的關係來 

看，Van Deth確認了以下發現：在絕對意義上，凡是參與愈多組織活動的人， 

對政治的興趣就會比其他人大。但是他發現了政治顯著的程度（即政治相對於 

生活其他面向的重要性）在社團成員中實際上較低，當然參與政治黨派的人明 

顯是例外。這讓他下了這樣的結論：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社會資本與政治投入 

幾乎不相干。他解釋，即使公民們並未全心投入政治，但他們仍會隨時注意政 

治的發展。

其他學者，尤其是美國的學者，卻做出了完全相異的結論。支持Van Deth 
部分說法的La Due Lake與Huckfeldt （1998）發現，社團成員數與政治參與之

190間只存在非常微弱的關係，而在成員數與政治互動或政治討論的間接次數之間 

則沒有關聯。然而，他們的確發現政治投入是非正式的個人網絡與在這些網絡 

裡討論的結果，而且投入的程度是政治專業知識、政治互動的頻率與網絡規模 

的函數。La Due Lake與Huckfeldt從這些結果下結論，認爲將人們拉入政治活 

動的不是參與正式組織，而是擁有可以討論政治議題的朋友。

La Due與Huckfeldt（1998）的研究很有趣，但卻免不了跟其他研究一樣 

遭受到相同的批評：因果關係仍有可能是以相反方向進行。要證茛這情形需要 

進行介入式實驗：隨機選取一群投入政治討論的人，他們在之後會比控制組更 

有可能參與政治活動嗎？很幸運且很不尋常地，有人已進行了一項類似的實 

驗。

在一項方法論上極爲出色的研究中，Alan Gerber進行了一項針對康乃迪 

克州New Haven市三萬位登記在冊投票者的隨機田野實驗（Gerber and Green, 

2000）。就在1998年選舉不久前，這些投票者被隨機指派到控制組或任一實驗 

組內。然後每個實驗組再以相互不同的進行方法，但是以同樣不帶偏袒任何黨 

派的訊息提醒人們選舉的到來，並鼓勵投票行爲。使用的方法有：進行面對面 

遊說，請研究生到隨機選出的投票者家中拜訪、直接寄信，最多達到每人三 

封、打電話。除此之外，還有三種不同的訊息形式。

結果非常清楚明瞭。面對面遊說大大提升了投票率，投票率提升了 14.6% 

（控制組中的投票率從44.5%提升到59.1%）。相反地，直接寄信只些微地增

加投票率。電話拜訪則似乎減低了投票率。使用多變項模型控制其他變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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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並不會讓結果產生本質上的改變。調整其他變項後顯示，面對面遊說讓 

投票率上升12.8% ；直接寄信提升了 2.5% ;電話拜訪則沒有顯著影響。3

從傳達內容的角度來談，強調有個選舉將至的訊息，其效果比對執行一般 

公民責任的呼籲要好一點，而比起強調社區團結的內容要好很多。Gerber也計 

算了成本效益，估算出每多一票需要的成本：直接寄信約需要40美元，而面 

對面的遊說則只需約八美元。

Gerber的研究，對於認爲面對面接觸驅使人從事政治行動（或至少投票191 
行爲）的假設構成一個重要的確認。他的結果將衝擊許多政黨菁英，因爲這些 

政黨人士已漸放棄傳統的遊說方式，轉而尋求不費力且現代的大眾行銷技巧

（請參考第七章）。當然，這個研究並不是要顯示出個人社會網絡對政治的影 

響，但如果一個陌生人所進行的面對面遊說能夠對投票行爲有如此戲劇性的影 

響，我們就很難相信來自朋友的類似遊說不會產生至少相同的效果。

總之，社會資本與政治參與是否是民主的基本要素，這問題的答案十分 

複雜，而且最終還是取決於個人對於民主定義的觀點。如果問題是「是什麼讓 

人民出門投票？」的話，那麼答案顯然是非正式社會的接觸特別重要；而正式 

（非政治）組織的成員數則似乎不特別重要。

如果是較深入的問題，像「人們投不投票或願不願意投入政治事務，有差 

別嗎？」，那麽答案就比較難找到。Van Deth在他的證據中提出了一些安撫，

他指出人們會一直關注監督政治，即便大多時間中這些相關議題的顯著並沒有 

高到足以促成人民直接投入政治活動。「關注監督J似乎不是取決於組織性的 

介入。他將此解釋爲一項徵兆，代表人們一般對他們在周遭看到的社會與政治 

結果感到滿意。另一方面，政治不信任是透過非傳統的政治抗議行動來宣洩，

而非透過主流的行動，這對政治人物來說或許可視爲一個警訊，並警覺到雖然 

投票率直線下降中，但政治抗議行動卻仍是精力十足。

但照理說，重要的不是每個人是否會去投票，而是每人投給誰。一國的社 

會資本與共同連繫的潛在崩解，比起投票率具有更重大的意涵。當代社會一個 

自相矛盾的地方在於，雖然在許多面向上我們的生活型態、態度變得愈來愈多

5之後在一項針對30歲以下的投票人所進行的研究中，電話遊說的效果則比較好，提升了約 

5%。但面對面遊說仍然是較有效的，提升了 8.5% （Gerber and Green, 2000）。面對面遊說也 

導致了顯著的外溢效應（sp川-over），增加了家中其他成員的投票行爲，也有助於提升其成本 

效益，超越了電話遊說（每增加一票需要約12美金），並未有證據顯示任何一種介入方式對 

政治興趣或投入，能產生維持長時間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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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化，我們同時也變得更加相互依賴，即使彼此是毫無血緣關係的陌生人。如 

果投票行爲與政治興趣的下降是一項指標，表示我們不再認同或關注周遭的人

（這當然只是臆測），那麼我們確實就有麻煩了。在一篇令人讀得提心吊膽的 

論文裡，Alesina、Glaser與Sacerdote （2001）主張美國之所以沒有出現歐洲式 

的福利國家，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爲占多數的白人不願意幫助占少數的黑人。

192問題是，我們愈是讓自己擺脫共同義務，且遁入各自分離的認同以及推卸責任 

與找藉口的自私文化中，好讓自己擺脫需要他人的不便，我們就愈是削弱了我 

們所仰賴的各種共同利益。這是場危險的遊戲。如果人們的共識與義務過度腐 

化，那麼人民將會不再納稅，公共領域從健康照護到共同公民品性之路也會腐 

化，於是我們的生活將變得耗竭無力。

如果政治不只要成爲與做爲監督觀察者的選民互動的技術運用，即使只 

要在實際操作上維持具代表性的感覺，還是需要去改變制度上的安排。我們要 

不是需要找到方法，讓人民得以用較低的個人成本投入政治論述（如藉由讓投 

票更簡明易懂），不然就需要找到方法讓個人的貢獻更明顯或更受重視。這類 

機制可能包括政府爲了讓個人的貢獻更顯重要而增加的小單位、審議式投票及 

公民陪審團，包括從人民中隨機選取一群人來仔細討論特定議題，由人民連署 

發動公民投票選舉，藉由以上機制將非傳統的政治行動疏通回主流（請見第九 

章）。

所以，每個人都必須去投票嗎？其實不然，但是如果當前投票率下滑的 

情形持續（請見第七章），考慮一個較不費事且具代表性的民主形式，對我們 

來說確實是較明智的。然而如果投票率沒有持續下降，那麼投票行爲只是腐化 

的共識與共同社會規範的冰山一角而已（而這是我們不應做假設或忽視的一 

點〉，這時我們就眞的該擔憂了。畢竟這不只會破壞政府的效能，還會侵蝕現 

代社會本身及其效率、正義，還有它帶給人民的大量滿足感。

總結

有可觀的證據顯示，高社會資本，尤其是社會信任，與較有效能且較不貪 

腐的政府有關。

在微觀層面上，這可在住戶組織或公寓大樓委員會相對的成功或失敗，以 

及當地鎭民小型代表會相對地具效能上得到印證。後者的效能不只仰賴社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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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繫性社會資本及社會信任的程度，也仰賴架接性社會資本的範圍，尤其是連193 

結社群領導者與其他社群的架接性社會資本。

在地區層次上，普特南對義大利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社會資本與政府效能關 

係的經典例證，而以其廣泛對政府效能的精細測量値著稱。它尤其彰顯了「水 

平式」或平等主義式的社會資本，有助於有效能政府的出現，和義大利南方看 

到的較具階級式的形式相對，如天主教會。雖然尙未有其他針對地區政府的研 

究能與普特南在全面性及細節上的表現匹敵，但在德國、匈牙利、俄羅斯、美 

國境內的地區政府研究都提供了類似的發現。

在國家層面上，有愈來愈多研究結果強力支持普特南的初步觀察。跨國研 

究顯示，政府內部的貪腐與透過陌生人間的信任測得的社會資本二者之間有高 

度負相關。普特南的觀察指出，愈具階級傾向的社會組織較無助於生成社會信 

任與有效能的政府；而且經由跨國分析也證實，有較高人口比例是信仰具階級 

組織形式的宗教（以天主教最明顯），有效能的政府和較低的社會信任有著強 

烈的相關性。有些針對後蘇聯國家的相對表現以及在許多非洲國家內政府的失 

敗例子，更詳細研究揭示了在薄弱社會資本與糟糕的政府制度表現之間存在著 

類似的相關性。

最後，甚至在跨國的層面上也有證據顯示政府行動與制度的效能與社會資 

本有密切關係。成功的跨國界合作與政策和跨國界的親購關係及祖先連結有相 

關。再進一步推斷，相同的跨國看法及規範性架構的出現，與愈來愈有效能且 

被賦權的全球性制度之間，存在著更廣泛的連結；即使在面對國際間因伊拉克 

戰爭時的不同意見，或全球對世界貿易協定及環保條約引發的緊張時，仍是如 

此。

如同我們在整本書中不斷看到的，並非所有社會資本都會產生正面效果，

當然也不會時時刻刻都如此。在微觀層面上，有證據顯示，具聯繫性且自我內 

部組織良好的社群，有時會忽視超出其社群範圍外的人群與空間。在鉅觀層面194 
上，權力濫用通常都源於社會中由有權力的菁英所組成的連繫密切派系，而許 

多戰爭也可被歸咎於國家或特定族群團體內的高社會資本。連繫性社會資本顯 

然是好政府的必要條件而非全部條件。較不具階級性及更平面平等型式的社會 

資本，似乎特別有助於表現出好政府。要能確保有效能政府的出現能直接使整 

個社會而非特定團體受益，架接性與連結性社會資本似乎也特別重要。

在各個層面上，針對社會資本與有效能政府之間的因果聯結走向，及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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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此關係的變項，在這兩方面都有許多推測。對此，逐漸達成的共識是兩者 

之間存在著鬆散而互惠的因果關係，彼此相互強化與限定對方。這絕不是有效 

能且具正當性的政府行動「擠掉」草根性社會資本的情況。強調公民權利的政 

府行動與明顯的憲法安排，做爲一種架接性社會資本，它們促使彼此迥異的社 

群更能和平共處。

總而言之，具有高度且具平等主義傾向之社會資本的社群，似乎能培育出 

更多更易於治理且具公民德性的公民，提供能相互合作的政治領導者，以及讓 

有效能政府制度更能發展的豐富基礎。這些制度接下來能更進一步地強化那些 

價値觀與行爲，讓它們適用的普遍性得以提升，並翻新它們賴以發展的公民基 

礎（請同時參考第五與八章）。事實上，有些人或許會視政府的制度或具平等 

傾向的憲法本身爲社會資本的形式之一，尤其當它們所體現的共同規範性架構 

逐漸播散成爲人們該如何彼此對待與尊重的全球共同認知。

進階閱購

普特南對於義大利的經典研究仍非常値得一讀（1993）。同樣値得參閱的還 

有Boix與Posner的評論（1998〉。如果想找相異的批判性觀點，可參考VanDeth 
（2000）»

想瞭解關於我們的政治體系之健全狀況的跨或比鮫，請參考Norris （1999）。 

Gerber與Green（2000）文章中的發現與精緻實驗設計也値得一看。本章最後提及的

195 「令人讀得提心吊膽」的論文是由Alesina、Glaser與Sacerdote寫成（2001）。它雖受

到一些方法論上的批評，但對美國人、歐洲人或其他地區的人來說，若想找個具爭論 

性的題材，它確實値得選讀。



第二部分
我們能建造出社會資本嗎？





第七章社會資本的趨勢

1990年代中期普特南將他的注意力從義大利轉回自己的故土美國。他開199 
始依據那個對解釋義大利地區間差異來說，具有重要參考價値的社會資本角度 

（參見第六章）來思考美國的情況。他發現美國似乎擁有十分豐富的結社生活 

及公民生活，但較令人驚訝的是，這樣的生活樣態卻在急速衰退中（Putnam,

1995）。

我們將會看到，以下的文章檢視了其他國家長期以來的社會資本發展趨勢 

之模式是有多麼的複雜且多變。同樣地我們不應該認爲社會資本的所有面向，

在所有時期都是朝同一個方向演進。在意識到這一點的情況下，本章將會檢視 

各個不同國家，分別從社團參與、政治參與、非正式社會連結、捐獻及信任等 

面向來一一分析其發展趨勢。因爲有其必要，焦點是放在國家或是鉅觀的層面 

上，雖然我們也提到了一些團體內的趨勢。

美國的情況：30年來持續衰退

普特南在1995年以學術論文的方式發表了他對美國的初步研究結果。美 

國的社會資本（在許多人眼中，美國人生氣蓬勃的公民生活就像他們的蘋果 

派一樣）從1960年代以後即神秘的持續衰退。普特南戲劇化地將這個現象比 

擬爲Agatha Christie （譯註：英國著名的煩探小説家，1891-1976）筆下的神祕 

謀殺案，而將自己視爲Poirot （譯註：Christie所撰寫的故亊中的主人翁，比利 

時偵探）的普特南，則爲這場美國社群的慢性死亡案件，逐步地列舉可能的嫌200 

犯。

普特南的分析立即引起了各界的興趣。許多學者強烈批評他的分析以及方 

法論。許多相左的例證出現，雖然這些論點一般而言並未有數據佐證，但卻聲 

稱社會資本的形式其實正在增加中。因此，既然像環保運動之類的嶄新形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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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那麼已經有50年歷史的老組織在衰減又何妨？普特南 

沒算錯嗎？難道他的測量方式未偏向較有可能衰減的較老組織，而正在成長的 

新式組織可能被他忽略了？至於非正式的社交行爲呢？或許人們較少加入正式 

組織，但可能較常非正式地聚在一起？還有網際網路呢？它難道不算是最巨大 

的一種社會資本形式嗎？

相關的爭議還延燒到學術界之外。政策制定者與一般的觀眾也對它感興 

趣。1衰退的現象有可能是根源於美國人在其他方面感到抑鬱，像是政治人物 

的除魅以及都市犯罪率的提升？普特南指名的其中一位嫌犯，就是鬼祟潛伏在 

犯罪場景之後的電視。單憑這項指控當然引發了激烈的爭辯。這對某些政治人 

物來說是個簡明的目標，也碰觸到了美國民意討論中既存的歸罪界線。

普特南身爲一位專心致志且小心謹愼的學者，本身具有一•定的聲譽。他十 

分認眞地看待這些批評，並看出它們當中有不少是言之有物的。如果你曾在普 

特南家中參與他和同事及研究生的例行授課討論，那麼你鐵定會大吃一驚，原 

來普特南自己就是對他之前提出的「獨自打保齡球J假設最挑剔且最徹底的批 

評者，他不斷地尋找自己可能犯下的錯誤與可能錯失的資料。Bob似乎無時無 

刻地想被證明自己曾經出錯。他想要挺身而出，與他所尊敬的學界同僚共同完 

成不可能的任務，而他在與那些現在看來較擁護、支持他的非學界讀者相處在 

一起時，卻感到有些不自在。

當他得知有一組很獨特但卻鮮少被使用的資料存在的那一刻，爲他帶來了 

一個重要的轉捩點與幸運的突破。有個名爲DDB Needham的資料調査組織建 

立了一套名爲生活型態的商業資料庫，內容橫跨20年，裡面包含了種類繁多 

的社會資本資料。普特南將它與其他來源的資料做比較後，確定前者是値得信 

賴的，於是與他的團隊開始分析當中反映的趨勢。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是，資 

料指出他們過去低估了這個衰退的程度。

201 來自美國的這項資料是極具說服力的。各式各樣的指標都顯示出相當一致 

的模式：從1960年代至今，社會參與的程度是不斷衰退的。 *

!事實上，雖然普特南的義大利研究並未在相對較狹小的學術圈之外引起太多的波瀾，但仍 

有些政策制定者注意到了。我一位在唐寧街十號的同事（譯註：唐寧街十號即英國首相官 

邸，作者爲英國首相策略小組的政策諮詢R ）最近告訴我，在他還任職於外交部時曾在1993 
年造訪新加坡，他發現新加坡當時的政治領袖正興趣昂然地在閱讀一本討論義大利治理問題 

的艱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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圔7」32個在全美各地皆有分蒈的協畲的平均會員比率(1900 - 1997)

資料來源：Putnam (2000, p. 254)

社團的參與

普特南在1995年時指出，不論是地方上或國家級的各種社團——包括家 

長一教師協會' 聖約之子會(B'nai B7ith。譯註：創立於1843年，以關懷世 

界各地猶太人爲宗旨的服務性組織)、童子軍，其成員數的比例在近幾十年來 

一直往下掉。有趣的是，這個下跌的趨勢需要和1900至約1960年成員數不斷 

上升的長期歷史相對照(請見圖7.1)。有些組織在更早就露出衰退的跡象，就 

像婦女俱樂部聯盟(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1 s Clubs) »它在1950年代達到 

鼎盛，但其他組織則稍晚，像扶輪社到了 1980年代仍舊很強盛。

當然，在這個普遍趨勢下也有一些例外。環保團體一般都在近幾十年來表 

現出驚人的成長，雖然値得注意的是它們似乎也難擋趨勢而減少了一些光芒。

例如，在美國已是最龐大的環保團體，且在1990年達顚峰時占全國環保團體 

會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強的綠色和平組織，到了 1998年時已喪失了 85%的前會202 

員。而國內非營利組織的數字也有可觀的成長，《社團大全》(Encyclopaedia of 

Associations)告訴我們，從1968至1997年相關組織在數字上有一倍以上的成 

長(Putnam,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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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對成長與衰退的模式是非常有說服力的。簡言之，我們發現成 

長的是那些只擁有「捐款會員」（換句話說，他們並不會集會或向會員要求非 

金錢上的義務）或根本沒有會員的社團。過去20年來成長驚人的環保團體就 

是個明顯的例子：不論是領導者或會員本身都將「會員數」視爲是種支持，而 

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會員數。會員數很大程度上仰賴的是大規模郵寄活動；會員 

對社團的投入則非常微弱；對大多數的社團來說，它們的活動從不包括會面或 

任何形式的直接行動，而只是偶爾寄張支票出去而已。2相反地，「傳統」社團 

（也就是會員之間有實際聯繫的社團）幾乎都已經普遍地減少，尤其是那些地 

方性的社團。因此，有愈來愈多的組織競爭愈來愈少的總會員人口數。

或許，心理治療團體、讀書會、自助團體的興起是一股較重要的反向趨 

勢。有些團體，如讀書會，其由來已久，現存有限的資料指出它們已經努力在 

抵抗更正式組織團體的衰退趨勢。然而，自助團體，像是戒酒協會和智能遲緩 

協會，則是較近期出現並有逐步成長的現象。這些團體都象徵著一個雖然規模 

有限但重要的反向趨勢，儘管我們也應該注意，幾乎從界定上就可看出它們的 

涵蓋範圍與焦點都相對狹/j、。

然而，雖然你現在檢視了許多團體，但還是有一個危險，就是那些你忘 

了去探詢（部分原因是因爲它們最近才成立）那些會員數向上攀升的團體。因 

此，「致命」的方法就是使用了代表普遍大眾樣本的調査數據；這類調査通常 

會問積極的會員：「去年，你參加過幾次俱樂部的聚會？」結果是令人瞠目結 

舌的。平均俱樂部的出席情況從1975到1999年之間下滑了 58%。在1970年 

代中期，將近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會出席俱樂部的聚會，但到了 1990年末期， 

將近三分之二的人從未出席過（Putnam,2000）°
其他的資料也強烈支持這項結果。針對使用時間及每曰行程的研究顯示， 

美國人花在社團生活的時間從1965到1995年，滑落了 38%。同樣地，得自

203美國消費部的資料顯示，在倶樂部的休閒花費以及會費支出從1950年代晚期 

至1990年代晩期滑落了 40%。

在工作導向和專業性團體的會員數上，也看到類似的衰退現象。工會會員 

數在1950年代達到高峰，勞動人口裡有32.5%的人都加入了工會，如今掉到 

只剩14.1% （減少的比例高達57%）。乍看之下，專業團體的會員數似乎一反

2綠色和平組織的興衰就提供了與直接郵寄之間關係的例證——就是透過直接郵寄的幫助，讓 

他們在數字上有奇蹟似的成長。在他們決定停止使用這個技巧後，會員數即迅速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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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勢，在這個時期裡，數字往上攀升。但專業團體會員數的上升是受益於相關 

的專業團體在規模上的急遽增加。當我們檢視會員比例，就會發現各個團體的 

模式幾乎如出一轍。平均來說會員比例在1950年代晩期達到顚峰，之後就一 

直向下滑落，雖然或許比起工會會員數來說，下滑的程度還比較有限。3

美國的教會信徒數，相較其他OECD會員國來說，是非常高的，普特南 

也將它獨立出來分析（2000）、信徒人數下降的模式也相當雷同於其他社團的 

會員數。教會信徒數在過去3、40年來，平均下滑了 10%，但教會實際出席 

數卻下滑了 20%以上，4進行相關宗教活動（如査經班、教友聯歡活動）也下 

降了 25-50%。有關時間分配的研究指出，相較於1965年，美國人如今花在宗 

教崇拜或宗教相關活動的時間減少了 31%。美國的宗教團體中，能夠較有效 

抵抗這種下滑模式的都是基督教右派、基本教義派及其他福音派團體（一併參 

考Putnam and Feldstein, 2003） °這些團體並未怯於介入政治事務。例如，它們 

在美國共和黨中占有重量級的地位。雖然關於它們實際教友人數的爭議未曾止 

息，但它們仍代表著在下滑的普遍法則中一個令人驚訝的異數。

政治參與

儘管很少有證據顯示今日的美國人比起幾十年前對政治更漠視（或認識更 

有限），但的確有廣泛的證據表示，他們對政治的興趣與投入已經減低。美國 

總統大選投票率從1920年的低點（當時是女性首次得以投票）開始到20世紀 

的前半葉都有所攀升，並在1960年達到了 63.1% （甘迺迪對決尼克森）。5後 

來又下滑，在1996年（柯林頓對決杜爾）時只有49.1%，到了 2000年（小布 

希對決高爾〉更盪到46.6%，30年間共下滑了 26%。6地方選舉的投票率也循 

同樣幅度在下降，雖然是從較低的高點開始下滑。

美國人自認「對政治感興趣」的比例在1975至1999年間，從52%降到204

J由普特南（2001）提到的數據所計算得出的百分比可看到，分別有從一 50% （護士）、_ 

32% （建築師）、—28% （工程師）' 一 10% （麻醉醫師）'+ 3% （外科酸生）的不同變化。
4有些證據顯示，美國人會誇大自己上教堂的情況，並且這種誇大的程度也愈來愈高 

（Hadaway, Marler and Chaves, 1993） °
5最後一次只允許男性投票的全國性選舉發生在1916年，常時投票率是62%。到了 1920年 

被拉低，往後許多年，女性的投票率都較低（Patterson, 1993;Hough,2000）«
6 數據來自國際民主與選舉援助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在《獨自打保齡球》撰寫之際，2000年的數據尙未可得，但很明顯的是後來證 

明情況同樣是持續向下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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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DDB Needham資料）。同樣地，表達對時事「很有興趣」的比例從1974 

年的50%降到1996年的38% （Roper資料）。因此在政治興趣方面的減弱幅度 

分别是19%與24%，其程度也很類似於在投票率上所發現的。

政治捐獻在同樣一段時期則有大量的成長。光在1976到1986年間，民主 

黨的財務收入增爲雙倍，而共和黨則增爲四倍。它們政黨組織內僱用人員的規 

模也急遽擴張。儘管在財務上有所提升，投票的熱情與公民對政黨的參與則十 

分萎靡。政黨認同從1960年代早期的75%跌落到1990年晩期的65%以下， 

滑落了 15%。政黨集會的出席情況也下降了約25% ;在競選期間，義工協助 

政黨的比例也減爲一半；參與政見發表會的人數也掉了近60%。誠如普特南 

所言：

也不過才20年前，當時的選舉造勢期間對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而言，是 

一個積極參與全國性愼思商議的機會。我們參與競選活動而不只是旁觀。 

如今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説，選舉的競選活動是發生在我們身旁的事件； 

是曰常生活的環境噪音裡一項惱人的因素；是電視螢光幕上一閃即過的影 

像。（Putnam, 2000, p. 41）

至於地方或鄉鎭事務的層級，情況並未比較樂觀。在1970年代中期到 

1990年代中期之間，出席鎭民大會或學校事務大會的比例下降了 40%，而 

爲（任何）地方組織委員會服務的比例下降了 39%。較不依賴實際集會的 

政治活動下降的情況一般而言則較爲緩和。寫信給參、眾議員的比例下降了 

23% ；競選公職的人數下降了 16% ;投稿報紙民意論壇者也下降了 14%。

人們最能指認的，呈現出反向趨勢的政治領域便是1%0年代以來出現的 

全國性社會運動。從密西西比民權運動、反越戰抗議行動、1980年代的支持 

或反墮胎抗議行動，以上運動都漸漸走向「專業化」，有一小群全職、支薪的 

工作人員待在華盛頓。陸續還是有遊行活動發生，而且證據也確實顯示，曾經

205參與示威遊行與抗議的美國人比例有些微的增加。然而，它們的性質似乎已有 

了改變，抗議變成是種舞台表演，目的是要捕捉到媒體稍縱即逝的注意，而不 

是政治投入的延伸指標。

在美國另一個相反的趨勢是州層面的投票總數。從1960年代晚期以來已 

增加了近四倍（雖然這個發展只適用在約五個州，其中又以加州最明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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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普特南警告那些過度正面評價這個趨勢的人，他引用的是近來一項研究的結 

論，即州層面的投標總數「不再是那麼好的測量一般公民興趣的工具，反而比 

較適合做爲募集基金之能力的測試」（Tolbert, Lowenstein and Donovan, 1998, p. 

35）。基本上，他將這個趨勢詮釋爲那個流傳更廣的美國政治故事（金錢與專 

業說客有效地取代了以眞正的公民參與爲基礎的政治）的另一個版本。

直到近來突然湧現的社會資本研究，這些政治參與下滑的程度才開始被視 

爲是根檣於（或藉此來解釋）大眾對政治愈來愈抱持犬儒主義的態度，對政治 

興趣缺缺。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較少談論到政治——自稱在「過去一週J中有 

討論過政治的美國人比例，從1980年代的51%掉到1996年的28%，並且在 

不到20年間下降了 45%。更爲驚人的是在對政治與政治人物的信任度上，我 

們甚至可稱之爲崩潰。1960年代中期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說「我們可以相信位 

在華盛頓的政府，一定或至少在大多的時候會做出正確的事。」到了 1990年 

代，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人相信位在華盛頓的政府（雖然在911事件之後，我 

們看到了更低的數據）。

在美國不投入政治事務已經是非常普遍的，而即使政黨漸增的政治獻金也 

似乎難以阻擋這樣的趨勢。然而，這裡看到的模式很類似在美國其他面向的社 

會資本上所看到的現象，因此不將因果網絡侷限在政治領域內，似乎是明智之 

舉。

非正式的社會連結

試圖推翻普特南關於美國社會資本走向衰退之分析的眾多批評裡，最有力 

且最合理的一個就是「它幾乎完全只衡量正式結社生活的情況」。有人認爲，

雖然美國人參加俱樂部或正式社團的數字確實在下滑，但這是因爲他們現在反 

而傾向於和朋友、家人、同事發展多采多姿的社交生活。當今的美國人不再需 

要仰賴他們祖父辈那個粗糙的制度來組織社會生活，現在他們可以拿起話筒約 

朋友共進晚餐。

硏究如何調配時間的論文證實了美國人的確投注了更多的時間在非正式的206 

社會活動。例如，相較於正式、非宗教性的組織活動，他們平均花了六倍的時 

間在拜訪朋友上。但普特南團隊所取得的1990年代晚期的商業調査資料卻語 

帶肯定地表示，那些希望駁倒「獨自打保齡球」假設的人將會發現，他們在非 

正式社交活動的趨勢中將得不到絲毫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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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年代中期，美國人平均一年在家裡與朋友同樂約14至15次，但 

到了 1990年代末期，這個數字幾乎減半了，一年只剩八次，掉了 55%。不令 

我們驚訝的是，造訪朋友家的次數也同樣減半了。外出野餐下降了 60%。外 

出到酒吧、夜總會、舞廳、酒館下降了 40-50%。在1980年代是看電影次數三 

倍多的玩撲克牌遊戲，之後也減半了。寄送賀卡（即便在網際網路出現之前〉 

也掉了 15-20%。雖然社區計畫的數字有提高（請一併參考第四章），但與鄰居 

社交的夜晚卻下降了 30%。

時間分配的研究也印證了這個總體的圖像：從1965至1995年花在「閒 

聊J的平均時間掉落了 40%。這個趨勢未見趨緩，另一個時間分配的研究顯 

示：單從1992至1997年的七年間，花在社交的時間就下降了 20%。

美國人是轉而退回到較爲私密的家庭內社交嗎？事實似乎並非如此。自稱 

家人會坐下來共享晩餐的家庭比例下降了 32%，雖說傳統家庭的數目也下降 

了。家內有8-17歲孩子而會全家一起出遊度假的家庭比例也掉了 28%。即使 

是一同看電視都下降了 24%，而就坐下來聊天也下降了 19%。

美國人是將他們的社會焦點轉往工作環境中嗎？美國人的確投注了很多時 

間在工作上，平均一年有二千個小時以上，而歐洲人平均則僅近於1，600個小 

時（OECD, 2001b） °普特南也承認，在這個領域裡的相關數據相對而言是比 

較少的，但是你仍需只看好的一面，然後認爲美國人的工作場域已成爲社會生 

活復興後的核心所在。在1955年44%的美國工作者認爲工作的時間比起非工 

作時間更令他們快樂，但到了 1999年向下掉到僅剩16%，下降了 64%。個人 

網絡的研究發現，只有不到10%的美國人認爲同事是他們的朋友，而當被問

207到討論「重要事情」的對象時，只有不到一半的工作者會將某一個同事列名其 

上。

前往運動俱樂部或去運動的人口則有上升，前往觀賞重大體育盛會也是如 

此，後者從1960至1998年幾乎增加了一倍。但參與團體運動的比例則下降， 

通常是下降了 10-20%。人們更常運動，但卻是自己一個人進行，或至少是跟 

許多陌生人共處一室進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音樂上：雖然音樂產業向上增 

長，但玩音樂相關設備器具的人卻減半。打保齡球（普特南著作中的主題〉比 

例其實是上升的，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在一年之內曾去打保齡球。但保齡 

球聯盟的會員卻神奇地向下掉了 70%。事實是並非美國人不做這些活動了， 

而是他們仍在做，只是若不是自己一個人，就是以較小的社會規模來進行。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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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投入運動的方式的性質差異，我們可以觀察以下這件事而得到例證，即保齡 

球聯盟的會員每人消費的啤酒與披薩是其他打保齡球者的三倍；換句話說，在 

聯盟內打保齡球是（或曾經是）種社交行爲。

在非正式社交行爲的領域裡，則有一個有別於普遍規則的重要例外情況， 

即使用電信技術來保持連絡。在1998年三分之二的成人在受訪前一天曾打電 

話給親人或朋友「純聊天」（Pew Research Center, 1998） °擁有電話的家戶比例 

自1940年以來已經增加一倍，雖然在1960年代晩期就已屆今日水準了。我們 

可以合理地認爲這將帶來一種嶄新且重要的社會連結形式，對於與位在遙遠一 

方的朋友及親人的連結而言更是如此，這也反映了過去30年來長途電話相較 

於市內電話的成長。但相對的，人們不會藉由電話來認識陌生人，因此這個媒 

介的重要性主要在於維持而非創造社會資本。

另外還有個很重要的問題，雖然現在回答這個問題不論對美國或更廣的脈 

絡而言都嫌太早。這個問題就是新形式的電子溝通在未來的趨勢中將扮演何種 

角色。我們將在第九章討論政策意涵時，再回到這個問題來。

捐獻與信任

在美國自I960至1995年間，每人捐款增加了一倍，但收入上升的幅度更 

大，捐獻占國民生產總額的比例從2.26%降至1.61%，下降了 29%。參與社區 

計畫的比例下降了 40% ；捐血下降了 20-25% ；義消的人數也下降了。

即使是相當低度的時間奉獻也難逃這股趨勢。拒絕接受問卷調査的情況自208 

從1960年代以來已增加一倍，而公部門人口普査表格的自願回收情況也下滑 

了四分之一。美國似乎變成一塊更爲吝嗇且具敵意及沒耐性的土地。機車騎士 

不再依交通號誌來停車，根據針對紐約州一小鎭的細緻研究顯示，駕駛人闖紅 

燈的比例從1979年的29%升至1996年的97%。通報的犯罪事件，在同樣這 

段時期裡上升了三倍，雖然謀殺案件（上升兩倍）到了 1970年代前都呈停滯 

狀態，犯罪率自從1990年代初期以後則有顯著地下降。

還是有正面的例子。表示自己參與慈善活動或社會服務活動（如幫助窮 

人、病人或老人）的美國人比例從1977年的26%上升到1991年的46%，上 

升了 77%。其他證據顯示，志願服務在過去十幾20年來增加了約25%。這個 

統計數字在一片下滑聲中以沙漠綠州的姿態浮現。然而，這些增加大多集中在 

超過60歲以上的人口群。我們在下文也會看到，在美國的下降模式具有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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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世代傾向，目前年紀較長的這一代一直都是較具有公民德性的一群。當 

「公民世代」退休後，他們就被拋入了志願服務領域中，至少在他們走入風燭

殘年時，能給予在身體上較失能的同儕協助。然而，在二字頭年紀的世代中， 

志願服務也有些微的成長，這一部分反映出大學裡將服務課列爲＞必修的結果。

我們有辦法將以上所有的趨勢整合並陳嗎？在第一章，我們提到最簡易、 

普遍的社會資本指標(同時根據「資料化約」以及「理論討論」)就是社會信 

任，即人們視他人爲可以信任的程度。我們也在二到六章中看到社會信任是諸 

多後果的關鍵預測指標，這些後果正是大眾及政策制定者所關心的。因此，美 

國人如今較不能信任彼此嗎？我必須很傷感地說，沒錯！

在1960年，55%的美國人認爲一般而言，他們是信任其他人的。到了 

1998年掉到只剩33%，下降了 40%。普特南等人所記錄下的眾多指標中， 

上述這種百分比下降的程度，大約落在中等至高等。針對高中學生的研究顯 

示在信任上有更大幅度的衰退，從1976年的46%掉到1995年的23%，掉了 

50%。在這些概要的統計中唯一正面的微光來自1995至1998年這段期間，高 

中學生的社會信任向上爬升了一些百分點，這或許暗示了過去30年間的信任 

衰退趨勢，如今正要開始反彈了(Rahn andTransue, 1998)°

209 關於這個淒慘的美國故事的最後一個統計數字是，在缺乏日常、「厚實J
的信任情況下，美國人似乎愈來仰賴較爲正式的方式與制裁力量來建立另一種 

形式的信任。警察、警衛、大樓管理員的數字在I960至1996年這段期間，幾 

乎增加了一倍，而律師與法官的數字則增加超過一倍。花在預防性執法行爲上 

的費用似乎向上飆升，其程度一如信任向下直落一樣。私下來說，就像一位資 

深的美國政治人物在造訪唐寧街時所說：「當你能把別人告到傾家蕩產時，誰 

還需要信任！」。

2001年911事件之後

有時，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戰爭會強化連帶感或社群意識(黏著性社會 

資本)，至少在有戰事的國家內部是如此。可悲的是，911事件讓學者得以檢 

視這一個假設。梢早的資料指出，在恐怖分子於2001年9月11日攻擊紐約市 

之後，美國內部各項社會資本的測量値都有顯著的提升。

近來完成的社會資本調査(Putnam, 2002)在911後的每個月都進行一 

次。調査顯示公共事務的興趣成長了，尤其是在之前曾表達出很強烈不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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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的年輕族群身上（27%以上，相較於35歲以上的8%）。對治理國家人士 

的信任之變化也在年輕人當中成長了 19%，在年紀較長者當中成長4%。而有 

51 %的人表達出比一年前對聯邦政府有更多的信心，而只有7%的人表達出的 

信心比一年前更低，44%的變化。這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轉變，也是數十年來 

未曾再見過的，對政府最大程度的信心。7

對地方政府上的淨信任也成長】9%，對警察是14%，對鄰居是10%。令 

人驚訝的是，對其他種族的信任也增加了 11%，雖然對阿拉伯人的信任落在 

對其他種族之後，而且對「移民權利」的支持也顯示了 11%的下降。

在行爲上的改變則較爲不明顯。在捐血、志願服務、爲當地社群做事以 

及參與政治集會的淨增加比例從五到七個百分點不等。上俱樂部、上教堂、捐 

獻及非正式社交行爲（擁有會到你家拜訪的朋友〉其實下降了6%。最後一項 

則反映在看電視比例的增加，有16%的淨增加，這意味著每天增加一個小時210

（平均達到每天14個小時）。

總之，911事件似乎急速點燃了美國人對彼此的信任，但對實際的行爲則 

只引發了很輕微的改變。在這段時期裡，白宮當局廣泛地徵詢普特南的意見，

這可以従布希總統於2002年一月發表的國情諮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中宣布要創造出公民服務隊來，並敦促美國人「爲彼此做點什麼」看出端倪。

這些政策計畫造成的影響將在我們理解社會資本的創造與摧毀上，成爲一個很 

重要的金石。

雖然很明顯的是沒有任何美國人會樂見911事件的發生，担它確實促使 

美國人反省什麼對他們來說是重要的，並強化了他們彼此連結在一起的欲望。

然而，在我下筆撰寫的這段時間裡的最新資料顯示，在信任與投入方面的提升 

（尤其是對政府的信任）如今大多已煙消雲散。例如在2002年有50%的美國 

人說，他們對白宮當局「非常有信心」，這是哈里斯民意調査40年來從未測得 

的水進；但到了 2004年，數字則退回到了歷史上較常見的水準：31%。看起 

來似乎即使經歷了像911這麼恐怖的事件之後，或至少是他們曾經以恐怖來回 

應這個事件之後，他們仍無法逆轉美國長期在信任、投入上的下滑趨勢。

7這裡陳述的數據主要是淨變化。換句話說，如果有20%顯示出更多的投入、5%顯示出較 

少的投入，那麼「淨變化J就是增加了 15%。在以下這個網站上可以找到對方法與主要發現 

的摘要：www.ksg.harvard.edu/saguaro/press.html。請一併參考 Drogosz, Litan 與 Dionne 研究 

Q003）中提及普特南更新過的數據。

http://www.ksg.harvard.edu/saguaro/press.html%25e3%2580%2582%25e8%25ab%258b%25e4%25b8%2580%25e4%25bd%25b5%25e5%258f%2583%25e8%2580%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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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美國的故事

普特南與他的團隊拿出了許多非凡但令人沮喪的資料來說明，幾乎從各種 

測量資料都發現：美國在1960至2000年這段期間的社會資本是在衰退的。這 

下滑的趨勢是緊跟在一段始於20世紀初期，美國社會資本成長的時期之後。 

下降的程度隨著我們採用的測量方式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大多落在15-50%之 

間。

有一些指標或社會組織的形式似乎反駁了這個趨勢。自助團體、以捐款爲 

主的社會運動、宗教基本教義派都設法達到了成長。在政治領域裡，政黨得到 

的金錢援助是成長的，而且變得愈來愈專業化，雖然大眾的支持度萎縮了；參 

與抗議活動的人口比例則些微成長。在非正式社交活動上，幾乎所有的指標都 

下降了，極少數的例外像是上健身房、觀賞運動比賽，或許還有打電話給遠方 

的親人及朋友。最後，從捐獻與信任上看來，趨勢當中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志願

211服務的提升（雖然並不是在年齡不那麼大的人們身上），以及在高中生中信任 

下滑的情況如今已觸底反彈。近年來下降的犯罪率或許也是個好兆頭，雖然這 

或許是源自於社會資本之外的因素，像是愈來愈普遍的私人保全。

幾乎以上所有的反向趨勢都具有一些共同點：低成本、極小範圍內的社會 

接觸活動。相反地，若將各種形式的社會資本做一個橫切、多方位的觀察，會 

發現整體的圖像幾乎還是下滑的。最終資料指出在911恐怖攻擊的喚醒聲中， 

許多社會資本出現了上升的情況。對聯邦政府的信任顯現出最強力的逆轉，雖 

然在行爲上的轉變是較輕微的。但後來的資料指出，這些增加的情況並未繼續 

維持下去。

其他國家的趨勢

普特南與他的團隊以許多方法來探索美國社會資本的衰頹，而他的著作也 

提供其他國家的研究者一個無價的基準點及挑戰。到目前爲止，我們尙未能在 

其他國家關於社會資本的資料中找到同樣如此包羅萬象的分析，但我們的確擁 

有一些資料，它們將提醒我們，不應該把美國的情況視爲能推論到世界各地的 

通則。

在本節裡，我們將使用與普特南用在美國脈絡下的相同分析架構，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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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針對每個國家情況的最佳分析結果。隨後的一節將會確認出一些普遍的主 

題，並思考若以其他方式來測量，是否會發現有巧妙差異的結果。

其他也看得到社會資本衰退的國家：澳洲與英國

在社會資本指標上或多或少都普遍下滑的模式，絕非美國獨有的特殊現 

象。雖然不像美國那麼清楚明瞭，但不論是澳洲或英國都看得到下滑的證據。

澳洲

在我們蒐集得到合理資料範圍的國家中，澳洲可說是展現出最近似於美國 

模式的一個國家。

我們在澳洲可以看到許多歷史悠久的志願團體，在近幾十年來的會員數出 

現下滑的現象，像是工會的會員數或教會的信徒數。澳洲一如美國，在運動的212 

參與度上有提升(但只限於個人形式的，而非團體的運動)。許多包括環保運 

動在內的社會運動，似乎像在美國一樣，流失了許多會員(Cox, 2002; OECD, 

2001a)。

我們發現在國際上，傳統組織的會員數下降並不是個不尋常的現象，但澳 

洲也幾乎在所有其他的社會資本測量値上，都看到了下滑的情況。志願服務下 

降了，非正式社交行爲也減少了。對政治人物的信任下降，雖然關於政治行動 

主義下降的證據並非那麼清楚：國會選舉的投票率仍接近100%，但這只是澳 

洲強制投票制度下的反映罷了。社會信任，這個重要的一般性指標也下降了，

從1981年的48%下降到1997年的40%。同時，訴訟案件也有可觀的增加，

這其中包括了控告地方議會及公家機關。

英國

在稍早的著作裡，我曾認爲以社會資本的趨勢來看，英國算是最典型的 

「混合型」(Halpem, 1997; Aldridge and Halpem, 2002)°資料的逐漸累積促使我 

重新修正自己對下降趨勢的評估，雖然在各社會階級裡的下降程度是不平均 

的，而且下降趨勢如今也有趨緩的情況。

由Hall (1999)所寫的一篇涵蓋甚廣的評論，所評述的時期直到1990年 

左右，它對英國處境的描寫相較而言是較正面的。較近期的資料告訴我們，他 

或許在某些面向上過於樂觀了，而英國的整體圖像看起來與美國的愈來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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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nier and Wright, 2001）。

總體來說，英國的社團會員數似乎是穩定的，甚至從1960年代以來是向 

上升的。每人平均隸屬的社團平均數目來來回回從1959年的0.73上升到1999 

年的1.43，這股上揚趨勢主要集中在女性及較上層的社會階級上，這更進一步 

地拉大了英國原本就很明顯的在會員數上的階級差異。就社團而言，上升主要 

集中在環保組織，而某個程度上也集中在運動俱樂部。例如，全國名勝古蹟託 

管協會（National Trust，負責照料英國豪華住宅的組織）從1971至2002年間 

會員數成長了十倍，如今已超過300萬人。皇家野鳥保育協會也在會員數上增 

加了十倍，已超過100萬人，就像許多環保組織一樣。然而，這些成長快速的 

大型組織仰賴的是「捐款型會員」的支持。大眾爲了特定議題而註冊表達他們

213的支持，寄出了一張支票，加入了這個組織，而回過頭也收到了有關該理想的 

一些資訊。其他組織的會員數就來得單薄許多。例如，全國名勝古蹟託管協會 

令人印象深刻的會員名冊，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仰賴「會員」在進入該組織所經 

營爲數眾多的古蹟名勝時，能享有折扣：如果你在未來一年裡要造訪幾個地 

點，加入該組織將是較划算的。

其他形式的社團則顯示出衰退的情況，至少從1980年代以後，這其中包 

括工會、傳統的婦女組織、教會、青年組織、服務性組織。例如，全國婦女 

機構聯盟的會員數從1972至2002年就下降了 46%，只剩24萬人，而工會的 

會員數從1978年的顚峰時期降至2000年的780萬人，下降了 41%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03）。同樣地，教會信徒數與出席狀況在近十幾年來也有 

驚人地下滑，像是按照當前的推估，英國聖公會將在10到20年後面臨滅絕 

的威脅。直到1950年，仍有超過70%的英國嬰孩接受洗禮，一如50年前一 

樣。自此之後，受洗的情況開始下滑，且下滑的速度有逐步增快的趨勢，到了 

2000年已只剩下23%左右（Voas，2003） °據我推估，如果當前的趨勢再繼續 

下去，英國最後一個接受洗禮的嬰孩將在2016年出生，這對這項綿延超過千 

年的習俗來說，是個令人難以致信的改變。8

比較各世代研究的結果——也就是對特定時期出生的人們做貫時性研究 

——也證明了從1960年代至2000年代各組織的會員數有顯著下降（Ferri，

8許多人並不相信這項推估。但至少在當前的英國，宗教性似乎就像是個隱性基因：孩子的 

宗教性乃跟隨著較無宗教傾向的父母。趨勢線也是緩緩加速，這是因爲在人口中潛在的宗教 

伴侶一直在減少所致，這讓宗教虔誠者愈來愈難找到相仿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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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nner and Wadsworth, 2003)。當出生在1946年的人們到了 30歲時，約有 

60%的男人與50%的女人至少隸屬於一個組織。但那些出生在1958年的人們 

到了 30歲時，百分比分別掉至約15%與25%。對那些出生在1970年代的人 

們到了 30歲時，分別只剩下10%與15%的人們隸屬於至少一個組織。因此，

從英國世代研究得到的證據告訴我們，出生在二次大戰剛結束後之時期的世 

代，與就晩10年出生的世代，彼此之間在社團會員數上存在著一個顯注的下 

降趨勢。9

就像在美國看到的，我們所擁有最正向的統計數字裡，其中一個就是志 

願服務，在1980年代期間參與志工的人口比例增加了，到了 1990年代趨勢漸 

漸走向平緩，甚至是些微下降。更進一步來說，從事志願服務的人花在志願 

服務的時間量從1991年的每週2.7小時增至1997年每週四小時(Grenier and 

Wright, 2001)。就像在美國看到的，在整個1980與1990年代裡，65歲以上的 

人在志願服務上的參與有顯著增長，或許這有部分只是反映了這~群人的身體 

愈來愈健康罷了。英國的資料告訴我們，目前50多歲的世代(也就是緊接在214 

二戰結束後出生的)是特別積極參與志願服務的一群。就負面來說，年輕人從 

事志願服務的比例以及年輕志工貢獻的時間，在1990年代期間都下降了。非 

就業人口參與志願服務的比例也下降了。年輕人似乎寧可捐錢也不願奉獻時間

(Matheson and Summerfield, 2000) °
慈善捐款的趨勢也並不全然是正面的。雖然Hall提到捐獻直到1993年前 

這期間都在增加，但此後則開始下降。捐獻的人口比例從1993年的81%掉至 

2000年的67% (Grenier and Wright, 2001)。從實際的觀點來說，整體捐獻數目 

也在1990年代下降了，雖然最近的資料佐證這股下降的趨勢似乎是停止了。

願意接受問卷調査的比例也爲社會資本提供了一個有用的間接測量方式：較高 

的受測率與較高的社會信任之間有高度相關。英國各主要公共問卷調査的受測 

率也在過去這十年來有顯著下降。貢獻時間似乎也和捐款一樣，也都受害於這 

股趨勢。

取自英國犯罪調査的資料裡有關社區觀感的部分，它告訴我們從1980年 

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助人行爲有顯著下降。例如，以「人們都一同努

'在這些資料裡存在著一個謎團，即這些研究裡所顯現的大規摸轉變，爲何在橫斷面資料裡 

並未顯得更爲清晰、明確。我們是否像在美國那裡看到的那樣，也擁有--個下降的世代模 

式，還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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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試圖彼此幫助」來描述自己社區的比例從1984年的43%降至1996年的 

28%。比較令人振奮的是，對社區的觀感從1996至2000年間有了改善，認爲 

自己社區是樂於助人的比例從28%升至36%。這股反彈似乎反映了犯罪率在 

1990年中期後的下降，而犯罪率在這之前已有數十年的持續上升了。然而， 

在我下筆這段時期得到的資料卻顯示，這股樂於助人的趨勢已在2002至2003 
年趨於平緩，即便犯罪率仍持續下降。

直到最近，人們廣爲接受以下觀念：雖然地方選舉或歐盟選舉的投票率一 

直穩定下滑，但英國仍在抵抗類似美國政治投入下滑的模式。在1990年代中 

期，布萊爾（Tony Blair）領導的工黨甚至見證了在黨員數上可觀的擴張（這 

是由年輕人加入所帶動的趨勢），這扭轉了政黨黨員老化及縮減的長期趨勢。 

然而，1997年與2001年的選舉卻出現了明顯向下的趨勢。2001年的選舉投票 

率是自1918年以來最低，而工黨黨員數如今連續七年呈現下降的情況。地方 

選舉的投票率從1987年50%的顚峰，掉至1998年的30%不到，尤其在都會 

地區更是嚴重。政治信任及對國會的信任從1970年代至2000年代期間都一

215直下降，雖然這股趨勢很容易受到問題本身的措辭所影響。像是政治人物是 

否將政黨擺第一而國家擺第二，等這類關於政黨的問題即顯現出顯著的信心 

衰退，尤其是在1990年代。更一般性的問題（如對政治人物或政府首長的信 

心）則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下降，而後在1997年選舉之後則有明顯 

的增加。自此之後，信心又逐漸掉回到原本的水準，雖然並未像1990年代初 

期那麼的低。相反地，對公務人員的信心從1983年的25%急速攀升至1997 

年的45%，之後則一直維持平緩（MORI資料〉。"激烈的憲法改革（包括了在 

1997年選舉後成立的蘇格蘭議會）已無法阻擋這股趨勢，政治信任在邊界兩 

方都同樣是在持續的下跌。

英國另類或抗議性的行動並不像在美國一樣，而只有微微地增加。從 

1986至2000年間，參與連署的比例從34%提升到42% ；連絡國會議員的比例 

從6%升到10%。

非正式社交行爲的圖像則最吻合於「混合型」。拜訪友人在各種團體裡都

顯著下滑，尤其是具有全職工作的男性。但是其他類型的社交行爲，例如上酒

10事實上，英國地方選舉的投票率與其他各國相較，是異常的低，尤其與美國相比，這種異 

常現象或許是反映了其地方政府雖然異常廡大，但卻沒什麼影響力的事赏。

"與一般民意相左，對政治人物與政府官員的信心從1983到2003年逐漸有些微增加，在 

1997年選出了新工黨政府主政之後，信心大幅提升，隨後又是些微的下滑。



第七章社會資本的趨勢201

吧、運動倶樂部則有上升。

但是最令英國擔憂且最戲劇化的趨勢就是社會信任（一個關鍵且扼要的指 

標〉也急遽下滑。在1959年時56%覺得大多數的他人都是可被信任的，但到 

了 1980年代時已掉至44%，到了 1996年甚至不到30%，下滑了超過50%。12 

有個較爲正面的資訊是，世界價値觀調査在我寫作這期間所公布的資料顯示，

在1999年的社會信任並未有進一步的下降，而來自英國社會態度調査的資料 

也說，自1997年後至2000年的社會信任有些微上升。

然而，或許英國相關資料裡最令人吃驚的一點就是Hall（1999）以及 

Greniei•和Wright （2001）皆曾提及的：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的不一致。雖然普 

特南在美國的例子裡強調說，社會上的志願服務與會員數等現象，也存在著 

龐大的世代差異，但在英國潛伏的則是社會階級間的差異，而且還隨著時間 

繼續擴大（雖然近來得自世代研究的證據顯示，可觀的世代轉變也出現在英 

國）（Ferri, Bynner and Wadsworth, 2003）°在不少例證裡讓我們舉以下這則來 

說明：英國的政治興趣程度看起來似乎是如此，即從1981至1999年期間，

自陳對政治是「感興趣」或「非常感興趣」的比例在總體上的改變很少，從 

39%掉至38%。但在專業人士與管理階層（AB階級）之間，興趣從56%升至 

66%，然而在非技術或半技術員工（DE階級）之間，興趣從33%降至18%。 216

因此，我們發現政治抗議活動雖然有上升，但都是由中產階級所主導，而投票 

行爲（這項行爲較無社會類屬上的偏傾）則下降。這個模式向民主提出了一個 

很嚴肅的挑戰。同樣地，一項近來針對英格蘭與威爾斯自1972至1999年的社 

團會員數之趨勢進行的評論，做了以下結論：除了主要的穩定模式之外，還存 

在著「在會員數上的階級兩極化現象」，即勞工階級的男人愈來愈從社團的會 

員數中被邊緣化了（Li et al.，2002）°
持平而論，總體趨勢也暗示我們，英國在過去幾十年來見證了社會資本的 

顯著下滑，雖然並不像美國那樣的普遍且明瞭。也有一些證據說明這個衰退的 

趨勢在最近幾年已經中止了。或許更準確地說，我們應將英國的中產階級置於

12這裡有一個小謎團，即爲何世界價値觀調査顯示出從1981年與i990年的曲線到1995年與 

2001年的曲線有顯著的下滑，然而英國社會態度調査的資料顯示在1990年代並未有什麼變 

化。MORI民調公司提出過這樣的問題：「一般而言，你會信任街上遇到的一般人，跟他們說 

實話嗎？」問得的結果顯示出的趨勢是介於以上兩者之間：贊成的比例微微從1983年的57% 
上升到1993年的64%，但到了 2000至2001年時掉到52%。之後一直些微上升到2004年的 

55% （請參考 www.mori.com/polls/trends）。

http://www.mori.com/polls/trends%25ef%25bc%2589%25e3%2580%2582


202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穩定上升的範疇裡，而將體力勞動階級置於急速下滑的範疇。

其他國家

以最簡明易懂的指標——社會信任來看，大多數前蘇聯國家都可以暫時 

被置於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期間社會資本下降的範疇，包括俄羅斯、匈牙 

利、波闌、立陶宛、愛沙尼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拉脫維亞等國。這似乎 

可能反映出了一個現象，即能讓這些社會在之前體制下運轉的社會資本或網絡 

之形式被摧毀。社會信任上明顯的下降似乎也在南韓、葡萄牙、及阿根廷和巴 

西在內的南美國家中發現，後三者從程度上來看也是相對較低的（見圖7.2）。

社會資本維持穩定或上升的國家：瑞典、荷蘭、曰本

或許，針對其他單一國家的分析中最令人訝異的一點是，原本美國下滑的 

趨勢並不是普遍的。

瑞典

瑞典一如其他北歐的鄰邦，都是具有令人咋舌的高社會資本國家（請見 

圖表2.1），也具有非常高度的組織會員數——92%的瑞典人隸屬於一個志願

217性組織（Rothstein, 2001）。因此，有人可能會認爲它會是社會資本跌幅最淒慘 

的國家。對政府與國會的信任確實在1980年代時曾下降，儘管瑞典的政府組 

織在面對全球經濟壓力、醜聞、長久以來統合主義式政府架構下所引發的張力 

時，仍奮力想維持聲譽卓著的「瑞典典範」。政黨變得更加專業化，並將志願

218參與的黨員推到不被重視的角落，在裡面年輕族群的黨員數也下滑了，雖然整 

體黨員數仍維持平盤。然而，不像在美國看到的那樣，在這裡下降中的政治信 

任並未伴隨著社會資本廣爲下降的現象，事實上，瑞典社會資本的許多關鍵指 

標似乎有增加的趨勢。

參與普選的情況仍維持在高檔，高達90%上下。雖然有些傳統組織似乎 

喪失了其支持根基，像婦女組織和自立教會，它們大多數仍維持強盛或成長的 

情況，這其中也包括運動性、退休人士組成的、文化性、環保等團體及工會。 

總體而言，會員數的情況自從1950年代初期的高檔以來，並未有衰退趨勢出 

現。同樣地，參與志願服務的意願也未有下降的趨勢，甚至有上升。瑞典社會 

資本彈性十足的特性並不僅限於「捐款型」組織。讀書團體（這是瑞典社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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圔7.2各國信任度自1981-1983年至2001-2003年的變化

資料來源：世界價値觀調査以及其他資料

註：上圖中對角線以上的國家代表在信任度上是增加的，而在下方的則是減少的。請注意在 

圖的右上方，信任度髙且漸增的北歐國家群，以及在圖中右方，信任度中等但漸減的盎格魯 

撒克遜語系國家群。

本裡一個特别有趣的類型，它是種通常由八至十人組成，齊聚學習或討論特 

定議題的非正式團體）的參與率從1960年時的15%成長到1975年的40%左 

右。

或許，在美國那裡看到最令人驚訝的資料是在非正式社交行爲的下降情 

況，這些數據反駁了以下的觀點：美國下降的情況只是某種測量方式導致的 

人造產物，或僅是社會資本私人化的反映。那麼，瑞典的資料告訴我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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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瑞典生活情況調査(Swedish Living Conditions surveys)以及其他的資料告 

訴我們的結果似乎是再清楚不過了：瑞典非正式社交行爲之程度已向上提升。 

例如，每週與朋友相聚的人占的比例從1975年的45%升至1995年的57%， 

升高了 21% (相對的，美國在同一段時期則有約50%的下降)。同樣地，一項 

從1950至1988年針對瑞典小鎭Katrineholm的研究結論說道，居民在社交活 

動上變得更加積極，如今「更頻繁地與他們的同事、鄰居、朋友們社交活動」

(Perlinski，引自Rothstein, 2001, p. 224)°瑞典人說自己在過去五年裡上過餐 

館超過五次的比例從1982年的25%上升到1995年的41%，上升了 64%。同 

樣反應出此趨勢的是領有合法開業執照的餐廳數目從1967年至1990年代晩期 

已上升了匕倍。

最後，瑞典的社會信任(社會資本最簡要的指標)儘管已居於各國中最高 

的一級，但仍往上升得更髙。在1981年，57%的瑞典人覺得大多數的他人都 

可被信任，到了 1997年已上升到67%。在2001至2003年的世界價値觀調査 

中也看到程度同樣高的66% (請參考圖7.2)。

荷蘭

219 荷蘭擁有與瑞典十分相似的模式(De Hart and Dekker, 1999)。成爲會員的

比例與投入的強度在幾乎所有類型的組織中都看到增加的情況，除了傳統的婦 

女組織及政黨之外。然而，雖然相對來看，在政黨黨員數上是下降的，但投 

票率仍維持穩定，政治行動主義也增加了。志願服務增加了，雖然在年輕族 

群中是減少的。在各種收入的群體中，認爲自己在有困難時，有人可以依靠 

的人口比例從19%年的40%左右上升到2001年時超過50% (Eurobarometer 
data) °最終，社會信任似乎有急遽的增加，從1981年的44%上升到1999年 

的60%，在2001至2003年世界價値觀調査裡仍看到相同的水準。

曰本

在許多面向上，日本都可算是不尋常的一個國家，在社會資本的特性上也 

不例外。日本的資料並未讓人一目了然，但持平而論，我們可以適當地將它安 

置在「穩定的」、「上升的」社會資本範疇裡。福山廣爲人知地宣稱，美國與日 

本都是高信任的國家，而不像信任往往走不出家族場景外的中國(Fukuyama， 

1995a, b)。然而，他的分析常忽略了一項重要的差異，即傳統來說，日本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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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信任透過個人關係而認識的人或組織（但顯然這範圍超出家族之外），但 

卻對較陌生的人懷有很深的戒心（不像美國人，其信任是較具普遍性的）。

跟上述背景相左的是，日本幾乎所有的社會資本的指標都在上升 

（Inoguchi, 2000）。日本社團的數目自1950年代起已有醒目地上升，非營利社 

團的數目從1957至1996年增加了近四倍。然而，我們稍早也曾提過，組織的 

數目並非是個可預測眞實參與情況的可靠指標——即使在美國，這個指標也在 

上升〈雖然其程度絕不像日本）。時間分配的研究顯示，社區或地區內的公民 

參與幾乎仍維持不變，更普遍的公民「社會福利」活動則緩慢地上升，志願幫 

助孩童、老人、弱勢者的活動則有驚人的成長，從1976年的1.7%到1996年
的5.5%，增加了三倍以上，雖然其最初的百分比相較來說是算低的。然而，

這些增加似乎是由於某個固定比例的人口以更高的強度參與所導致。同時，如220 

果我們能接受公司行號也是種社會資本（尤其在日本的脈絡中），那麼「這種 

形式的社會資本也已經下降了，至少是有了顯著地改變，因爲我們看到了日本 

傳統上的終身契約制已經勢微」這種論點就有問題。

對政治制度的信任從1960年代至1990年代晩期已有顯著地提升。例如，

對選舉的信任從1976年的67%提升到1996年的77%，認爲民主是「好的J 

的比例從1963年的38%提升到1993年的59%。然而，對政治人物的信任 

卻下降了，贊成「人民應該信任政治人物去解決問題」的這種說法，比例從 

1953年的43%掉至1993年的24%。眼見人們對民主制度之信任與對其中的政 

治人物之不信任，兩者之間不一致的現象，日本學者依據日本長期以來信任、

強大的公民服務歷史，以及政治人物被視爲是與當地自肥的分配政治生態糾纏 

不清的「一般」人等角度來解讀。

我們似乎找不到太多非正式社交行爲趨勢的資料，但日本對社會信任的資 

料顯現了一個很清楚上升的趨勢，從1978年的38%到1993年的38%，上升 

了近50%。從世界價値觀調査的也展現了在社會信任的類似增長，從1980年 

代早期的34%提升到2003年的43%。曰本測量不信任的數値則顯示了相對下 

滑的情況，贊同「當你露出了弱點，別人就會趁虛而入」的百分比從1978年 

的39%掉到1993年的25%。

其他國家

至於其他國家，我們擁有的資料則少了許多，但也能根據世界價値觀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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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將它們置於「穩定的」或「上升的」範疇，這些國家包括在高度信任- 

端的挪威與丹麥，以及在低度信任一端的墨西哥。

混合型模式的國家：德國與法國

稍早，我們看到了英國確實可被置於「混合型」範疇，至少它內部不同社 

會階級各自的趨勢是相互矛盾的。其他一些歐洲國家並未像英美一樣，擁有下 

降的趨勢，但它們也不像瑞典那樣，在社會資本上擁有彈性，甚或成長。

221

德國

德國在大多的時候都顯示出相對穩定的社會資本模式，雖然它是從戰後 

相對較低糜的程度爲起始點(Offe and Fuchs, 1998)° 一般而言正式的參與是 

增加的，雖然有些傳統組織在會員數上顯示出下降的情況，最明顯的就是工 

會、政黨與教會。在1953年時，有53%的人隸屬於至少一個的社團，而到了 

1996年，數據幾乎沒有改變，維持在55% (僅計西德〉。志願服務甚至有些 

微提升。跟瑞典的狀況一樣，非正式社交行爲則增加了，社會信任從1981年 

的31%微微上升到2001至2003年的35% (西德資料，世界價値觀調査〉。然 

而，乎也存在著一些警告的徵兆，像認爲自己在困境中能找到依靠之人的比 

例就下降了。這在1996至2001年之間起了劇烈的變化，尤其是收入在最底層 

之四分之一的一群人之間，在西德從約50%掉到低於25%，而在東德則從約 

40%掉至30%，雖然這有可能部分反應了當時上升的失業率(Eurobarometer 
data) o在最年輕的世代間，也存在著結社活動的顯著下降，隸屬於任何一個 

社團的比例從1984年的55%掉至1996年的46%，而一般看來會員數似乎變 

得較粗淺且短暫(Offe and Fuchs, 19%)。近來一項針對德國趨勢的研究做出 

這樣的結論，即「社會資本不論是上升或下降的情況，我們都找得到支持的 

例證。」(Jungbauer-Gans,2002,p. 189)德國當然不像美國以普遍下滑的模式著 

稱，也不像在瑞典或荷蘭那裡可以看到成長。

法國

從大多數一般常見的測量値來看，法國社會資本的起始基點相對而言是較 

低的(Worms，2000〉。跟英國及一些其他國家一樣，法國在社團會員數的程度 

上也鮮有改變，但在這個普遍情況裡卻有許多較爲傳統的組織，其會員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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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很嚴重，包括工會、政黨、教會。文化性及休閒性組織，與基於特定興 

趣組成之團體，都有成長。與英國不同的地方則是，社團會員數在社會階級上 

的差異似乎降低了：在1983至1996年間，教育程度最佳的一群人隸屬於至少 

—個社團的比例從64%降低到56%，而教育程度最差的一群人的百分比則一 

直維持在35%左右（Worms, 2000） °雖然Worms的分析裡並未包含其他國家222 

可搜尋得到的一些面向的資料，但來自世界價値觀調査的資料也告訴我們，社 

會信任從1981年的24%改變至2001至2003年期間的22%，幾乎都維持在不 

高的程度，這些資料都讓我們認定法國隸屬於「混合型」的範疇。

各國趨勢槪述

各國之間逐步浮現的圖象是令人目眩神迷的。「社會資本在各國都正以齊 

一的方式在下降當中」這個簡明的假設並無法得到資料的支持。有些國家（像 

美國與澳洲），在大多數的指標上都顯示出下降或拒絕投身社會的傾向；其他 

像瑞典、日本、荷蘭等國家則看不到這種普遍下降的趨勢，甚至在許多關鍵指 

標上還出現了增加的情況；英國的情況看起來與它的盎格魯撒克遜手足——美 

國，愈來愈相似；然而法國與德國則介於兩個極端之間。

但是，甚至在這種多樣情況共存的環境中，仍可找出幾乎適用於所有國家 

的趨勢。幾乎在所有國家中，傳統式的組織，像教會、婦女組織、工會、政黨 

等往往都向下衰退。在衰退趨勢受到阻礙的地方，往往都跟該國特定的環境有 

關，像瑞典透過工會來支付失業津貼的方式，讓會員身分成爲這種獲得津貼的 

實際條件。13相反地，在以捐款爲主的環保或其他旨趣的團體會員數上，在各 

國則有近乎一致的提升。這些團體一般來說較不要求會員投入時間，而且看起 

來愈來愈不像個「社團」〈畢竟其會員幾乎不會聚集在一起或彼此交際），比較 

像是一種表達對特定議題之支持的新式方法。

政治「行動主義」似乎也日漸朝這個方向在前進，大多數主流的政黨也愈 

來愈不依賴其黨員基礎，轉而較仰賴專業化及具媒體專才的菁英。人們很容易 

將投票率廣泛地衰減歸咎於政黛的專業化，但我們同樣有可能這麼認爲，即政 

黨如今之所以懂得這麼做，是因爲它們知道在選民不再深信無所不包的政黨及 

其信條的脈絡中，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成功。

13即使在瑞典，我們也有證據證明，雖然工會會員數維持穩定，但其會員的積極度有顯著地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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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價値觀與態度轉變的學者運用了「道德創業家」(moralentrepreneur) 
這個詞彙來描述人們似乎愈來愈會將價値觀及價値體系加以混用、配對，以形

223塑出自己獨特的觀點(Halpem, 1995b)。因此，我們也發現在大多數國家裡， 

公民如今以前所未有的強力意願來參與連署請願，或參加特定議題的抗議活 

動，但他們不願意爲無所不包且無彈性的一組信念背書。

有趣的是，資料告訴我們，在歐洲各國之間，不論在政治知識與政治興 

趣上，都少有衰退的情況出現。一般而言，大多數國家的人民僅具備十分有 

限甚至算低度的政治知識與興趣，但這是從以前到現在都一直是如此(Van 

Deth, 2000)。這個發現乍看似乎是矛盾的，因爲它與投票率廣爲下降的現象並 

不相符。Van Deth的解釋是這樣的，即雖然政治上的興趣(以「人們討論它 

的頻率」來測量)並無改變，但政治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突出度」卻下降了

(Van Deth, 2000； 一併參考第六章)。換句話說，如果你問人們生活中各種面 

向對他們而言有多麼重要，政治如今非常穩固地敬陪末座，甚至連宗教都沒那 

麼糟。相反地，生活中其他面向，如休閒時間、朋友及熟人的重要性，則急速 

上升。

傳統組織、投票率與對政黨支持都在下降的普遍存在模式，頗爲吻合普特 

南的命題，也很符合以下一般大眾的想法：即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變得愈來愈具 

有個人主義傾向，甚至是享樂主義傾向。但是，這條簡單的故事軸線並無法解 

釋爲何在各個國家之間，社會資本的其他測量數値所呈現出來的趨勢是如此分 

殊。爲何當澳洲人與美國人如今較少拜訪朋友的同時，瑞典人與德國人卻更常 

拜訪朋友？爲何美國人、澳洲人、英國人變得較不信任彼此的當下，瑞典人、 

荷蘭人、日本人卻更信任彼此？

Rothstein將瑞典的趨勢描寫成「從集體的大眾運動轉向有組織的個人主 

義J (Rothstein, 2001，p. 15)°在此同時，在另一個迥異的脈絡裡，Inoguchi則 

將日本的情況稱爲「從榮譽至上的集體主義」轉向「相互合作的個人主義J

(Inoguchi, 2000)。相反地，美國愈來愈興盛的個人主義的外顯形式，似乎就 

是較爲私有化且具物質主義傾向。

似乎每個國家都朝向一種特定的個人主義來進行轉變，但每個國家的個 

人主義性質都有極大的差異。在某些像瑞典的地方，人們似乎正在找尋一種 

方式，以一種能維持與促進人際連結的生活風格中表達他們日益成長的個體 

性，Rothstein稱之爲「團結在一起的個人主義」(solidaristic individualism)。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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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則外顯爲一種較爲分碎的形式，或許可稱之爲「利己型個人主義」 

(egoistic individualism)。

像「團結在一起的個人主義」這樣的一個概念就詞彙本身看來有些自相矛 224 

盾，但這個概念的意義其實是，團結在一起並不必然就意味著集體主義，

而是人們或多或少具有相同的價値觀，共享相同的生活風格，對同一個組 

織感興趣並投入其中。我使用「團結在一起J的個人主義這個字眼，想指 

涉的是個人不只是願意支持其他人，也願意接受「他們是擁有不同價値 

觀，也因著不同的理由而投入其間」的這個事實。然而，這種支持是在以 

下條件下被授予的：他們能夠信任其他公民也會對自己不同的生活風格與 

組織成果，回報以同樣的支持。(Rothstein, 2001, p. 219)

如果我們能夠解釋不同國家的個人主義性質與表現方式上的分殊情況，那 

麼我們似乎就能更有把握地處理不同國家社會資本發展的相異模式。

其他的證據：存在著任何相反的趨勢嗎？

社會資本有較不容易引起人們注意的另一些面向，但卻可能告訴我們截然 

不同的故事情節。例如，有人開始注意到了孩童活動的潛在重要性，但我們仍 

缺乏一套測量它的系統性方式(Lowndes, 2000)° Lowndes指出，在對孩童照 

顧的安排上，人們常會考慮到規律的、共享的、相互的責任，事實上就幾個國 

家所進行的時間分配硏究來看，奉獻於照顧孩子的時間總量在過去幾十年間已 

有增加。

家戶結構的測量結果是另一項過去鮮少有人關注、頂多就是拿來當控制 

變項的指標。在這一點上，其測量結果印證了我們之前見證到的趨勢。茌許多 

(甚至是大多數)國家中，單親家庭在各個年齡層中出現的數目有實質的成 

長，這個趨勢或許是個人主義另一面向的反映，可以看出人們在較廣泛意義上 

的家庭事務規劃上，選擇的是自己屬意的另一半而非在相互「妥協」下繼續婚 

姻。

或許在其他種類的制度或文化安排上所發生的變遷，可以補償我們在特定 

類型的社會資本中見到的衰退趨勢。例如，司法架構可能朝向要人們擔負起更 

多履約義務責任的方向演進(普特南透過自己蒐集一些律師的資料後指出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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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這類活動可能不會被冠上社會資本的字眼，但它扮演的角色確實發揮了 

社會資本的功能一你不需要去「信任」別人，畢竟一旦他們不守諾言，你可 

以「告到他們傾家蕩產J。

225 普特南注意到「衡量誠實與是否値得信任的潛在標準就是犯罪率」

（Putnam, 2000, p. 144）。他向我們展示了一幅圖表，裡頭包括美國從1960至 

1990年末期被記錄到的總犯罪率以及謀殺率，兩者都有著驚人的成長（而且 

彼此相關性很髙）。當然，他很正確地指認出犯罪是預測信任的一個重要衡量

標準，或說是一個間接的指標。謀殺則是對預測人群之間信任與合作關係的崩 

盤來說，極其準確的神奇指標。

事實上，有些令人激賞的研究把各國過去長期以來的謀殺率演變情況描繪 

了出來，不只是幾十年，而是幾百年以來（Eisner，2001〉。這些研究立基在辛 

苦蒐集彙編的法庭與其他記錄之上，再輔以對這些時期裡人口規模的推估。在 

這些技術的幫助之下，十個不同歐洲國家500年以來的謀殺率趨勢於是被計算 

出來了。發現了什麼呢？所有被研究到的國家都顯示出一個相同的模式：謀殺 

率在過去幾百年來有驚人地下降，而這下降程度之大，讓許多國家自1950年 

代以來的上升程度顯得小巫見大巫了。一般來說，謀殺率自從中世紀以來，已 

下降了大約一百倍！

我們能夠不費吹灰之力地就可以編織出往昔社會資本豐沛的浪漫想像來： 

在安適愜意的村莊內過著寧靜且融洽的生活。但Eisner的驚人數據提醒了我 

們，人們通常並不是相安無事的。個人或家庭之間相互辱蔑對方的名譽或面 

子，便很可能引發爭執，而這種意見不和的情況是屢見不鮮的。在過去幾百年 

來，人們逐漸在痛苦中學會如何相互合作與和平共處，這幾乎都是開始於城市 

或知識中心。尤其，我們發現所謂的架接性社會資本與明確的社會規範（規範 

性社會資本）有著長足的成長。

中世紀的村莊經常被誇大地描繪成是擁有相當高黏著性社會資本的地方。 

雖然共享的風俗與習慣並未被寫成文字，但人們都非常熟知彼此，因此能夠共 

同努力，以完成收成的工作或建造穀倉。然而，與外來人士的接觸相對而言就 

非常困難與有限，而當陌生人眞的經過這個村莊時，村民也會抱持著高度的不 

信任來看待他們。隨著貿易往來與城市的成長，已爲人們發展出一套行爲規範 

準則（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打下了根基，這套行爲規範準則也使得人們爲 

了相互利益而共同生活與交易變得可能。小團體可以透過直接對彼此的認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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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而創造信任，但當這個圈子裡含括的人愈來愈多時，就得仰賴將規則做系 

統性的整理，以管治人們的互動，進而創造信任。14

因此，我們看到在中世紀裡發展出的不只是成文法律、強而有力的司法226 

與政府制度，還包括了禮貌與一套廣被接納的行爲規範準則。我們今天都廣爲 

接受「不在餐桌上便溺，或把陌生人盤中的食物拿走」這些觀念，同時也奉 

行不渝，儘管這些行爲只是種個人的選擇。同樣地，我們長期以來已變得不加 

思索地便十分仰賴一個共有的、較爲抽象的信用體系：貨幣。當你如齊美爾

(Simmel)等社會學家在過去所做的那樣，針對這一點進行反思後會發現，它 

其實是個値得大書特書的現象，我們願意拿很實用且有價値的物品，如食物或 

器具去交換幾張沒用但上頭做了一些記號的紙張。事實上，今日大多數的時間 

裡，我們甚至連紙張都不用了，僅僅就信任遙遠一端的機器或人員監督下看不 

見的電子商務交易。由此觀之，在現代歷史的演進中，確實發生了値得一提的 

事：在共同的認識與信任方面，有著巨大的轉變與長足的成長，而這也大大提 

升了人們之間互助行爲的可能。

在這幅描繪歷史巨變的，誇飾畫作」裡，存在著一個仍待解釋的疑難。人 

們或許在日常生活或親密關係中較少去相互謀殺對方，但我們又該如何看待戰 

爭與大規模衝突呢？人人都知道，20世紀是被前所未見的大規模戰爭和死亡 

所侵蝕的一個世紀，這必定也會成爲我們故事裡的一環。當城市與國家在共同 

知識和感知的群體成員數日益擴張的循環下逐漸成長、形成之際，這股成長現 

象也讓團體內的合作更容易出現，同時也加劇了不同團體之間的衝突規模。在 

本書的開頭也曾指出，社會資本能促進合作行動的產生，但一如其他種類的資 

本一樣，這不保證它一定會被明智地使用。唯有當社會網絡、共同認知與約束 

力量體系(社會資本的三項組成元素)擴張，或將各團體匯合起來以包含衝突 

的各方之時，衝突才可能減少。15

即使在美國，在這同樣被視爲於微觀及中觀的社會資本上有著明顯衰退的 

幾十年中，人們也見證到了公民權利的擴展，以及對個人與性領域上的容忍度 

迅速提升，還有種族與性別等偏見之表達也有可觀的減少。

14雖然我未曾拜讀過，但我知道在Diamond(1996)的研究裡也表達出了相似的論點。

15有一些證據顯示，好的社經表現(擁有健全的福利政府與髙度社會資本的現代工業化國 

家)有助於培養出圃與國之間的和平行爲(Ohm, 2002):此外，很少有證據顯示，歐盟成員 

國之間的社會凝聚力在1980年代後有所增長，雖然可以確定的是各成員國之間尙未發生過戰 

爭(Berger-Schmitt,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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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除非我們將社會資本的當前趨勢以及當前個人主義的揚昇置於 

更廣背景，即「社會是如何學會和睦相處」的故事之中，否則我們將無法瞭解 

前兩者。當我們在路上開車時，我們唯有如此才能確保安全，因爲我們與周遭 

無數的其他駕駛人共享了一套認知。當我們身處在距離家裡有好一段距離的陌

227生村莊時，也唯有如此才能讓我們不會害怕自己的錢不被接受，或自己會被不 

信任的村民剝削欺騙。即使當我們走進了美國的一家小店，裡面的店員是我們 

從未見過而且以後可能也不會再見的情況下，仍能說「祝你今天一切順利」， 

雖然它的意涵並不雷同於我們向熟識其一切的朋友所說時的那樣，但它仍算是 

促使當代生活得以持續下去的一套龐大共同認識體系中的冰山一角。

簡而言之，我在申論的是，這些大眾共享認知的完成，是促使社會資本裡 

某些形式走向衰頹的因素，但對社會來說，是使它不致分崩離析的關鍵。這一 

點讓我們這個看似講述衰頹的故事，搖身一變成爲一個主要講述轉變的故事。 

從圖1.4 （第一章）來看，現代社會正見證了社會資本在相當普遍的程度上， 

持續進行的一項轉變，即鉅觀層面上的社會資本的穩定成長，雖然至少在有些 

國家裡，微觀層面的社會資本是不斷在衰退，畢竟它在功能上變得不再那麼不 

可或缺。16

找尋社會資本變遷的原因

既然我們已概述了各國的趨勢，我們便可以來談談現有兩套在解釋方式上 

迥異的故事。一方面，存在著能適用於各國的特定趨勢，最明顯的就是成員組 

成複雜、目的廣泛的特定組織，像教會、工會、婦女組織，在民眾間的普及度 

下降。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去解釋其他形式的社會資本（包括非正式社交行爲 

及社會信任）如何在各國間出現了如此分殊的趨勢。

普特南對美國社會資本衰退的解釋

普特南在著作（2000）中利用統計模型的技術去探索，究竟是什麼導致了

美國在中觀與微觀層面的社會資本向下衰退。透過多元迴歸的技術，他標示出

Tom Sander已指出（出自私人至少在美國當中是如此，即社會容忍度的增加幾乎是 

獨立於社會資本的減少，即並不是較少投入的個人引導出容忍度的增加。但是，關鍵的問題 

是，在區位屑面上發生了什麼事，也就是從普遍共同的價値觀與態度的觀點來看，到底發生 

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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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項關鍵性的變項，能解釋長期以來大多數的變化，它們是（括號中的是它 

大致占的百分比〉

•世代差異（50%）
•電視與電子娛樂（25%〉

•工作的飽和度（10%）
•都市的蔓生（10%〉

無疑地，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轉變的模式具有很強烈的世代特性。換句話228 

說，每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世代都變得較不願投身社會，但每個世 

代卻或多或少在生活中維持著一個恆常的投入程度。因此，當老一輩的世代逐 

漸凋零，投入的平均程度將轉而由年輕世代來決定，因此就會向下滑。

雖然普特南極具說服力地描繪出了這個模式，但有兩個很大的問號仍被 

置於以世代差異做爲解釋的作法上。首先，它並不是一個眞正的解釋原因，因 

爲它只是以另一個問題來代替眼前這一個，雖然前者是較爲明確的：爲何較年 

輕的世代較不投入？普特南確實提出了些見解。他猜想說這或許有一部分是跟 

戰爭的經驗有關，這個解釋的合理性因爲911事件後的資料而更被推崇。他也 

認爲有一部分也可以由觀賞電視行爲方面的特定世代效果來解釋，即統計學者 

所謂的互動效果。基本上，年紀較長世代的社會模式較不容易因爲大眾電子媒 

體的發展而受到影響，然而那些在看電視的過程中被養育成人的世代則會受到 

影響，因而無法傳承他們父祖蜚的社會習慣。第二，很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注意 

到，在美國所見的顯著世代差異，似乎在其他國家是很少被談及的（雖然英國 

的資料也略爲暗示出存在著這類效應）這引發了一個問題：美國有何特殊之 

處，以至於產生了這樣的模式？

電子娛樂，尤其是電視，在普特南解釋美國衰退的過程中時常隱約可瞥 

見。這個解釋受到了個人層面資料強而有力支持，其中顯示出了有愈來愈多美 

國人看電視，愈來愈少人看報紙，而美國人投身社會的程度也就愈來愈少。

同樣地，個人層面的資料支持了以下論點，即美國人日漸飽和的工作情況 

也成了能解釋模式的因素。雙薪家庭愈來愈多，在美國一般而言工作內容愈來 

愈密集，這都濟壓了許多有助於傳統社會資本創造的其他活動。這不僅指婦女 

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件事，也意指更長的工時與不論男女都更密集地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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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擴展，郊區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漫長通勤時間，都得到了個人層面資料 

的支持，成爲解釋因果關係的因素。美國人捨棄內城與小鎭的生活，努力工作 

以賺得在郊區購買如雨後春筍冒出的房子，但這價錢還必須加上買車、養車的

229費用。歐洲人一般都始終過著密度較髙的都市生活，而美國人不管要購買家庭 

必需品、上體育館、上學、上班都脫離不了一趟車程。在這種事事仰賴汽車的 

生活方式中，那些圍繞在鄰近小商店、上學路上、在人行道上閒逛而建立起來 

的非正式社會接觸也已然消逝。同樣很重要的是，有愈來愈多的時間被花在通 

勤上；在自己汽車的私人空間內聽著最愛的音樂；能進行較具社會性活動的時 

間就更少了，同時高速公路與擁擠的一般道路也將社區切割成數塊，讓人行道 

上更顯冷清。

普特南與他的團隊也極有助益地從各種可能解釋中，消除了一般普遍的 

疑慮。一旦其他的變項被解釋爲：日益提高的犯罪率是一種症候，而不是項病 

因時，日益提高的犯罪率就似乎無法再爲整則故事增添什麼解釋力了。有些人 

認爲美國的多元主義已引發了突變，導致「這個社會在團體特殊主義中分崩離 

析」，沿著族群、性別及其他的軸線而被裂解開來( Munch, 2002, p. 455)，但這 

種說法不但可當成原因，也可能是結果，而且在各種事件上都無法得到資料的 

支持。最後，而且在美國政治脈絡下顯得很重要的，一般公民的社會資本被龐 

大政府所取代的現象，似乎無法拿來解釋衰退的趨勢。在第六章曾提到，美國 

境內較龐大政府的州(從稅金與支出來衡量〉都以較高的社會資本著稱。此外 

聯邦政府的支出所占美國國民生產總額的百分比，事實上自從1950年代以來 

就有顯著的下降。

總體而言，美國人已發展出了高度個人化的消費形式。如果你可以待在 

家裡聆聽剛買下的貝多芬CD，何必進演奏廳端坐全場，只爲聽一曲你不喜歡 

的莫札特呢？如果你可以在郊區爲自己買下一整棟帶有庭院的房屋，何必走入 

大都市裡的社區公園呢？不管你想做什麼，當你無需去應付那些麻煩的其他人 

時，何必跟他們攪和在一起呢？從美國的資料中難以讓我們得知的是，是什麼 

力量造成這結果。是個人化的消費商品促成了個人不投身社會，還是愈來愈不 

投身社會的個人需要或會去找尋個人化消費的生活方式。

如何把美國的解釋與其他地方的情況放在一起討論

雖然普特南的分析是小心謹愼而且經過深思熟慮的，但它幾乎只完全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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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美國的脈絡中，這令它受到許多重要的批評。首先，相反的例證並未被考 

慮進來。其次，從定義上看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無法捕捉到任何屬於美國特230 

有的，但卻始終一致的變項的潛在重要性。第三，在普特南撰寫《獨自打保齡 

球》的時候，他所設定的讀者就不再只是學術圈內人士，同時也關心更廣泛的 

讀者所認眞看待的一些議題。在美國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脈絡裡，這有可能導致 

了在美國會引發困窘與不適的故事情節被低調處理。尤其，至少對歐洲讀者來 

說，經濟不平等與政府可能扮演的潛在正向角色，這兩項議題的討論篇幅少得 

令人訝異。

更廣泛的國際比較的確對普特南的美國式敍述投以許多疑問。首先，美 

國在社會投入上明顯的世代差異在其他國家就顯得不明顯許多，而在一些例子 

裡，其差異造成的效果甚至是相反的（例如德國）。

我們在那些社會資本幾乎沒有或只有些微衰退的國家（如瑞典與日本）中 

也直接觀察到電視也十分普及，這也令人開始質疑電視與電子媒體所扮演的推 

動性角色。電視在美國的普及確實早於其他國家數年，然而1950年代晚期與 

1960年代早期之間的差距，並無法解釋隨後40年來與他國在方向上的顯著差 

異。這告訴我們在美國，觀看電視比較算是個症候而非病因，或是存在著一種 

電視一國家的互動關係，而不是普特南所說的電視一世代的互動關係。以上兩 

項解釋都能自以下發現中得到支持，即看見電視廣播的一小群人比起不看的要 

更投入社會。類似的結果也適用於在英國看新聞的一群人身上。有項針對電視 

與國家間互動關係的解釋是「電視放映的內容是很關鍵的」。有些評論家長期 

以來比較美國電視與歐洲電視的特色有何不同，發現前者擁有許多能捕捉人們 

注意力的頻道，摻雜著許多的廣告；後者的頻道較少且風格較穩定，並有許多 

頻道是由國家資助的，內容中沒有太多廣告，而有較多的公眾資訊。在最近一 

些年，歐洲因爲衛星與有線限電視的到來，使得電視的內容愈來愈走向美式風 

格，其後續的效應爲何，是很値得關注的議題。

普特南的工作飽和度與都市擴張的解釋，乍看之下在國際比較中仍十分具 

有說服力。美國人確實比更爲悠閒的歐洲「遠親J要更投入工作，其間的差異 

是愈來愈大而非愈小。歐洲各國已發展出了包含甚廣的勞動法規（在廣大民眾231 

的觀感支持下所建立的）以確保工作不至「過度」，且能享有長假休息。所有 

來往各國的商務人士都會告訴你，美國人隨手抓了三明治當午餐的工作生活形 

態仍爲義大利人、法國人、西班牙人所鄙夷，後者都認爲停止工作以好好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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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頓正式且完整的套餐是很重要的，而不是心急地取消附餐。法國人已經實際 

執行了「奧拜法規」（Aubrey rules） »限定每週工時不得超過35小時，而且雖 

然他們後來在實施過程中有比較寬鬆，但同樣的情況在美國的脈絡下仍是令人 

難以想像的。

同樣地，許多歐洲國家也強烈抵抗都市擴張，不論在消費模式上，或透過 

管制性的手段。例如，有些國家與地區就限制了零售店家的最大規模，以確保 

大型零售商場不會取代小型商家以及傳統都市的中心。歐洲大眾也十分樂意見 

到油價中課以高額的稅金，對大眾運輸進行補助或投資。

不同性質的電視、勞動法案及都市擴張的抑制，這些因素能夠解釋歐洲大 

陸的社會資本相對來說並未衰退嗎？論到這類的趨勢，要去區分出因與果、供 

給與需求實在很困難。在所有的可能性中，消費模式與社會資本趨勢都是在因 

果上緊緊相扣的，彼此支持與強化對方，創造出了足以劇烈轉向的長期因果路 

徑，只是在每一步之間看起來的變化是很些微的（請一併參考第八章）。身居 

大陸的歐洲人熱愛咖啡廳文化，但我們很難斷言孰爲因、孰爲果，究竟是咖啡 

廳先，還是文化？

總之，國際的比較結果只能部分印證了普特南的論點。他所指出造就美國 

社會資本衰退的原因，在歐洲大陸上看來就不是那麼明顯，當然就社會資本的 

衰退現象來說也是如此。然而，這些趨勢間的相互關係的因果方向爲何，仍是 

爭議不休的。

政府的角色

在國際比較中發現的一個主要差異就在於政府的角色。在美國，政府的 

角色是廣被批評的，人們相信個人與社群能夠自行找到出路。但在其他國家， 

對政府角色的普遍敵意就較不明顯。最重要的是，有些研究美國之外的社會資

232本的學者，常會發現政府有多積極地在促進社會資本的發展，即使他們並未使 

用這個詞彙。即使在文化的許多面向上都類似於美國的英國，Hall （本身是美 

國學者）在他的評論中也提到：「本世紀以來（也就是1900年代初以來），英 

國政府非常努力地耕耘志願服務這塊領域，特別是在提供社會服務上，這一點 

從跨國的角度來看是很令人驚訝的。這也是他們投入可觀資源所想達成的目 

標。」（Hall, 1999, p. 440）政府扮演的角色很有可能也是故事的一章。即使是 

在普特南的美國例子裡所提及的因素中，政府的行動（或是政府的不作爲）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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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隨處可見。郊區的擴展與土地規劃法規、交通運輸、教育、都市政策有關。

工作的劇增也與勞動法規及許多其他會受政府行動影響的變項有關。即使是電 

視也受到政府的管制與資助結構所影響。關鍵的問題是政府制度與政策所產生 

的影響，是否凌駕於這些政策所反映的，來自民眾價値觀所產生的影響。

在美國的資料中存在著一個誘人的線索，這已由Brehm與Rahn （1997）
所指出。在解釋美國高中生在社會信任上變異的統計模式裡，他們發現對政府 

的滿意度能夠很顯著且確實地預測社會信任度。當控制了從社會信任到對政府 

之信心的過程中，有可能產生的雙向路徑後，他們發現對形塑社會信任來說，

對政府的信心是極端重要的因素。我們在之前曾經提過，相較於日本，過去幾 

十年間美國人對政府的信心有著戲劇地下降，這或許有助於解釋社會資本的一 

些趨勢。911事件後短暫出現對美國政府較正面態度的這種現象，是否對高中 

學生有影響？這也是個有趣的問題。

經濟不平等

在上述的摘錄裡，Hall最在意的是政府較爲直接地投資於志願性及慈善性 

組織。但或許一個政府同樣重要甚至更爲重要的工作是創造出讓社會投入更爲 

便利的條件，尤其是遏止不平等的擴大。

在這一點上（就像Hall也觀察到的）英國雖然維持了它長期以來的傳 

統，即透過資助非政府的管道來提供人民第一線的一些服務，但至少從1979 

年到1997年期間，它都未認眞看待日益擴大的經濟與階級不平等，並採取行233 

動，而經濟不平等的情況也急遽嚴重。在同一段時期，英國社會資本的階級差 

異也變大，社會信任則下降（Grenier and Wright, 2001）。

其他的歐洲國家在遏止不平等擴大的作爲上，則都顯得較爲成功。因此，

在面對這種情況下，不平等程度的變遷不只解釋了各國社會資本的趨勢，也是 

解釋各國間絕對差異的因果關係的極佳候選人。我們將在第八章裡，再回過頭 

來討論這個更廣的因果角色。

教育

事實上，對社會資本的每項經驗性研究都有了結論，那就是教育（尤其是 

大學教育）和個人的社會資本層面是相關的。人們教育程度愈髙，就愈容易加 

入俱樂部及社團，投入政治的程度也愈高，他們也就愈相信其他人（請見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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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爲何會如此，我們仍不敢下定論。合理的因素包括遠離家園；跟更廣的社 

交圈接觸；擁有共同文化知識的精髓；獲取團隊合作的基本技能；信任並理解 

他人。但也有可能是高技術人士而非教育的內容，導致了高信任的工作環境， 

而且是這些環境中介了我們所熟悉的教育一社會資本關聯。然而，可以確信不 

疑的是，在OECD各國中，教育表現的程度與繼續升學的比例在過去幾十年 

來，都有顯著地進展。

在教育上繼續升學的比例增加，應該會導致各國社會資本的提升，如果 

其間的連結是因果關係的話。換言之，如果我們在統計上抑制了教育提升的程 

度，那麼社會資本的發展會隨著時間的演變而愈走向負面。

這個觀察引發了兩個重要的論點，有一個是方法論上的，另一個是實質 

層面的。前者暗示了去研讀社會資本統計分析的附屬細則是很重要的。在統計 

上控制教育的作者會下這樣的結論：比起那些未控制的研究來說，他們發現了 

較大規模的下降。第二，它意味著在一些國家裡社會資本的潛在趨勢可能比當 

前分析所呈現的還要更爲負面。受教育者愈來愈多的這個趨勢（像英國自從 

1960年代以來高等教育有大規模的擴張）抵銷了社會資本潛在下降的強烈壓 

力。

小結：主要的變遷因素

234 普特南下結論說，美國社會資本的衰退現象中，很大一部分可由世代來

解釋，是「較具公民性的年老一輩逝去」的寫照。這個世代的模式似乎在各國 

之間並未被發現，其本身需要更進一步的解釋。工作飽和度與都市擴張則都是 

受到各國印證、可以合理解釋衰退的原因。看電視本身並無法得到跨國證據支 

持，而成爲衰退的一個原因，雖然電視的內容可能是重要的。經濟不平等曰漸 

惡化也是一個可能的負面因素；教育的提升則是一個正面的因素，但有可能受 

制於愈來愈嚴重的負面因素，因而無法起到作用，

一項能串起所有因素的常見軸線就是個人化與私人化的消費模式。政府的 

角色也隱含在其中。但兩項因素都是難以與其他趨勢做出切割，也很難跟一國 

價値觀的基底一刀兩斷（請參考下文及第八章的討論）。



第七章社會資本的趱勢

價値觀與消費變遷的環境學

之前我們曾指出，所謂的影響因素裡有一些（像世代差異）是經過精煉 

的分析後得出的趨勢描述，才足以被稱爲是眞正的解釋。即使是變遷中的消費 

模式、政府行動與經濟不平等，都算不上是有說服力的解釋，畢竟它們還會帶 

來另一個難題，即爲什麼這些模式會產生變化。例如，相較德國，英國的經濟 

不平等是不斷擴大的，而這一部分可被歸因於政府的政策，但它可能受到民眾 

態度與價値觀更大的影響，以至於英國比德國更能接受不平等的存在。稅制也 

有差別，但造成的衝擊一般來說，相較於社經世界觀，這還算是輕微的，後者 

乃是決定「管理階層的薪資是否該比員工多出百倍，還是只能多出十倍」的因 

素0

價値觀變遷

Hal!注意到社會信任的減少，原因在於「也許是基於道德價値觀的廣泛轉 

變」（Hall, 1997, p. 25）。有很明確的證據告訴我們，工業化國家自從1960年代 

末期以來，在道德價値觀上發生了變化（Halpern, 1995b）。然而，變遷的模式 

相較於最受歡迎的評論家所言，其實要來得細微且有趣的多。在此，我們將集235 

中在特定議題上，即人們是否變得更加自私、自利，以及這種現象是否會侵蝕 

了社會資本。

每當政治人物、市場研究者及其他人發現年輕人如今的價値觀迥異於老一 

輩時，就會發生間歇性的道德恐慌。許多社會調査都有個共同發現，即年輕人 

往往對道德上有爭議的行爲，抱持著較爲寬容（你也可以稱之爲縱容的，端賴 

你的觀點爲何〉的態度。這意味著，如果你從橫斷面的調査資料來推斷，很有 

可能會下結論說，價値觀上發生了巨變（例如Wilkinson, 1996）。然而這個轉 

變普遍來說並未發生，因爲人們的價値觀其實會因爲他們年紀漸長而轉變。簡 

言之，我們往往在年紀漸長後，變得像我們的父母。當我們歷時性地看待它，

最爲常見的模式就是在長期看來，價値觀的變遷是非常輕微，甚至是不存在 

的，但仍有例外。

後物質主義的命題

或許，「無變遷」通則的最著名例外是Ronald Inglehart對於他所謂「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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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主義」變遷的研究。Inglehart（1990）透過詢問人們各種目標裡何者比較重 

要，來測量後物質主義。選項包括物質性目標（如經濟成長）與「較高層面 

的需求」（像言論自由）。他運用人們的選擇，將他們分類爲「物質主義者」 

或「後物質主義者」，後者會將較高層面、較不具物質性的需求指認爲較重要 

的。

Inglehart發現較富有的國家與較年輕的世代，比起較貧窮的國家與較老的 

世代，要來得更「後物質主義」的多。每個世代或多或少都會維持它的價値觀 

超過20年以上。這意味著當較老的世代逝去，將會出現從傳統、物質主義、 

經濟成長導向的價値，戲劇性地轉向後物質主義、「較高層面需求」價値情 

況。簡言之，Inglehart認爲，在世界上較富裕的國家中，因爲他們的基本物質 

需求已被滿足，他們就變得較不在意物質性目標，而較爲關心限於特定人士所 

在意的目標，如言論自由與保護環境的需要。

Inglehart著作裡較令人好奇的一點就是，它似乎意味著社會資本應該要向 

上提升，因爲經濟自利已經被關切範圍較廣泛的自由或社會議題所取代。

236 對於這項謎題的解答，或許就在Inglehart硏究核心所產生的方法論問題；

他使用了強制選擇的方法。如果我說言論自由比起賺錢更重要，這並不必然 

意味著我認爲賺錢已變得較不重要，有可能是我認爲它們都變得更重要了！ 

Inglehart的「後物質主義J量表不只涉及了「物質主義」，也包括對自由主義 

價値（像言論自由與民主制度）愈趨深信不疑。因此他的量表涉及了兩組價 

値，但兩者並未相互對立，而是同時增長（至少在美國是如此），雖然自由主 

義的價値成長地稍微較快。

自傳統中解放出來的個人

Inglehart的研究告訴我們，有些普遍存在、具世代差異的價値觀轉變已經 

發生了。我們已經見證了在所有國家裡，事實上教會的出席情況與對政黨的政 

治忠誠是在下降的。這將導引我們走向一個既存的爭論：傳統規範與風俗的崩 

解（Halpem, 1995） °
這個價値觀轉變有一部分包括了對權威本身順從的規範受到了侵蝕。這不 

僅與我們已經提過的「對政治領袖與制度的敬畏感普遍下滑」有關，也包括了 

如今父母強調孩子能具有另一種特質的重要性。當要求孩子順從的壓力已經減 

少的情況下，取而代之的是更強調諸如心智獨立之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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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的狀況讓個人能接觸到許多另類的世界觀與價値觀。這類的接觸會 

侵蝕對既定道德規則與社會規範不假思索即接受的情況。例如，在個人一性的 

範圍裡，像是對離婚、同性戀、性交易的態度上，是愈來愈寬容以待。個人在 

很大的程度上是從別人所提供的東西中「拾取」並「混成」他們的價値觀，因 

而才會有人將當前較年輕世代稱爲「道德創業家」（D. G. Barker, 1991; Halpern, 

1995b） °
這種道德創業家不再欣然認同於過去的傳統共同體。例如，在大多數工 

業化國家中，自從1970年代初期以來，認爲自己願意爲他們的國家而戰的比 

例已下降。但國家自豪感與認同感乃與（個人層面上的）較高的社會信任與 

社會資本密切相關，即使在控制了人口統計上的變項後仍是如此（Whiteley，

1998）。國家自豪感（或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的減損，是導致特定種類的237 

社團成員數及信任向下降的合理因素，

技術與財富的角色

不只是獨大的價値體系受到傷害，才造成維持較傳統生活方式的連帶被鬆 

解，由極致的效率及生產力考量所推動的經濟成長，也魅綁了人們生活方式上 

的束縛。當然，這個經濟生產力本身有一部分是立基在共同的認識，或是交易 

的規則與日常交往的習慣之前提上，而這些都已變得日漸普及。

財富意味著人們擁有愈來愈多的資源，可逃離主宰著人類大半歷史的緊密 

依賴網絡。財富意味著家庭與社群不再需要去分享有價値的資源，像是房子。

他們不再需要齊聚在一起收成或建築穀倉。身在富裕的現代世界國度裡，我們 

每個人都能擁有自己的房子、電視、冰箱、烤箱與汽車等等。財富讓我們遠離 

各種令我們祖父母輩感到有些困擾的不便事項，我們需要七嘴八舌地爭論的不 

再是誰該去提水，而是該用鋼琴彈什麼樣的曲調，甚至是電視該看哪個頻道，

畢竟人人如今都能擁有自己的電視。

這些變化中有很多都反映在我們房屋或社區的具體設計上。針對居住環境 

的設計所做的研究已顯示，過去250年來，「準公共」空間已逐漸地消失了：

19世紀期間，内部的集體領地爲過渡空間提供了一個最佳的例镫，（今

天）它已被轉化爲一個除了進進出出之外了無功能的凹型、具壓迫感的通

道。除此之外，今日比以往更強烈地以住宅區域的公/私領域來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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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個轉换已與另一個現象並肩出現，即本世紀(按：即20世紀)有愈來

愈多在居住的單位範圍内發生的活動已局部化。以往洗衣服的地方是在街

上的公共湧泉處或井邊，如今代之以家家户户置於自家廚房或洗衣室中的

洗衣機；同樣地，私有的收音機及電視日漸普及，也減少了社區咖啡店

或電影院做爲公共資訊交流、濟通、娛樂的社會功能。(Lawrence, 1990, p.

89)

238 一般說來，在承受極度緊密的鄰里關係所帶來的不便時，其所需付出的相

對成本，和所能獲得的相對效益，如今已有所轉變。有些成本如今依然可以感 

受到，如在我們身上強加令人厭惡的論斷、義務、偏好。但實際上與我們接近 

且持續維持的關係所帶來的利益(或至少是純粹從經濟上來考量這類密切合作 

的不可或缺性)很明顯地快速減少。我們不需要與鄰居共同努力，才能確保我 

們在經濟上還能生存下來。我們如今也擁有許多完全毋需仰賴我們周遭的鄰居 

或社區，就能享受的娛樂與喜悅來源。借用Hirsch著名的說法，即「近鄰經濟 

學」(economics of neighbouring)這門學問已徹徹底底地改頭換面了。

同時，與遙遠一方的人接觸的相對成本效益也有所轉變。電信設備與旅行 

大大減低了我們與在實質空間上距離遙遠的對方互動的成本。共享的社會規範 

之建立(包括司法與金融體系)更進一步地降低了這類互動的成本，也讓潛在 

效益得以浮現。

於是，我們便能料想到，當代社會資本趨勢的主軸線就是有史以來擴張 

最廣的弱社會連帶，即散布最廣、範圍最大的聯外社會資本，以及極仰賴社會 

規範而非社會網絡或個人知識的資本。我們正邁向一個由我們經濟體中有效 

率的組織所驅動的世界，而經濟體則愈趨仰賴一些作者所謂的稀薄信任(thin 

trust)，即彼此較陌生的人們之間的信任(Newton, 1999)。這個現象不但適用 

於美國，也能在瑞典發現。但是，這個轉變會讓人們愈來愈重視在最普遍的層 

面上共享的機制，以解決集體行動的難題，並且維持和發展集體行動所仰賴的 

集體認識。在這個社會發展最晩近的階段裡，那些一開始就對較集體的機制抱 

持高度不信任的國家(如美國人在直覺上就不信任他們的聯邦政府)將在這個 

轉換的過程中倍感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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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主義傾向的價値觀不必然就是自私的

Inglehart的著作證實了自由主義價値的普遍上升，但他所使用的「後物質 

主義」則有誤導之嫌，其他資料顯示人們普遍來說並未變得較不具物質主義傾 

向。例如，關於工作的調査裡，我們看到薪資所具備的重要性其實在往上升

（請看 Halpem, 1995b） »

自1976至1995年對美國髙中學生進行的調査顯示，物質主義的價値觀有 

明顯的增加（Rahn and Transue, 1998）。物質主義是經由測量以下項目而得出：239 

物質期望（他們「將比父母擁有更多財富」嗎？）；會感到滿足的最低値爲何

（比父母多出多少？）；是否選擇「擁有很多錢」做爲自己的重要目標。這些 

增加的情況與在同一批學生身上測得社會信任的減少是相互呼應的。Rahn與 

Transue發現，物質主義愈來愈髙瀕將是預測信任下滑的極佳指標，甚至比看 

電視的趨勢還要有效。同樣令人吃驚的是物質主義在1990年代初期呈現持平 

狀態，甚至有點下滑（尤其是金錢被認爲有多重要上〉，這段時期正好是學生 

們信任下降的趨勢也走向持平的前一或兩年。

如果在高中學生間上升的物質主義是他們信任下滑的根源，那麼又是什麼 

在推動著物質主義呢？一個多元回歸的嘗試提供了一些線索。有人或許會預測 

說，較強的物質主義傾向會與背景中的劣勢處境有關，像是母親教育程度低、

父親離家出走、黑人的種族身分。這可以連結到相對不平等、富者恆富、貧 

者愈貧的趨勢。Rahn與Transue也發現對宗教的熱衷與較低的物質主義傾向有 

關，而這種熱衷正在穩定地下滑中。

更普遍的是，跨國資料顯示，對自利行爲的容忍度（只要自己不會成爲明 

顯或直接的受害者即可）愈來愈高（Halpern, 1995b）。想像一下，倘若你在購 

物時多找了些零錢時會如何？如果今天是小商店本身犯了這個錯誤，大多數的 

人認爲應該主動告知錯誤並歸還金錢。但如果商店是連鎖的，人們就比較可能 

認爲，將錢留下來是可被接受的（Johnston, 1988）。對這種自利行爲的容忍已 

在過去幾十年間增加。例如，相較於1960年代晩期，各國的人民如今較可能 

抱持著「誰撿到歸誰」的心態，而隨著時間改變的幅度之大，令國家間的差異 

相形失色（Halpem, 2001）。

在面對自利的情況下，社會信任低似乎是邏輯推衍下的必然結果。如果 

我知道人們都是自利的，那麼我應該就會在要信任他人之前心有遲疑（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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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Hall所說的，反之亦然），這有一部分是因爲我們往往以爲自己的價値觀與 

大多數人通常會抱持的一樣（L. Ross, Greene and House, 1977; Fiske and Taylor, 

1991）。

針對世界價値觀調査的資料進行快速的分析會證實這個高度負向的關係。 

然而，較爲小心地加以檢視後會發現一件有趣的事：介於自利與社會信任間 

的高度負相關似乎是逐漸被淡化的。即使我們比較在1981至1990年這段期間

240內，同一群國家在世界價値觀調査上的資料，這個負相關的強度也產生了顯著 

地下降。因此，一般而言自利價値觀在各國普遍地上升，與社會信任的下降是 

沒有相關的。這告訴我們，不像一般宿命式的預測，事實上許多現代社會逐漸 

演進的方向，是同時在自利價値觀及社會信任兩方面做調適。

更進一步來說，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人們變得愈來愈能容忍全然非法的行爲 

（像偷竊、酒後駕車），或明確會有人受害的自利行爲。當地方忠誠及國家忠

誠式微之際（雖然這一點，仍存在著爭議）但遙遠的連帶及責任卻在成長。我 

們不能直截了當地斷言人們普遍變得自利了。例如，他們更願意，而非更不願 

意用繳納的稅金來幫助世界上較貧窮的國家。

小結：價値觀的轉變，開明的自利觀變普遍了嗎？

更廣泛的價値觀及消費變遷的模式，有助瞭解我們在社會資本的文獻上所 

看到的趨勢。一方面，我們看到了人們更普遍地接觸到另類的或競逐人們支持 

的世界觀與價値觀，這種情況破壞了傳統上整體的且唯我獨尊的價値體系，尤 

其是普遍的宗教與政治信條。經濟成長與技術的發展已加速了傳統與義務受到 

破壞的情勢，劇烈地改變偏好仰賴與近鄰進行社會互動的相對成本效益，轉而 

把目光放在遠方的特定個人。意識形態的連結、順從權威、在經濟必需品上仰 

賴鄰居的種種情況已被鬆懈，讓他們能自由地選取並混用頗具個人主義傾向的 

價値觀與生活方式。

然而，僅將結果中呈現的價値觀與社會標示爲較自私或原子化的，這種作 

法是相當錯誤的。許多現代價値觀中的個人主義，都是在人們堅定且普遍地信 

仰一個核心共識的情況下被同意的。這一切都可以概略地用以下這個許多宗教 

都奉爲錦句的觀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來涵蓋。因此，當各國的人民愈 

來愈願意去同意他人的觀點，尤其是在個人家中的隱私中，他們仍很一致地反 

對置他人於危機之中的自私或危險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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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個逐漸浮現的模式，我自己的解讀是現代社會愈來愈懂得「將信 

任法典化J。他們通常是透過政府的行動來達成，也會透過發生在私人互動的241 

各類對話及大眾媒體來達成。這是社會在自私與社會信任之間取得圓融的平衡 

點之法。這個法典化的過程不只是（甚至說主要不是）導因於在正式法律及條 

例中規定出適切的行爲。它導因於人們廣爲接納的有關「什麼是道德的J、「什 

麼是適切的行爲」等觀念的出現。這些認識或浮現的規範乃是立基在共同的文 

化，而非鑲嵌其中的傳統社群。這些認識或規範包括零售商例常提供的保證；

駕駛人形成的習慣，像是遇到前方有障礙事件發生時，會開啓警示燈來警告後 

方來車的習慣（至少在一些國家是如此）；不斷精煉構成個人關係間可被接納 

之行爲的條件。

也就是說，我們仍需要解釋，爲何在一些國家中，個人主義朝向較爲物 

質主義與私有化的取向前進，像是美國；而在另一些國家裡卻朝向較「團結一 

致『的方向進行，像瑞典。就某個程度上而言，這些差異是可以被國家間經濟 

體、地理、內部多元性上的不同所解釋。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的財富充沛、幅 

員多元性，就能部分解釋它的社會軌跡，消費模式也爲私有化個人主義提供了 

動力，並強化之。經濟不平等的程度及更普遍來看的社會同質性也有影響H旦 

這個故事必定還包含了對在國家層面（尤其是政府）解決集體行動問題之機制 

的態度差異，以及這些機制所具有的權力。都市化、工作強度、大眾媒體的特 

性等都不只是個人行動或「外生的」社會及經濟力量的結果，而且只要存在著 

這種能做選擇的機制，它們也可以被集體所做之選擇和政府行動所形塑。

總結：當代社會資本的轉化

對社會資本之趨勢做調査研究，會揭露出兩條主要的故事軸線。在各國之 

中，特定形式的傳統社會資本，像上教堂及積極參與政黨等都在下降。同時，

對要求不多、較個人主義傾向的組織「會員數」（像以捐款爲主的環保組織，242 

或可以自由進出的自助團體）則普遍上升。

社會資本的這個趨勢反映在全球各地漸長而著重在個人價値觀和生活方式 

的個人主義風潮，這樣的風潮或許正是上述趨勢的部分原因。個人主義本身是 

經由以下的元素所架構出來的：逐步成長的共同價値核心；對人與人之間差異 

的容忍度；以及這些價値觀在法律和一般實賤層面的法典化。這個共享且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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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認識，能解釋不同國家中自利價値觀與社會信任間逐漸分離的關係。在這 

個架構下，人們有可能是自利（甚至是享樂至上）但同時又是値得信任的。

愈來愈能認識並法典化共同社會規範的這個趨勢，以及弱社會連帶或網 

絡的更加擴張，都可以回溯到幾十年，甚至幾世紀以前。在更廣闊的歷史範圍 

之內，故事變得比較不像是社會資本在一或二個國家內衰退的情節，而是社會 

關係從傳統社群的「濃厚信任」到現代社會的「淡薄」關係，但強而有力的信 

任，這個長期的轉換過程。

在這個廣大的但較爲一致的故事裡，還存在著第二條故事軸線。在一些國 

家裡，尤其是美國、澳洲、英國等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朝向個人主義及不參與 

社會的趨勢在過去近幾十年來已漸普及。這也是普特南在《獨自打保齡球》書 

中焦點所在的故事。人們如今運用他們的財富以及社會、經濟、道德束縛逐漸 

鬆綁的情勢，使自己在生活各方面得以脫離「他人造成的不便J，從家庭共用 

的晩餐，乃至於運動俱樂部、各種社團。有時，這個情況會很明顯，像是防衛 

森嚴的社區愈來愈多，但普遍而言，它仍算是個不顯眼的社會及心理的倒退。 

相反地，在像瑞典、荷蘭、日本這類國家裡，鮮少有證據顯示存在著不投入社 

會的現象。反而，還有許多形式的非正式社交行爲、志願服務，以及人際間的 

信任都增加了。

我們已指認出一些可能扮演原因角色的候選人，以幫助我們解釋國家差異 

這第二條故事軸線。至少在美國，郊區化、工作強度升高、大眾媒體有助於解 

釋或中介不參與社會生活的現象，而這個轉變具有高度的世代差異。檢視跨國 

資料會讓我們發現，得到民意支持，被認定爲適合解決特定問題的政府行動， 

很有可能成爲一種能完成不可能方案，並確保更爲「團結一致的個人主義」得

243以出現的方法。經濟不平等的程度同樣也是如此，雖然我們很難確定它是先或 

後於政府行動、社會資本與大眾價値觀的形構。而變遷中的價値觀與消費模式

（本身源自於當代科技與財富所形成的選擇可能性〉則成爲整則故事中穿針引 

線的因果軸線。

事實上，將這些因素編織在一起的因果組構本身，使得我們難以將它們清 

楚區分，至少到目前爲止是如此。隨著時光的流逝，我們或許可以用一些例子 

來證明，這些被改變的因素與其結果，乃是透過另外一些社會面向而造成的。 

公共價値、經濟不平等、政府行動、一國社會資本的形構是共同組成一個動 

態均衡的因果網，我們將在下一章再對此做進一步的討論。紐約911攻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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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衝擊將充分地影響美國社會資本與價値觀庫藏，戲劇性地改變政府行 

動，並顯著地重塑美國的經濟與社會。大眾對91丨恐怖攻擊之衝擊的反應，確 

實創造了不少美國行政當局可以掌握的契機。同樣地，倫敦工黨在1997年選 

舉勝利並進而組成政府，隨之而來的是對公共服務的投資，這也減少了不平等 

並產生了較傾向團結一致的價値觀，這些更進一步地將原本走在美國、澳洲軌 

道上的英國社會資本，重新導引回歐洲近鄰的路上，這是我們即將見證到的。

進階閱讀

如果你希望檢視美國的趨勢，普特南那本大部頭的鉅著（2000）幾乎可算是這領 

域裡的聖經（尤其，請參考該書的第1-15章）。

其他國家之趨勢的相關資料所包含的面向就沒那麼廣泛。或許最令人驚覺與美國 

趨勢相左的資料則來自於瑞典，Rothstein則爲它做了有用的概述（2001）。想要找尋一 

個綜合版本的故事，請參考像Hall（1999）筆下的英國趨勢資料。有些文章已由普特 

南所彙編成集（2002）。

想要找尋-個較長期的歷史視角的話，可以試著參考普特南（2000）中論及美國 

的第23章。而Eisner（2001）的研究是非常有趣的，其記載了 500年以前的謀殺率趨 

勢，毫無疑問地是與社會資本相關的趙勢裡，追溯時期最長的一份資料。

較有獨立冒險精神的勇士們，則可以自行探索可能的一些趨勢。大多數的政府與 

民調機構，有時會在網路上放置一些它們所蒐集的資料，能提供我們瞭解社會資本趨 244
勢的蛛絲馬跡。同時，你也應該隨時注意更新的資料或近來研究所提供的分析，像是 

世界價値觀調査每隔一段時期會提供最新的結果，而&它如今含括的國家已超過60國 

（參考WVS.isr.umich.edu）。在未來幾年當中，也應該注意像國際固定樣本社會調査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anels）這類會出版時間序列的資料來源。





第八章原因

在社會資本中有廣泛的國家、地區及社區間變項，而這些都有待解釋。爲245 

什麼有些地方能擁有豐富、相互連結的社會網絡與普遍的信任氣氛，而其他地 

方卻充滿封閉、具敵意的網絡以及不信任的氣氛？

這個變異很大。世界價値觀調査顯示，贊成「多數人都可信賴J的人口比 

例從挪威的高於65%到巴西的低於3%都有（World Values Survey, 1997 :請同 

時參考圖2.1與圖7.2）。同樣地，在美國各州表達不信任（即贊成「多數人只 

要有機會，都會想占人便宜」）的人口比例從高於40%到低於10%都有。政策 

制定者、學者對社會資本如此感興趣，變異大是原因之一，再加上這個變項接 

著解釋的政策結果（請參考第一章）。

之前的幾章已討論了各類可能導致或影響社會資本的因素。在這一章裡將 

會以本書第一部分的「微觀、中觀、鉅觀J架構整合這些因素。

微觀敍述：為什麼有些人擁有較多關聯，及更受信賴？

有些人擁有較大的社會網絡、更積極投入社區與社團生活，而且較容易受246 

到信賴。

有些學者覺得在個人層面上使用社會資本這個概念不太妥當，他們認爲社 

會資本其實是社群或區位層面的現象（請見第一章）。然而，即便希望遵守此 

較嚴格定義，檢視在個人層面所發生的情形仍可能提供分析因果關係的重要線 

索。例如，如果有一個社群的社會資本特別高，居民以非常獨特的方式教養孩 

子，這或許就表示教養孩童的實踐可以解釋或中介這個社群的高社會資本。如 

果發現在這個社區之外，那些運用同樣方法教養孩童的人也往往會養育出較投 

入公民活動與受信任的孩子時，人們將會對這個結論更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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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學與個性

神經學家，近來尤以「神經經濟學家」居多，都認爲人們對他人的信任 

可能是根深柢固的(Grimes, 2003) °許多賽局理論(game-theory)的實驗不 

斷地證實人類有信賴他人及回報以信賴舉動的傾向，這與一次性的相遇中所 

展現的理性明顯不同。當我們互惠、合作時，大腦會釋放出讓人感覺愉快的 

賀爾蒙催產素(oxytocin)，刺激大腦皮質裡的快樂中樞(McCabe et al„ 2001; 
Rilling et al.，2001)。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在回顧人類的演化歷史後會發現催產 

素(即「性慾及信任」賀爾蒙)的作用是發展岀來壓制恐懼與攻擊性，讓人類 

得以配對、強化父母與子嗣間的連繫，且透過情感依附而最後促進合作的產生

(Porges, 1998)°
生物學以及賀爾蒙催產素的作用引發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主張。一名學者在 

被問到如何提高催產素時做了下列回應：「對每個人來說，想提高增進互信催 

產素的最簡易方法就是，呃，進行性行爲。」(Paul Zak，引自Grimes, 2003, p. 
37)。連文章的作者都忍不住做了評論：「如果這樣的話，那實在不是太麻煩的 

公民義務」。1

247 現在已廣爲接受人類在生物上具有合作傾向的說法。然而，認爲生物學

能解釋個人甚至國家變項的證據仍備受爭議。心理學家硏究個人差異的模式已 

經一百多年，他們試圖記錄並解釋在不同時期與情境下，不同個人行爲的一 

致性。例如，有些人顯得態度保守且安靜，喜歡閱讀更勝於參加派對；而另一 

些人則較外向、滔滔不絕且「愛找樂子」。我們發現這個特徵(即所謂的外向 

性)可以透過簡短問卷測出，而且測得的結果終其一生都十分固定；另外，也 

發現它與其他一些行爲有關，並具有強烈的基因元素。個性的變項以及人們基 

因組成以外的變項會有助於解釋在社會資本中所觀察到的大量且穩定的變項 

嗎？

最近幾年來，心理學家已凝聚出一個較爲簡潔的個性特徵模型，即所謂的 

「大五性格」(big five; McRae and Costa, 1987)。這五個人格「大特質」(或人們

隨著變得有所差異的面向)已在許多研究與國家被發現。

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說，被心理學家稱爲「親和性」(agreeableness)的性

格大特質立刻引起注意。有親和力的人往往具有與人合作、受信賴、有同情心

'或像我的同事Stephen Aldridge所說：「眞希望我們在2002年完成論文時，是拿它當政策性 

結論！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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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會支持他人的習性。在最極端的形式裡，親和性表現在與人相處時是一種依 

賴、謙遜的態度。與親和性相對的則被稱爲敵對性(antagonism) »是讓自己處 

於與他人做對的傾向。具敵對性的人被形容爲不受信任、疑神疑鬼、不同情他 

人、不願合作、頑固及無禮的(Liebert and Spiegler, 1990)»明確且相關的性格 

特徵，如「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 :又稱權術主義)(譯註：以利益 

爲基礎，使其行爲受到功利的趨使及誘引)的規模，能高度預期僅此一次的討 

價還價賽局裡的互惠(可靠度)及反叛；但有趣的是它並不一定能預測信賴感

(Gunnthorsdottir, McCabe and Smith, 2002)0
然而不像其他一些大特質，如外向性及神經質，心理學家很少發現能證明

親和性的變項存在於人們基因中的證據。相反地，他們推斷親和性主要是學習 

與社會化的結果，而非生物學的結果(Costa and McRae, 1988)。

因此看來很明顯地，基因的差異並不能解釋爲何有些人的社會資本會比 

較高；或解釋爲何北歐各國的社會資本會出奇地高，而巴西的社會資本就很 

低。但是，這個特質的存在就表示，在時間流逝的過程中，具高社會資本的個248 

人其技巧與習性都很穩定，一旦固定之後，就比較會拒絕改變。這或許有助於 

說明爲何一個信任某一團體或某一對象的人也會具有對他人表達信任的習性 

(Veenstra, 2002b)。

年齡

不同年齡群會展現不同的社會及公民參與模式。年紀大的人習慣跟其社區 

擁有較強的連繫，而年紀輕的人則往往有較廣大的朋友網絡。例如，英國家戶 

普査(2000)就發現，16至29歲的人當中有33%每天會與朋友見面，但50 

歲以上的人只有約14%會這麼做。相反地，50歲以上的人約有50%會每天與 

鄰居談話，但16至29歲的人只有17%會這麼做=在多數國家裡，志願服務 

和年齡呈現U形關係，頂點是在接近40歲至40多歲的時期。

這些模式表示了人口統計上的轉變，以及一個地區的人口統計概況會對社 

會資本層面產生影響。然而，對年齡效應的解釋會因爲「世代」(cohort)效應 

而變得更加複雜；某些世代會比其他世代顯得較具公民性(請見第七章〉。例 

如，在許多國家年輕人的投票率都下降了，這項發現讓人特別感到憂心，因爲 

我們也發現那些一開始就不參與投票的人，日後通常也不會再去投票。

志願服務在退休後通常會增加，但最終會因體能虛弱與老邁而使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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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減少。同樣地，明確的證據顯示，身心障礙者較不會投入公民活動。値得 

注意的是，即使在提供了缺席選票（absentee ballot）的服務後，身障者投票率 

仍會減少，這說明了較少與外界接觸、社會資本及對主流社會的認同都扮演了 

重要角色。

家庭：依附理論、塑造及社會化

家庭創造規範與社會連結。它們是大多數人首次學習信任他人的環境。心 

理學家John Bowlby曾完善地記錄了嬰孩如何與主要照顧者（通常是母親）逐 

漸建立起彼此間的強烈連繫（Bowlby，1988）。Bowlby根據觀察結果完成的理 

論主張年幼的孩子會與主要照顧者「穩固地連繫在一起」，而這個連繫會成爲 

孩子的穩固情感基礎，有了這基礎孩子才能安心地探索這個世界。因此當父母

249坐在公園的座椅上時，學走路的幼兒會緊抓著父母的衣角以尋求慰藉。就是因 

爲存在著這個堅實且安全的連繫，所以孩子最終才能有信心地放手並去探索公 

園座椅以外的世界：如翻弄草地、撿拾小石子及追逐鴨雁，但偶爾還是會回頭 

瞧瞧以確定父母（也就是安全的避難所）仍在原地。

如今已有充足的證據顯示，這種早年關係的性質與強度會造成一輩子的影 

響。雖然並非是決定論式的結果，但有穩固連繫的嬰孩往往會長大成具有安全 

感、有自信的孩子及青少年。這接著並能預測個人以後是否能形成穩定且成功 

的成人關係，以及是否會成爲可能與自己的孩子建立穩固連繫的父母。

Bowlby的「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有力地指出一個正向的骨牌 

效應（domino effect），信任關係會從家庭向外延伸到更廣大的生活圈。相反 

地，破裂、具傷害性的早年關係，或缺乏早年關係往往會在後來的人生中產生 

負向的骨牌效應：從家庭的脈絡到青少年同儕團體，再變成成年後的孤離與偏 

差行爲（Sampson and Laub, 1993）。最直接地來說，那些記得曾被父母告知不 

要信任他人的人，以及那些被父母背離的人，在成年後都不會信任他人。但從 

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說法，這個發展軌跡並非總是如此。如果一個人想在自己 

人生的重要關口上阻止這樣的發展走向（一般都是因爲與主流社會的人有了情 

感上的承諾與連繫），那麼這時此發展軌跡就會有劇烈的改變（請見第四章有 

關「犯罪」的討論）。+

有證據顯示，單親家庭裡的孩子，其社會資本往往較低。單親家長通常會 

擁有較小的社會網絡，部分是由於居住流動性及家庭破裂所導致，而孩子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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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得到成人的關注（詳細內容請參考第五章關於「教育表現J的討論）。在 

未成年母親的身上也會有類似情況，其伴侶往往不可靠、不具支持性且有虐待 

傾向，而且這些未成年母親的社會網絡通常又小又貧乏（Moffitt, 2002）。離婚 

似乎也與普遍性的信任感偏低有關（Hall，1999），當其中一位家長離開或不盡 

責（通常是父親），就會剝奪孩子獲得失職父/母社會網絡與其情感支持的機 

會（Jonsson and Gahler, 1997）。所有這些因素都有可能降低在這種環境下長大 

之孩子的社會資本，也會導致他們有情緒上或行爲上問題的比例偏高、較差的 

教育表現，且罹病、遇上意外事故及受傷的比例也都會偏高（Moffitt, 2002；

請同時參考第三、四、五章）。家庭社會資本對孩子的影響是直接地透過「繼 

承」較小的社會網絡；同時間接地透過孩子所獲取或沒獲取的個人心理資源或250 

特質：包括安全感、信任能力與建立關係的社交技能。

諷刺的是，當人們習慣將家庭認定爲黏著性社會資本的主要源頭時（因 

爲這是社會資本中最強有力的一種形式〉，卻常忽略了在架接性社會資本上，

家庭也可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正如Bowlby所推斷的，有安全感及有自信 

幾乎肯定是與不同、不熟識的人進行互動時所不可或缺的條件（Kraemer and 

Roberts, 1996）。孩子若看到自己的父母與家人能自在且尊重地與其他成人互 

動，往往能以此做爲自己在進行這類互動行爲時的參考榜樣。

看到父母進行志願服務及致力於社群事務的孩子，往後也較有可能會投入 

這類行爲。當然，父母的影響與社群參與顯然是形成或傳遞社會資本最穩定的 

一條路徑。在我們對15至17歲青少年的研究裡，在控制了社經背景、個人能 

力及其他個人與學校特質後，我們發現擁有較投入政治與社會事務父母的人，

會較常參與志願服務、社群事務、有較高社會信任、較高公民與政治知識等特 

質（Halpem, John and Morris, 2002）°

階級的影響

另一個用來檢視家庭對社會資本影響的視角是透過社會階級的模型。長 

期以來眾所皆知，每個人累積的社會資本量各有不同，而這種差異是依據階 

級而劃分的，中產階級具有較大且更多樣的社會網絡，並反映了較高的社會 

信任（Goldthorpe, Llewellyn and Payne, 1987）。同樣地’職業分布也有助於解 

釋社區層面變項在社會資本與社會參與中的顯著比例＜M. Lindstrom, Merlo and 

Ostergren, 2002）。此外這些差異顯然仍持續增加，至少在英國是如此（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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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Grenier and Wright, 2001 »請參考第七章）。這些差異不只對相關的成人來 

說很重要，對他們的孩子也很重要（請見圖8.1）。

起因

■ 8.1社會資本在優勢傳遞過程中的作用

學者記錄了優勢與劣勢如何經常在世代間傳遞的過程（Goklthorpe, 

251 Llewellyn and Payne, 1987; Kiernan, 1996; Aldridge, 2001）。這種傳送過程並非決 

定論式的，但即使在面對過去政府要「打破循環」的持續努力時，這個傳遞仍 

具有驚人的適應力（Health and Clifford, 1996; Oppenheim, 1998; Esping-Anderson, 

2003）。這種傳遞過程似乎並不是可以簡單或完全地就用父母與孩子可獲得 

的經濟資源來解釋，而是由許多其他較細微的變項進行中介，包括社會、文 

化及心理因素（Quinon and Rutter, 1988; Feinstein and Symons, 1999; A. Sullivan,
2001）。

這個劣勢循環過程中的核心就是教育的失敗：無法取得人力資本（請見 

底下的討論）。但研究顯示，雖然父母的人力與財力資本有助於預測孩子教育 

上的成敗*但其餘的變異量中也有很多是要以社會資本來做解釋（Teachman et 

al.，1996; Furstenberg and Hughes, 1995 :欲知細節，請參考第五章）。接下來， 

在某個程度上，個人取得社會資本的機會仰賴於他成長家庭的所有資源。例 

如，一個富有的家庭負擔得起將孩子送到私立學校就讀，因此確保孩子能接觸 

到具有強烈中產階級企圖心、價値觀，以及絕佳「門路」的同儕團體。

針對貫時性調査的分析指出，中產階級的父母，尤其是專業人士，較可 

能參與公民活動，因此孩子也會較常參與公民事務。管理人士的孩子也較會參 

與各種社會組織。使用英國家戶固定樣本研究的家庭傳遞社會資本統計模型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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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父母受的教育，尤其是母親受的教育，與孩子進行公民活動之間有強烈的252 

相關性（Egerton，2002b） °這個效應是由大學畢業且在公家機關工作的媽媽所 

驅動，這表示了教育程度高與在公家機關工作所形成的結構與孩子具有較高公 

民活動參與度有相關性，至少在英國是如此。

總而言之，家庭顯然是個人層面中社會資本變項的極重要根源。早年依 

附對心理傾向、社交技能及往後的個人人際關係都有重大影響。從父母的人際 

網絡與期望觀點來看，父母給予的社會資本也構成了給予孩子及年輕人的重要 

「繼承J項目。專業、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特別是在公家機關工作的父母，

往往也會鼓勵自己的孩子參與更多的公民活動。這個以階級做爲部分基礎的社

會資本傳承有助於我們解釋世代之間優勢、劣勢之傳遞過程。

教育

不管是在個人層面或總體層面上，都不斷證實教育與高社會資本有相關性 

（Hall, 1999; Putnam, 2000; Bynner and Egerton, 2001 ;亦請參考第五章）。一個 

人受教育的年數愈長，其社會網絡就會愈大且愈具多樣性；愈致力於周遭的大 

環境事務中，他們反映出對他人的信任度也會愈高。

這個關係的眞正因果關係尙無法完全得知。最直接地，或許學校就如同家 

庭，在創造社會規範、連結、互惠技能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當然必定會有人 

主張，即使對很年幼的孩子來說，都必須去體驗學校與幼稚園的社會環境以便 

學習未來在社會中生活的必備技能（Cox, 1995） »
進入大學就讀顯然會特別與社會信任、容忍度、參與社群與志願服務的提 

升有相關性。針對貫時性世代資料的詳細分析顯示，這個效應很穩定，而且無 

法用父母的社會階級、收入等背景性的社會變項，或先前表現、個人能力等個 

人因素等來做解釋（Bynner and Egerton, 2001）。爲何會如此仍尙未有定論，但 

顯然唸大學的經驗其本身的內容與結構都很重要。西方的大學教育傳統上是開 

明的，不但挑戰且會增廣年輕人對於生命與他人的信念。這樣的凱息會因大學 

生活的結構而得到強化，大學生活通常包含了年輕人生命中首次的離家在外生253 

活、周遭混雜了各式各樣的新面孔，以及一個基本上安全、具合作性與相互支 

持的環境。

顯然教育對社會資本提升的效果有助於抵銷近年來社會資本的下滑趨勢 

（請參考第七章）。Hall（1999）在對英國的描述中主張，增加的教育參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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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表現之重要性在女性身上尤其明顯。在1959年只有1 %的女性接受過中 

等程度以上的教育，而男性則有34%。到了 1990年有14%的女性接受中等 

程度以上的教育，而這比例已和男性的比例相同了。在經過了相同的這段時期 

裡，男性的社區參與略爲提升了7%，而女性社區參與所提高的比例卻是男性 

的一倍。2在許多國家的投票率上也有類似的情形，隨著時間的演進女性的投 

票率有著穩定的成長。簡言之，在總體層面上的社會資本是由社群裡教育程度 

高的男性及（尤其是）女性愈來愈多的參與所維持。有人認爲不單在英國，在 

其他國家中也一樣，這無疑地只是一個偶然出現且未來無法持續的效應。

工作

相對於根據有沒有時間所做出的預測，全職工作者參與志願服務或社群事 

務的程度大致上至少是與失業者或沒有在工作者一樣高。確實，在許多測量値 

上，如社會信任，全職工作者顯然呈現出較高的社會資本。當然，在有工作者 

與沒有工作者之間，社會網絡與其中的資源往往差異極大。例如，失業者的朋 

友裡有超過一半也是失業者的機率通常是一般人的兩倍。

有趣的是，歐美提供的資料顯示，兼職工作者往往會展現最高程度的社 

會參與及其他社會資本測量値（Putnam, 2000; Coulthard, Walker and Morgan, 
2002）°顯然關鍵在於工作本身對社會資本來說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但是 

工作強度與工作因而取代參與其他活動的程度確實有因果上的影響（請見底下 

的討論），

宗教

254 調査往往會發現，比較虔誠的人較容易去參與志願服務、更信任他人、也

會較常參加組織聚會。然而，這些活動裡有許多都與宗教活動及社群利益有直 

接相關性。因果的說法也因爲宗教組織快速且近乎全面地下降而更顯複雜。總 

體而言，宗教信仰與活動是造成社會資本中個人變項的重要因果要素，但其本 

身卻受到其他當代因果要素的強力破壞，導致了整體而言在多數社會裡，這些 

宗教信仰及活動的重要性縮小（請參考第七章）。

2這項分析受到了 Lowndes（2000）的批評，他認爲Hall及其他人往往容易忽略較具傳統女 

性化型態的社會資本的重要性，而這類社會資本形式可能早已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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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與個人化消費

電視與其他個人電子娛樂種類既方便、花費低且大多由我們掌控。過去 

如果想聽音樂，我們必須耗時費力地去參加演奏會，但在今日，我們只要挑選 

好CD，便可以隨時聽到想聽的音樂，而不用受到他人需求與愛好的影響。電 

視無疑地更令人嘆服，它讓我們只要隨手按鍵就能在數十甚至數百個頻道間轉 

換。儘管個別的節目內容或許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這在錄影帶、DVD、付費 

有線電視等情形中都一樣），但電視這個媒介本身仍是引人入勝且容易使用。

娛樂不再需要忍受他人的打擾，而是可以讓我們躺在自己的沙發上便利地按著 

遙控器的活動。

普特南（2000）記錄指出在美國那些較常看電視而較少看報紙的人都比較 

不信任他人、較少參與社區活動。控制了人口統計變項後，那些形容電視爲自 

己主要娛樂的人僅有不到半數會協助社區計畫的推動；較少參加晚餐派對及俱 

樂部聚會；較少花時間去拜訪朋友；較少在家招待他人；較少捐血；較少寫信 

或寄電子信件、對政治也較不感興趣。當他們眞的外出時，與他人的互動也明 

顯地較不正面。例如，依賴電視的人與其他人口條件相同的人們相比，自稱近 

來曾向其他駕駛人比出「不雅手勢」的人，前者幾乎是後者的兩倍。如普特南 

指出，「不管是教育程度低、擁有全職工作、在都會區間長時間通勤、貧窮或 

財務引起的不安，都比不上把看電視當娛樂而和不投入公民事務與缺乏社會連 

結有著更廣泛的相關。」（Putnam，2000,p. 231）

在美國，自1950年代晚期以來看電視的人數有顯著上升，難怪普特南會255 

將造成這段時期社會資本衰退的大部分原因歸咎於人們花太多時間在看電視而 

不參與社會活動了（請見第七章）。這個現象又受到以下觀察的進一步強化：

有一種不會與公民參與產生負相關的看電視型態，即看新聞報導，但看電視新 

聞的人數卻有大幅地下降。看電視人數的上升一部分也是因爲世代差異，較年 

輕的世代增加看電視的程度比起較具公民性的老一輩來說更多。因此，在美國 

的脈絡中有很強的旁證將看電視現象的增加與社會資本的下降做聯想。

有人也對美國的資料做了另一種解釋。■-個使用綜合社會調査（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的分析主張，對未來而言，關鍵的基本變項是樂觀主義，

這同時會導致個人更能信任別人，也較少看電視（Uslaner, 1998）。另一個也使 

用GSS的分析則宣稱，人類在心理上無法區分出眞實世界的朋友與電視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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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虛擬朋友（Kanazawa, 2002）。這個頗引人非議的論點得到了以下發現的支 

持，即「看特定類型電視節目的人會更滿足於自己的交友狀態，彷彿自己臃有 

更多朋友，並較常與他們進行社交活動。」（p. 167）。然而Kanazawa的論點幾 

乎馬上就受到使用相同資料的另一項分析的反駁；該分析顯示，當對朋友的滿 

足感是與對生活其他面向的滿足感有關，也就是控制了總體生活滿足感之後， 

看電視與對滿足於交友情況之間的正向關係就會消失大半（Freese，2003）。

近來有項研究指出，看電視的程度及觀看節目的類型與居住流動性之間會 

產生互動效果，並影響公民參與（Kang and Kwak, 2003）。在居住流動率低或 

人口較固定的住宅區中，有收看當地公共事務新聞的人會明顯有較頻繁的社群 

參與。相反地，在居住流動率高的地區，花在看電視的時間與較低的公民參與 

間有相關。

在我們自己的研究裡，我們分析了電視對15-17歲的英國年輕人造成的效 

果（Halpern，John and Morris, 2002，即將出版）。我們發現，即使控制了包括社 

會經濟、能力及其他變項的範圍後，看電視的行爲仍影響了志願參與及社會信 

任的程度。重現了美國的研究發現後，我們發現年輕人看電視的時間越久，他 

們參與志願服務或信任他人的程度就越低。另一方面，觀看電視新聞也與更多

256的活動參與有關。重要的是，我們的研究中含有貫時性的元素，讓我們得以檢 

視某一個時點的看電視情況是如何影響另一個時點的參與。我們建構了控制 

15歲時的信任度與投入程度的「改變模型」，然後檢視能解釋一年後信任度與 

投入程度改變的因素。一般認爲這種模型更能掌握因果關係。再一次地，我們 

發現了類似結果。在這段時期年輕人看的電視愈多，參加志願服務或信任他人 

的程度就愈低。相反地，觀看新聞與參與志願服務的增加有關，但是與社會信 

任的增加沒有關係。

還有一個大難題，雖然事實上在所有國家中看電視的人數都急遽增加，但 

社會資本卻未普遍下降。事實上，在某些國家裡，儘管電視普遍，但社會資本 

卻上升了（請見第七章）。同時，一般說來各國中那些較常看電視的人確實都 

較少參與社會活動。

這裡有幾件事在進行。首先，在解釋個人層面上電視與不投入社會參與之 

間的因果方向上存在著一個基本問題。雖然大量看電視導致不參與社會活動聽 

起來非常合理，但也有可能看電視本身就是不參與社會活動的症狀之一。在各 

種可能性中，上述兩者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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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顯然觀看的電視節目內容也有關係。相較於觀看較多新聞節目及公 

共廣播的人，觀賞較多綜藝節目及商業頻道的人會表現出較不在意公民事務的 

態度；在歐美都曾發現這樣的結果(Newton, 1999; Hooghe, 2002; Halpem, John 
and Morris, 2002)。但是同樣地，我們很難確認因果的方向。有可能是較常參 

與活動者選擇要看新聞；但從我們自己的研究顯示，至少有些連結的因果進行 

方向是從看電視影響活動參與。

第三，雖然有充足的間接證據指出看電視或更一般地個人消費有助於解釋 

美國社會資本的衰退，但在其他地方並不存在相同模式的這個事實卻也顯示，

這個關係至少是要在某些情況下才會成立。或許是其他集體消費形式很強，看 

電視的效果會因此被抵消掉。或者，可能是美國的電視節目特别會對社會資本 

造成問題：或許是因爲電視節目太多；或是因爲有太多頻道而破壞其做爲集體 

經驗的本質；或因爲商業廣告的量太大。

曝露在不信任的環境下：來自資產調査的負面效應？

北歐的社會學家Bo Rothstein (2001)曾進行了一項很有趣的經驗性觀察。257 

他的研究試圖探索在瑞典這個社會資本出奇地高的國家中，某些人不會表達出 

對他人高度信任的原因。這時出現一個獨特的變項，即呈現在資產調査津貼 

(means-tested benefits)之下0

Rothstein做出一個假設，即具衝突性的資產調査津貼中有一些特質會破 

壞信任感。他主張，資產調査的潛在互動是公務員不得不對申請津貼者抱持不 

信任的態度。同時很合理地，申請津貼者也有動機去扭曲或浮報自己的處境。 

Rothstein認爲，即使申請人沒有眞的進行欺騙，他們也會脫離這個過程並認爲 

欺騙很合理，且認爲或許很多人也都這麼做。

普特南(2000)曾強調過一個反證，他指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國軍人 

法案(GiBill)是解釋戰時一世代會顯示出如此高度公民參與的原因之一。他 

認爲美國軍人法案是政府對退伍軍人極爲慷慨的一項法案，而這有助於創造出 

一個退伍軍人與更廣大社群之間信任與互惠的循環，而這個循環會一直延續一 

生。

這一點對政策制定者而言是有爭議且很難接受的證據，因爲多數國家的福 

利體系在發放資源給社會中最需要的一群人前，都深深地仰賴資產調査。儘管 

如此，這仍是個很重要的潛在線索，它呼應了探討信任與社會參與如何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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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能延續下去的文獻。或許，如果我們預期看到別人最糟的一面，那麼有時就 

會得到那樣的結果(請看稍後更進一步的討論)。

中觀層面的原因及社團的角色

同樣地，有些人似乎就會顯得有較高程度的參與度及信任感，並擁有較大 

且多樣的社會網絡，而有些社群似乎也會展示出比其他社群更多的社會資本 。 

說明此現象的最經典例證就是由Bruhn和Wolf(1979)所敍述的賓州Roseto 
鎭，這個小鎭立基在平等主義與緊密義大利社群之上，擁有特別強烈的社會凝

258聚(請見第三章)。精繳的多層面分析也顯示出類似結果：社區因素解釋了在 

社會參與及投入上總變異量中的一大部分，即使在控制了個人層面的變項後仍 

是如此(M. Lindstrom, Merlo and Ostergren, 2002)。問題是：什麼樣的因素會引 

導出一個具有較多這類社會資本的社區？

公民社會與社團參與

公民社會包含了那些獨立於國家與市場之外而行動的團體與志願性組織。 

普特南(1993,2000)主張這類社團在黏著性與架接性社會資本的積累上扮演 

了關鍵性角色。當個人參與倶樂部或社團時，他們就會與更廣大的一群人有定 

期的接觸；他們體驗了團體的集體成就與滿足感；並且學到了互惠與互信的行 

爲。

團體或社團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資本，能被個人或團體所運用，以達成那些 

不是社團當初組成時所設定的目的，例如教會團體成爲政治行動的仲介。在團 

體內習得的行爲與信任也能普遍地激發社會資本的創造，如當團體成員將自己 

的技能與網絡轉移以創造出新的額外團體。

調査顯示，隸屬於志願性組織的個人確實較有可能去信任他人，及投入 

更廣大的社群。例如，普特南報告指出，隸屬於非宗教性質的倶樂部或社團的 

人相較於不屬於任何俱樂部或社團的人來說，前者每年平均志願服務的次數 

是12次，後者則是不到兩次(Putnam, 2000)°此外，一個人隸屬的社團數愈 

多，尤其當社團性質又很多樣時，其社會信任與政治容忍度就愈高(Ciglerand 
Joslyn, 2002; Wollebaek and Selle, 2002)。然而，這樣的相關性也可以解讀爲：

z愈能信任他人且投入活動的個人一開始就比較有可能加入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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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證據顯示，雖然會加入組織的個人的確變得較容易信任他人，一開始也 

較投入社群，但這個效應很快就會回穩(Stolle, 1998)。事實上在組織中待超 

過五年的個人常會顯出社會信任及活動參與衰退的情形，這或許是由於他們長 

年看到他人搭便車的緣故。同樣地，根據1%5到］982年的密西根社會化研究259 

(Michigan Socialization Studies)的追蹤調査資料所做的仔細分析也發現，僅 

有少數的證據顯示隸屬於某個團體會讓人更能信任他人(Claiboum and Martin,

2000)°

Stolle主要取自瑞典與德國的資料指出，參與者與非參與者間多數的差異 

是出現在他們加入組織之前。有可能這個個人層面的發現過於負向，因爲它並 

未捕捉到這些團體活動的外在性。但是毫無疑問地，我們還是要將它視爲一個 

警訊，以預防「創造更多組織將導致一般性信任與社群參與的大規模提升」的 

簡單假設。

方法論的原因可能是解釋成爲社團會員的年數與信任間的關係之所以不明 

顯的原因之一。研究設計往往只注意目前是否具會員身分，而忽略了過去是否 

具會員身分。比利時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先前的會員身分狀態對公民態度與 

賦權意識有很大的影響(Hooghe, 2003)。沒有測量過去會員狀態很有可能會導 

致低估社團會員狀態對信任的影響。

Stolle的分析也顯示，某些形式的志願性組織能刺激更廣泛的社會資本形 

式產生。例如，會員背景較多樣的組織(包括不同國籍或不同族裔)，相較於 

組成成員同質性高的組織，前者明顯能刺激更髙度的一般性信任與更頻繁的社 

群參與。相反地，或許也同樣令人驚訝地，只有一些證據指出，積極參與的成 

員會比消極的成員提升更多社會資本(Wollebaek and Selle, 2002〉。

我們針對15-17歲青少年的研究結果相當正面，至少在關於志願服務與社 

群參與對社會信任造成的影響上是如此。我們發現隨著時間，社會信任的改變能 

透過志願服務的經驗與投入無涉及學校事務的社區活動來準確預測。相反地，社 

會信任(至少在個人層面上〉並無法預測日後的志願參與情況。這個發現提出，因 

果關係是從投入社群影響信任，而不是反過來。這些結果在青少年身上可能比 

在成人身上更清楚明確，因爲母需考慮數十年來參與志願服務及組織的經驗。•：

3上述的模型是一個邏輯式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是在控制時點1的社會信任，及一系列 

社會人口變項及其他因素的情況下，預測時點2的社會信任。但是，在不同時點間的相關性 

中也能看到此基本模式(請見本書頁242圖)。



242 社會資本

n.s =不明確

學校與社區

有一些證據顯示社會資本「具有傳染性」。父母的影響已在先前討論過， 

260但有證據也顯示同樣的邏輯也可以應用在學校與社區上。證據顯示，投票的 

傾向、信任或社會參與在某個程度上可說是「周遭有多少人也這麼做」的函 

數。確實，如果進一步反思，就會發現某些形式的社會參與一定要仰賴其他 

人的參與：如果沒有人陪你一塊兒做，你就必須獨自完成(Jenkins and Osberg, 

2003)。這有助於解釋爲何某些參與形式在瀕臨絕跡時會顯現加速的衰退率 ，

如玩橋牌，或甚至是某些宗教(請見第七章)。

關於年輕人的資料再一次地說明了這個論點。我們發現，最能預測個人社

會信任的指標就是社會信任在學校的盛行程度，即使在控制了個人因素與社會 

組成後仍是如此。換句話說，這有著強烈的環境效應(ecology effect) °這顯然 

有點道理：如果說自己是身爲社群內唯一具信任感的人，這似乎不太合理。其 

他學校因素也很重要。例如，會鼓勵在課堂上有多一點合作的學校似乎會提升 

個人的校外志願服務與社群參與程度。事實上，至少從短期看來，這樣的學校 

特質比起正式的公民教育似乎能對投入造成更大的影響(請見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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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與社會的異質性

有大量證據顯示，團體間與團體內成員的社會、族群異質性都與較低的 

社會資本有關。社會同質性讓社會連繫更加容易。相反地，人與人之間的社會 

及文化差異愈大，人們就愈難形成社會連結，而直接曝露在偏見、歧視與衝突 

下的可能性也就愈高。這有助於解釋爲何族群團體聚集在一起時往往會有較 

佳的健康狀態，即便族群聚集在一起會同時結合較差的社經狀況(Halpern and 

Nazroo, 2000; Franzini and Spears，SP將出版；請見第三章)。

有不少關於美國的未發表資料顯示，社會與族群的異質性可能是最能解 

釋美國社會資本中地方或地區變項的因素之一。一個區域內的族群混雜程度愈 

高，其社會信任、結社活動與平常的社交往來程度就愈低。也有相關論點指 

陳，美國之所以缺乏福利體系，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美國白人不願幫忙美國黑 

人(Alesina, Glaser and Sacerdote, 2001)。在美國之外有一些可供比較的國家。 

例如在非洲就發現，擁有高度不同族群及宗教團體集中程度的地區，該地往往261 

都有衝突頻繁的歷史，這是證明「現實團體衝突理論」(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iy)的經典例證(Sherif and Sherif，1953; Strach and Schwartz, 1989)。

另一方面，如果社會與族群團體根本沒有接觸，就完全不可能形成跨團體 

的架接性社會資本並破除隔閡。心理學者Gordon Allport (1954)曾提出極具影 

響力的「接觸假設」(Contact Hypothesis)，即「多數團體與少數團體在追求共 

同目標的過程中若能以對等的狀態進行接觸就能減少偏見。若這類接觸能導致 

對兩個團體的共同利益及人性的瞭解，還能大大地提升接觸的效果」(Allport,
1954, p. 267)。近來一項針對203項研究的後設分析提出以下結論：在對等地 

追求共同目標的前提下，團體所進行的面對面接觸確實能有效地減少偏見的產 

生(Pettigrew and Tropp, 2000)°當然，不幸的是，在各團體所居住的眞實世界 

裡往往很難實現這些前提。

要讓這個艱難循環達成一致的方法之一就是透過所謂的「保護區」 

(protected enclaves) »即特定的社會與族群團體能與自己人進行社交的地方 

(Charlesworth, 2000)°在這種環境中，團體成員因爲能遠離對立團體的冷嘲 

熱諷及敵意而可以得到安全感，並覺得自在；而當團體之間有所接觸時，也比 

較能站在對等的地位上進行接觸。或許一如Bowlby.在家的脈絡下所進行的討 

論：覺得自己有一個避風港以便能安心去探索外在世界的成人，也較可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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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跟自己很不一樣的人建立起接觸的橋樑。

有證據支持這個重要見解。例如，在健康上的團體密集效應顯示，達到關

鍵數額而非最多數的極限效應(ceiling effects)在對於團體密集效應出現支持 

性效果上是必要的(Halpem，1993〉。同樣地比較阿姆斯特丹不同移民團體的研 

究發現，那些具有較多連繫性特質之移民團體也與更廣大的社群間有較強烈的 

架接性連結，同時也較能成功〈而非較難〉地融入荷蘭的社會與政治生活之中 

(Fennema and Tillie, 1999)。

這些研究結果表示，只要有黏著性社會資本做爲穩健基礎，提供一個讓 

圑體間彼此信任的平台，那麼即使是在族群與社會區隔很明顯的地區，各團體 

間還是可以合作並避免衝突。在普特南最初的義大利研究裡也有一個例子，在

262 Emilia-Romagna這個擁有高社會資本的地區，顯然遏止了壁壘分明的天主教社 

群與共產主義社群間的衝突(Putnam, 1993) °同樣地Helliwell近來的一項分析 

指出，跟美國不同，移入加拿大民者的後代所具有的社會信任程度與全國社會 

信任的平均値是很類似的(Helliwell, 2003 ；相對於Rice and Feldman對美國的 

研究結果)。這結果尤其令人吃驚，因爲學者通常認定加拿大的移民模式是移 

民會維持各自族裔差異的模式。諷刺的是，這種模式卻也顯示在各個族裔團體 

維持一個牢固的內部認同意識及黏著性社會資本的同時，各團體間的連繫也會 

變得更堅實。

總之，整體來說，社會與族群的異質性會讓團體內成員及各團體間的黏 

著性社會資本難以形成。另一方面，某個程度上的混雜是形成團體間架接性社 

會資本的先決條件，但是想要減少偏見的話，這樣的團體接觸還是要有一些特 

定條件，如瞭解彼此共同的人性。諷刺的是，如果這類團體能完成信任感的建 

立；在社會上或族群上具同質性；有一個「保護區」；或有內部的黏著性社會 

資本的話，上述情況才較有可能發生。

移動性

—直以來，學者發現在社區層面上居住移動性與社會資本呈現負相關 

(Crutchfield, Geerken and Gove, 1982; Teachman et al.，1996; Sampson, Raudenbush 

and Earls, 1997; Sampson, Morenoff and Earls, 1999; M. Lindstrom, Merlo and 
Ostergren, 2002; Kang and Kwak, 2003)°同樣地，居住移動性有助於解釋個人層 

面上的社會資本變項：搬遷次數越多的人，或在一地居住時間愈短的人，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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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較弱的社會資本。這種流動性也有助於解釋單親家庭貧乏的社會資本，尤 

其是在離婚之後；因爲家庭崩解經常會與搬家有關。即使是對「會搬家」的預 

期都會降低個人的公民與社會參與(Glaeser, Laibson and Sacerdote, 2002)°
在人口轉換快速的社群中，人們往往不會去認識鄰居或安定下來。這個模 

式會自我強化，因此在時序推移中往往會趨向穩定。然而，有時社區會被如犯 

罪情形、都市整潔、交通基礎建設的斷裂或人口大量內遷等第三因素影響而被

「推入」低社會資本的均衡狀態中。

特別是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在很大程度上一波波移入城市之人口其斷裂263 

且微弱的社會網絡會造成大型城市的疏離與孤立。同樣地，上升及下降的社會 

流動性通常在統計數字上也會與孤獨感增加；及會反映出支持性社會網絡瓦解 

的精神症狀有所相關。

然而，發展快速的電信通訊設備以及更平價的旅行，在某個程度上也改變 

了流動性對社會資本的影響。這些發展讓遷移者得以與遠距的原生社群維持原 

有的黏著性社會資本，同時還可以與新環境的經濟及社會機會有所連結。雖然 

從許多面向上看來是好處多多，但遠距的黏著性社會資本可能反而會減緩人們 

在新居住地形成新的黏著性社會資本。

交通運輸與通勤

通勤意味著社會資本的下降，因爲人們得以用來參與家庭、社區活動或 

日常社交的時間變少了(Putnam，2000)。據估計每十分鐘的通勤時間會削減掉 

10%的各種形式公民參與(Saguaro Seminar, 2000)°先不論地區或國家中其都 

市的擴散程度，以及在都市間移動所需的平均時間上的明顯差異，「通勤」可 

能有助於解釋社會資本的差異，也有助於解釋各國在社會資本發展趨勢的不同 

(請參閱第七章)。

通勤，尤其是高度仰賴汽車的通勤，藉由創造出能區隔且降低社區生 

活品質的繁忙交通動線對社會資本也會造成破壞。例如，經過一條街的車子 

愈多，該條街上的居民就愈難認識自己的鄰居，或愈難將鄰居視爲友善的人 

(Halpern, 1995a)。愈頻繁的通勤與交通也會影響零售業的結構，有可能破壞 

了當地的社區型商店，而以超商取而代之。這股動力提供了清楚的例證說明路 

徑依存的消費狀態。人們愈習慣開車到大型超巿購物而非走到社區型商店，社 

區性商店就愈有沒落及消失的可能性。一旦這種情況發生了，那麼即使先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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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開車到大型超市購物的人都變得必須這麼做。

實體環境與都市規劃

264 實體環境對社會資本的影響是透過它在日常社會互動之可能性與可控制性 

的效應而達成。實體環境影響社會互動模式的能力已由一系列針對戰後大學生 

住所的硏究所展現。這些研究發現，住所的佈局與設計，特別是鄰居間的「實 

用距離」，對社會團體的形成有著近乎決定性的影響。有一個學者研究了提供 

曾爲退役軍人的學生所居住的大學城，他觀察到「彼此的互動提升到極高的程 

度，並且從社群的空間模式來看，是以極精密的簡單性自組而成」(Caplowand 
Forman, 1950, p. 366)。一旦社會網絡形成了，它們就會對許多社會態度產生重 

大影響。因此可以發現，在每個院落與住宅區都會出現對住戶協會的一致觀點

(Festinger, Schachter and Back, 1950)° Festinger 等人也注意到，那些會抱持著 

不同於其他住戶觀點的所謂偏差者，他們最有可能住在院落中最遠且面對另一 

個方向的地方。因爲院落中的房子都朝向不同方向，被隨機分配的居民較不會 

與人互動或與其他住戶成爲朋友，因此就較不容易發展出共同觀點。

在工作場所裡，實體環境的運用也是一個不斷被試驗與檢驗以形成有效工 

作團隊的方法：在特定團隊周遭圍起分隔版能增加團體成員彼此的互動，而隔 

版也象徵了團體的認同感，並協助形成一個有效團隊(Sundstrom, 1986)。同樣 

地，針對軍隊的研究也顯示，只是在(沒有門的)營房內搭起簡單隔版將空間 

隔成六人一間的小隔間就能增加這六個人的凝聚力，讓外人更難以滲透。從社 

會資本的角度來看，這種介入方式能增加黏著性社會資本，但可能會減少架接 

性社會資本。

針對像Festinger等人對曾爲退役軍人的學生所做的這類經典研究，有一 

個批評：即被研究的對象在社會的條件上極具同質性。大多數的環境所包含的 

人口在社會條件及人口性質上都是混雜的，而實體環境通常是被刻意設計出以 

避免社會接觸並維持隱私。例如，比佛利山(Beverly Hills)風格的住宅佈局

(即必須開車經過漫長的私人車道才能抵達住屋)就是被設計來確保即便是附 

近鄰居也不會彼此碰到面。

265 強迫居民進行互動的住宅設計能產生非常負面的效果，即鄰居會變得封閉 

且具敵意。大規模的公共住屋計畫，如美國聖路易惡名昭彰的Pmitt-Igoe計畫 

就說明了這個現象(Yancy，1971; Newman, 1980)。建築師原本想像能讓居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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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然碰面並認識彼此的公共空間，如今反而變成令人畏懼及迴避的地方。

哪一種實體環境才會導致居民或員工間較正向的關係呢？最終的結論是：

重要的不是環境是否會使人產生互動，而是環境是否給予居民選揮去產生互動。

經由Baum與Valins—系列（1977）針對學生宿舍的巧妙研究設計說明了

這兩者的對比。他們對大學新生的行爲做了研究，這些大學新生被隨機分配到 

兩種不同設計的住所：一種是標準的「雙邊通道」設計，即房間排列在長通道 

的兩旁，再加上一個大型的公共浴室區。另一種是「套房」設計，即一個單位 

內有三間三人房，還有一間浴室提供三間寢室共用。

從設計的角度來看，雙邊通道設計是有效率得多；想想看，把20間浴廁 

集中在一區內，與每九個學生共用一間浴廁相比，哪一種較容易找到沒人使用 

的浴廁？然而，事後卻證明，住在套房設計的學生比較快樂、較不封閉、成績 

較好，並且在學期結束後較有可能繼續與室友待在一起。該研究的設計者發 

現，住在套房與「通道設計」住所之學生的行爲差異並不僅限於宿舍環境內。 

在其他地點所做的實驗與觀察裡也發現，住所是通道設計的人會較封閉，較不 

會與陌生人交談、在反對運動中的合作策略時也較容易與人起衝突，並且一般 

來說，他們在與陌生人互動時也較容易發生不舒服與不愉快的經驕。

基本上，住在通道設計住所的人對宿舍裡頻繁、「難以控制」的社會互動 

會感到厭惡、不悅，而且會採取心理上的封閉且具敵意的反應策略。一般說 

來，人並不喜歡在開門時不確定自己將會碰見誰的那種感覺。

同樣的過程也影響了大多數環境。有個針對鄰居行爲的延伸研究做出了以 

下結論：「有好的圍籬才有好鄰居。」（Bulmer, 1986〉。換句話說，正向的社會 

關係取決於管控自己與他人進行社會互動的能力，如此在與相關人等進行互動 

時才會覺得對何時進行互動及要互動到何種程度有所掌握（請見圖8.2）。

這個理論的最後驗證顯示，在這類有問題的居住環境裡，簡單的實質改變266 

就會對居民間的人際互動品質產生正向影響。Baum等人發現，只要以一連串 

的內門拆開長通道就足以消除負面效應（A. Baum and Davis, 1980）。Newman 

注意到，在惡名昭彰的Pmitt-Igoe計畫裡，在其中一個街區的周圍築上臨時 

圍籬就能轉變其特質，讓空屋率大幅下降，並出現居民想保留籬笆的遊說行 

動（Newman，1980）。Halpern也發現，將橫跨問題住宅的巷弄封起來會大幅 

提升鄰居間的正向行爲與相互扶持，並能降低居民間的恐懼、憂慮及沮喪 

（Halpem，19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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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社會接觸不一定會導致社會信任：住茌居劣勢地區的人們較可能習慣性會與鄰居交談， 

但也會比較不信任鄰居。

很明顯地，從交通運輸及空間如何影響居民管控自己與他人產生社會互動 

的能力這兩個角度來看，打造出來的環境對社會資本有很明顯的影響。這也引

267發了特別多的興趣，不但因爲因果關係得以被特別清楚地展現，也因爲它是一 

個相對來說較容易被改善的潛在因素。

規模的重要性

證明實體環境對社會資本有影響的證據隱約透露了規模的重要性。相較於 

建築的各出入口只由十名住戶共用的大樓，在由200位居民共用唯一出入口的 

建築中，其住戶間會比較難產生正向的社交關係。

類似談及規模的論點也出現在許多脈絡中。我們發現小村莊裡的公民參 

與、志願服務與社會信任度往往會比大型市鎭中的更高(Putnam, 2000)。在 

距離短的街道上的居民也被認定是比在距離長的街道上的居民還友善；小型 

學校比大型學校更讓人覺得友善，前者的學生表現也較好；一旦工作場所裡 

的工作人數超過200人上下的這個門檻，整個工作環境的特質也會大幅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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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mott, 1963; Sundstrora, 1986） °
然而，規模較小的社群及組織可能會減少建立架接性與黏著性社會資本 

的機會，至少在社群或組織內是如此。同時對黏著性社會資本來說，如先前所 

述，最關鍵的成分可能不是規模，而是可控制性。同樣是由200人共用唯一出 

入口的建築，有門房（如高級大廈或辦公大樓）及沒有門房（如公共住宅）控 

管出入者，其造成的結果會很不一樣。

鉅觀論述：文化、經濟及制度

如同社會資本中有微觀與社群層面的變項，社會資本也會有明顯的國家 

與地區變項。雖然這些鉅觀差異可能會以鉅觀與微觀的形式顯現，如「個性J 
上的各國差異，但在這個層面上還是無法解釋它們。一般說來，英國人「保 

守」，美國人「外向J，而北歐人則是「謹愼」的。但多數美國人外向、北歐人 

保守的這個現象仍需要更深入的解釋，而不能光只是說因爲他們的家庭就是將 

他們養育成那樣的個性。我們必須要能夠解釋爲什麼在瑞典會有超出一般比例 

的父母以特定的方式養育孩子，或會普遍地展現高度的公民參與、信任等。

歷史與文化

普特南關於義大利地區間差異所進行的開創性研究（1993）發現，義大利268 
地方政府在效能上的差異有很大一部分不是經由其資源或結構來說明，而是以 

社會資本的地區差異來說明（請參閱第六章）。普特南認爲，義大利北部地區 

的成功祕訣在於這些地區有活躍的結社生活形成的豐富社會組構；相對於此，

較不成功的南部地區則以「無涉道德的家族主義」（amoral familism）著稱（即 

家族成員間的連繫強，但對陌生人則採不信任態度）。

普特南的分析將這些源遠流長的文化差異與一千年前的歷史事件連結在一 

起討論。他看到了北部有活躍的公民生活，其根源於數世紀之前的北部城邦。

相反地，他看到南部的不信任根源自入侵與壓迫的歷史、恩庇傳統及天主教會 

的位階制性質。

要檢視這類源遠流長的歷史論述非常困難。歷史往往提供一套敍述而不是 

因果論述。有可能即使氣候也有關。總體說來，有沒有可能在嚴寒氣候裡的社 

會只有發展合作的文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而這是不是也有助於解釋在歐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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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北方的國家爲何會比南方的國家擁有更強大的合作文化及社會資本？或 

者這只是歷史上的偶發事件與基督教的出現所導致的事件？

雖然我們難以確定社會資本任何特定文化的因果起源，但在之後的著作中 

卻強化了關於「隨著時序推移，一國、一地、一社群的社會資本不太有變化」 

的觀感。有一個研究發現可以說明這個即使時間改變仍有的穩定性：在今日美 

國各地，社會資本中的大量區域性差異幾乎或完全吻合現代美國人祖先的來源 

國間社會資本差異(Rice and Feldman, 1997)°例如，明尼亞波里與聖保羅附近 

地區在社會資本的各項數値上都居全美最高，而此地區就是高信任度的北歐裔 

群集之地。今日明尼蘇達州以及北歐各國的居民仍維持著社會連繫緊密、人們 

相互信任的情況，能解釋上述現象的是一個持續數代、相隔數千哩及處於不同 

政治結構下仍存在的東西。

即便在人口群不斷變化的情況下，社會資本隱含的穩定性明白指出了文 

化的重要性。這股穩定性告訴我們，一個社群或國家的社會結構會達到一種穩 

定的均衡狀態，此均衡狀態外顯在對應的制度、期待與社會化模式中，同時

269也受到對應制度、期待與社會化模式所強化(Rossteutscher, 2002)°理論模型 

的著作證實了系統往往如何朝向一個穩定的合作或衝突均衡狀態聚集的情形

(Axelrod, 1984; Good, 1988)。基本上，模型指出了當周遭有至少一定比例的 

人能信任他人且願意合作時，一個人會信任他人且與人合作就很合理了。在這 

樣的脈絡下可以發現合作策略，如互惠或一報還一報，一直都占有優勢。但 

是，在大多數人都不値得信任的情況下，合作策略將無法適用，而且將會隨著 

時間演進而消逝。因此，這樣出現的均衡狀態在時間推移中就不太會有變化。

綿延久久、根深柢固的文化有其明顯的重要性，而許多人將此文化重要 

性解讀爲它意味著社會資本是無從改變的。然而，一個系統能在長時間中保持 

穩定，這個事實並不會排除變遷發生的可能性，尤其是當此系統受制於某種外 

部力量的撼動時，就會被導引進入一個同樣穩定的嶄新均衡狀態。重要的是， 

近來有關模型的著作顯示，合作策略在網絡不具有地理基礎的情況下+ (即基於 

較陌生的人們之間的互動的情況下)仍可以出現。作者下了這樣的結論：「令 

人驚訝的結果是，如果互動的模式是隨機挑選，但卻長期地持存，那麼出現 

的合作強度仍會一如在互動具有地理基礎時一樣。」(Axelrod, Riolo and Cohen, 
2002, p. 341)這爲我們樂觀的態度打下一個根基，讓不同的文化持續彼此互 

動，在某一天將會達致高度合作與高社會資本之間的均衡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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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結構與階級制

即使文化在時序推移後仍維持變化不大，我們仍可找出社會的關鍵結構與 

制度，而這有助於解釋在時間改變中是如何維持與散播一個社會的文化。在某 

些情況中，這些結構與制度甚至能提供我們有關穩定的均衡狀態最初究竟是如 

何出現的緣由。

低社會資本社會的特徵之一就是嚴格且不太改變的階級性社會結構。這種 

結構通常表現出高度父權傾向，任何地位的提升都取決於對處於權力位階上層 

者的忠誠，及他們所施予的恩寵。這些不平等主義傾向的結構顯然無法提供充 

分基礎讓公民在彼此間發展相互尊重與互信，而這種安排所造成的結果又會蔓 

延數代。

再一次地，義大利南部各州的低社會資本又成爲經典例證，在那裡，階級270 
嚴明的天主教會仍支配社會達幾世紀，同時再加上同樣階級分明的黑手黨。還 

有另一個例子，即美國低社會資本的州與奴隸制度盛行區域(特別是盛行大規 

模種植業的南方)，這兩者間的高度相似。

在義大利的例子裡，普特南認爲這些具排他性的階級制，在幾世紀以來的 

外力入侵及派系爭戰中生根，這些外力與派系有系統地強行推動殘酷的控制階 

級體制，並壓迫更具平等主義傾向的社會結構，這因此可能成爲反抗的目標。

同樣地，在美國南方各州，強大且殘忍的社會實踐強化了做爲奴隸經濟之基礎 

的權力階級體制，包括對所有膽敢挑戰鑲嵌在各制度內之階序體制的人施以殘 

忍、暴力的迫害。

階級制度貪腐與自我繁衍的特質在曾爲奴隸的Fredrick Douglas (1855)筆 

下顯露無遺。在一篇極爲生動的文章裡，Douglas描述了他的新女主人如何因 

爲還不熟悉這些壓迫性階級制度，因此在一開始時展露了他從未見過的親切和 

善。但很快地，權力階級與社會期待改變了 Douglas的女主人的態度與行爲，

最後她也變得跟當時的其他白人一樣，以殘酷嚴厲的方式對待奴隸：

一度我和湯米及他母親能很順利地聚在一起。我之所以説「一度」，是因

爲不負責的權力其致命毒性及奴隸制度傳統的自然影響，很快地就爲我

那位温和又令人喜愛的完美女主人塑造出適合她身分的形象。一開始，

Auld女士很明顯地將我當成一個和一般小孩沒兩樣的孩子；她並未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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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是她的財產。把奴隸當成財產是常見的普遍想法，而把奴隸看成小孩

則是自然且不由自主的。像她所具有的這種高尚本货並不會立刻就遭到徹

底的扭曲；要將她脾氣中天生的溫柔氣質轉變爲惱人的殘酷得花上好幾年 

(Douglas, 1855, pp. 144-5)

父權的社會階級制度與低社會資本之間的密切符合並不僅限於對義大利 

與美國的研究發現中。針對社會信任的跨國變項研究也發現上述關係是很常 

見的。例如，La Porta等人發現，各國在貪腐與低信任程度上的差別與參與階 

級性宗教組織的人占總人口的比例有高度相關性(La Porta et al., 1997，第六

271章)。同樣地，心理學研究也顯示，即使是一個正常、調適良好的人，在被隨 

機分配到一個嚴謹、界線明確的社會階級體制中去擔任某些角色，如在史丹佛 

監獄實驗裡(Standford Prison Experiment)擔任守衛或犯人，那麼受試者的行 

爲也會很快地就融入該角色；若以史丹佛監獄實驗爲例，就是在擔任守衛時會 

表現出能嚇阻人的殘酷，而擔任犯人時會表現消極的退縮(Zimbardo, 1971)。 

事實上，從犯人心理的崩潰、守衛逐步增加的殘酷程度來看，這些結果太過劇 

烈，以至於該實驗在原定爲期兩週的時程完成前就喊停了。

階級性社會結構不僅反映了低社會資本，也破壞了多數正向的黏著性、架 

接性及連結性社會資本，總之，這個證據非常令人信服。

經濟不平等

有人會主張，經濟不平等只是另一種反映社會階級制度的形式(請見上述 

的討論)。這樣的觀點絕對會爲社會學家布迪厄(1986)所接受；但因爲這個 

觀點可能會受到其他如經濟全球化等外生因素的影響，且同時其本身也具有一 

個重要的政治概況，因此憑它原本的條件，就値得好好討論這個觀點。

在各國之間(Knack and Keefer, 1997)及各州的地區之間(例如美國與義 

大利：Putnam, 1993; Kawachi et al., 197)，都已經發現經濟不平等與社會資本有 

密切的負相關。另外發現，在發展中國家的村莊層面上，經濟不平等也與社會 

資本有負相關(La Fenara, 2002) »我們很難根據現有的資料建立起這個關係的 

因果方向，但似乎兩種走向的因果關係都很有可能。超越一定(因國家而異 

的)門檻後，不平等會將社會結構拉大，增加每個人之間的社會距離、減少彼 

此的共同利益、社會組織、規範及相互尊重的可能性。同時，低社會資本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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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一個社群發展共同社會願景，或致力於建立公共財或福利政府的能力。

或許，如果世界變得更以能力爲導向（這是頗具爭議的一點），而能力與

生產力取代了以種姓制度、出身來決定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那麼由經濟決定 

的地位所扮演的作用將更擴大。不管如何，看來經濟不平等絕對會出現在我們 

追尋因果關係的候選名單中。

勞動力市場趨勢

勞動力市場參與的模式也對社會資本有影響。有人主張，我們工作得愈272 

多，我們花在像拜訪朋友或參與公民社團等其他活動的時間就會愈少。有人更 

微妙地認爲，市場的世界觀有時會與禮物或「公民經濟」的世界觀產生衝突。

我們愈認爲錢最重要，我們當然就愈會忽視社會上的非金錢面向，例如愛、關 

懷及歸屬感。

傳統上，女性在志願性組織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因此人們或許會預期女 

性勞動力參與的上升會降低整個社會的社會資本總量。Hall（1999）與普特南

（2000）兩人都已檢視過這項論點，但幾乎都沒發現可供證實的證據。

在美國，不論是否擁有有給薪的職業，社群參與在女性與男性方面明顯都

下降了。換句話說，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件事本身並無法解釋這股普遍存在 

的減少模式，但在不論男女工作強度普遍的增加上，因爲時間的懕縮，已經對 

社會活動參與產生了負面的顯著影響。

從英國也出現了相當類似的證據。Hall認爲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增加（其 

中多數又都投入職場中）實際上會緩和社會資本的下降趨勢，畢竟教育和社會 

資本的增加之間存在髙度相關性（請見之前的討論）。事實上，勞動力市場趨 

勢顯然存在著相互矛盾的效果。在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教育程度愈來愈髙及中 

產階級有了驚人的擴張已導致中產階級的社交模式更普遍的得到採用。既然平 

均來說，中產階級表現了較高的信任度，且比勞工階級有多一倍的組織結盟，

那麼儘管經濟不平等還是在增加，這還是可能有助於維持社會資本。另一方 

面，近幾十年來在各階級中，工作的密集程度都有顯著地增加，而這很有可能 

會因爲時間的壓縮而抑制了社會資本的成長（Burchell,1999）。

福利國家的規模與本質

另一個對於決定社會資本之可能因素的廣泛爭議則是國家所扮演角色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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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與本質。有些人表達了擔憂，尤其是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中，這些人認爲國

273家愈龐大就有可能弱化或取代了志願性及非正式的連繫。例如，在福利國家提 

供津貼給失業者、身心障礙者之前，許多工人參與了信用合作社或「互助會」

（Friendly Societies） »他們定期繳納費用以在有需要時得以換取急難保護。這 

些會社不只是私人保險方案，因爲成員相互仰賴，而且都深入參與其行政組 

織。

然而，還是有許多人沒有被含納在互助會裡。福利國家被規劃來接手會社 

所扮演的社會保護角色，並將這個保護功能擴展到全民。問題是，這個理性的 

福利官僚組織的效能是否擠壓出一種極具價値的社會資本形式？

雖然直覺聽來這個取代假設似乎很合理，但一般證據卻都不支持這個假 

設。確實，人們可以指認出特定的例子說明，一個龐大的政府隱含取代社會 

資本，甚至是壓制，如在前蘇聯的部分國家裡所看到的低社會資本（Small, 
2002）；然而，在檢視各國時，我們會發現，在那些髙福利國家中，像荷蘭、 

挪威及瑞典，其社會信任、志願服務、日常社交與社群計畫參與度都普遍地明 

顯偏髙（OECD，2001a；請同時參考第七章）。同樣地，在美國，具有較完善福 

利及公共計畫的州也會有較高的社會資本。

要解釋這個相關性的因果本來就很困難。比較有可能是高社會資本國家與 

地區因爲其價値觀、不平等現象較不嚴重、解決集體問題的能力較強，所以較 

容易也較願意去組織高福利政府。另一方面，這種高福利政府也因而較可能培 

養出讓社會資本得以發展的條件來，像減少收入不平等的情況（請見先前的討 

論）。

也有可能像Rothstein所說，較少仰賴會進行資產調査的高福利政府有助 

於避免不信任的動力產生（請見之前的討論）。就這方面來看，英國社會學者 

Julian Le Grand在1980年代英美福利國家改革的脈絡下所做的觀察就十分有 

趣（Le Grand, 1997, 2003）。他認爲雷根與柴契爾夫人的改革裡包含了一個心 

態的轉變，從視公僕爲可信任的、有榮譽的「騎士J （knight），及視人民爲値 

得信任但被動的「卒子」（pawn），轉變成將所有人視爲「無賴」（knaves），即 

不値得被信任且只要有機會就會占體系便宜的傢伙。同樣地，有人認爲美國

274黑人的處境也惡化了，因爲福利國家的制度已變成了「監督、懷疑、排他的工 

具，而非社會整合與建立信任的良器」，並且加速了貧民窟本身社會資本的縮 

減（Wacquant, 1998, p. 25）。同時，美國境內的非營利組織（NPO）正與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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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與贊助的困境奮戰，一般而言，都沒有成功地扮演「影子政府」(shadow 

state)角色的願望。如近來一項針對非營利組織的研究推論指出，非營利組織 

意味著「對窮人提供的協助較少，因爲志願部門無法與福利國家的能力相匹 

敵」(Meirett, 2001, p. 407)°
英美與主流歐洲的福利模型在對於非營利組織議題的想法是天差地別的。

美國、英國及澳洲的政策制定者幾乎難以理解德國、北歐國家式的髙福利國家 

如何能夠運作。德國人、法國人的福利非常豐厚，以至於就算不工作仍可以領 

到幾乎和工資一樣多的福利津貼，既然如此，爲什麼德國人和法國人仍願意工 

作？先不論工作會帶來的固有滿足感(及取得社會資本的途徑)，這個對比顯 

示了一個區別，它開啓了我們對人類本性與更深層預設的視野。更重要的是，

我們的預期似乎成爲一種自動實現的預言。如果我們對彼此傳達了「人們普遍 

而言不能被信任J的這個說法，那麼人們就會接下這個暗示，以理性、自利的 

方式行事，如同Rothstein在個人層面所曾提過的。然而，如果我們傳達的期 

待是「多數人是値得信任、誠實且應受尊重的」，那麼人們似乎會起而迎接這 

個挑戰；而在多數情況下，結果都不會令人失望。

個人價値觀與生活方式的選擇

個人與社會價値觀之議題存在於許多之前討論過的原因之背景中。社會 

信任低的國民往往也呈現出明顯較髙的自利價値觀，像能容忍「將撿到的東西 

占爲己有」，或「爲己利而撒謊J等情形(Halpem, 2001)。同樣地，我們也發 

現，具有以我爲人人的價値觀做爲基礎所形成熱忱的成人，較有可能參與社 

區事務，並努力解決集體問題(Funk, 1998)。在小孩的身上也發現了類似結果 

(Crystal and DeBell, 2002)。

有趣的是，這樣的關聯在個人層面上並不特別明顯。如果再思考這一點，

就會發現這是說得通的。如果某人恰巧住在瑞典且是自私的人，同時他又表示 

爲己利而撒謊沒什麼大不了時，他同時也可以告訴別人他周遭的多數人都値得275 

信任(或許這會讓這個人成爲一個成功的小型犯罪者)。然而，如果這個人周 

遭有許多人也開始跟他一樣，以自私自利的方式生活，那麼在某個時刻之後，

人們會更爲普遍地表示其他人都不能信任。因此，雖然在個人層面上自利價値 

觀與社會信任之間只有些微相關，但在總體層面上，兩者應該有高度相關，這 

也正是我們發現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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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議題的細節已在第七章討論過了，因此在此只會強調某些重點。價 

値觀與社會資本之間並不是簡單的直線性關係，有些形式的價値觀改變幾乎明 

確地衝擊了特定形式的社會資本。例如近來對思考的獨立性、個人自主性上的 

重視愈來愈普及，而對服從權威的重視度則下降了。這個愈來愈普及的意識形 

態之自由已塑造了年輕世代的特質爲「道德創業家J，混合及符合年輕世代根 

據個人偏好及想法的價値觀。這種價値觀的變遷有助於解釋爲何投身於如教 

會、政黨、工會這類涉及所有大眾的傳統機構的熱情會普遍衰退。因此，近來 

OECD —項報告(2001a)注意到，在1980年代的多數國家中，人民對政府、 

公務機關、警方、教會、教育體系及媒體的信心或信任都下降了。這些價値觀 

的轉變或許緊接著反映了經濟、技術及財富上的轉變：這些轉變將個人從早期 

許多直接的經濟互賴中釋放。

另一方面，價値觀的轉變並未導致社會信任或社會秩序的普遍崩解。例 

如，雖然個人普遍變得對個人的性向領域更加寬容，他們也沒有變得對違法行 

爲，尤其是有明顯受害者的犯罪行爲抱持更寬容的態度。事實上，在許多領域 

上，如對貧窮國家的態度上，人們的態度普遍變得更慷慨。同樣地，在對人權 

與言論自由的重視上也有顯著的提升。同時，當這些價値觀傾向逐步削弱許多 

支持地方或教區層面的社會資本時，如狹窄的民族主義，這些價値觀也提升對 

其他較廣泛制度形式與規範的支持，如對人權條例、對種族不寬容的厭惡及對 

民主的信念。

在此列舉的所有原因中，個人與社會的價値觀被認爲最難以與個人和社會 

276價値觀所涉及的社會資本做切割。如同第七章所述，從各國演化的社會資本及 

個人主義的本質來看，不同國家顯然都會有些微不同的過程。由於人們會、也 

的確討論與調整了自己的價値觀(不論是集體或個人的價値觀)，因此價値觀 

至少必需部分在因果上優先於社會中表現的社會資本形式。同時，如同在本書 

中不斷看到的，個人的價値觀接著會受到經由個人社會資本所接觸到的他人經 

驗與價値觀所影響。這是長久以來社會學及哲學的一個爭論，但如果我們還相 

信個人能動性與思考、預期及選擇自己價値觀的能力，那麼這個選擇自己的價

値觀與生活方式的能力就應該放在我們討論因果關係的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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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朝向一個社會資本形構與毀滅的模型

現在是時候整合各種各樣的原因並將它們放置到一個更大的系統模型中 

了。這個模型需要反映長期以來社會資本的相對穩定性；因果關係的重覆發生 

特質：沒有明確的起始與結束，無法辨識因果；以及這些原因在不同層面上 

（微觀、中觀、鉅觀）的作用。

社會資本的「旋轉車輪」（Catherine Wheel）模型及其結果

當我在數年前首次嘗試將這一切因素整合時，我設計了一個名爲「旋轉 

車輪」的社會資本形構模型（請見圖表8.3; Halpem, 1998）=基本上，它是一個 

鉅觀層面模型，說明了像瑞典這類的國家如何在公共財中安排一個集體投資的 

穩定模式，如教育與福利國家，這個安排減輕了經濟與社會地位差異，接著又 

創造出一個能激發社會信任、社群生活及結社生活的環境。一如前幾章所述，

這些條件往往能輕鬆達成正向的政策效應，例如更良好的健康狀態、低犯罪情 

況、經濟成長、人民少動亂不安的情況，及具有「德性J的公民性格。這些正 

面結果是從旋轉車輪出現的「啓發J，同時也有助於讓它持續轉動。在這類的 

社會中，公民普遍對國家事務感到滿意，也願意納稅及選舉以讓輪子保持運 

轉。而占據輪子核心或軸心的是社會的共同社會價値觀，如相互尊重、互信與 

顧及他人感受。

惡性循環的情況也可能出現，與另一種均衡狀態對應。一個有著低信任度 

的社會通常無法建立令人信任的制度性結構。其政府與法律體系將會像廣大社277 

會一樣，受到此不信任情形的影響而腐敗且無法增加公共財。這些制度將無法 

傳遞相對於它的高信任制度的助益，而會強化不平等與人民社會地位的差異，

並破壞發展公民生活所需依據的信任。遺憾的是，這種情形可說是許多開發中278 

國家，及近代一些前蘇聯國家的粗略寫照。

拓展旋轉車輪的模型

當時有些社會資本學者將旋轉車輪模型暱稱爲「普特南加強版」模型，因 

爲旋轉車輪借用了許多普特南的想法，但再加上國家角色的重要性。這個模型 

是一項很有用的發展，但它仍存在著一些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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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alpem (1998)

首先，此模型放在鉅觀層面的焦點忽略了微觀與中觀因素的重要性。第 

二，每個箭頭都簡潔地指向下一個因果區塊也不完全符合現實，現實世界要比 

此模式混亂得多，有許多因素更直接地影響彼此及影響社會資本。第三，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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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太過於強調傳統結社生活的重要性。第四，它無疑地忽略了可能可以解釋爲 

何會達成一個既有均衡狀態的歷史因素。

持平而論，這些問題裡有很多在當時就很明顯，但也有一些理由支持儘可 

能把模型弄得愈簡潔愈好的作法。然而，經過了六年來研討會、論文發表會及 

學者的討論後，是時候提出一個更爲複雜的模型了。一開始我們需要把旋轉車 

輪當成會以螺旋狀持續演進的模型，以便在這個循環的終點，它所描述的國家 

與社會之性質會產生些微差異，這也是日後這個循環的轉變。這應該有助我們 

具像化系統特徵如何在時間中變遷，例如整個系統儘管普遍具有維繫一個穩定 

均衡狀態的傾向，要如何受制於像勞動力流動、稅額競爭等外在或外生壓力。

但是，我們也需要在系統中加入關於社會資本形構與毀滅、自動轉動的微 

觀與中觀的旋轉車輪。這些其他層面的循環可能會在非常不同的時間架構下進 

行轉變。政府與其計畫的推行及消退得花上幾年的時間，政策制定者經常會抱 

怨要讓主要政策運作所花費的時間太長。然而，在微觀層面上，循環主要是沿 

著世代的分界在運作：通常得花上30多年才能讓一個嬰孩經由家庭、同儕與 

成人的經驗被社會化；而對一個成人來說，在有了自己的孩子後又會開啓另一波 

循環。當然，在這些層面之間還存在另一個關鍵性差異。雖然在鉅觀或國家層面279 

上，有人會主張有一個特定的循環建立在選舉與民主程序周圍；在微觀層面上，

則有數以百萬計的循環正在運轉，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一套跨越世代的故事。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去想像的不僅是鉅觀因果過程裡的螺旋，也包括 

中觀與微觀層面的多樣性，兩者一同形成了一條長期的持續性軸線。或許這個 

想像的圖比較像是有數以千計的細小因果線編織在一起成爲細繩，然後再將這 

些細繩綁成繩索。

圖8.4顯示了一個呈現多層面模型的固定方式。由於這些層面相互連結，

我們通常會期待這些層面大體上會被驅向相同的均衡狀態。然而，至少在短至 

中期而言，顯然不一定都是如此。例如，即使在有較髙社會資本的區域或地區 

中，也還是有可能看得到低社會資本的社區及家庭在其中形成獨立區塊；事實 

上，這還是相當普遍的情況。在缺乏積極介入的情況下，這些「社會資本貧 

乏」的獨立區塊往往會延續一艮長的時期，特別是會透過由社會階級的區隔 

所強化的管道而世代傳衍。

實際上，這個旋轉車輪模型仍應該有更多因果的箭頭，而且在各分析層面 

之間要有更多的連結。但至少它讓我們瞭解正在處理的因果關係的複雜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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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考慮政策選項時提供一套有用的架構。

結語

本章指出了幾個主要的原因，解釋了大量觀察到的社會資本變異。

在最基礎的層面上，人類顯然有著互惠與合作根深柢固的傾向，但這並不 

表示這個傾向不會被其他相左的天性所壓制，如競爭的傾向、建構宰制階級體 

制的傾向。

在個人或微觀層面上，個性差異沿著被標示爲「親和性」相對於「敵對 

性」的面向，試圖去解釋在投身或激發社會資本的傾向上的變異。這些解釋個

281人變異的原因顯然在於社會化與環境因素上，而非基因中；因此，它們標明而 

非解釋了社會資本的微觀變異。家庭裡的社會化經驗有最主要的影響，如同個 

人從其父母與親人那裡「繼承了」留傳下的社會資本。這些早年的影響透過孩 

子的同儕團體與日後的人際關係產生了骨牌效應。教育表現本身部分是由家庭 

與社會階級出身所決定，教育表現也具有額外效果。上大學在擴展個人社會網 

絡的規模與多樣性以及提升自己信任他人的傾向上，有特別強烈的效果。相反 

地，一個根據個人化休閒消費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大量觀看商業性電視節目， 

和不參與社會活動有著很強烈的相關性。最後，有一些證據顯示，接觸不信任 

的官僚組織程序，最明顯的就是會產生對立的資產調査，會與低信任和不投身 

社會有相關。

在中觀或社群層面上，參與公民結社會導致社會參與及信任度的些微上 

升，但證據也顯示，這股提升的力道大多發生在參與組織的第一年，而且或許 

更多是在成年之後不久的幾年。參與以及信任度會因爲參與了其成員較具多樣 

性的社團而得到更多提升。族群與社會的異質性被發現具有抑制社會資本的功 

能，不僅降低了團體間的信任與投入，也減少了團體內成員的信任與投入。也 

就是說，假使沒有混合其他團體，有價値的架接性社會資本將不會有發展的機 

會，這意味著在考量社群發展的前提下，要做出能平衡各力量的行動很困難。 

極重要的是，有證據顯示，這類的架接性社會資本較有可能在族群團體也具有 

堅實內部黏著性社會資本的地方發展，從這個避風港出發讓人得以穿越所有的 

文化區隔向外探索。高度的流動性、通勤及使人難以管控自己與他人社會互動 

的實體環境，這些因素全都有可能導致低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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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鉅觀、地區或國家層面上，歷史與文化都可能有助於解釋觀察到的巨大 

且穩定差異。在這片廣闊的背景下，嚴密的階級社會及制度性結構顯然藉由破 

壞相互尊重與平等來抑制社會資本的形成；在一些情況下，甚至是藉著主動壓 

制較多元且具平等主義傾向的公民社會形成來抑制。更具體地說，研究發現經 

濟不平等與低社會資本有密切關聯，這意味著社經結構的伸展往往會破壞許多

282社會資本得以構築的共同基礎。勞動力市場的某些特質也隱含著這個效果。較 

高的工作強度會替代原本要花在社區及社會參與的時間，而它也與更廣泛層面 

上對禮物經濟學（gift economy ;譯注：禮物經濟學是相對於計畫經濟，即提供 

商品或服務者並沒有明確的預期回饋對象與回饋内容，有許多出自非制式習慣 

的分享行爲），或公民生活的貶抑有關聯。然而，愈來愈多女性進入到勞動力 

市場似乎並無法比其他因素更能解釋社會資本中的變項。最後，規模更大、更 

高福利的國家會提升而非取代社會資本，或許這是因爲福利國家透過降低不平 

等情形與提供讓社會資本得以發展的優良情況所達成的。

在環視所有層面後，我們發現在價値觀與普及的社會資本之間存在著一個 

緊密的關係。由於個人與社會可說是選擇了自己的價値觀，因此這些選擇有助 

於形塑人們居住的社會，以及形成社會特色的社會資本形式。更個人主義式的 

生活方式與價値觀由於財富與技術的發展而得以出現，從個人化娛樂到各種白 

色家電用品（white goods，譯註：包括冰箱、洗衣機、遽具等在傳統上以白色 

外殻爲主的現代科技產物）、汽車，乃至於房屋的供應。甚至社會資本自身的 

轉化都可能有助個人價値觀的表達，就像陌生人間的信任及合作的社會規範將 

人們從家庭的連繫及地理上的臨近社區中釋放出來。

我們說明了一個社會資本形構的鉅觀層面模型，即所謂的「旋轉車輪」， 

有時又被稱爲「普特南加強版」模型。此模型強調了國家在支持與激發社會資 

本上所扮演的潛在關鍵角色。它衍生成一個更爲普遍的模型，捕捉了微觀與中 

觀層面上在形構與傳播社會資本中運作過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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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閱讀

本章所觸及的文獻十分廣泛，所以讀者要努力找到一些比上述討論過的議題涵 

蓋更廣的資料。因此，以下的建議將不會是全面性的，而是會提供一些特別有趣的導 

引。

發展與社會心理學的文獻在研究探索「基因、早期社會化及家庭變動如何影響 

個人的未來人際關係與培養關係的方式J此問題上有著豐富的貢獻。所有一般性的教 

科書都能提供各式各樣能引發興趣的指引，例如Shaffer(2005)或Fraser與Burchell 
(2001)。John Bowlby的著作旨趣或許較爲明確，並且也是他1998年另一著作的易讀 

版。

關於資產調査造成之影響的議題，可參考Rothstein (2001)。想瞭解社■組織的窗 283
員參與情況所造成的影響，可參考Stolle( 1998)。想瞭解玎造出的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可參考 Halpem (1995a) °
想要瞭解對因果關係的綜合討論，或甚至是以美國爲例者，可參閱普特南 

(2000)的第十章至第十四章，或提供概述的第十五章。Szreter (2002)則提供了_

個具建設性的批判評論。Delhey與Newton(2002)曾以其他方式比較不同的因果理論。

最後，Stolle與Hooghe(2003)新編的一部論文集，討論了在不同國家裡會造成社會 

資本的因素。





第九章政策意涵

我們一直都説人力資本是新經濟的核心，但愈來愈多人發現社會資本也很 284

重要——即把事情做好、與人合作的能力，是創造全新局面的神奇要素。

過去政府的計畫中傷害社會資本的例子是司空見慣——派遣專家忽視社區

組織，把投資的重心擺在磚瓦而非人身上。未來，我們必須堅定地投資在

社會資本上，就像我們投資在技能與建築物上一樣。

英國首相布萊爾

於1999年英國國家志願組織協會(NCVO)年會上所做的主題演講

在過去幾章內，我們描繪了社會資本、經濟成長、健康、犯罪、教育、政 

府效能之間的關係，這也解釋了爲什麼全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如今對社會資 

本的興趣日益濃厚(Ahem, 2001; OECD, 2001a; Bush, 2002; Aldridge and Halpem,

2002; Brown, 2004)。然而，雖然這些關係已明確地吸引了政策制定者的目光，

但他們自己完全無法提出介入方案或界定一項政策計畫。例如，生育對我們 

經濟與社會長期的運作來看，是一項絕對不可或缺的活動，但大多數的OECD 
政府都將這個議題留待個人自行決定。事實上，生活中有許多領域對這類議題 

的重要政策後果產生鉅大的影響，像是我們日用的飮食、個人投資決定、我們 

抱持的信念。所以，首先我們需要瞭解爲什麼主動的介入行動，很有可能是必285 

須的。

在我們這麼做之前，還有一點必須在最後一章提出請大家留意。證明社會 

資本對社會與政策都是很重要的證據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然而，政策是需要因 

應特定脈絡而調整的。我自己熟悉的範圍主要在OECD各國，實際上也只是 

這些國家裡的少數——尤其是英國與美國。我希望在此提出的政策建議在其他 

國家的脈絡下也具意義，但我也確信在有些國家裡，這些建議是無用的。尤其 

是將社會資本概念及政策適切操作化的方式，在這兩方面上，開發中與已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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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間的差異是巨大的（請參考世界銀行的網站；DeFilippis, 2002; Bebbington, 
2002; Mayer and Rankin, 2002）。本章原則上是把焦點集中在已開發國家；對其 

他國家狀況有深入瞭解的學者應針對當地的脈絡，寫出適當的處方來。

主動介入的建議

主動介入去改善社會資本的建議是很有說服力的，它仰賴以下五項關鍵的 

論點。

首先，社會資本如今顯示出與現代社會和政府，幾乎所有的關鍵政策目標 

有關係，甚至與人民的生活滿意度也有關係（請見本書第一部分；Donovan and 

Halpem, 2003） °
其次，「市場失靈」的論點適用於此。社會資本具有很明確的公共財特性 

（請見第一章）。因此，它無力抵禦理性的個人搭便車行爲以及系統性的低度 

投資。在這個意義上，國家或集體對社會資本進行介入行動，就非常類似對公 

共基礎建設的投資、技能訓練或政府資助研究的計畫一樣。

第三，平等的論點也適用於此。研究發現，在現實生活中，社會資本並不 

純然是公共財，常常也會以「俱樂部財」的形式出現，只將優勢提供給有管道 

擁有它的人。社會資本在社會階級間的顯著差異是這個問題中最顯而易見的外 

顯形態（請見第二、七與八章〉。這個俱樂部財的特質之所以會產生，部分原 

因是因爲有些個人或團體無法或難以直接對社會資本進行公共投資的情況下， 

試圖自己來打造社會資本，所產生的自然反應。因此，對社會資本的投資抱持 

著平等的觀點，就很像要求政府對幼兒教育、健康或福利投注公共經費來資 

助，或加以控管。在不見政府介入行動的情況下，社會資本將會在人民之中形

286成不平均地分配，這種情況會讓特定團體在實質上處於劣勢之中。

第四，證據顯示，社會資本的衰退趨勢是對某些國家，特別是一些盎格魯

薩克遜國家，如美國、澳洲或愛爾蘭造成影響的重要來源（請見第七章）。這 

種衰退狀態增加了政策制定者關切的急迫性。社會資本的衰退暗示了即使社會 

資本本身受到了關注，但社會和經濟狀態的變化卻可能會損害到這種脆弱的平 

衡。

第五，同時或許是實務上最重要的一點，的確還有很多事可以做。以我的 

經驗來說，不管是做什麼樣的簡報，老練的政策制定者都會很迅速地提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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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問題：能夠做些什麼？如果你沒有一些很具體可行的提案，那麼將很快 

地失去他們的注意，甚至可能馬上就被忽略。在制定政策的世界裡，一個沒有 

解決方案的問題根本就不是一個政策議題，只是生活中嚴酷的事實罷了。如果 

健康的人擁有700歲而非70歲的平均餘命，我們就可省下教育經費及退休金 

了；對環境的態度也會轉化得更良好；犯罪或許也會大幅降低。但在有人能發 

現停止讓人類衰老的祕訣之前，政策制定者還毋需花太多時間去擔心這點。

我們可以說，最後一點正是當前政策最大的阻礙。學術界的論點是相對先 

進的，引發的關切和共鳴且隨著許多政治人物的直覺而定。但是，影響社會資 

本的歷史性與文化性因素之重要性向許多人暗示，政策制定者想要有效地介入 

似乎是不太可能的（請見第八章）。而本書最後一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去翻轉 

這個經常不被言明的預設。

如何介入？

在檢視特定的政策提議之前，我們必須先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反思我們 

可能用來影響與思考社會資本的方式。

理解與測量方式

它似乎有點乏味，但建立在良好測量方式之上的好資料對於介入行動是否 

成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對社會資本的各種面向及其對政策效果的相對重要 

性，所知仍然非常有限。有效的介入方式有賴於對問題的清楚分析，同時也得287 

對事情的孰重孰輕有充足的資訊去判斷。

好的資料對判斷「什麼會起作用」是很基本的因素。政策介入過程裡不 

可或缺的一環就是評估——介入方式會產生預期的效果嗎？其付出的成本有多 

少？這不僅適用於那些希望直接增加社會資本的政策介入方式，也適用於那些 

目標非常不同的議題，但可能對社會資本產生非預期性效果的政策介入方式 

（請見下一節）。

値得一提的是測量社會資本的過程也對常見的問卷調査方法提出了一些挑 

戰。如需要用小群體抽樣的設計去估量環境層面或社區的效果。同樣地，直接 

行爲的測量，像「遺失信封研究」與捐血，也證明需要比常見的問卷調査設計 

出更可靠的估計方式，常見的問卷調査設計往往有偏誤，會導引人們回答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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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可欲的答案，或讓人變成相左於一般大眾的異議者。事實上，對常見問卷 

調査之拒答率本身就是社會資本的一項重要指標。

在我執筆之際，世界各地正在努力發展有效測量的社會資本工具，在一些 

地方，甚至將這些工具集結到國家測量與統計的計畫裡。世界銀行已在這個領 

域裡主動投入多年，而且在開發中國家的社會資本測量上，獲得巨大的成就。1 

在OECD對人力與社會資本的報告（OECD，2001a）發表之後，OECD又進一 

步主持了一個會議來討論測量方法的議題。1 2

國家統計機構也投注努力於其中。在英國，測量方式的議題是由國家統計 

局（ONS）所主導，它創造出了一個與社會資本相關的問卷調査基礎，並將社 

會資本的問題納入其執行的國家問卷調査裡。這些資料於是會連結到各式各樣 

其他資料的來源上，甚至還廣及小地區的層次上。3在美國，部分是由於受到 

普特南於2000年發表著作中「基準點調査」（Benchmark Survey）的成功與影 

響力所激發，白宮也已在適當的國家調査中納入社會資本的測量。4其他國家 

也正朝向類似的測量計畫邁進，最明顯的就是加拿大、愛爾蘭與澳洲。5

還有幾個國際性的集會在協助各國協調測量方法的異同，最著名的就是 

OECD-ONS的聯合會議，有超過20個國家與聯合國中以社會資本爲主軸形成 

的錫耶納團體（譯註：聯合國曾於2002年在義大利中部城市錫耶納舉行團體 

會議，會中主要討論的議題就是社會資本，在此錫耶納團體指的是當時與會國 

家）聚集一起；另外像美國一歐盟的聯合會議也正在籌備之中。6

288 直到今日，測量的活動似乎仍以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最爲龐大。這或許反映

1世界銀行的計畫是由其內部的著名學者Deepa Narayan與Michael Woolcock所主導。

2在OECD內部主導的也正是該OECD報告的作者之一：Sylvain Cote，而近來則是Simon 
Field。然而，OECD內的成員並不是每個人都渴望探索社會資本，在Tom Healy離開了後， 

興趣就減弱不少。

3身爲普遍家戶調査的主任但任職於內政部的Alison Walker •以及Roz Harper主導了這項計 

畫。他們大多的題材都能在ONS那個很棒的網站上被找到。

4在白宮裡，John Bridgeland是關鍵的學者，這也是因爲需要有更充足的資訊，以評估布希政 

府資助的志願服務、信仰相關的計畫成效如何。最初的計畫是將測量納入2002年的當前人口 

調査（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但這後來遇到了有些人堅決反對，而把原企圖轉移到了美 

國犯罪調査上。在美國若談論到任何有關社會資本測量的事務，位在甘迺迪學院的Bob普特 

南團隊將非常清楚整個狀況。

5在加拿大，StatCan已實地進行了各種問卷調査，同時經濟學者John Helliwell也是其中重要 

的人物。在愛爾蘭，2001年OECD報告的共同作者之一 Tom Healy如今在愛爾蘭政府的教育 

科學部中影響力頗大，而且還要針對社會資本相關議題舉辦國家經濟與社會論壇調査。

6美國-歐盟原定會議的日期恰好碰上了伊拉克戰爭開打，因此只好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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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我們自己測量方法的偏誤——以及實際上是我們自己有限的社會資本——

或者反映了這個事實，即受到社會資本衰退影響最大的就是這些國家，因此它 

們最在意這個議題。

思索一■同時試著不要摧毀

關鍵政策性結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者在規劃與實行政策時，需要連同許 

多其他的因素來思索社會資本。藉由比較的方式，如今在世界大部分國家裡都 

有大量的專業知識與草案，可供政策制定者衡量思索政策選項會造成的潛在影 

響(DoE，1991; Halpem and Wood, 1996)。我們需要將這個邏輯延伸，以含括其 

他類型的外在性，包括對社會資本的可能影響。

至少有一個政府：愛爾蘭，很主動在思考社會資本的「審計J政策，

檢視未來的政策對社會資本的可能衝擊(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Forum,

2003)。同時，在新英格蘭的一個團隊近來也進行了這類的審計，去檢視擴 

寬道路的提案。這類方案被認爲會增加通勤的距離與總量，於是可能對社區 

參與，通勤者及道路橫越過的社區之社會資本，造成不利的影響(請見第八 

章)。審計的動作是爲了讓這些負面效果能用量化的方式呈現，並提出通過補 

償性的社區設施與支持來抵銷負面效果。

這種審計或思索又因爲社會資本的形式五花八門而更顯複雜，並不是所有 

形式都與正向的社會效果有相關。尤其，有些種類的黏著性社會資本可能被用 

來替狹窄的地方利益服務，但也有可能爲了公共財而貢獻力量。最惡名遠播的 

例證就是組織型犯罪，但更常見的例子則包括了企業聯盟、專業性社團、對外 

界不關心的社群。

畢竟不同形式的社會資本對相異的政策效果有著相左的影響，所以單憑 

一個社會資本的架構無法讓我們自信滿滿地做出政策優先順序的先後抉擇。例 

如，經濟成長顯然特別容易受到鉅觀層次、架接性、立基在規範之上的社會資 

本所影響，而健康則尤其容易被微觀、黏著性、立基在網絡之上的社會資本所 

左右。負責催生出堅實經濟的官員與負責打造公眾健康的官員，不必然皆會贊 

成同一套社會資本的政策方案。對於必須同時考慮這些相互競爭之論點的資深289 

政策制定者而言，第一章曾概述過的「維他命模型」是一項有用的選擇。健康 

的社群需要均衡攝取各種社會資本。特定種類的社會資本「維他命」太少或實 

際上經常看到的過多，都在經濟上與社會上證實是有害的。政策制定者(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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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本身)需要確保他們已達到了這種均衡的狀況。

社會資本政策中最直截了當的目標當然就是避免去摧毀它一除非這麼做

的理由非常充足。在市區掃除計畫、集中公共住宅方案、某些福利計畫、甚至 

是一些社區發展計畫裡，我們都可以看到政策對社會資本產生了非預期傷害性 

效果的例證。

1950、1960年代乃至1970年代的掃除貧民窟計畫通常會錯誤地造成人們 

把焦點放在實體環境極差的品質上，而忽略了居民社會資本的潛在價値與重 

要性。在大西洋兩岸都看得到，經典社會學研究描繪了那些發現到自己的社 

會網絡與終其一生建立的友誼，因爲這些掃除計畫強制安置他們於他地而四 

分五裂，因而造成心理上與社會上巨大損傷的當地居民(Young and Willmott, 

1957; Gans, 1962)。這些研究揭示了許多居民在掃除計畫後罹患了長達三年的 

憂鬱症，這反映出了他們的社會網絡斷裂或遭到破壞後帶來的心理傷害。回顧 

過往，如果社會資本曾被列入考慮的話，就地整修、翻新將很有可能是較佳的 

政策選擇。可悲的是，3、40年來，有些同樣的錯誤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 

(Halpem, 1995a)。

另一項相關的例證是大規模集中的公共住宅，以及無法處理這些集中地 

區，卻又非預期地創造出劣勢叢集地的都市計畫政策。即使此地區原本擁有品 

質不差的居住環境，它們經常也很快地變成了「沈淪地帶」或貧民區，其中的 

居民想盡辦法要離開，而搬進來的都是走投無路的人。這類地區一旦因劣勢與 

絕望彼此相互加強後，通常就會具有不信任、原子化的特徵。S卩使某種社區精 

神確實在孕生，也經常是僅注意內部情況的黏著性社會資本，居民仍缺乏連結 

至較具優勢，超越自身邊界的架接性或連結性社會資本。公共住宅的集中有 

可能讓正式的福利服務更容易地進行，但它往往將居民與架接性社會資本割裂 

開來，而後者卻很可能幫助許多人跳脫這種依賴的狀態。

在許多傳統的福利計畫裡，我們同樣可做出類似的批評。例如，以許多社 

290會安全津貼來激發失業人士找工作的誘因，往往鼓勵他們把焦點放在正式勞動 

力市場的機構，像英國的就業輔導中心，儘管證據顯示大多數的人要脫離失業

的困境，往往是透過非正式網絡與連繫。

包含過度中央集權及破壞地方政府的政策，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看，也

都代表了一種退步的政策。事實上，有些跨國的證據顯示財政的去中央化有助 

於提升社會資本，雖然這個證據的因果方向是有爭議的(de Mello, 2000)。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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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也該注意到，在社會資本變遷的轉換解釋之下，特定形式的中央集權化 

（或至少是各地區的公有化）可被視爲是一個正向的發展（請見第七章）。

諷刺的是，即使是許多傳統再生或社區發展計畫，都會侵害到社會資本 

的分析。傳統社區發展（如今仍廣被實行）往往強調自助或有能力排除掉連往 

更大社群或經濟體的連結。以此而論，這類計畫創造出了更強的黏著性社會資 

本，而非架接性社會資本，有關的社區成員仍繼續被排除在能連往大社會的、 

能提高他們孩子的企圖心及教育表現的，且能將成人與就業市場連結的網絡之 

外。

我們不應該過於天眞。在某種形式之社會資本的毀壞，以及另一種的創 

造，兩者之間要做抉擇取捨，經常是很困難的，更遑論在社會資本與其他成效 

之間去做取捨。舉一個非常明確但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美國貨車運輸業在州 

層次上的限制怒綁讓地方社群的權力與控制顯著地下降了，過去的貨車運輸業 

是十分仰賴緊密的社會及家族網絡的（Gardner，2002）。但限制鬆綁也爲其他的 

族裔、地域及性別圑體開創了新事業，有效地打破以社群爲基礎形成的企業聯 

合壟斷情況，也讓如今競爭的機會較爲均等。

總之，雖然政府的角色一般來說，都是有利於社會資本的（請見第八 

章），但設計不良的政策與管制方式（還有市場）都會排擠掉很重要的社會資 

本形式（Bowles and Gintis, 2002）。Hall在評論英國的社會資本趨勢時認爲，英 

國之所以在1950年代至］980年代並未像美國一樣，在社會資本上顯出衰頹之 

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英國政府一般而言是竭盡所能的不取代現存的社會資本 

形式。英國政府往往與志願服務部門共同合作，並提供財務支援，而不是一切291 

活動都由自己直接執行。但是，有時消除一種特定形式的社會資本行動是有憑 

有據的，若不是因爲更長遠的目標，就是爲了創造嶄新風貌的、更具開放性、

更能適應環境的社會資本形式。

將條件調整到正確位置

前一章透露出一些一般性的因素，它們在因果上是與社會資本息息相關 

的。這類因素經常是政策介入行動的目標所在，而社會資本的行動議程就僅僅 

是強化在它們身上有效運作的需要。

不平等，尤其是相對貧窮，就是個例子。有很明確的證據說明人與人之 

間社經距離被拉開後，往往會破壞社會資本形塑的共同基礎。因此，減少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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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他們自己的角度來說就是讓他們能抵禦貧窮）的方案應該在社會資本上 

會看見報償的。這些報償最終將不僅讓窮人，包括整個社會也都會受益，因爲社 

會資本對經濟成長、人口健康、生活安適與否、犯罪與教育等等都會造成影響。

旨在掃除貪腐的政策是另一個例子。絕不縱容貪腐，尤其是在政府內，是 

建立起集體機制及對他人信任的重要步驟。再者，不管是不是關注社會資本， 

大多數的人也都會認同這樣的政策，但社會資本的行動議程讓它更具迫切性。 

直接激發出社會資本

原則上，建立社會資本最直接了當的方式就是走出來，直接地投資它。似 

乎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我們走出來、與鄰居見面、加入或贊助社團、參與志願 

服務，或說是多幫別人想一想一雖然證實社會資本趨勢的證據告訴我們，這 

種情況在一些國家愈來愈難看到。

政府或社群直接投資在社會資本上，這是可能的嗎？政府確實已著手進 

行。在大多數國家中，政府都慷慨資助志願服務部門，慈善事業能夠免稅，志 

願服務能透過某種方式被支持，教育能被補助，與公民相關的知識則在學校中 

被教授，以及也許最重要的是，政府將人際之間値得信任之行爲法典化，並去

292執行這些法律，尤其是透過司法體系。本章剩下的大部分篇幅將檢視政府與社 

群可以怎麼做，才能夠直接地投資在社會資本上。

代替社會資本

有些環境裡極少有能被發展出的社會資本可供投資；或者如果投資在既存 

的社會資本庫中將是不公平或是有問題的。事實上，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的認爲 

有些環境投資在正式制度比在社會資本上更有效能、公平且令人想投資。

例如，雖然19世紀的互助會有很多正面的社會資本特徵，卻只有少數 

OECD國家的民眾希望將時間倒流到50年前，並省去福利國家的效能、公平 

與穩定性。事實上，當人們看到在發展中國家裡有數以百萬人仍絕望地仰賴自 

己殘破的社會網絡，只爲了求得每天能活下去，可以確定的是許多能置換掉 

目前僅有的選擇（即仰賴社會資本）的環境都將是非常受歡迎的（Dhananiand 
Islam, 2002）。我們不應該天眞地以爲世界所有的問題都來自於非正式社會資 

本，就像我們應該謹愼小心完全仰賴福利國家的世界。

同樣地，在微觀層面上，當面對一個無父無母或飽受長期虐待的孩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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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實在不可能將直接投資到孩子家庭上的社會資本，當成是解決策略。在這 

種情況下，社群或國家所能做的最佳選擇，可能就是尋求代替社會資本缺乏的 

情況或適應不良的社會資本。

介於直接投資與代替之間的界線端視你對社會資本的定義爲何。例如，政 

府資助的養育照顧政策算是一種直接投資還是代替呢？這又引領我們回到第一 

章提及的定義問題上，雖然這類問題不太可能引發政策制定者太多的興趣。早 

先的討論告訴我們，任何有助於人與人之間合作與信任的社會結構(缺乏完整 

地正式制度)，都可被視爲是一種社會資本的形式。

政策的意涵：美國的教訓

受到衰退證據的提示，美國的觀察家們都認爲在明確思考社會資本如何主 

動地提升時，應該要「搶在曲線出現之前」。普特南(2000)提到，社會隱憂293 

之類的情況成爲美國在上個世紀之交時的特色。當時，是以一個前所未見的社 

團及社會打造來回應，其作法大多是仿效十餘年前在英國創建以回應類似社會 

關注的社團。

普特南下結論說，我們不應認定只要重新投資於維多利亞時代創造出的 

社會資本形式上，就能在情況大不相同的21世紀脈絡下成功。相反地，他協 

助將許多政策制定者與學者聚集在一起，一同研商超過三年，討論出重建社會 

資本嶄新且可行的方法。這些會議被稱之爲「仙人掌專題討論會議」(Saguaro 
Seminars)，取自沙漠中的該種植物能在開花之前於地下生長數十載的意義，而 

其結論也摘要至《在一起更好》+ (Bettertogether)這份報告裡(Saguaro Seminar,

2000)°
仙人掌專題討論會議標示出的六大政策領域可見於圖表9.1，一旁還有針 

對向其他國家提議之適用性所做的簡短評論。有幾項普遍的意見是適用的。

許多提議無可避免地反映出美國的文化及制度脈絡，像提到競選活動的財 

務改革。更基本且重要的是，其中有兩項引人注目的疏漏，至少從歐洲的政治 

與文化角度來看是如此：不平等的角色與國家的潛在角色。這兩項疏漏引發了 

一連串的文章秤擊普特南的「非政治性(apolitical)的分析」(Navarro,2002)，

尤其是歐洲學者，他們強調「政府在美國人生活中所扮演的、也是近來急遽改 

變的角色，成爲了『失落的連結』(missing link)」(Szreter, 2002, p. 586)，並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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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美國無法扮演原型的角色」，因爲「它似乎無法忘懷歐洲福利國家對社會 

與經濟的崇髙價値」（Lampert,2002,p. 346） °
在這些議題上，我們必須先檢視普特南的學術性格，而暫且不論他的政 

治判斷。從未犯下錯誤的普特南（至少在私下）是充分意識到不平等在破壞社 

會資本的過程中所具有的潛在重要性。但是，在當代美國政治脈絡中，他知道 

這是難以（甚至是不可能）推銷出去的說法。事實上，他會認爲能讓政策直接 

針對減少美國不平等來推行的唯一方法，就是先建立起架接性社會資本與同理 

心，在此之上而後才能形成支持這類計畫的平台。在這個意義上，他的判斷是 

前一章提及的良性社會資本形構的凱薩琳之輪，其基礎在美國或多或少已被中 

斷；因此必須把注意力轉向另一個方向：由基礎向上打造的社會資本，以減低 

社會性差異，並支持政府減少貧窮的計畫。

295 政府無法扮演正向的角色之情況同樣必須被考慮。在美國，這種對中央政

府近乎不加思索地不信任態度，是非常根深柢固的。美國人不信任以政府的機 

制來解決集體行動問題，這種情形似乎也很可能是導致以下困境的部分因素： 

即美國很難去更新或轉化它的社會資本，以符合現代的需求（請見第七章）。 

然而，僅斷言說美國需要的就是北歐式的福利國家，這也是不對的；你必須針 

對該國的脈絡，提供出一條合理的路徑來。對政府的不信任在英國，也是一 

樣，雖未如美國那麼嚴重，但眾所周知的問題是，20年來右傾的政府（包括 

在柴契爾的影響下）減低了國家扮演的角色以及人民要求公共服務的信念。在 

布萊爾首次執政任期中，一直都在努力，開始要杻轉這個信念；當然，如果想 

在美國達成一樣的目標，可得花上一個世代，甚至更久的時間。

或許這些評論有助於去解釋，爲什麼雖然在仙人掌的提議中有許多都引起 

人們的興趣，但人們仍不由自主地感覺自己就像是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在面對

.普特南書中以23章、400頁的篇幅所記錄的強大沉淪趨勢下，它們的效用就 

像是小巫見大巫一樣。在這一點上，普特南是有反省力但仍樂觀以待。他私下 

這麼回應：「每逢星期一與星期二，我都很樂觀。」他想著的正是一些近來巡 

迴美國各地目睹社會資本建立的正面例證。「但每逢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 

時，我是悲觀的，因爲想在全美各地複製出這樣的社會資本，得花上30年的 

時間。」我們進行討論的那天似乎是星期五，但我仍必須坦誠我的感覺是，在 

打造社會資本的積極政策這~點上，我對美國以外的地方要比對美國境內樂觀 

的多，這主要是因爲在美國境內缺乏對政府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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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仙人掌導題时朗甯議對重建美囲社窗資本提出的建議， 

以及對其他圃家的適用性

----------------------------------------------------- ----------------------------------------------------------------------- 1----------------------------- ------------------------------------------------------------

贓―棚（麵2__ [________ m

教育

在學校提供公民教育、 

服務課程。

大學中設有志願服務的

在此還有很大進步的空間。服務課程效果之 

前景甚被看好，而有證據顯示大學推動志願 

服務的計畫對年輕世代有很顯著的影響。

學分

制定法律，讓受雇者的一般咸認爲歐洲在這_方面成就非凡，並爲 

工作 !工作更有彈性，且有時該類法律與實際作法提供了具體的例證。

間去參與社區活動。

減低都市蔓生的情況以美國依賴汽車的程度及其通勤時間，比起大 
及通勤的時間。提供方1多數的國家都要髙的多，儘管如此，這也是 

便行人的設計。讓人們政策上能有所創新的重要領域。

能享有公共空間。_ _ i
能在某些可以提it意if普特南也承認，這將不¥是_一項純粹的宗教 

的靈性社群中興起另_祝福。它與宗教在美國脈絡中扮演十分特别 

次的「大覺醒」（great的角色密切相關。

信仰 awakening，譯註：指的 

是18世紀在美國掀起的 

大規模基督新教復興運1 

動）。

研發出能強化而非破壞這一點具有潛在的不確定性，至今仍停留在 

技術 社區參與的新形態電子盼望多於實際成果的階段。

娛樂及通孰技術。

更能夠參與文化活動，這一點的進展是緩慢的，但對於打造架接性 

包括集體舞蹈活動、民社會資本而言具有潛在的重要性，而且相較 

謠歌唱大會，或是Rapi於有傳教導向的組織來說，較不會產生問 

音樂節。 題。

提髙參與程度。改革競Hl反映了普特南長期以來抱持的觀點^金"^ 

1選活動的財務狀況。！已取代了美國政治中的行動主義與草根參

政治 :與。政治的專業化也是一個存在於各國的問

| ;題，雖然有不少國家已對財務狀況明定了嚴

格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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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微觀或個人層面的社會資本

社區及政府還能再做什麼，以鼓勵個人參與社區、投身志願服務、與朋友 

社交？尤其是在社會資本異常的基礎下，做什麼能讓個人與家庭的社會資本提 

升？

對家庭與教養職責的支持

父母與孩子的關係對黏著性及架接性社會資本而言，都是相當重要的。 

296幸運地是透過許許多多的方式，現代家庭已變得更能負起滿足孩子與青少年需 

求的責任了，雖然現代社會要求家庭應擁有的功能與技能也變得更多樣化了

(Larson et al., 2002)。

現有的證據告訴我們，父母與孩子互動的方式會對孩子的社會發展產生 

重大影響，尤其是如果父母得到幫助，而能與年幼嬰孩建立起連帶且有效地互 

動的話，這對孩子發展自信、在往後人生中能擁有建立互信的社會關係能力而 

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如果父母是被信任且肯花時間在孩子身上的話， 

孩子往往在日後會成爲信任他人、能投入的成人。第三，父母的社會網絡、父 

母之間的連結、家長與學校的互動都對孩子的教育表現、偏差程度、及往後的 

生涯機會有著顯著的影響。能相互連結的父母可以協調並強化他們所期待的價 

値觀及行爲於孩子身上；教養的職責變成是一項較爲集體性而非個人性的行 

動。

這條取徑支持了像美國「贏在起跑點」(Head Start)或英國「在開始打好 

基礎」(SureStart)等介入性計畫，兩者都試圖協助父母去支持自己的孩子。早 

期先驅的介入性研究，如追蹤受試者至27歲爲止的美國培利學前計畫(Perry 
Pre-school project)，後人對它們的效果投以十分正向的評價6然而，今日在進 

行的大規模計畫往往比起以往先驅的研究，其介入的方式要審愼的多。進一步 

來說，我們對「這些多目標的計畫哪些面向可解釋其所造成的正向效果」所知 

很有限。對這些計畫有系統地評估應該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來改善我們對 

「這些介入行動如何起作用，且未來類似的行動該如何更準確地設定其目標與 

架構」的理解。以下幾點是更明確考慮進行的措施：

•當青少年還在學校時，讓他們更能理解教導他們的父母心裡在想什麼，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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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與孩童的發展情況；不僅是「指導」年輕人，還要在他們自己成爲 

父母前先提供他們知識，且讓他們有機會參與。

•主動協助父母(特別是出身於劣勢環境的)改善他們在父職一母職及家長一 

學校的互動；建立起信心，讓社會網絡及相互支持得以產生。

•提供給父母積極的導引、諮商與支持，改善他們的親子互動技巧，或許還能 

開授胎教班，或建立起像英國的衛生隨訪員體系(health visitor system)。這297 
可能包括去訓練能幫孩子集中注意力的方法、能與年幼的孩子打成一片或更 

有效互動的方法，或提供便於理解的資訊，讓父母知道何謂有效的或權威式 

的教養方式。

•國家可以透過像是稅制體系，對父母有更多的支持，也能提供二歲以上的所 

有孩童，高品質的孩童照顧服務。7 8

這些政策中有很多已在一些國家裡推行，而藉由檢視一些成功的實行案 

例，s也會讓我們瞭解更多。

顧問諮詢的服務

顧問諮詢的方案是提供人們取得架接性社會資本之機會的潛在有力機制，

在某個程度上也能補充貧乏的黏著性社會資本。適用此方案的領域有很多，包 

括孩童發展、教育，乃至於商業發展。例如，研究者曾下結論說，有效的引導 

能夠幫助身處危機的年輕人避免在之後非受教育或就業時期的傷害性效果，也 

能幫助他們成功地安渡到成年生活中(Bynner and Parsons, 2002)°假使有一位 

適當的顧問加入，計畫能被適切地規劃，諮詢就能發揮很大的助益。

美國的研究告訴我們，早年的顧問諮詢能爲教育帶來顯著的助益。針對費 

城的「贊助一位學者J計畫所做的評估顯示，由一位有愛心的成人進行的諮詢

7來自美國與英國，研究學前各年齡群供應的福利服務帶來之影響的證據告訴我們，二歲是 

適當的門檻。

8北歐各國所提供的普及性學前福利服務特別完善，雖然也因此花費了可觀成本，然而， 

證據指出這個福利服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道些國家裡所看到的髙社會流動現象(Esping- 
Anderson, 2003)»有品質的學前福利服務似乎能打破原生的社會出身及最終的階級位置之間的 

連繫，其效果比起傳統教育要來得顧著。這項觀察吻合了貫時性硏究所發現的情況，即在五 

歲孩童的認知能力上看到了巨大的社會階級間的差距，而認知能力又與孩子在社會上及情緒 

上之自我控制有密切相關。基本上，學習成爲人類的過程是一種社會技能，而缺乏這些技能 

的孩子在日後將很難再迎頭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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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不論這個人與其對象是否有先存的關係，都能夠顯著地提升學業表現並 

減低輟學率（Johnson，1997〉。評估結果發現對學業表現的正向結果只存在於 

高一與高二的孩子（年齡在15到16歲），而不存在於高三生（17歲〉身上； 

而對準備進入大學的過程以及進入大學後第一年都有正向的影響。身處劣勢的 

兒童特別能從這些計畫中受益。同樣地，針對「我有一個夢」計畫所做的評估 

（Kahne and Bailey, 1999）甚至發現更驚人的成果。這個計畫讓每位顧問負責 

一整個國小六年級的班級（11歲），同時再加上一位計畫協調人負責提供學生 

長期的財務、課業及社會支持，以幫助他們從髙中畢業、進入大學。評估報告 

發現這個計畫使得內城地區的高中畢業生比例加倍，從約35%升高到近70% 
（請見第五章）。

298 但是，很重要的是要確保這個顧問諮詢計畫不至於淪爲污名化的行動。尤 

其當計畫是針對個人，並因此演變爲失敗或劣勢標籤的情況下，可能造成特別 

嚴重的傷害，就像在英國的教育介入方案中發生的一樣（Defty and Fitz-Gibbon， 
2002〉。有能力待在學校但卻自願離開的年輕人會被個別地挑選出來，然後分 

配到一個實行介入方案的團體，並給予額外的支持與來自學校的諮詢服務， 

或是被分配到在組中維持匿名身分的控制組中。結果發現，被標示出來的人當 

中，被分配到給予額外支持的人顯著地在往後的考試中表現較差。額外的焦點 

似乎變成一種自我應驗的預言，帶來低成就的結果。相反地，在美國實行成效 

卓著的計畫則是介入整個班級或整個同儕團體，而非個別地挑選低成就的學 

生。

這點以及其他的證據都顯示以下措施的潛在重要性：

•應更廣泛地在教育場域裡使用成人顧問諮詢的作法，尤其是針對背景較爲劣 

勢的年輕人。結果告訴我們，早期的顧問諮詢比起經過時間推遲的更加有 

效，而針對全班比針對個人的，取得的成效要更加顯著，這有部分原因是同 

儕效應與文化的力量導致。

•更普遍地運用孩童對孩童、孩童對年輕成年人的顧問諮詢計畫。重要的是， 

這類顧問諮詢顯然也讓擔任顧問者受益；有項研究的結論是，「志願參與協 

助弱勢孩童的學生自陳得到很多的收穫，最常見的就是自我形象上——發現 

自我嶄新的一面，感覺自我形象有了改善，或是在人際關係上•，以及在 

思想上更有彈性。」（Osterweil and Feingold, 1981 ’ 引自 Halpem,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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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年輕的父母所做的顧問諮詢（請見之前的討論）。

•商業「天使」的顧問諮詢計畫，藉由讓有經驗的（經常是）退休生意人貢獻 

時間與知識，協助生嫩的商場新手或創業人士起步。

英國的「銜接」諮詢服務設定的對象是13到16歲之間的孩子，它代表著 

一項想提供年輕人顧問諮詢幫助的嘗試。同時間在美國，總統於2003年發表 

的國情諮文裡也宣示要以450美元來促進顧問諮詢計畫的推動：「政府將支持 

顧問的訓練與招募；而美國的男性或女性都可以加入。只要一位顧問，只要一299 

個人，就能永遠改變他人的一生。我懇請你成爲那一個人。」（小布希總統，

2003年1月28日）未來的研究必須進一步地澄清我們對以下這點的瞭解，即 

在什麼情況下，顧問諮詢計畫能最完善地發生作用；不良的顧問諮詢可能產生 

的負面效果是大於正面的。同時，就如底下所要探討的更廣泛地使用顧問諮詢 

計畫（尤其在公務機關之內）時會看到的，我們必須對「潛在的顧問如何可 

得、如何篩選出來」有更多的著墨。

處理潛在違法者的新方法

犯罪的過程包括與主流社會價値的決裂，以及標示出缺乏約束力的個人及 

社會關係。高風險的年輕男性（也有愈來愈多的女性）之所以能避免違法是因 

爲有個主流的關係（通常是有個女朋友，但有時是有個同儕或家庭成員），將 

自己拉回到大社會的價値觀、責任與滿足之上。

相反地，當一個年輕人被送進監獄中，以往擁有的鮮少關係（與家庭、與 

有感情但還未步入軌道的伴侶、與老師或工作夥伴〉再被撕裂與弱化（請見第 

四章）。同時，這位年輕的違法者又與一個具有「犯罪社會資本」的網絡產生 

連結，結識了幫派或其他違法者。強化潛在年輕違法者的「正向」社會資本， 

弱化（或至少不要加強）他們「負向」的社會資本，因此就成爲了降低犯罪發 

生的重要策略。可採取的措施如下：

•提供課餘時間或團隊共同參與的志顆服務活動，使孩子能遠離自己的家、社 

區及同儕團體，以便讓他們可以培養出新的個人及社會關係，以及「正向J 
的社會資本。

•提髙孩子志向之計畫。例如，帶他們到他們過去不熟悉的專業人士工作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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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或請他們信任的諮詢顧問多給予鼓勵（請見之前的討論）。

•將送進監獄服刑當成是最後不得已的選項。這一選項不應被用在犯了輕罪或

非暴力犯罪的人身上。9

•將年輕違法者帶去與受害者面對面地建立關係，聆聽他們的行爲對受害者造 

成的影響，藉此在這些潛在再犯罪者心中擬像出未來可能受害者的形象。

300 我們需要再深思熟慮才能更有效地針對那些有髙風險的團體採取措施。在

美國與英國，這類政策緦是難以躲過「姑息犯罪」的指責，儘管政策的成效卓 

著。

施行課餘時間或團隊共同參與的志願服務活動的一種可能模式就是 

Raleigh青年發展計畫。在英國，加入這個規模不大之計畫的年輕人（17-25 

歲）參與了社區服務、社會服務、實習服務，以及其他地方性服務。在150位 

2001年參與這個計畫的身陷危機青年中，有40%是處於長期未就業的狀態， 

有35%曾被判決有罪，而有50%染有毒播及酗酒的毛病。

這個計畫的內容包含一系列在英國各地的住宿活動，隨後是爲期十週的遠 

行，然後是爲期一週的住宿以計畫未來。每個地點都得花上5^00英鎊。參與 

的年輕人必須簿到足夠的金錢來支應各項用具與住進去的費用。而其他所有的 

花費則由Raleigh組織來支付，包括辦護照的費用。另外也從歐洲社會基金、 

公營樂透、企業贊助者那裡募得款項。志願參與「一般」的Raleigh計畫者必 

須籌到3,300英鎊才能成行，其中有部分會被用來補助危機青年的旅費。

在這些完整參與整個計畫的危機青年中，有65%找到了工作或進行訓 

練；95%認爲自己的信心及溝通技巧有了改進；90%認爲自己的動機、責任、 

與他人相處的能力有了提昇；70%說自己的人生規劃與抱負最終有了正向的改 

變。

志願服務

早年具有志願服務與結社活動之經驗，顯然是預測日後社區參與的極佳指 

標。資料告訴我們，社團參與了較短的時間，激發人們去信任或參與更大社群 

的效果一如參與了較長時間。參與了成員較多樣化的社團相較於參與了成員同

9普遍來說，懲罰的迅速與確實比起它的嚴重與否要來得重要。因此，例如英國將逮捕到判 

罪確定之間的時程減半的作法，被認爲是導致英國近幾年來犯罪願著下降的主要因素。



第九章政策意涵281

質性較高的社團，前者更能激發出較髙度的信任與對更大社群的參與(請見第 

八章)。

證據顯示，將焦點擺在讓年輕人能取得一些志工經驗的努力是很有效果 

的，即使只是很有限的時間；同時，這個經驗應該也能讓他們與來自各個不同 

社會和族群背景的人合作。或許努力的方向應特別放在那些不可能進入大學的301 

年輕人身上，藉此使他們複製出一些髙等教育能帶來的架接性社會資本之利。

以下是可行的介入方案：

•發展或贊助年輕人參加六週至六個月長的離家志願服務計畫，尤其是針對來 

自劣勢環境的。這不只是提供給失學者，也針對仍在學但難再升學或有輟學 

危機的年輕人。

•拓展給來自各行各業年輕人的國際交換計畫，讓他們能在十分不同的脈絡下 

參與志願服務，並與他人打成一片。

•提供從事志願服務者金錢獎勵或大學學分數。例如，Bell與Chen (2002)曾 

提議將美國服務隊(Americorps)方案中年資的應用推廣開來。美國服務隊 

是由柯林頓政府所設立的機構，用以鼓勵年輕人參與志願服務。在美國服務 

隊的會員服務期滿之際，他們每個人每年可獲得4,725美元以幫助他們支應 

學費或貸款。

有項批評是說這類年輕志工愈來愈把志願服務當成是達成功利目的之手 

段，像是讓自己的履歷表更漂亮(Price, 2002)。然而，分析美國服務隊志工加 

入前後兩年期間的證據發現，會員們對社區團體變得更加主動，並在這段期間 

顯現出價值觀上的轉變，同時也發現這個計畫有助於解決原本未被滿足的人力 

及社區需求(Simon and Wang, 2002)。其他的研究顯示，有志願服務經驗的人 

雖然很年輕，但往往能維持參與到日後；另外它也造成了正向的敲門磚效果，

帶領人們走入社會與政治參與，並有更願意投入社會的態度(Janoski, Musick 

and Wilson, 1998; Halpem, John and Morris, 2002)°
一如在2002年國政聯合宣言所說的，鼓勵55歲以上的人參與志願服務的 

銀髮服務隊(Senior-corps)計畫被推廣開來，並引入新條例規定參與者可以取 

得獎學金，並將之轉移給孫子或其他人使用。

在英國，由教育與技術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資助的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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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禧年志願服務計畫，旨在2003年底前吸引超過十萬名年齡介於16-24歲間的 

新志工加入。由內政部所資助的經驗服務隊（Experience corps）也共襄盛舉， 

旨在2004年以前吸引超過25萬名50歲以上的新志工，這項活動首先始於 

2001年11月，而在2002年5月則成爲了全國性的活動。最後，在本書撰寫 

之際，已有人在商議以下的建議，即爲14^19歲間的年輕人創造一紙新的大學 

學位證書，而取得此證書的必要條件是完成某個最低時數的志願服務。

在個人層面激發社會資本的其他構想

只要帶點想像力，我們都能夠研擬出各式各樣有助於激發個人層次社會資 

本的構想；雖然在大多的構想中，政府都不想插手，只願留給個人或社區自行 

去組織。

例如，現代生活的特徵之一似乎是較晩進入持存的個人關係，並（經常是 

無限期地〉延後擔任父、母職的時間。這股趨勢的最簡明指標之一就是單獨一 

人組成的家戶數量在穩定增加中（這也導致在許多工業化國家中住屋市場存在 

著不小的壓力）。如果從這一趨勢只是反映生活方式選擇的觀點來看，它們應 

該完全是與個人相關的事務。然而，存在一些證據包括這陣子在電視上常看到 

年輕或有點年紀的單身男女哭訴著渴望一段戀情；這意味著在關係形塑的過程 

中或許存在著一些較爲系統性的錯誤。

解答不可能是去創設一個由政府贊助的約會機構（可以拿日本的經驗來參 

考），或是開始打廣告，推展「離開你的沙發，起身找一個伴侶吧」。但這裡或 

許存在著一個問題。例如，一般醫療從業人員看待醫療問題時多歸咎於身心失 

調或社會心理失序所導致。這些經常表現在那些過度工作、寂寞，以及情緒得 

不到支持的病人身上。假使情況的確如此，那麼醫生們還要繼續開立Z?受體 

阻滯藥（譯註：治療高血壓、心贜病的一種藥物）、安眠藥、抗體以治療壓力 

過度的免疫系統嗎？還是應該引導這些被孤立的病人彼此認識，讓他們能相處 

融洽？在住屋市場上，政府應該修法使互不相識的成人們能更容易地一同買賣 

房子嗎？

診斷兩性相處問題的醫生或許起不了什麼作用，但有時最佳的政策提議就 

是始於這麼一個愚昧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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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社區層面或中觀的社會資本

在社區層面或中觀上，已經有相當多的政策構想與發展在進行了。例如，303 

大多數國家都有廣泛的、由政府支持的志願服務部門。同樣地，中央政府將權 

力下放給地方及地區政府也在許多國家進展順利，而且應該會對地方及社區層 

面的社會資本有所助益。因此，本節將把焦點集中在一些能在社區層面激發社 

會資本較爲創新的構想上。

謹記「許多存在著大多數問題的社區也同時是社會資本最缺乏、居民或組 

成分子最原子化、最不信任彼此，以及連結最少的地方」這一點是重要的。政 

府或外部的機構經常必須在打擊犯罪或提供基本服務，以創造社區繁榮基礎條 

件的過程中，扮演一個關鍵性的角色。

社區鄰里以及其他在地性的治理

在一些國家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英國），「地方」政府並不是非常在地。

它的規模要遠超出大多數人的認知。雖然特定的功能可以用較大的規模來更有 

效能地處理），雖然證據顯示這些規模的效應一般而言是非常些微的（許多功 

能也可能被委派到非常地方的層面上來執行。例如，兩或三條街道或許可以很 

輕易地達到夠大的規模，去組織或支持一個公共休憩空間或公園的成立，以及 

有個社區管理員來守備此公園及周圍街道。

同樣地，雖然特定的維安功能需要在地區、國家，甚至國際的層面上被執 

行，其他功能也可以並應該在社區這片土地上開展，如果我們認眞看待降低犯 

罪這件事，我們必須更早、更頻繁、更快地介入。社區及其居民需要有信心與 

制度性的架構，讓他們能在看見青少年遊蕩，惹上事端、塗鴉日益顯現、毒品 

曰益猖撅之際，可以行動。或許，社區自治委員會應該不只擁有雇用管理員或 

打造年輕人可使用設施之權力，也可以發布懲罰性的規定讓他們遵守。這類懲 

罰性規定可能是很輕微的，但如果它們可以儘早將年輕人從犯罪窘境中拉出，

給他們一個機會「找回一切」、讓周遭的人能很快地原諒他們。那麼這些懲罰304 

就很有可能比起較嚴厲但不確定、遙不可及，以及推遲的正式司法體系裡防止 

犯罪的懲罰要有效的多。

•缺乏地方層級的行政機構（即轄區內少於幾千人居住的地區，甚至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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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考慮去設置社區自治委員會。這類委員會將有自己的預算，並對地方上 

各種「生存」相關的議題負起職責，例如社區公園、雜亂問題、給年輕人使 

用的設施、社區或公園的管理員等等。

•這類委員會也有權力制定程度輕微的社區罰則，並有明確的管道能連絡警方 

或有關當局來處理較嚴重的問題。或許他們也有權力去組織地方性的公民投 

票，例如讓社區共同決定是否同意地方稅徵的輕微上升。

•處於劣勢的地區會需要以更結構化與支持性的方式來進行，至少就短、中期 

來看是如此。

總是有些議題會讓地方自治的實行導致在財富、高低社會資本的地區之間 

的不平等擴大。但地方主義並不意味著身處劣勢的地區不可以或不應該從更大 

的社群中接受額外的支援。當然，這點憂慮不應該被用來當成什麼都不做的藉 

□。

以社區資產爲基礎的福利

在社會資本與地方公共資產的社E所有權之間是有關聯的。例如，有些地 

方及國家當局會實驗性採行或考慮將公共資產（例如社區中心）轉化爲「社區 

信任」的提案，或設置上述的社區自治委員會，讓社區擁有更大的控制權或完 

全的所有權。在適當的治理配置及護衛之下，這一類的社區信任將能成爲地方 

公民參與的重要據點，有助於黏著性與架接性社會資本的培植。

打造廠商、員工與社區間的網絡

第一章已指出，廠商也算是一種社會資本。我們已經證實廠商之間存在 

305的社會網絡在促進與推廣創新上，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結果，不管是私人 

企業或政府部門如今都積極地試圖複製「矽谷效應」，將商業及研究活動群聚 

起來，以達到地理鄰近性、社會網絡激發創新與經濟成長極大化的可能性。然

而，有時可能忽略的是非正式社會互動，而不是地理鄰近性所扮演的重要性。

•廠商需要去確認他們在廠商內部黏著性與廠商間的架接性社會資本之間存在 

著適切的平衡狀態。商業組織、大學與地方當局能幫助潛在競爭的行動者， 

彼此以非正式的形式來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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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贊助鼓勵廠商間形成網絡的方案也證明對廠商是有助益的，方案最終能 

使廠商自給自足，這暗示了政府能扮演播種這個更廣泛的角色（請見Cooke 

and Wills, 1999）°
•以公司形式出現的「贊助者J扮演了企業利益與更大社會利益之間的中介者 

與促進者，我們也發現這些擁護者能有效的促進社區與產業間的對話（Scott 

and Sexton, 2002）o
•我們發現在公司內的倫理守則對社會規範有顯著地影響，並增加對多樣性的 

容忍度（Valentine and Fleischman, 2002） °
•允許並資助職員們能在工作之餘參加有啓發性的活動，讓他們能和來自不同 

團體的人互動，這將十分有益於廠商（請一併參考專題9.1）。例如，將各種 

「另類」且有啓發性的表演組織在一起的倫敦戲劇節，近來開始進行一項很 

成功的計畫，即讓將成爲企業主管的員工至少可以觀賞四場另類表現，之後 

再與由兼融各種背景的觀眾團體一同進行有啓發性的討論座談。主管們發現 

團體動力配合上具啓發性的題材，能讓員工們重新省視自己的預設，更有創 

意地進行思考。這個方寒亦爲戲劇節募得可觀的資助，並完全轉變了企業贊 

助的性質，以及企業與表演工作者間的關係，使得原本意興闌珊的捐助者轉 

變爲令人尊敬的客戶與伙伴。

以上許多議題都已廣泛地以某些方式來推動，但通常是隱而未顯的，且其 

價値常被低估。

社區的資訊與溝通技術（ICT）網絡

普特南已在以下這個問題上尋思甚久：是否ICT （尤其是網際網路）會變307 

成是另一種「更炫的電視」，使人更進一步彼此孤立，或是變成另一種「更炫 

的電話」，協助人重新連結起來。DDB生活方式研究（這是常被普特南使用的 

資料來源）的分析告訴我們，使用能交換資訊的網際網路可以促進年輕美國成 

年人之間的信任（Shah, Mcleod and Yoon, 2001）。約有63%的美國人如今固定 

會使用e-mail來跟家人、朋友保持連絡，而更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使用網際網路 

的人相較於不使用的人，前者看電視的時間要明顯較少（UCLA，2003）。ICT 
已讓新的、龐大但分散的各種利益社群得以集結在一起，並發展出新的產品與 

軟體，例如Linux »並且建立起某些立基在特定議題上形成的專業知能或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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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9.1公司與社區參與：三項個案硏究

Yorkshire Water設定了一個目標，希望公司籌劃的社區活動一次能 

有20%的員工來參與，這個目標已大致完成。社區參與也是大學畢業生 

必修的訓練課程之一，同時在所有職員表現管理過程裡也是被肯定的。 

針對f閱讀很重要」，旨在改善14歲以前文字能力的方案：公司也提供 

住宿與其他的支持。公司希望提升社區參與的策略乃是與商業計畫融為 

一體，它己導致了公司與社匾的連結更紧密，並且使晨工與顧客忠搣度 

都很高，形成了員工個人發展的基礎。

Connex是一所鐵路營運公司。它們同意在工時中給予員工每月16 
個小時，與英國交通警察局合作，擔任義警的工作，並在三個月裡分別 

給予總額達一千英镑的獎勵金，以表彰他們的贡獻及額外習得的技能。 

Cotmex也同意支付英國交通警察局费用，以請求他們固定加派額外的警 

察隊員協同這些義警出勤。社區、公司與員工在以下兩個關鍵的面向上 

都得到益處：透過警察在交通體系中得到愈來愈多'的曝光，而Connex的 

員工也改善了其技能，在同仁間或與顧客的身體互動及言辭應對上，都 

有所進步。

蘇格蘭皇家銀行決定只要_其員工捐款一英鎊，它們就再額外捐助二 

英鎊。而經過政府更進一步的免税政策，對每一位一般的納税人來説， 

員工每捐出一英鎊就等於讓慈善機構在實際上獲得了將近四英鎊。員工 

若積極加入一些組織的志工行列，也可以申請社區現金回饋獎勵金，最 

高可達一千英鎊。最後，銀行鼓勵員工直接參與由此集團中「社區投資 

計畫J資助的社區組織。如此一來，個人捐獻、主動投入志工行列、公. 

司捐獻及支持，三者相互強化，而且都得到了肯定（以上三侗例子都節 

錄自 Her Majesty’ s Treasury, 2002）°

的團體，例如如何將程式中的錯誤抓出來（Pruijt，2002）。

另一方面，有些變項控制更得宜的研究已指出，愈常使用網際網路的人

在社會上往往顯得更加孤立，而非更加投入社會。個案硏究指出以ICT爲 

基礎形成的社群網絡發展模式很大程度是視社群既存的社會資本之性質而定



第九章政策意涵287

(Sullivan et al„ 2002)°近來，普特南更推論說網際網路不但無法打造社會資 

本，而且也被證實最終只是一種偏狹的黏著性社會資本，讓人們只與在極細 

微、狹窄的想像意義上，共享同樣興趣的人們(不只是與其他喜好追風車系的 

車主，而且更是只與喜好1959年出產的追風之車主〉，相互認識與連結。

儘管至今各類證據都已過時，但ICT在增強社會資本上仍具有明顯的潛力

(Davies, 2003)。ICT能讓新形態的跨地域團體得以成形，能讓人們不受空間 

與時區的分隔仍可以維持連繫，能促進「及時」的社會連帶出現，能將社會網 

絡的價値透過自動「推薦」系統(這系統能自動把相關的資訊轉寄給朋友的朋 

友)推展出去(Resnick,2002)。

例如，既存的鄰居網絡會自動自發地建立起共享的e-mail名單，這已被證 

實是股能強化地方社群的巨大力量。其寓意似乎就是「細微枝節這回事」。更深 

一層而言，ICT網絡極有可能在較傳統的潛在或實存社群已負荷過重的情況下，

仍能提振社會資本。細繳一點來說，ICT提升社會資本的潛力很有可能仰賴它運 

作的管控性環境，或不斷在結構中的環境。在政策上的結論有以下幾點： 308

•當鄰居建立了一組共同的e-mail名單時，將會成爲提升當地或街坊層面之社 

會資本的堅實資源。而在急速增長的穿透比例之下，應該會變得愈來愈普 

及。但這並不必然經由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而是起初僅由二或三位鄰居 

分享e-mail開始有機地增長，然後其他人漸漸加入。以下是一些有創意的 

計畫，包括了製作出一個有照片、基本連絡方式與e-mail內容的社區資料 

庫，伴隨著從當地蒐集而來的資訊所調査列出的嗜好與興趣(www.whothat. 
org)«這個構想結合了詳細的鄰里資訊以及科技的威力，讓我們更容易能找 

出興趣相投的鄰居。

•有很強的理由支持我們進行全面性的ICT初探性計畫，這將使在社會性質上 

混居且地理性質上稠密的區域連結起來。尤其，這些網絡應該試圖連結起富 

有與貧窮的受雇者，因爲這能在跨越社會區隔的情況下提供強大互通就業機 

會之管道。ICT訓練應該提供給那些需要的人，也應該架設地方上的網路設 

備，使家戶間的資訊交流、交易活動得以可能，並促進集體性的社區行動。

資訊交換可能也包括對如何進行商業交易、取得公私部門的服務等建議。商

10普特南是在2003年五月於英國的Leverhulme劍橋講座演講中，提出了這個頗具爭議性的論 

點。

http://www.who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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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交易可能包括孩童照顧、協助園藝、學校選擇以及較正式的工作機會。而 

社區行動可能包括倶樂部、地方性競選或遊行活動、空間規劃議題等等。

•我們應該再多考慮資訊的品質以及網路上電子聲譽的建立，應如何管制的問 

題。在許多國家，這可能會涉及對資料保護與隱私權規定的再思考。

至今絕大多數已進行的社區ICT「實驗」並未符合上述的條件。它們常常 

只是設立了一個基本的網站，提供關於交通、天氣與零碎社區事務之資訊，很 

少會去孕育出社區的對話來（Tonn，Zambrano and Moore, 2001）。從這些初探性 

研究來看（像「倫敦街頭」計畫，有一百個家戶結成網絡），最終出現的益處 

往往來自偶然的社會互動，而非IT本身的巧妙裝置"。然而，近來有關控制組

309的研究已顯示出共享鄰居e-mail名單中所存在的150到200個家庭，不僅提高 

了 e-mail的連繫，同時也使鄰居中聊天的數目倍增了；認識的數目變爲三倍， 

亦導致社區鄰里意識的提高（Hampton,2003〉。

總之，ICT網絡可能具有龐大的潛力能提升地方上的社會資本，只要它們 

在地理上是「有智慧的」，也就是說能聰明地將你與身旁的鄰居連結起來、能 

沿著自然社群建立，並促進集體知識的累積，包括其信譽（請見專題9.2）。它 

們特別有潛力能將富有與貧窮的受雇者連結起來（其前提是在英國這些團體 

有地理上的鄰近性），並能增加需仰賴信譽進行的低成本、髙信任型交易之數 

目（例如在孩童照顧上）。這類交換行爲能讓物質情況不那麼樂觀的人有收入 

（減少了津貼補助發放的成本），並給物質情況優渥的人有更多的閒暇時間。

打造環境過程中，規劃與設計的新方向

310 我們知道都市設計對社會網絡及透過社會網絡造成的結果都有顯著的影響

（如犯罪與健康情況），非常簡單且低成本的介入方式可以帶來極度正面與驚

人的成效，尤其是當這些介入方式給予居民對他們在居住地點附近會遇到什麼 

人這件事上，有更足夠的控制感（請見第八章）。例如，在美國惡名昭彰的公 

共住宅區Pmitt-Igoe附近圍起藩籬，就導致了當地空屋率從約70%降到了低於

"英國提供了一個可能性，就是由內政部活躍社區小組（Home Office Active Community 
Unit）（以及其他政策計畫，如健康行動區Health Action Zones）贊助的近期時間銀行 

（Timebank）方案下的一個初探研究，雖然並不會事先排除掉立基在傳統貨幣交易下的交換 

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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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9.2各地郵遞區號的威力：叩mystreet.com、的例子

在許多國家中，郵遞®號常被用來辨識某個地理上界定好的小區 

域。在美國，郵遞區號所指的是相嘗大的地區——多達數萬人居住的地 

方：較多號碼的郵遞區號能指涉較少的家户組成地區，但它們並非廣為 

人知。相反地，英國的郵遞區號指涉的地區要小的多，通常是某一條街 

甚至更小。因為在英國的郵遞區號也使用英文字母，所以就比較短而且 

便於記憶；在英國，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居處的郵遞區號。

郵遞區號能夠證明在地方層面上，是重建社會資本的一項有力工 

具。這股潘力已經由upmystreetcom所證實，在這姻網站上，你可以在輸 

入自己的郵遞區號後，找到當地學校與其他設施的資訊。同時，也有可 

能加入因為地理因素（住在相距你住處最适&一些人），或興趣因素所形 

成的討論群。這個新式地方媒介的威力已席捲了倫敦的一個住宅地區， 

在那裡，以前互不相識的左鄰右舍如今能相互得知彼此近況。

Upmystreet後來遭遇到了财務上的困難，但其他嚴務仍扮演著它的 

角色，像是英國BBC的“iCan!”。

5% （Newman, 1980）。同樣地，在英國有項實驗性的介入方法，在某個問題住 

宅區域內封閉了其巷弄，這使得社區的社交程度有顯著的上升，並且居民在臨 

床上的焦慮及憂鬱情況也有減少一半以上的成效（Halpern，1995a ;請見第八 

章）。

政策上的進一步建議包括：

•採取措施改變居住區裡的街道性質，讓它們從汽車優先轉變爲行人優先。這 

種街道設計已成功地爲1970年代後的荷蘭所採用，而如今也在許多其他國 

家中試驗。例如，英國政府近來花了三千萬英磅（約合五千萬美金）來進行 

Homezones這類的初探計畫。通常，這類方案的細節會包括重新去鋪設道路 

的表面，以便讓道路與人行道之間沒有分別——讓它看起來就像是整塊遍布 

的行人特區。另外，也替d、孩開創遊樂空間，替居民設置桌子與長椅，並種 

植造景植物以及設置路樁以避免機車呼嘯而過。汽車通常是集合斜放在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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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而不再能沿著整條街停放。在英國，這類特區的限速是20英哩，雖然 

由此可推知汽車將以步行的速度前進。這類方案讓街道成爲一個吸引人的地 

方，創造了非正式互動的機會，因此也促進了鄰居間社會資本的發展。12

•建造短小的道路以及死胡同，而不是打造一條長直大道。事實上，如今這一 

課已爲大多數私部門的開發人士所熟知，即較短的道路與死胡同能創造出一 

個較易管理、較易相互認識的鄰近社區。

•封閉攔腰切分住宅區域的十字型巷弄，以便讓居民能有充分的信心說，他們在 

家戶外看見的人都是附近的鄰居，這尤其應用在大規模的公有住宅計畫上。

311 •讓居民更容易舉辦街頭派對。因爲這需要封閉公共道路，所以在許多國家經

常需要繁複且困難的程序，但其實是可以加以簡化的。

•將當地的公園與遊樂區域升級。支持這類設施的預算通常很容易成爲政策制 

定者及行政官員減少支出的目標，它卻能在建立地方社群上扮演關鍵性的角 

色。設施本身的品質以及種類的變化非常大——生鏽的鞦韆與一片泥土地並 

不足以成爲社區遊憩的中心。公園照護者身兼社區設備維護者，以及支持當 

地商店、咖啡店生存下去的補助方案，都是値得思考的方向(F. Baum and 

Palmer, 2002) °
•讓居民組成的團體更容易成形，並能購買準公共空間的區域(欲知概要的例 

子，請見圖9.1)。這類空間的邏輯是它讓居民及其孩子能在他們願意的情況 

下，在一個安全且封閉的環境中彼此融合在一起，但如果他們不想被打擾， 

仍可以選擇坐在自己私有的庭院內。或許與這類設計最接近的模型是在曼哈 

頓的一些住宅區裡，在其中心部分有著私有的共享庭院(Drayton, 2000) ° 
這類空間設計是得到高度讚賞的，這一點反映在附有庭院的房地產價格高昂 

上，也反映在居民的熱忱上，他們一年至少一次會在社區植樹日時聚集在一 

起，整理花圃並種下植物球莖。然而，準私人的庭院仍是很少見的，因爲想 

將許多人的所有權合併在一起，這在嚴謹的法令限制下是很複雜的，而且這 

類方案很可能因爲一或二個反對者而受到阻礙。

在一些脈絡中，我們或許可以主張應該積極地與選定的私有企業開發者 

合作，進行促進社區關係更堅實的住屋形式實驗。理由在於，造屋者往往在他

12就像所有的交通方案一樣，在此我們也需注意移位的效應——交通被推往其他的街道上， 

這會潛在地破壞了另外一些地方的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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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設計上顯得保守，而這會導致同質且原子化的住宅開發狀況。基本上，讓 

社會互動更容易卻不使之強迫發生的設計，能讓鄰居間較易產生正面且廣泛 

的關係，這對黏著性及架接性的社會資本都有影響(A. Baum and Valins, 1977; 

Halpem, 1995a) °

讓社會住宅分散

社會住宅在物理上大量集中在一起的設計，讓身處劣勢的社群更難以形成 

並維持架接性社會資本，提供較分散的社會住宅將可以避免這點缺失。政策上312 

的選擇包括：

•增加與私人開發商締結規劃一獲利型的合約，以保障一定比例的新設住宅給 

低收入的租客。很重要地是鼓勵低租金的單一住屋能分散開來，與較昂貴的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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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屋混合在一起，而不是讓這類低租金的住屋聚集成常見的龐大、孤立的貧 

民窟城區。

•透過住屋協會或其他供應商，主動的購得人們負擔得起的住宅，或是在較富 

裕地區中的住屋，以提供爲社會住宅。13

這種分散的政策帶來的益處不是立竿見影的，而且可能得花上數十年才 

見成效。收益的程度也仰仗社區既存網絡的互惠及互助之程度而定（Blokland， 

2002）。收益顯然得視個別家戶的分散而定，而非小型住宅區或居住街區而 

定。即使如此，住在較富裕地帶的社會住宅租客並不會立刻找到更好的工作或 

見到自己的收入三級跳。最大的受益者會是他們的孩子以及青少年，因爲這些 

人得以在較多元的社會網絡優勢下成長，並有機會得到周圍中產階級的設備及 

企圖心。例如，在芝加哥法院命令將Gautreaux公共住宅去隔離化後的15年， 

研究發現搬去郊區者的孩子們較不容易輟學，較容易走上念大學的這條路，較 

容易受雇，擁有較高的薪資，且較有可能找到帶有健康福利或其他津貼的工作 

（KIeit，2000）。

使用個人人際網絡，將個人及社區從貧窮的泥沼中拉出來

身處劣勢者可能因爲他們個人人際網絡中，僅僅那麼一位受雇的個人出 

現，使得他們的生涯機會得到轉化。因此，制定出有助於個人性與社會性網絡 

發展的政策，將有助於將身處劣勢的個人與社區重新連結回社會與經濟的主流 

上。例如：

•首先，應鼓勵（或許是藉由經濟上補貼的誘因）廠商從劣勢地區召募員工。

•接著，應鼓勵廠商，利用那些召募自劣勢地區的成功員工，進一步從同樣的

網絡與地區中召募新人。

314

這是仙人掌專題討論會議中提出的一項構想，但在美琴之外的脈絡下應該 

也同樣適用。此項計畫對廠商的好處之一是，個人會小心翼翼地推薦人選給廠 

商，以免找到的是不合適或不値得信任的人，因爲這涉及了他們自身的信譽。

13這類的購買行動已成爲許多國家政策的一環，像是住屋當局的計畫就是在英格蘭提供額外 

的社會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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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激發中觀社會資本的其他構想

以下是一些値得深思的政策構想，可能有助於建立中觀層面的社會資本：

•各國境內區域間在經濟成長上的差異，或許有部分可經由各區域在社會資本 

上的性質與程度之差異來解釋。有些區域擁有很堅實的黏著性或倶樂部型社 

會資本（例如商業協會〉，但架接性及連結性卻相對微弱，它們可能就需要 

找尋能主動促進社會資本重新回到均衡狀態的政策。例如，去改變限定會員 

資格的俱樂部規定，強制讓它們變成是整個社區內的人都可以進入的社團。

•政府可以支持讀書會或非正式的研習性團體成立。這類方案在瑞典被認爲相 

當成功，激發了社會網絡的成形，這是在私下的閱讀及硏習當中無法產生 

的。

• 一個街頭與咖啡廳的文化可以因著主動的鼓勵而產生的。如英國等盎格魯撒 

克遜國家往往將所謂「地中海型」文化無法出現的情況，歸咎於天氣，但事 

實上咖啡廳文化在一些更嚴寒的國家中也能興盛起來，像是丹麥，只要加裝 

街道暖氣機以及在椅子上鋪毯子。咖啡廳文化能促進公共空間的出現，創造 

更普遍的社會互動自然而然出現的機會。

•廠商也是種社會資本。許多廠商已經著手推動讓員工有時間參與志願服務的 

計畫，甚至是鼓勵他們去參與，例如使用像是減稅的誘因。許多廠商已受益 

於希望在工廠內部執行能夠建立社會資本的活動，像愈來愈普遍的員工外出 

曰：特別是這共同的活動涉及社區參與。

•行動電話設有緊急協助號碼或按鍵，能以最接近的三通電話指出手機持有者 

正陷入危險或需要協助的情況。這則求救訊號的接收者理應給予回應，至少 

要確定問題是什麼，或連絡相關的緊急服務。這個方案能破除抑制陌生人 

遭遇危急時，在幫助意願上產生「責任的分散」之迷思（Latane and Darley,

1976）。這是一種利用科技來強化（而非弱化）較大社群內互惠與信任的社315 

會規範之方式。

激發鉅觀層面的社會資本

在國家或超國家的層面上（鉅觀層面），社會資本變得與特定社會網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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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而變得與共享的規範、理解及日常生活中合作與尊敬的習慣有關係。這 

一點也反映在努力追求的政策上，其中大多都是需要人民與政府間形成伙伴關 

係才可行的。

公民教育與服務課程

傳統的公民教育是教授孩子與他們的權利、政治體系、憲法相關的「事 

實」。證據顯示，這類計畫對政治知識的多寡是有一些影響，但是這些影響很 

輕微且並不深遠（Niemi and Junn, 1998）°相較於傳統公民教育，服務課程則是 

採用較動態、實作取向，以做而非正式學習的方向來認識公民身分。

•相較於傳統公民教育，服務課程可能可以提供較有效的方法來建立社會資 

本。它包括了實作（例如蒐集可回收的垃圾）、討論（例如集結成一個團 

體，分享彼此的經驗）、學習（例如橫跨眾多課程而形成的知識，像資源回 

收就會涉及化學、生態學、全球暖化）。目前，在歐洲或美國的學術研究， 

都在評估這類課程的成效。14

•値得考慮的是將這類課程計畫配合參與社區服務的必修課程以及顧問諮詢計 

畫（請見之前的討論），一同進行。讓學生對自己的校園環境與課程（至少 

是與公民教育相關的）有更多的控制權。整個社會能給予年輕人更多正式的 

肯定，例如將投票的年齡門檻降低到16歲或更低（請見以下的討論）。

社區服務點數方案

社區服務點數方案的內容通常是根據服務時數，提供志工非金錢性的 

316點數。這些點數之後能交換，像交換其他種類的服務。這類方案首先盛行於 

1980年代中期的美國，當時民權律師Edgar Cahn在華盛頓發展出了一套社區

服務現金方案。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瞭解，這些方案令人產生特別興趣的原因，不僅是因爲 

它們是金融體系的偏門，讓人們可以避免賦稅（有些LETS15就是這麼認爲），

14針對這類議題進行研究的團隊包括在荷蘭的Van Deth等人，在英國的John, Halpern與 

Morris，在美國的Saunders與普特南。

15即地方交易與貿易體系（Local Exchange and Trading Systems）。很多稅務稽査人員懷疑這不 

過又是地下經濟的另一環；人們想透過付出其他財貨或勞務的方式取代現金，以達成避稅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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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這些方案承認關懷與金錢價値之間不能完全轉換的特性——用日常生活的 

語彙來說，即「你無法買到愛」。這些方案試圖藉著將較抽象交換的益處應用 

在非貨幣或禮物「經濟」中，使得關懷與互惠的行爲得以延伸。如果一位朋友 

邀請你到家中享用晚餐，在離開之前你爲了回報朋友的恩惠而掏出錢包，想支 

付這頓晚餐的費用，這種舉動很顯然是不得體的。同樣地，不管是窮光蛋或大 

富翁都曾被母親告誡過，在那種場合下，如果對方不常來拜訪你，你就得送上 

更昂貴的禮物。重點在於有幾種禮物或關懷責任，是無法僅以金錢支付的方式 

來清償的。反而我們以特定一種行動來回報：藉由回邀朋友；藉由在對方需要 

我們時挺身而出；藉由許多其他「日常生活」裡表達情感與歸屬的行動。16

服務點數方案在世界各地漸漸散布開來。在政府與社區本身現金短缺的開 

發中國家則特別有用。例如，巴西境內的一座城市開始了從事資源回收者可能 

換取公車票的點數，而在幾個月內，孩子們已將貧窮區域內髒亂的街道撿拾得 

乾乾淨淨。這個方案的成效如此顯著，以至於其成爲同規模城市中唯一母需使 

用昂貴的資源分類機器之城市。這類方案能成爲現金有限的行政機關，在渴望 

針對公共財進行投資的事務上，一種威力十足的方式。在同一座城巿中，其他 

涉及交易的點數方案（像是爲了增加公共綠地），都有助於讓此城巿的成長率 

高於該區域的成長率，同時也讓它成爲國際知名的綠化模範城市。

英國是OECD國家裡很典型的一個，帶有這類構想的實驗方案雖然不多 

但日益增加。目前在英國至少有25個時間銀行（Timebank）方案大略以Kahn 

的想法模塑成形，而至少有另外14個方案是在執行中，其中經常接受政府某 

種形式的支持。這些方案包括志工依時數可換得隨後與其他志工一同「花用」

之點數的方案，而這個點數也可以捐給他人，讓此人接受額外的幫助。在某些 

地區裡，這些點數也可以用爲使用地方當局擁有之設備的權利，或支付圖書 

館借書逾期的罰款等。然而，目前這些方案的規模都很小，而巨也都僅限於當317 

地，最大規模僅含括120至130人之間，這與-些美國的方案很不一樣（像在 

聖路易的，如今就含括了超過一-萬二千人）。

這類方案是有潛力可推廣到更廣的層次，甚至是全國的規模。例如，曰本 

人已直接成功地引進了一個針對老人照顧方案（在日本人口老化的脈絡下，這

16《讓愛傳出去》（Pay itf腳ard）這部電影裡以一個簡單的架構來鋪陳我們互惠的習慣。有個 

小孩想出了一個構想，即在學校內推行做三件好事的計畫，而受益者必須照著這個簡單的規 

則做下去，不是向施恩者「回報這個恩情」，而是必須「讓愛傳出去J給另外一個人，因此， 

創造出了一個正向施恩的金字塔，而這個世界也因此變得更美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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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獨特的問題）。志願照顧老人家者能獲得點數，而且這點數因著付出的時 

間與提供服務的性質而有不同（例如，協助整理個人衛生，能獲得的點數就比 

協助購物來得多）。這些點數可以被轉移給其他人，例如自己住在國內其他省 

分的年邁親人，也可以基於需求的關係而捐贈出去，還可以用來支付自己未來 

可能的照顧需求。經由此方案付出之關懷的品質，經研究發現比起付費取得的 

要髙，而且老人家也偏好前者，他們將之視爲是種善舉。

因此，雖然特定政策構想可能變異很大，但可能包含：

•擴展並推廣地方性的時間銀行方案，理想上這能連結到地方上的ICT網絡； 

透過ICT網絡，志工可以在地方層面上媒合到有此需求或身陷困難者（請一 

併參與前面討論到ICT的小節）。

•在教育體系內，可以將點數施予參與服務課程的孩子；擔任低年級學生顧問 

的高年級學生；或志願擔任課程助理的學生。例如，在英國就有提議，即給 

予孩子一張極具吸引力的「連結卡」，讓他們可取得特定的教育服務，或是 

可以去上某些課的權利；能取得免費的餐點等等。這個卡也可用來儲蓄非貨 

幣形式的志工點數。另一項替代方案是這些點數可用來換取學生日後教育所 

需的信託基金（Paxton,2002）°
•在健康服務上，點數可用來換取志工照護者、翻譯人士、律師等，這是我們 

從曰本略爲汲取到的成功經驗。

•在津貼體系上，以社區服務的點數能獲得的額外非金錢益處，可以補充傳統 

上以金錢形式進行的津貼。它們之後可被用來「購買J由志工提供的服務， 

例如親職教育的諮商，或是取得其他形式之社會資本的管道。

•創造出在全國甚至是國際間都被承認的社區服務通行貨幣。

318 社區服務點數所面臨的一項難題是，它們到底與一般通行貨幣之間的可

互通性要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在美國，小布希總統擴張了志願服務的方案，讓 

志工能以明確的金錢價値受益，尤其是以大學獎學金的形式（請見之前的討 

論）。有些州推行的方案，例如明尼蘇達社區服務幣，可以在信用卡以及一般 

的現金卡中累積數値，+而且社區服務幣也被一些商家接受，可用來部分地支付 

商品。例如，在美國大賣場中的一家餐廳允許你以社區服務幣來支付餐費的半 

價（至少在用餐尖峰時段之外是可以的）。對商家而言，這算是一種低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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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獻行爲，畢竟額外的服務對他們來說只需要很低的邊際成本。

這類的模式是可以被普及化的。例如，醫院的志工或許可以在一般信用卡

中累積社區服務點數、英鎊與歐元，然後可以使用它們來支付一頓早午餐的花 

費。或許，他們也可以用在自己的一位年輕親人身上，幫他（她）付清學費貸 

款；也可以用來在當地學校聘請一位諮詢顧問；用來換得博物館免費入場的許 

可；或乾脆用來購買在該醫院的其他照顧。

假若點數過度完全或輕易地可代換爲一般金錢的話，就存在著很大的風 

險，即志願服務所體現的互惠與關懷之獨特精神可能被腐蝕。另一方面，特別 

是對那些經濟狀況不佳但時間充裕的志工來說，使用點數購買特定商品的能力 

是這些方案中很重要的一項特色，需要被保存下來的是交換行爲中的關懷性 

質。因此，當國家支持這些方案時，爲了要保存此特質必須做的是強化關懷互 

惠的邏輯。一位使用這些點數來支持孫兒能接受大學教育的爺爺似乎就是合宜 

地在交換，但使用點數來壓低購買跑車的開銷就不是了。

創造一項當代共享的「道德性」論述

能促進陌生人及朋友間合作的共享認識也是社會運轉的動力與讓它能生氣 

蓬勃的因素。這類認識包括「不可殺人」（Thou shall not murder :擇註：作者應 

暗指聖經中的十誠），乃至於在電扶梯上必須靠右站立。但這類規範從何而生？

偶爾，我們可能見證一項有益社會運作之行爲的嶄新集體規範發展出 

來，像是在緊急情況下使用警示燈來警告其他駕駛「前有危險」。心理學研究 

緊急情況的成果裡，已有個針對這個現象所進行的精巧微觀例證（Lataneand 

Darley, 1976〉。當一群人面對一個模擬兩可的情境，在其中應如何舉措方向不319 

明時，他們會暗中地觀察其他人以尋找行動的線索。心理學者觀察到，當一群 

人坐在一個煙霧繚繞的房間時，每個人彷彿都不覺得有什麼異常，沒有人要 

求幫忙，也沒有人大喊「失火了」，這全是因爲他們都注意到了其他人並不驚 

慌，因此不可能是緊急事件！這眞是令人難以致信，研究發現實驗設計中包含 

的人數愈多（像是以八個人來代替僅有二、三個人）任何一個人介入的可能 

性就愈小。同樣地，研究也顯示一旦有人以特定方式行動（例如破壞一台車 

子），隨後就會有其他人很快地有樣學樣。

此研究成果的一項寓意就是社會規範；對於什麼構成了可接受或合宜的行 

爲認識；甚至是目前情境爲何的定義，都是由那些在場者或其他人提供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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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去「協調」的。這一點尤其可適用在新的不熟悉情境。社會規範並不會無 

中生有，而是演變出來、協調出來的，一般都必須經歷漫長的時間。

傳統上來說，宗教社群是許多這種論述的棲居地，但今天已愈來愈常見於 

政治的場域以及大眾媒體上。它是一項圍繞在種種文化模糊性而進行的活動。 

西方工業化國家裡的自由主義與較個人主義式的傳統，讓我們懷疑政治人物或 

其他領袖闡述的種種道德應然願景。我們更進一步該思考的是，在當代社會中 

這類的辯論與論述應如何、在何處可以產生，並且要如何才能促進之。

•各個社會及社群需要去思考，什麼類型的討論場合是在21世紀中最適宜用 

來商議共享的道德及行爲習慣，並對此達成協議的。

•利用隨機抽樣的方式，來進行公共決策審議式論壇，包括在政府最高層級 

內，是値得更廣泛考量的形式。這些論壇進行的程序包括將民眾中隨機抽樣 

選出的人員集合在一起，通常約100人以上，向他們報告爭辯之議題的兩造 

之論點，最後讓他們投票表決來決定政策的走向。審議式投票不論在歐洲或 

美國（事實上，在此所有審議式民主都是接受媒體委託而進行的）都已顯示 

參與者能達到對複雜議題（包括政府預算〉進行理性判斷的程度。17

•肥皀劇與其他通俗媒體秀在審議與發掘社會及道德議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320 許多政府與有共同利益的團體已經以某些形式施壓，希望他們所關切的問題

也能在這類節目中播送，像是毒品、墮胎等。或許這個過程還得讓更多的民 

眾參與，而節目製作人也有義務在探索難有結論且重要的議題之後，允許有 

公共辯論的播送時間。在兩者相互妥協下，可能存在著一些輕微的政府保護 

措施，這主要是透過一個小團體來管控主要頻道內容進行。或許，經驗共 

享本身（擁有一個特定節目是大部分的人民都會收看的）跟分享的內容一樣地重 

要。如果對話者都有管道取得相同經驗的話，要開啓對話就會容易得多。18

17同樣地，有個能在2100年發展出的細緻、永續且可欲的美國共享願景之創意練習.，作出了 

這個結論，即它將體現出一個徹底被強化的「強民主J來（Farley and Costanza, 2002）。

18例如，像Big及ro从er這類節目已在許多國家被模仿。它不只常吸引大量的觀眾，同時也得 
到許多媒體評論人的廣泛關注，並在國內各工作場所、學校與家裡引發熱烈的討論。雖然在 

某個層面上看來是十分俗氣，但這類評論（特別當它們在更廣闊迴響的光照下得到修正後） 

將成爲一個社會在其中能達成何爲可接受行爲之共識的論壇。常常欺騙的行爲會被貶視，而 

他人的行爲也會冷靜地受到尊重。有時即使是評論者本身都會被抨擊，而且當他人持不同見 

解時，必須更改自己的立場。在這場談話的所有過程當中，社會正針對什麼構成了可接受的 

行爲，在與自身協調，澄清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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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常見的方法，例如公民教育或普遍的教育，在擴展人民對自己團體的觀 

感、激發架接性社會資本、共享的認識與減少衝突上（請見以上的討論），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這些方法亦需要加以散布、流通開來。當我們在學校 

教授數學、科學與英文時，課程與內容大多是由上而下制定好的，並且對何 

謂「正確答案」有著相當明確的概念。但這並不需要應用到公民身分上。或 

許，學校公民課程裡很重要的一環應該包括來自其他學生認定爲正確或錯誤 

的回饋，同時也應該包括由學生組織進行的調査與討論，回饋到持續辯論上 

的清楚意識。

促使相互尊重得以產生

互惠、信任及大多數的社會資本形式都極仰賴於相互尊重。從微觀到鉅觀 

層面，假使少了相互尊重的基礎，正向社會關係都不可能發展出來。地位的差 

異之所以有可能摧毀社會資本，有部分原因是因爲它會破壞尊重，許多廠商及 

一些公部門已經學會這個教訓，如今它們跳脫了過度階序化的控制體系，取而 

代之的是打造圑隊合作的氛圍與平等的傾向（請一併參考第八章）。

可能的政策意涵如下：

•打破通往相互尊重的障礙以建立信任（有時就是字面上所說的障礙，例如 

福利津貼辦公室、醫院、銀行櫃台中擋板）。物理上的障礙經常傳達一個訊321 

息，即位在擋板另一側的人是很危險且不能信任的，而且讓服務人員維持著 

疏遠且冷漠的態度。在這類隔離中，身體上的保護常常成爲了一個藉口而非 

理由。

•更廣泛地使用一些機制，讓政治與企業領袖能直接接觸一般民眾的觀點，像 

是透過「公民陪審團」的方式。公民評審委員團（citizens’juries）包括將12 
位左右的一般民眾聚集在一起達一週之久，以聆聽針對特定議題的證據，並 

提出自己認爲應該怎麼做的意見。他們通常擁有權力宣喚專家或資深人士來 

提供證據。在英國，一般認爲每五個地方代表委員會中就有一個是使用公民 

陪審團，且成效非常好，雖然在更高層級的政府裡鮮少採用。非常重要的是 

公民評審委員會與其他類似的機制都試圖與廣大的民眾溝通，政府聆聽他們 

的聲音，且關心那些「像我一樣的人J，也就是「一般」人。同樣的論點也 

適用於審議式投票中（請見之前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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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年輕人的聲音，信任他們並賦予更多的責任，包括降低投票的年齡門檻 

（請見之前的討論）。年輕人在更期待自己擁有更多個人自主性的同時，卻 

在政治參與度上有了劇烈的下降。研究發現一旦年輕人在某次選舉裡未投票 

後，往後也很有可能不再投票，也因此上述問題獲得特別的關注。有項回應 

前述矛盾的作法是傾聽年輕人的聲音，信任他們並賦予更多的責任，像是降 

低投票的年齡門檻至16歲。另一個可能的作法是發展「青年議會」，像在族 

群混合的英國小鎭Bradford已在進行的那樣。如果我們要青少年對於公民 

資格有更深入的瞭解，還有什麼比起授予他們投票權要更能展現出對他們 

（以及政治人物）參與的尊重呢？針對這個構想，還有另一項有趣的調整 

是將投票權授予年紀更小的人民，甚至是12歲以上即可，但前提是要得到 

（或被授予〉監護人或父母的信任。19 20這項前提是認定了父母會與孩子討論

這個議題，並傾聽他們的意見，雖然這不必然意味會受他們意見左右。再 

次，我們看到相互尊重是這個訊息裡關鍵的一環。

•推展人權、民主與法治，讓它們在現實生活中實現。這一組價値與制度已 

被稱之爲「世界主義式的民主」（cosmopolitan democracy）的發展（Held, 
1995），或許也預示著終極的全球型社會資本將演進發展。

322 上述構想的替代方案是確保我們都可以被含納到政治與公民參與中的一些

想法。最爲人所知的例證就是澳州實行的強制性投票的概念。更爲激進的想法 

是國家應該設立所謂的「審議日」，在這些時間內，全國人民就可以花一天的 

時間專注於討論某些議題（事實上時間前後達二天，以便讓一些在關鍵性服務 

業的從業人員也能參與；Ackerman and Fishkin, 2004） °這些概念當然値得去思 

考，但令人擾憂的是它們較具義務的特質會在考慮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失敗。

其他能促進鉅觀社會資本的構想

有些人或許熨得上述的構想已經夠激進了，但底下還有其他的：

•從較「理性」的地理與文化區域中積極召集出各自的運動隊伍，如此一來可

19類似的情況請參考Wallerstein（2002）的報告，內容提及了新墨西哥州一項賦權青年計畫的 

正面成效。

20這個構想乃是劍橋大學歷史學者Simon Szreter提出，而引起我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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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特定的團體認同更加鞏固。例如，地區政府的效能與民主責信的能力變異 

非常大，很大的原因是只有一些地區擁有具意義的地區性認同。像在西班牙 

或英國，有些地區性政府機關擁有強大的民選議會，有些地區的政府機關則 

很低調且未有民選基礎，它們僅執行中央政府的政策而已。這也製造出國會 

的問題，因爲裡頭有些地區可以針對一些對自己無直接影響，但對其他地區 

有影響的議題去投票表決。由於運動隊伍能創造出強而有力的歸屬，地區性 

隊伍可能可以加速較爲平等且普及的民主責信能力的產生。或許，同樣的邏 

輯也可以應用在超國家的結構上。也許組成一支歐洲足球聯隊來對抗美洲聯 

隊，比起在布魯塞爾的官僚體制(譯註：即指歐盟議會，其總部設於比利時 

的布魯塞爾)更有助於孕育歐洲民主的肥沃土壤？

•經由集體及審議的方式參與人類有願景的工作，這些工作是有潛力去改變我 

們看待自己與他人的方式。戰爭是很經典且負面的例子，但正面的例子也不 

少。當我們看到從外太空看地球、火星上的登陸車拍下的、透過哈伯望遠鏡 

看到的遙遠銀河系，或地球遠古的奇異生物等影像時，它往往能將我們的地 

方認同與爭議轉移到人類一致團結的共同認同上。我們很難知道要有多少這323 

類認同上的轉移才能避免戰爭與衝突，但從「這類宏大的集體任務是我們融 

鑄一個更爲全球性的認同所僅有的機制之一」來看，它們確實是値得花錢的 

刀口。

結論

本章試圖回答的關鍵問題是「我們能做什麼來創造社會資本嗎」。即使有 

人質疑這裡所提出的某些建議，針對這個問題的整體回應仍是毫無遲疑的「是 

的」。

很強且明確的理由讓我們將社會資本的思維應用在各種政策的制定上。 

這種應用並非不會受到批評，社會資本取徑已因爲範圍太廣的缺點而被批評， 

包括試圖建立一個「無成本」的重分配方式(Mohan and Mohan, 2002)、與女 

權之間的張力，尤其在發展中國家(Molyneux, 2002)°當然，並非所有形式的 

社會資本都能產生正面的效果；再者，也應該運用維他命模型。尤其，狹隘地 

把焦點集中在愈來愈增加的社區黏著性社會資本假使未有其他架接性或連結性 

社會資本加進來均衡的話，可能會帶來顯著負面的外部性(像是團體之間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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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強化社會區隔；有時會使個人身陷貧困的泥沼）。

最後，一個很實際的政策問題是政府是否需要一個明確的「社會資本策

略J。雖然有些政策制定者視打造社會資本或「公民再造」本身爲一項重要的 

目標（Blunkett，2001），但大多數的政策制定者對社會資本的興趣都是做爲其 

他政策目標的手段，像減低犯罪或提高教育表現。這個普遍但有限的興趣導致 

許多政府各部會都著力於這個議題，有時抱持著相互衝突的旨趣，有時是在推 

動成效矛盾的政策。往往所有個別的部會都無法達到議程中的最終目標，即使 

它們對政策的總體衝擊是很大的。它也往往會導致不斷重覆進行傳統形式社會 

資本的努力，像透過社區再造計畫，然而更具創意的構想卻常被忽視。這些考 

量告訴我們，圍繞在傳統政策分類：健康、犯罪、福利、經濟發展等等，組織 

起來的政府，不論在地方或全國層級上，都需要發展出有清楚主責劃分的明確 

社會資本策略。

324 社會資本應該被視爲給予政策制定者一根有用的扳手，可改變社區與社

會組構的性質與重要性，它也是一個有用的創見資源，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政策 

施力點。我們可以帶著夢想地這麼認爲，未來的學術與政策發展將改善在此呈 

現的構想。或許有些構想是無效的；或許，有些聽來很古怪的構想卻是效果奇 

佳。然而，我最信心滿滿的一點是這個概念、這些構想以及它所促發的議題在 

未來數十年間，仍將是重要且不斷被討論的。

社會資本對我們的個人生活安適與否、我們的經濟、我們社會十分要緊， 

因爲我們是札札實實的社會性存在，它深植在我們的血與肉之內，不管是在概 

念上或實際日常生活中。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的政策與辯論勢必顯得淺陋、毫無 

說明力。社會資本當然還是會繼續存在。

進階閱購

想要得知在美圃脈絡下政策發展的朋友可以參考以下這些有用的資源：仙人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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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討論會議的出版品，你可以在www.ksg.harvard.edu/saguaro找到它們。這場會議的重 

要結論被摘錄在普特南(2000)的最後一章。另外，普特南與Fddstein(2003)中可 

發現有趣且能激勵我們的個案研究，其中講述著打造社會資本的成功案例。在WWW. 

usafreedomcorps.gov或www.americorps.org上都可看到小布希的志願服務方案細節。

在OECD的這份報告(2001a)之後，我們可以預期它還會跟進旦發表成果。或 

許得花上一些時間，但OECD通常會出版一些有趣的報告，其中會蒐羅各個國家的政 

策發展情況，並歸納出較一般性的教訓與分析。同樣値得一看的是OECD報告作者群 

之一的Tom Healey近來應愛爾蘭政府之請所寫出的概要性報告(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nn,2003)。報告中充滿著許多在愛爾蘭實際應用的政策與資料，但也記下了 

許多適用於其他國家的構想，以及一套有用的相關詞彙彙編表。

至於英國，讀者或許可以選擇Aldridge與Halpem (2002)，雖然這份文獻與之前 

的討論有不少重覆之處。在寫作的同時，英國內政部與副首相辦公室都針對了公民再 

造與社區再生的議題起草政策走向的論文。

想瞭解非OECD國家情況的讀者，從世界銀行的網站開始是個明智的選擇：325 
www.worldbank.org，你只需要鍵入你在這個社會資本連結中最感興趣的國家即可。

最後，我推薦David Held關於《世界主義式的民主》(cosmopolitan democracy)發 

展的著作，像Held (1995)，這麼做並不是基於他曾是我的編輯的關係。社會資本的 

議程常常會換變成傳統社群的議程，以全球的維度來思考這些議題，能提升我們的心 

智，同時讓我們在思考「該往哪裡去」時，給予我們一個既實際而且又正向的觀點。

%25e9%25a1%258c%25e8%25a8%258e%25e8%25ab%2596%25e6%259c%2583%25e8%25ad%25b0%25e7%259a%2584%25e5%2587%25ba%25e7%2589%2588%25e5%2593%2581%25ef%25bc%258c%25e4%25bd%25a0%25e5%258f%25af%25e4%25bb%25a5%25e5%259c%25a8www.ksg.harvard.edu/saguaro%25e6%2589%25be%25e5%2588%25b0%25e5%25ae%2583%25e5%2580%2591%25e3%2580%2582%25e9%2580%2599%25e5%25a0%25b4%25e6%259c%2583%25e8%25ad%25b0%25e7%259a%2584%25e9%2587%25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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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nier，P. 215 
Guttman, J. M. 66

Hagan, I 118
Hall, P. A. 243

associational membership 社團的會員 

數 212,214,215
British voluntary sector 英國的志願服 

務領域232
voluntary sector志願服務領域 

290-1
women and education 女性與教育 

253
women working職場上的婦女272 

Halpem, David S. 182, 261, 282
‘Catherine Wheelr model「凱薩琳之 

輪」模型276-9
crime statistics犯罪的統計數字J 33 
individualistic values個人主義傾向的

價値觀238,239
physical environment 物理環境 263， 

266
strategy paper策略小組的文件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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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ifan, L. J. 6, 10 
Hargreaves, David 158-9 
Hamz Polls 210 
Harris，T. 76-7, 83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社群心理健 

康88

Hartless, G. 145 
Healey, Tom 324
health and well-being健康與生活安適 

air travel example 飛機的比喻 104-6 
blaming the victim 責怪受害者 104 
causal relationships 因果關係 74-5 
communities and 87-91» 91-5, 110 社

群以及

education about 相關的教育 166 
happiness 快樂 79-80,87-91 
individuals 個體 109-10 
inequality 不平等 107-9,11142 

material versus psycho-social 物質性

相對於心理一社會性的解釋101-6, 
111-12

nations and 各國以及 95-9, 99-101， 
106-12, 110

physical illnesses 80-4 生理疾病 

self-rated 110自我評斷的 

stress and causes 壓力與原因 84-6 
suicide rates 自殺率 73-4,110 

unhealthy behaviours and isolation 不

健康的行爲與孤離86
Hegel, Georg W. F.黑格爾 20 

Held David 182, 325 
Heller, Patrick 177 
Helliwell, John 64, 72, 112, 262

nations and mental health 各國與心理

健康97-9
regional governance 地區的治理 

174-5
Henderson, A. T. 142
Hierbert, J. 160
Hirsch, F. 238
Holland, P.B. 151
homosexuality 同性戀 64
Hong Kong 香港 143
Hooghe，M. 259, 282
housing 住屋 172-3, 311-13 I see also 

under environment, built誚一併參考環 

境，被建造的

Huckfeldt, R. 189^90
Hughes, M. E. 147
human capital 人力資本 4
Human Rights Convention 人權公約 

182
Hungary匈牙利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216 
governance 治理 177 
physical health 生理健康 100, 106-7

Iceland 冰島 101
identity 認同 192

immigrants and migration 移民與遷移 

education and 教育以及 158 

global social capital 金球社會資本

69
post-9/11 U.S. 911事件以後的美國 

209
residential mobility 住戶的流動 

262-3
social trust and社會信任以及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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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ward mobility 向上流動 49-50 
India 印度 153,177

education 教育 153 
individuals and individualism 個人與個

人主義

and associational life 以及結社生活 

223-4
consumerism and消費主義以及229 
effect on national values 對國家的價

値觀的影響274-6
micro-level social capital 微觀層面的 

社會資本 17-18, 279-81
not necessarily selfish 不必然是自私 

的 238-40
trends towards 其趨勢 242 

inequality 不平等

case for intervention 介入的例子 

285-6
crime and犯罪以及132-3
economics經濟狀態271
effect on social capital 對社會資本的

影響281
hierarchical social structure 階序社會 

結構269-71
omitted from Saguaro Seminars 仙人 

掌專題討論會議遺漏的29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資訊科技 54 

Inglehart, Ronald 235-6 
interest groups 利益團體

defining social capital 界定社會資本 

2
internet connections網際網路的連接 

307
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isation Survey

國際犯罪受害調査133-4,141 
Ireland 愛爾蘭 55,90,287 

Israel, G. D. 145 
Italy義大利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170, 
174-5, 185,231，261-2,268

regional economics地區的經濟情況 

63-4
social trust 社會信任 97

Jacob,Jane 6
Japan 日本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219-20 
corporate politics 企業政治 186 
education 教育 159 

health 健康 101
Putnam’s analysis and 普特南的分析 

以及230
service credit 服務點數 317 
trust and 信任以及 8, 59,60

Johnian News《聖約翰人通孰》43 

Johnson, A. W. 149-50 
Jones, D. 146

Kahne, J. 150
Kanazawa，S. 255
Kang，N. 255
Kawachi, Ichiro 16, 106-7, 112, 130, 132 

levels of 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的層

面 17,18
trust and illness 信任與疾病 99-101, 

102
Keefer, P. 72

civic co-operation 公民合作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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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trust 社會信任 60-63 Loury, Glenn C. 47,72
Kentworthy, L. 62 Lowndes, V. 36, 224
Kirkholt project Kirkholt 方案 127 Lui, J. 119
Knack, Steve 16,72 Luiz, 3. 20

civic co-operation 公民合作 187 Lynch, J. W. 104, 107, 112,105, 115
reciprocity 互惠 176-7 
social trust 社會信任 60*3 MCarthy, B. 118

Kposowa, A. 120 McGrew, A. 182
Kraft, E. 181 Madagascar馬達加斯加46
Krueger, A. B. 162 Maier, K. D. 119, 179, 181
Krug, B. 69 Majoribanks, K. 143
Kunioka, T. 179 Making Democracy work (Putnam)《讓民

Kwak, N. 255 主運轉起來》（普特南）7-8

La Due Lake, R. 189-90
Marks and Spencer 54
Marmot, M. G. 103

La Porta, R. 177-8, 185, 270-1 marriage 婚姻 76, 79-80 ; see also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59, 60 families請一併參考家庭

Latvia拉脫維亞216 Martin, Lee 6
Laub，J.H. 115, 117,141 materialism物質主義

La vis, JL 108 individualism and個人主義以及

law 法律；see also sanctions 請一併參 229, 238-9
考約束力量 post-materialist thesis 後物質主義的

Lawrence, R. J. 237-8 命題235-6
Le Grand, Julian 273 values and價値觀以及237-8
Lee,V. E. 151 McKenzie, K. 112
Leffert,N. 115 media媒體

Leicester Neighborhood Watch Leicester moral discourse 道德論述 319-20
社區守望計畫128 mental health心理健康

Lithuania 立陶宛 216 close relationships and 親密■係以及

Llewellyn, C, 23 76-7
Lochner, Kimberly 16 families and 家庭以及 77
London Theatre Festival 倫敦戲劇節 local/ community 當地 / 社群 87-91

305 schizophrenia 阿茲海默症 78-9
lottery winners 樂透彩得主 80 social support and 社會支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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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9
Mexico 墨西哥 62,220
military 軍事 91
Minnesota Community Service Dollars 明 

尼蘇達社區服務幣318

Mittleman, M. S. 76-7
Morgan, S. L. 152-3
MORI (社會研究機構〉180-1 
motor industry 汽車製造業 54-6 

Muntaner，C. 112

nation-tates (民族)國家

‘Catherine Wheel’ model and「凱薩

琳之輪」模型以及276-9 

citizenship education 公民教育 315,
320

crime and 犯罪以及 129-35 
economics and social capital 經濟情況

與社會資本59-63 
education 教育 160-3 
levels of trust in對之的信任程度

59-61
mental health of 其心理健康 95-9 

omitted from Saguaro Seminars 仙人

掌專題討論會議所遺漏的293, 295 
physical health of 其生理健康

106-12
policies of mutual respect 柜互尊重的 

政策320-2
regional economics地區的經濟情況 

63-5
service credit schemes 服務點數方案 

315-18
shared 4moral' discourse 共有的道德

論述318-20
social trust 社會信任 134
trust and illness 信任與疾病 99-101

National Crime and Victimization Survey 
(U.S.)美國犯罪受害調査141

National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 
(NELS) 國家教育貫時研究143, 

145, 147,152, 155,157
regional differences 地區的差異 

160-1
National Trust 各國的信任 212-13 
neighbourhood 鄰里(社區)；see

community, social networks 請見社 

群、社會網絡

Neighbourhood Watch schemes 社區守 

望計畫126-9
The Netherlands 荷蘭 46, 273, 310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219
neuroeconomists神經經濟學家246 
New Haven, Connecticut 康乃迪克州的

New Haven 190-1
New Zealand 紐两蘭 186
Newton, K. 282
Norris, P. 194
Norway 挪威 162-3,273

O’Brien，M. 146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ONS)國家 

統計局287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經濟合作發 

展組織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203 
confidence in state institutions 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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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的信心277 
education 教育 162 
increased education levels 教育程度的

增加233
intervention policies 介入性的政策

284, 285
policy development reports 政策發展 

報告324

report on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關 

於人力與社會資本的報告287
research 研究 38
service credit schemes 服務點數方案 

31547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經貿組織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cont’d)合作暨發展(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316-17 

welfare provision 福利服務 292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國家之安

和樂利》31,40 

Ornish, Dean 83-4,112

Paasch, K. 148, 152, 153, 160,169 
Page, Ben 181 
Payne, C.
Patersen, A. C. 115
Petersen, T. 47
Philadelphia Birth Cohort Study 費城出 

生世代硏究H7
physical capital 實物資本 4 

Plutzer, E. 148 
Poland波蘭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216 

policy making政策制定

case for intervention 介入的實例 

284, 285-6
caution in assessment對於評估的告誡 

288-91
community/ neighbourhood level 社群 

/社區的層面303-15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and 社會資本 

的概念以及1-2
individual level 個人層面 295-302 

investment and substitution 投資與替

代 291-2
macro level 鉅觀層面 315-24 

measurement and date測量方式與日

期 286-8
planning built environment 都市計畫 

中建造出的環境310-13
young offenders 年輕的違法者 

299-300
politics 政治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192-3 
in Britain 在英國 214-16 
compulsory voting 強制性投票 322 
participation 參與 188-92,203-5 
policy making 政策制定 294 
trust in politicians對政治人物的信任

205
world trends世界的趨勢222 

Portes, A. 17,18,39 
Portugal 葡萄牙 216 
Posner, D. N. 183-6, 188, 194 
poverty 貧窮

education and 教育以及 156 
and health 以及健康 99, 101-6,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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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ives to reduce 減少的方案 291 
personal networks個人人際網絡

313-14
welfare provision 福利服務 272-4 

power relationships 權力關係

public good and social capital 公共財 

與社會資本22-5
prisoner’s dilemma 囚犯兩難 67 

Pruitt-Igoe Project Pruitt-Igoe 計畫 310 
Prusak, L. 58
psychology 心理學 35 

personality 人格 246-8
public good 公共財 

power relations and權力關係以及

22-5
public/ private sphere 公 / 私領域 

designed physical environment 經設計

的物理環境264-7
public/ private spheres 公 / 私領域 237 
public service 公眾服務

health and well-being健康與生活安適 

107-8
Putnam, Robert D.普特南 viii-xv 

analysis centred on U.S.針對美國的分

析 229-31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62, 

183-6, 193, 194,201-3
‘Benchmark Survey’ 基準點調査 

287
Boiling J/ewe《獨自打保齡球》176, 

199-211,230,242, 243
on causes 論原因 234,282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mmunity association 社群的結社

258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的概 

念1,6
on crime 論犯罪 123,225
education 教育 161
factors in decline 衰退的因素 227-9
on happiness 論快樂 80
on health 論健康 73,86-7
hierarchical social structure 階序社會

結構270
on Italy 論義大利 170-1，261-2,268 
Making Democracy work《讓民主運轉

起來》7-8
post-war GIs戰後的美國軍人法案 

257
regional economics地區的經濟情況 

63
Saguaro Seminars仙人掌專題討論會 

議 292-5,324
social trust measurement 社會信任的 

測量32,35
on television 論電視 254-5 
transaction of capital 資本的交易 30

‘Tuning In，Tuning Out’ 8 
women’s labour 女性勞動 272 
and world trends以及世界的趨勢

223

Qian, Z. 148-9
Quinton, D. 117

race 種族；see ethnicity and race 請見 

族群與種族

Rahn，W. M. 232, 2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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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eigh Youth Development Programme 
Raleigh青年發展計畫300

rationalization 理性化 20-1 
Raudenbrush, S. W. 141 
Reagan, Ronald 雷根 273-4 
religion 宗教

church membership 教友人數 203, 
211,212,213, 221,222

hierarchical 階序的 178,268 
moral discourse and道德論述以及

319
policy making 政策制定 294 
social engagement 社會參與 254 
suicide and 自殺以及 73-4

research 研究

measurement 測量 31 -2
models for 研究模型 35-8
social trust measurement 社會信任的

測量32-5 
trends 趨勢 37-8

Restell, Tony 43
Rich, P. 36
Robinson, J. 146-7
Romania羅馬尼亞 n9
Roseto, Pennsylvania 賓州的 Roseto 

92-3,110,257
Rothstein, Bo 223, 243, 282

means-testing and trust 經濟情況調査

與信任273
trust in Sweden瑞典的信任情形 

257
Royal Bank of Scotland蘇格蘭皇家銀行 

306
Rupasingha, A. 65

Russia俄羅斯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216 
emotional health 情緒健康 77 

government in Novgorod 在 Novgorod
的政府186-7

levels of trust 信任的程度 8, 60 
low social capital 低社會資本 273 
Novgorod government Novgorod 政府

.177
physical health of 其生理健康 100-1， 

106-7

Sacerdote, B. 191，195
Saguaro Seminars仙人掌專題討論會議 

324
Bettertogether《在一起更好》293-5 

personal networks個人人際網絡

31344
St Louis, Missouri密蘇里州的聖路易

Pruitt-Igoe Project Pruitt-Igoe If 8 

265
Sampson, Robert 133, 155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crime 集體

效能與犯罪124^6 

Sampson, Robert J. 115,117,141 
sanctions約束力量

component of networks 網絡的元素

11，12
traffic behaviour 交通行爲 i5-16 

Sander, T.H. 169 
Saudi Arabia沙烏地阿拉伯101 
Scandinavia北歐各國（斯堪地那維

亞）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衰退的社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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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216,217 in businesses 在商業上 53-9
trust 信任 60, 66 » see also Denmark, as ‘capital’ 做爲一種資本 29-31

Finland, Norway, Sweden 請一併參 case for active intervention 積極介入

考丹麥、芬蘭、挪威、瑞典 的實例285-6
Schuller, T. 169 ‘Catherine wheel’ model of「凱薩琳

Scotland 蘇格蘭 175 之輪J模型276-9, 293
Selle, P. 259 causal direction of success 成功的因果

Selye，Hans 84-5,86 方向48-50
Servadio, G. 6 components of其組成元素39
service credit schemes 服務點數方案 concept of 概念 26,27, 27-8, 38-9

315-18 culture and social history 文化與社會

sexuality 性 史 267-71
child abuse 虐待孩童 121 defining 界定 1,2-3
teenage birth rates 青少年生育率 economic growth and經濟成長以及

100 48-50,70-2
tolerance 容忍 275 ; see also education as creator of 創造社會資本

marriage and partnerships 請一併參 163-6, 233
考婚姻與伴侶 forms of各種種類67-9

Shaffer, D. R. 169,282 free-riding 搭便車 22
shame, crime and羞辱、犯罪以及 function of 其功能 39

138-9 government creation of 政府創造社會

Singh, G.K. 120 資本186-8
Smith, Adam 亞當斯密 3,66-7 historical view 歷史的觀點 3-9,

idea of social capital社會資本的概念 225-7
5-6 individuals and engagement 個人與投

trust in business 商業的信任 68 入社會246-57
Smith, D. J. 115 levels of 各層面 23-4, 28, 39, 276,
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 278-82

academic research 學術研究 2,9 macro-level 鉅觀層面 14-17,315-24
basic components of其基本的組成元 measuring 測景 31-7

素 9-13 meso-level 中層 257-67
as a ‘big tent’ 大帳幕 16-17 models of 模型 35-8
bonding and bridging黏著性與架接性 negative effects 負向效果 118-19,

19-22, 21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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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tretching 過度擴張 13-14 
phenomena of 其現象 vii-viii 
policy making and政策制定以及

1-2
power relationships 權力關係 22-5 

Putnam explains U.S. decline 普特南

解釋美國的社會資本衰退227-9 
trade-offs 取捨 288-91 
transformation of 轉化 241-3 ; see

also trust請一併參考信任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社會解體理

論 140-1
social movements 社會運動 

impact on U.S. politics 對美國政治的

影響204-5
social networks 社會網絡 

access and power獲得的途徑與權力

23
closure 緊閉 10 
density 密度 10 
global 全球的 69-10 
levels of 各層面 13-19 
sanctions 約束力量 11,12

social norms 社會規範 10-11，12 

crime and犯罪以及130-2 
shaming令人感到羞辱138-9

social relations 社會關係 

caf6 culture 咖啡廳文化314 

crime victims and isolation 犯罪下的

受害者以及孤離119-21 

defining social capital 界定社會資本

2
and happiness 以及快樂 79-80 
hierarchy 階序 269-71

and illness 以及疾病 109-10 
social base 社會基礎 205-7

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歷史的觀點

3-9
sociology 社會學 31
Solow 29
Sorensen, A. B. 152-3
South Korea 南韓（韓國）216 

Spain丙班牙231
Sponsor-a-Scholar 贊助一個學者（計 

畫）149-50
sports and recreation 運動與娛樂 322 

bowling alone獨自打保齡球207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史丹福監獄 

實驗271
Stigler, J. W. 160
Stoddart, G. 108
Stolle, D. 258-9, 282
stress壓力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般適 

應症候群84-5
suicide 自殺

Durkheim’s study of涂爾幹的研究 

73«4,87, 90-1,98-9
empirical analysis of 實證研究 5 

Sullivan, J. L. 184 
Sun, Yongmin 156, 158 
Sweden瑞典

associational life 結社生活 216-18, 
222,223

community health 社群健康 94 
crime prevention 犯罪的避免 H7 
education 教育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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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trust 髙信任 257
Putnam’s analysis and 普特南的分析 

以及230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志顏性組織 

258-9
welfare provision 福利服務 273 

Swedish Living Conditions survey 瑞典

生活情況調査218 
Switzerland 瑞士 96, 173 

Szreter, S. 25, 282

Taipei, Taiwan 台灣台北

Neighbourhood Watch schemes 社區 

守望計畫128
Tanzania坦尙尼亞63
taxes 稅

attitudes towards cheating 對欺詐的態 

度98
compliance 順從 162, 185 
inequality and 不平等以及 234

Teachman, J. D. 148, 152, 153，157, 160,
169

technology 技術 237-8
television/ electronic entertainment 電視

/電子娛樂

Putnam’s thesis and普特南的假設以 

及 227-9,230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programmes 節 

目的質與量255
social engagement and 社會參與以及 

254-6
terrorism恐怖主義 

post-9/11 U.S. 911事件後的美國

209-10

Thatcher, Margaret 柴契爾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 沒有社會這

種東西2
welfare institutions 福利制度 273-4 

Timebank schemes 時間銀行方案 316,
317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維爾 3,5 

Tomey-Purta, J. 169 
trade unions 工會 203,211 
traffic rules 交通規則 15 
transport交通運輸263 

Transue, J. E. 184,238-9 
Treisman, D. 178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Wilson)《眞異 

正正的劣勢》51
trust 信任

causes 原因 246
codified被列入明文的法律中240-1 
crime levels 犯罪的程度 130,132 
diamond merchants 鑽石商人 2-3 
economics and經濟情況以及8,

70-2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的類 

型 67-9
game theory 賽局理論 66-7 
and illness 以及疾病 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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